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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世界古代史为大背景，在古埃及史和希腊化时代史的领域内，用九章的篇幅，在解读原始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史、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国王人格的神化、国王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专制王权运行的保障措施、专制王权的影响和特点等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某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做了详细考察。本书不仅弥补了国内埃及学研究中的不足，还丰富了王权和专制主义等理论，尤其为国内学界关于这些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外族统治者实施专制王权统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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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君主专制制度最早出现于古埃及，是文明社会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人类社会自我管理形式，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未绝迹。在如此漫长的文明社会进程中，与君主专制并存过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但这些集体执政的制度在整个农耕文明阶段均传布不广，颇为短命。为何君主专制制度一枝独秀，其他政体类型难以挑战它的主导地位?这恐怕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亦即历史的合理性。

在民主共和凯歌高奏、君主专制几乎人人喊打的当代，说君主专制具有历史合理性似乎不合时宜。但处理历史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君主专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创造出的一种历史事物，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考察与评估。郭子林博士的《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一书因此便有了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就学术而言，欲弄清专制王权为何年深日久的难题，就需要对四千多年的专制王权在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内容逐一进行个案分析与概括。比如希腊前古风时期的君主制、罗马王政时期的君主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君主专制、希腊化国家的君主专制、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苏美尔诸王国的君主制、阿卡德王国至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印度次大陆的君主制与君主专制、阿拉伯世界的君主专制、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专制、中国的君主专制等，分析不同地区君主制的制度构成、成因、实施效率、演变、好坏优劣的技术分析、可持续与不可持续之处等细微末节，概括不同空间专制王权的特性与共性，不断再生与循环的具体与一般原因。从而对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必然性给以合理的学术解释。《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大体上讨论的都是这类问题，为古希腊人从君主制到贵族寡头、民主制再到君主专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深入的样本。

至于现实意义，深刻认识专制王权的正面与反面作用、张力与局限，对如何渐进稳妥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专制与民主是政治体制光谱中的两个端点，最大限度地显露出两种体制的光明面与阴暗面。在古代政治史的经验中，二者是可以转换的，极端民主的结局是极端的独裁，反之亦然。在古代思想家的眼里，二者都可能有善政和恶政两种类型，即单个人的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都是不良政体。所以深入研究专制王权并不是就事论事的事，而是对我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的未来政体设计和完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工作。我向本书作者的努力表示敬意。

郭小凌

2015年1月5日


序二

本书的作者郭子林副研究员是和我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的同事。初识郭君大概是在八年以前，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敦厚、勤奋、做事投入、不遗余力。郭君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古埃及史，和我的专业不相交集。但是世界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是有共通性的，所以我们平时还是有许多知识可以相互交流，其中王权和专制主义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郭君是个爱思考、有进取心的学者，他不仅热衷法老埃及的研究，而且对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史研究也十分关注。他对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有长年的思考，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就是他在这一专题研究领域努力探索的结晶。

专制王权，与其相近的表述还有专制君主制、专制政体、专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众多政体中的一种，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过的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众多种类的政体中，专制王权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专制王权，比如中国历史上就存在过相当长时期的专制王权的统治;日本古代的天皇制国家如果从当时的法律条文(《养老令》)的规定来看，也应当属于一种专制君主制，只是日本古代天皇的专制极权程度不及中国古代的专制帝王。

历史上专制王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不少研究者认为专制王权产生之初，也曾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的觉醒，专制王权因其巨大的负面作用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说，专制王权是历史地产生，同时也是历史地灭亡的。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观点来看，它也必然灭亡!

专制王权不仅对人类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所以，专制王权的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世界史上的专制王权有共通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只有对各种专制王权产生的原因背景、专制制度的内容及其影响和作用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复原和研究，才能将不同的专制王权进行比较，从而让人们对专制制度这种历史现象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正是作者为学界提供的一份关于历史上的专制王权的中规中矩且内容翔实的个案研究，是颇值得一读的著作。

徐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前言

古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关于古埃及文明形成时间，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以古埃及最早的地域文化——巴达里文化——为文明的起源，将这个文化最早的时间点——公元前4500年定为埃及文明的开端。[1]
 一些学者以地域性城市国家的出现为标志，认为古埃及文明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甚至更早。[2]
 一些学者则以古埃及国家的统一(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为标志，将古埃及文明的最早时间定为公元前3000年。[3]
 甚至有学者将这一时间点确定为公元前2686年，认为早王朝仍然在进行统一事业，直到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古埃及国家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严格意义上的埃及文明才形成。[4]
 这些观点都是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提出的。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可以成立，古埃及文明都是足够古老的。

最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表明，早在前王朝末期(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古埃及就出现了地域性的城市国家，由国王进行统治。学者们将这些最早的国王的统治时期称为“0王朝”，并认为这个王朝与第1王朝存在一定的世系关系，这种观点得到了阿拜多斯U-j墓考古成果的确证。[5]
 “0王朝”的国王们开始了统一各地城市国家的行动，以那尔迈的统一活动为代表，但他们只是开辟了统一之路。埃及王国的真正统一是由第1王朝(约公元前3000—前2890年)的国王们完成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铭文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3150年，到公元前3080—前3040年已经有几百个文字符号，甚至有些符号可以用于整句话的交流。[6]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从铁器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7]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明产生的两个最主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和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本书认为“0王朝”末期统一的(至少是形式上统一的)国家已经产生，用于“文献记录”的文字也已经出现，从而以国家的产生和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为主要标志的古埃及文明形成了。

古埃及文明从产生到逐渐消亡，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埃及文明的初创时期(约公元前3200—前2686年)、古埃及文明的发展期(约公元前2686—前332年)、古埃及文明受希腊罗马人统治时期(简称“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公元641年)。这个文明进程与国家王朝的演变一致。前两个阶段还可统称为“法老埃及”时期。[8]
 “0王朝”为古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2686 年)的埃及继续完成上下埃及的统一。古埃及国家经过古王国(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中王国(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和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的分分合合以及外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和部分统治，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9]
 达到鼎盛，之后又经历了混乱与中兴以及利比亚人、亚述人、努比亚人、波斯人的入侵或统治，但以法老为核心的君主政治和奴隶占有制经济始终是公元前2686—前332年的主要特征。即使外族统治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没有脱离古埃及传统。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后，希腊人、马其顿人、后来的罗马人在埃及的统治使埃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古埃及作为一种文明便逐渐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如此看来，一方面，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是古埃及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另一方面，古埃及文明的深刻变化应该也肇始于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那么，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托勒密王朝是否继承和发展了法老埃及的传统?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主要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近300年的统治对古埃及传统文化有什么影响?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对于古埃及文明的衰亡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始终是埃及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为有关文明消亡的重要学术探讨提供某些借鉴。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10]
 继承王位，经过短暂准备，于公元前334年率领37000人组成的军队进入亚洲，[11]
 攻打波斯。“他跨越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到达埃及，然后从埃及来到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向东穿越波斯和中亚来到现在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大夏(Balkh)和喀布尔(Kabul)……在打败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以后，率领他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返回巴比伦，最后在那里去世。”[12]
 埃及被并入亚历山大的庞大王国。[13]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留给其继承者的是一个疆域广阔的王国。[14]
 然而，亚历山大庞大王国的直系继承者年龄太小，实在无法操控如此庞大的国家，而亚历山大三世的部将们又没有一个人能够统领全局，从而庞大王国变成了一个大剧场，在接下来的300多年(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希腊化时代”)里上演了种种“剧目”。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在这系列“剧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样，研究托勒密王朝史对于希腊化时代史的研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托勒密王朝史的内容实在是丰富多彩，即使最善于谱写历史的史学家也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深刻而全面地展现这段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其《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讲道:“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则主要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寓于一隅之间，即使在你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15]
 这段话用来表达目前的情况再恰当不过了。托勒密王朝史本身是一个“总体的历史”，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我们才能“接近真历史”，才能较全面地理解托勒密王朝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尽管托勒密王朝史在古埃及文明和希腊化时代史的学术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短短30多万字的一本书里，我们很难全面研究托勒密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

布洛赫进一步指出:“为了真实地反映生活内在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好不要自认为已把握了整体，单个的学者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最合理而有益的研究莫过于研究社会的某一特殊方面，更确切地说，要研究这些方面中的某个具体问题，如信仰、经济、阶级和集团的结构、政治危机等等。”[16]
 埃及学家艾伦也指出:“很显然，尽管古代埃及拥有引人注目的纪念物，但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回答如下问题，即‘金字塔是怎样建造的?’而在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古埃及人的社会是怎样构建起来的?’”他继续讲道:“要理解古埃及文明的持久辉煌，人们既要首先理解其迷人的技术发明，更要理解其社会制度。”[17]
 托勒密王朝的重要社会制度是专制王权。专制王权或许是我们真正揭开托勒密王朝“神秘面纱”的一把钥匙。

专制王权不仅是古埃及文明史和希腊化时代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它本身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意义。一方面，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尽管学界基本都认为托勒密王朝实行的是专制王权制度，但这种专制王权是怎样产生的?具体运行机制如何?托勒密国王作为外来统治者采取了哪些措施以保证这种制度的实施?这种制度与法老埃及的传统专制统治有什么联系、本身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答。可以说，从整体上研究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发生、发展、演变、运行机制、保障措施、影响和特点，可以弥补国内外学界对此专题研究的不足。

另一方面，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还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课题。首先，一般来说，在古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实行的都是王权制度。有些国家逐渐放弃了王权，实行了民主制或贵族共和制，有的国家则进一步加强了王权统治，甚至实行了专制王权统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具体言之，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王权制度，有的国家实行专制王权，有的国家实行民主制或共和制?为什么有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从王权过渡到专制王权?等等。这些都是国内外学界不断探讨的问题。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王权不同于专制王权(或称专制主义)。这种不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差异。这需要通过多个个案的研究来厘清。本书的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个案。

另外，王权与专制王权本身属于政体的范畴，从而是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关切，也涉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甚至涉及意识形态问题。20世纪中后期，国内外学界关于魏特夫提出的“东方治水专制主义”这一谬论的讨论，便涉及很多学术和理论问题。长期以来，王权与专制王权(或专制主义)始终是国内外学界研讨的学术理论问题之一。我国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一个关涉甚多的理论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个案研究来加以解决。从而，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或可对我国史学界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实例，加深我国学者对王权与专制王权的理解。

本书首先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坚持论从史出，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各种考古报告，从原始文献出发，全面研究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形成、发展、运行机制、保障措施，深入分析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对古埃及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的影响。本书还采用新文化史的某些研究方法，在探讨托勒密王朝加强王权统治的措施中，对宗教仪式、阶层关系、族群关系等进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探讨。本书更采用比较方法，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与上古其他时代和地区的专制统治进行比较，探寻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特点。

本书用九章的篇幅，对上述关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在第一章阐述“托勒密王朝”、“王权”和“专制王权”等概念，考察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介绍本书参考的主要史料。第二章和第三章阐释托勒密王朝实行王权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及其演变过程。第四章至第六章是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运行机制的分析。第四章思考托勒密王朝国王的人格神化问题，并对其根源做理论剖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具体论述作为王权制度核心的国王权力以及官僚统治方式。接下来，本书在第七章考察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保障措施，这实际上是探讨托勒密王朝能够维持近300年专制王权统治的原因。本书还在第八章探析这种专制王权对埃及和其周围地区的影响。最后，在第九章，本书运用比较方法，将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放在古代世界的大历史背景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将其与古埃及其他时段和世界其他地区古代国家的君主统治做对比，探寻其特点。结语部分对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进行回答，提出作者的观点。当然，因研究重点和史料的不均衡性，本书各个章节的篇幅也不追求均等，而是按照“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的原则展开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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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念、研究史和史料

第一节　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在历史学研究中，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几乎所有历史问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一个或多个概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决定着问题探讨的方向、广度和深度。本课题直接涉及三个主要概念:托勒密王朝、王权和专制王权。这三个概念的解释或定义是本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唯有如此，本书才能够确定写作范围和研究方向。

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定义的过程，即对客观对象的本质特征进行科学概括的过程。任何研究者都希望对所研究之对象给出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定义。然而，“定义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定义的选择往往是一种策略。人们有时需要一个广义的定义，以便把尽可能多的案例涵盖起来。有时，为了排除大量案例而需要狭义的定义。这样，定义的选择或提出，完全是作者的学术偏爱”[1]
 。笔者在对主要概念进行定义的时候，也无法摆脱学术偏爱的影响，但尽可能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给出较为客观的定义。

很多史学概念不仅具有本身的内涵和外延，还有丰富的研究史。这种关于概念本身之历史的研究，对于概念的深入理解和课题研究范围、方向的确定及研究意义的理解等，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正是概念史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而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1.“托勒密王朝”

一般来说，王朝的概念是关于某个时间段内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些人群)进行统治的定义。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时间、空间和“人间”。时间和空间是易于理解的要素。这里所谓的“人间”是指统治者对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指王朝的历史。同时具备了这样三个要素的王朝概念，才是充满生机的概念，才能较好地展现王朝丰富多彩的历史。“托勒密王朝”这个概念便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定义的。

一般而言，“古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 of Ancient Egypt)系指来自马其顿的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的历史时期，简称“托勒密王朝”[2]
 。这个概念似乎过于概括，缺乏内涵。本书试做更详尽的阐述。

首先，关于托勒密王朝的起止时间，国内外学界存在多种看法。据《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所释，“一般而言，托勒密埃及是希腊化埃及的整个时期，开始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三世到达埃及，结束于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在这300年里，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马其顿王朝时期(公元前332—前304年)和托勒密法老时期(公元前304—前30 年)。后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托勒密时期”[3]
 。在伊安·肖(Ian Shaw)主编的《牛津古代埃及史》中，作者把公元前332—前305年的埃及王朝看作马其顿王朝，把公元前305—前30年视为托勒密王朝。[4]
 我国学者刘文鹏对此概念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5]
 可以这样认为，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为广义的托勒密王朝史，而狭义的托勒密王朝史应指公元前304年托勒密一世称埃及法老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

当然，关于托勒密王朝史的起始时间，并非只有上述几种观点。例如，还有人认为托勒密王朝始于公元前321年亚历山大城建成时或托勒密一世正式取代克里奥美尼斯(Cleomenes)为埃及总督，[6]
 也有人认为它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突然去世，[7]
 甚至有人认为它始于公元前310年托勒密一世宣布自己为古埃及国王。[8]
 当然，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公元前304年托勒密一世称埃及法老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9]
 笔者以为，从时间上来看，“托勒密王朝”应指从托勒密一世至托勒密十五世以及克娄巴特拉七世的托勒密家族在埃及统治时期，即从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入驻埃及任总督开始直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因为任总督时期的托勒密一世已经开始实施建设埃及的政策，当其加冕为埃及法老之后实行的政策正是这一时期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本书不把公元前332—前323年这段历史归入托勒密王朝，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应属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期。

其次，托勒密王朝的空间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参见附录1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领土构成一览表)。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到达埃及以后，托勒密王朝拥有的领土仅限于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主要地域北至地中海，南及尼罗河第二瀑布，与努比亚接壤，东至利比亚，西达红海(包括西奈半岛)。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三世登基时，埃及已经占有了这样一些地区:利比亚、叙利亚、腓尼基、科普图斯(Kptos)、利西亚(Lykia)以及卡利亚(Caria)和塞克拉底斯群岛。[10]
 这是托勒密王朝的鼎盛时期，其疆域囊括了地中海内部和周围的很多地区。[11]
 然而，托勒密王朝的领土始终在不断地变化，尤其叙利亚地区的领土始终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亚洲的塞琉古王朝之间转换。例如，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斗中，托勒密王朝决定性地战胜了塞琉古王朝，夺得了叙利亚。但到公元前200年，叙利亚又被塞琉古王朝夺了过去。[12]
 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兴起，逐渐在地中海世界占据优势。随着罗马的扩张，托勒密王朝在本土之外的领地逐渐落入罗马人的手中。公元前30年，埃及本土被罗马占领，托勒密王朝结束。[13]


再次，托勒密王朝的“人间”要素就是指托勒密王朝的基本历史。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征服之后，尤其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到达埃及以后，埃及沦为马其顿和希腊移民[14]
 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统治者是部分外来征服者和移民，被统治者是广大埃及本土人和其他移民[15]
 。托勒密王朝的执政者是来自马其顿的托勒密家族，实际上就是托勒密一世和其后代构成的家族。也就是说，托勒密王朝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托勒密家族的世袭统治(参见附录2托勒密国王统治年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托勒密一世以总督的身份进驻埃及，实际上掌握了统治权，开始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83年，托勒密一世去世，早在公元前285年就作为共治国王参政的托勒密二世，毫无悬念地登上了王位。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二世的去世意味着托勒密三世的登基。托勒密王朝前三位国王不仅调整和完善了政治制度，保证了王权的连续和稳固，还非常重视经济的恢复发展。他们大力开发农田、兴建灌溉系统、发展农业，垄断和专营工、商、金融业，尤其重视对外贸易活动。托勒密王朝的贸易远及爱琴海、黑海和印度。经过三位国王的励精图治，埃及的经济迅速发展。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埃及一跃成为地中海世界一颗璀璨耀目的明珠，确立了在地中海的强权地位。自托勒密一世开始，托勒密王朝的前三位国王都注重文化事业的建设，兴建亚历山大城博物院和图书馆，广罗“天下”英才，广聚四方书籍，使亚历山大城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摇篮，古代希腊历史上很多重要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藏书多达几十万卷，同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也曾受到亚历山大城博物院和图书馆的“洗礼”，形成了西方科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这样的文化建设不仅促进了埃及本身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激发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交流。自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2—前200年)开始，受到埃及与塞琉古王国斗争的影响，同时罗马也在逐渐兴起，加上埃及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托勒密王朝开始逐渐走下坡路。最终在最后一个国王克娄巴特拉七世统治时期，王朝灭亡。

此外，托勒密王朝这个概念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国体问题。所谓国体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等级、阶级的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古代独立发展的各氏族部落内部，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最早剥削形式，都是奴隶制”。这一方面是由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最初的文明社会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另一方面是由血缘氏族内外关系的划分决定的。[16]
 古代埃及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是这样产生的，并在整个法老埃及阶段得到发展。[17]
 马其顿王国是脱胎于血缘氏族公社解体和对外征服的基础上形成的奴隶占有制国家。[18]
 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的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也是奴隶占有制国家。[19]
 当然，学界对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否存在普遍性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古代埃及(包括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不存在奴隶制。本书基本认同法老埃及与托勒密王朝埃及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占有制。关于这种争论并不是本书主要探讨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对古埃及历史史料进行翔实的解读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本书不予做深入探讨，留待日后讨论。

最后，托勒密王朝这个概念本身还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政体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对政治制度或政体进行系统分类和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柏拉图等人也对希腊城邦的政体提出了构想和评价。亚里士多德将政体等同于政府，并根据执政人数的多寡和是否以公民共同体的利益为施政目标，将政体分为正确的政体和错误的政体。正确的政体是王制、贵族政体和公民政体，相对应的错误政体就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20]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政体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再明确一些，实际上就是城邦或国家通过政府进行统治的制度。亚氏虽然主要探讨希腊城邦的政治类型，但他在论述中显然考虑到了城邦之外的其他国家形式，因为他在论述王制(即君王政体)时，将“城邦”与“国家”并列起来。[21]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公元前4世纪)和其写作《政治学》的年代(大约公元前335—前323年)，希腊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再陌生了，尤其对波斯和埃及等不同于自己的文明国家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对希腊诸多城邦的政体进行阐述时，实际上也暗含着对埃及、波斯等非希腊国家的政体的比较。基于此，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根据亚氏的标准，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显然属于王制，是由托勒密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进行的统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了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托勒密王朝”是指公元前323—前30年，以托勒密国王为中心的托勒密家族，以世袭王位的形式，对埃及及其周围附属地区进行的奴隶制君王政体的统治，经历了确立、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

一般来说，学者们对史学概念的理解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下面阐述学者们对托勒密王朝这个概念的理解过程。

19世纪中叶以前，研究古埃及史和古希腊史的学者都没有研究托勒密王朝史。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古老埃及历史和文明的大门，为我们了解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埃及奠定了基础。从此，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等)的探险者蜂拥而至，挖掘或抢夺古老文明遗骸上的金银珠宝。当然，也有一部分有远见的学者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古老文明辉煌、雄伟、壮观的遗迹。人们对所见之物备感惊异。巍峨壮观的金字塔、扑朔迷离的古埃及文字、高耸悬崖的岩窟墓、阴森可怖的卡尔纳克神庙和直入云霄的方尖碑，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在欧洲探险者看来，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谜团。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的发现，尤其是19世纪20年代，商博良(Champollion)解读象形文字的成功，为人们了解埃及、解开诸多谜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工具。[22]
 因此，受追求财富的欲望和好奇心的驱使，19世纪中叶之前，所谓的埃及学家或埃及学学者根本无暇整理历史，即使有那么几本写作埃及史的书籍，也都是根据马涅陀和其他古典学者对古埃及历史的记述以及作者的所见所闻叙述引人注目的法老埃及史，而不关心亚历山大三世征服之后的历史，甚至连新王国之后的后期埃及史都很少有人研究。[23]
 当然，这种局面也是由史料不足造成的。19世纪中叶之前，考古发掘的是一些重要的遗址遗迹，而且收获甚丰，仅仅整理研究法老埃及，尤其是古王国和新王国的历史就足以占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了，所以很少有人去挖掘不会带来重大成就和财富的法尤姆等地，而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地区恰恰是托勒密王朝史料的主要贮藏地。[24]


如果说埃及史学家是因为缺乏史料和无暇研究托勒密王朝史，那么希腊史学家在研究希腊史时，应该多多少少涉及一些托勒密王朝的历史吧!事实恰恰相反，希腊史学家往往也把注意力放在鼎盛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史上。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历史，根本无人涉及，一般都以亚历山大东征作为希腊历史著作的终结，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便是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他的12卷本《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便以公元前301年为终点。他在序言中写道:“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拘谨而堕落，再也吸引不了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从总体上看，从公元前300年起，到罗马吞并希腊这段时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其价值最多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而已。”[25]
 他的史学著作及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同时代和后代学者。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首先，受19世纪前半期历史现实与实证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希腊史学家都认为这段历史与鼎盛的古典史相比根本不重要，不值得研究;其次，这段历史涉及埃及、西亚、印度、希腊各城邦、马其顿和罗马等诸多地区的问题和内容，太复杂，就当时的研究状况而言，还难以较好地把握。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上半叶，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主要处于希腊化史的研究领域。到19世纪中叶，希腊史的研究有了巨大突破。德国历史学家J.G.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26]
 的《亚历山大三世传》(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于1833年在汉堡出版，对亚历山大东征给予高度评价。德氏又于1836年在汉堡出版《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在此书中，他首先赋予“Hellenism”以新意，这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诞生。[27]
 从此，以J.G.德罗伊森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对亚历山大东征到罗马征服之间300多年的历史展开研究。例如，J.B.伯里(J.B.Bury)[28]
 、E.比万(E.Bevan)、M.I.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W.塔恩(W.Tarn)和G.T.格林菲斯(G.T.Griffith)[29]
 等。其中，W.塔恩和G.T.格林菲斯是研究希腊化文明史的重要专家，他们的著作《希腊化文明》是一部非常权威的著作，也堪称研究“希腊化”历史的经典之作，第一版于1927年出版，随后分别在1930年和1952年再版，并多次印刷，影响深远。[30]
 M.I.罗斯托夫采夫三卷本的巨著《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虽然受古史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在某些提法和观点上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就史料的运用和研究的深入细微而言，它绝对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第三卷完全是对前两卷内容的注释，对所征引之史料进行详细考证和说明。[31]
 罗氏对史料的重视激发他的学生们注重史料集的编纂。例如，C.B.威尔士(C.Bradford Welles)编著了《希腊化时代国王的书信集:希腊碑铭学研究》，明确指出该资料集的撰写是受到了M.I.罗斯托夫采夫的鼓励和指点。[32]
 C.B.威尔士的学生R.S.巴格诺尔(Roger S.Bagnall)和P.德罗(Peter Derow)继承了这种传统，翻译编纂了篇幅更大的希腊化时代史料集。[33]
 这些历史学家研究希腊化史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总体上有三个共同原因:一是受到兰克学派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精英或英雄人物进行研究;二是受到了当时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影响，他们为现实的政治事件寻找历史根源或先例，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三是19世纪考古学、古钱币学以及古文字学的发展，为研究希腊化史的学者提供了大批史料。正是由于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这些史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存在偏见的，他们只注重亚历山大东征的积极作用，注重希腊文化的传播，而忽视了东方文化的反作用，因而很难公允地评价这段历史。托勒密王朝史的本来面目也就难以再现。

需强调的一点是，在上述史学背景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托勒密王朝史的专著。最早专门研究托勒密王朝历史的是J.P.马哈菲(J.P.Mahaffy)，他在1898年出版了《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史》一书。[34]
 E.比万指出J.P.马哈菲的著作对托勒密王朝的历史给出了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描述，鲜活地呈现出了这段历史，但到1927年为止，其作品中的很多史实就被陆续发表的纸草史料等证明是错误的了。[35]
 布歇-勒克莱尔(Auguste Bouché-Leclercq)四卷本的《托勒密·拉古斯王朝史》(1903—1906年)[36]
 ，继承了法国历史学家的传统，对托勒密王朝的历史进行了鲜活的描绘，对到其写作时期为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准确而全面的评价。[37]
 古奇认为本书对托勒密王朝作了生动的描述。[38]
 另一部是由德国史家斯宾格尔伯格(Spiegelberg)著，英国史家E.比万翻译成英文的《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史》(1927年)。芝加哥大学的雅各·A.O.拉尔森(Jacob A.O.Larsen)这样评价此书:“它用长度适中的一卷，为它成书的那个时代有关托勒密王朝的知识状态提供了一篇优秀的指南。”“用三章的篇幅叙述了托勒密·菲拉戴尔夫斯(托勒密二世——笔者注)的统治之后，用总共110多页的两章，描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制度和政府管理。”[39]
 同一年，E.比万还出版了一部自己撰写的同名著作，是英国埃及学奠基人和埃及序列年代法创始人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爵士编纂的巨幅著作《埃及史》的第四卷[40]
 ，按托勒密国王的年代顺序阐述了14位国王的历史，尤其详细考察了托勒密二世的人口、城市、法庭和政府制度等，但没有考察托勒密王朝对法老埃及历史的继承情况以及其专制政府等内容。这部书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期研究托勒密王朝史的集大成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出了托勒密王朝历史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可以说，上述几部著作开创了独立研究托勒密王朝史的新时代。

20世纪40年代之后，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有了突破。20世纪40年代以后，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史学界以年鉴学派为核心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不断发展与壮大，希腊化时代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修正时代”[41]
 ，史学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研究进行反思，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要史学家: M.M.奥斯丁(M.M.Austine)、F.W.沃尔班克(F.W.Walbank)、E.贝蒂安(E.Badian)[42]
 、P.格林(Peter Green)、S.M.布尔斯坦(S.M.Burstein)、A.A.朗(A.A.Long)[43]
 和E.S.格仑(E.S.Gruen)等。他们都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作品。例如F.W.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的《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的希腊化世界》、C.哈比希特(C.Habicht)的《希腊化君主国》以及G.希普利(G.Shipley)的《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世界，公元前323—前30年》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44]
 P.格林的皇皇巨著《从亚历山大到亚克星的希腊化时代》则按年代顺序阐述了希腊化时代各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45]
 这些作品一改传统只注重希腊文化对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方式，采取更为理智的方式，注意研究埃及和两河流域等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现象。同时，这些著作或者单列一章阐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历史，或者将托勒密王朝历史的知识点放入相关专题里面阐述。

总体来看，20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学者们对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对政治制度的认识等都有了新的创见。这期间，在西方史学界，一系列著作、论文和史料集不断涌现出来，还出现了很多专题性的研究，研究越来越细化。例如，H.I.贝尔的《从亚历山大大帝到阿拉伯征服的埃及》、R.S.巴格诺尔的《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之外占领地的管理》等。[46]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发现将托勒密王朝归入古埃及历史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合理性。2000年，刘文鹏教授著《古代埃及史》和伊安·肖编著的《牛津古代埃及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前者非常明确地把古代埃及史的下限延长到公元641年被阿拉伯征服，后者把其定为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47]
 几乎同时，《剑桥古代史》第14卷和《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也都把古代埃及史的下限定在公元641年。[48]
 这种史学观点的转变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49]
 20世纪40年代以后，尤其近些年，在西方史学和我国埃及学研究凯歌前进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也投入对希腊化时代史和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当中，他们有的继续在希腊史的框架内研究希腊化时代史，同时涉及托勒密王朝史，有的则专门从古埃及历史的角度研究托勒密王朝史，同时关注托勒密王朝与法老埃及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50]


2.“王权”与“专制主义”的概念及研究史

国内外学界在表达某种由国王或王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时，经常使用包括“王权”在内的三个词汇，另两个词汇是“王制”和“君主制”。但是，这三个词汇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别。

王权(kingship)是古代世界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以王为主要统治者或中心的政治制度。王制(希腊语basileia，英语princeship)是指由君主统治的制度，其君主有可能是一位(如马其顿)，也有可能是两位(如斯巴达)，甚至有可能是几位执政官中的一位(如雅典的王者执政官)。君主制(希腊语monakhia，英语monarchy)是指由一人统治的政治制度，即由一个君主进行的统治。从含义上来看，王权、王制和君主制这三个词似乎可以通用，但在适用范围上，它们却不同。王制一般用于古代希腊，是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当中basileia一词的翻译，当然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王制包括了各种君王制度，实际上与王权的内容一致，只是学者们很少将王制运用于诸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等研究对象。王权的适用范围则较广泛，学者们一般将其应用于古代世界任何国家，也就是说，王权在适用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比王制要宽广一些。君主制主要应用于那种由一个国王或王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三个词汇有时可以互用，有时却只能用其中的一个，要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统治者或王的人数来确定。具体到古代埃及，尤其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王权更能体现其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更符合国内外学界的习惯用法。下面主要对王权进行词源学的考察，同时也考察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王制。本书是对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王权进行研究，那么古埃及是否有表达王权概念的词汇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即国内学界通常所说的象形文字)[51]
 中，王权(kingship)一词的象形文字是[image: img]
 nswyt，这个词见于《辛努亥的故事》(B186行)等文献。[52]
 该词源于[image: img]
 nswt“国王”。[53]
 [image: img]
 是一个古老的名词短语(或名词性句子)，是由单词[image: img]
 n［j］(of或者the one who something belongs to)和[image: img]
 swt (sedge)构成的。这个词组的意思可能是指“of the sedge”(菅茅的……)，但意思解释不通。从而，这个词组更可能是一个表示所属关系的名词性句子，即nj swt“he to who the sedge belongs”，意即“拥有菅茅的人”[54]
 。[image: img]
 是上埃及生产的一种植物(菅茅)，一般用来代表上埃及。从而，[image: img]
 这个词的意思是“拥有上埃及的人”。可见，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国王一词是一个强调国王权力的词汇。这或许也表明古埃及的王权或国家最早起源于上埃及。同时，如果根据古典古埃及语(即中埃及语)圣书体文字的拼写方式，国王这个词应该是[image: img]
 ，而非[image: img]
 [image: img]
 。这个词的拼写方式有可能是为了实现圣书体文字书写中的对称原则，但更可能是较早时代的古老拼写方式。它或许是一个古风时代(早王朝时代)或更早时代的词汇。距离早期国家或王权的产生时间越早，文字越有可能是对“国家起源地区”的真实记载。这或许进一步表明了王权或国家起源于上埃及的观点。

王权一词[image: img]
 中的[image: img]
 j是芦苇，一般生产于下埃及三角洲地区。[image: img]
 是纸草卷，一般用来表示抽象的概念，放在词尾作限定符，既可以横放，也可以竖放，根据单词的结构而定。纸草也是下埃及三角洲地区生产的植物。从这个词的构词来看，这也是一个名词性句子的缩写，似乎可以理解为“power of the one to who the sedge and reed belong”，即“拥有菅茅和芦苇的人的权力”，或者说“拥有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人的权力”。可见，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的王权这个词也具有强调国王所有权的含义。

埃及人还称呼他们的国王为“陛下”，其圣书体文字为[image: img]
 hm，这个符号是洗衣工使用的木棒形象。到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称其国王为法老(Pharoah)。法老一词的象形文字是[image: img]
 pr-c
 3 (big house，palace)，意思是“大房子”或“宫殿”。[55]
 法老这个读音是希伯来语对pr-c
 3一词的发音。pr-c
 3这个词用来称呼国王，本身就蕴含着国王拥有大房子或宫殿之意，体现了埃及人对国王权力的认可。

姑且不考虑圣书体文字名词性句子的语法结构，单从王权[image: img]
 、国王[image: img]
 、陛下[image: img]
 以及法老[image: img]
 这几个单词的构成来看，主要构词符号要么是埃及人的象征植物，例如菅茅[image: img]
 、芦苇[image: img]
 ，要么是埃及人的主要食物，例如面包[image: img]
 t，或者是埃及人的生活工具，例如洗衣棒[image: img]
 ，甚至是埃及人的房屋[image: img]
 ，还有表示水的符号[image: img]
 。这些符号代表的都是古埃及人日常生产生活必需的物质材料。埃及人用这些符号来称呼国王，或者表达王权，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是用这些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东西表达最重要的观念。从而，我们可以断定，埃及人认可了国王对埃及土地上的万物的拥有。也就是说，在古埃及人看来，国王不仅拥有上埃及和下埃及，还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的主宰，从而是埃及最高的主人。这些圣书体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古埃及人对王权的认识。可见，我们原以为最早只可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的词汇，在埃及圣书体文字中也可以找到对应词汇。

中文的“王权”一词包含两层含义，基本含义显然是指国王的权力和权威，另一层含义是指一种统治方式或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中文“王权”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Kingship”。Kingship的词根是King。King的现代意义是“(君)王、国王、(部落)首领”等。Kingship的现代意义是:事实上的国王，国王的职责和威严，统治;国王的统治，君主统治;国王的个性，(他的)王者威严;国王的统治权或统治领域。[56]
 据此，“王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君主的权力，这是本义。另一种是指国王依靠王者威严和统治权，对其统治领域进行君主统治，即君主政治或君王政治。

从理论的层面考察词源，学者们往往习惯于从英语追溯到希腊语，这是符合语言发展逻辑的。王权的英语对应词“kingship”的词源是什么?这里的王权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王制”有何关系?

Kingship的词根King，其德文对应词为könig。学界一般认为，King 和knig都源于希腊文basileus (巴塞勒斯)。学界一般把巴塞勒斯译为“国王”，但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希腊人那里时并无此意。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实行君主制，王宫首领被称为Wanax (瓦纳克斯)，而非巴塞勒斯。巴塞勒斯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57]
 史诗描述的所谓“黑暗时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制社会，其政治机构有议事会、民众会和军事首长。军事首长被称为巴塞勒斯。此时巴塞勒斯还没有国王的专制权力，由选举产生，往往为某一贵族家族世袭，主要职责是统率军队作战，也掌管宗教祭祀。史诗中的著名英雄大多属于军事首长，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人。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世界出现了僭主，具有了国王的特征，但并非真正的国王，亚里士多德视僭主制为王制的变态政体。[58]
 到古典时期，雅典等希腊城邦的民主制确立起来，原来被称为巴塞勒斯的军事首领变成了一名执政官;斯巴达实行“双王制”，但他们只有世袭的形式，而无君主的实际权力。直到亚历山大三世征服希腊各城邦之后，君主制才在希腊世界变成了主导政治形式[59]
 ，巴塞勒斯才变成了君王政体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作为king一词的辞源的巴塞勒斯，最初只是对军事首领的称呼，后来成为王者执政官或双王制中的国王的称呼，最后到亚历山大庞大王国建立以后才演变成为君王政体中的国王的代名词。马其顿史学研究者卡罗尔·金(Carol J.King)也指出巴塞勒斯这个词可以指代各种国王，“希腊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不仅把这个词应用于马其顿的国王，也把它应用于波斯的专制‘大王’，还用于称呼寡头制斯巴达的双军事王，甚至用于称呼民主制雅典的九执政官之一”[60]
 。希罗多德用巴塞勒斯称呼马其顿国王，[61]
 修昔底德称亚历山大一世的儿子皮尔蒂卡斯二世为巴塞勒斯。[62]


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356—前323年)的老师，在马其顿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63]
 从时间上来讲，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语中的巴塞勒斯一词因亚历山大三世的征服和采取君主统治而转变成了君王政体中的国王的代名词。或者说，亚里士多德见证了巴塞勒斯一词的含义的转变过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王制的分析便是建立在切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基础之上的。从而，研究王权绝不可绕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必须把王权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王制”进行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希腊世界158个城邦进行研究，并把其与周围“蛮族”国家和地区作比较，根据执政者的人数和执政宗旨[64]
 ，把各种政体分为三种正常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王制和僭主政治，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65]
 亚氏笔下的王制一词便是basileia，其意义为“由君王统治”，来源于basileus一词，与monakhia(现代英文Monarchy一词的词源)即“由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在含义上有所不同，但经常混用。[66]
 亚氏认为“王制有多种形式，而各种王制的统治方式也不尽相同”[67]
 。他区分了五种王制:“第一种是(史诗)英雄时代的王制，其君王受到臣民的拥戴，但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君王就像是一名统帅和法官，并主管宗教祭祀事宜;第二种是蛮族民族的王制，其君王的职位在王族中世代相传，依据法律实行独裁专制;第三种王制是民选邦主制，其君王类同于民选产生的僭主;第四种是斯巴达式的王制，简而言之，其君王是在王族中世袭、终身任职的统帅。……第五种形式的王制，君王独揽一切权力，正如每个民族或城邦由一人掌管公众的共同事物;这种体制同家长制一致。”[68]
 接下来，亚氏又认为这五种王制存在两个极端，“即大权独揽的王制和斯巴达式的王制”，“其余各种王制大多处于这两者之间，其君王的权限或者不及拥有全权的至尊君王，或者超过斯巴达君王”[69]
 。亚氏的王制范围十分广泛，只要一个城邦或者国家当中有王存在，那么其政体就是王制。容易看出，这几种王制里面包含王权，即由君王统治的政体。那么，这五种王制是否也包含专制王权呢?或者说，这五种王制是否包含专制王权这种王制形式?本书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亚氏所说的城邦和国家显然包括小亚和希腊各城邦或民族国家[70]
 ，是否包括埃及，文中没有明确交代，但亚氏在文中多次提及埃及[71]
 ，可见亚氏对埃及的政体并不陌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政体类型时也考虑到了埃及的政体。而当时，埃及正处于法老埃及时期，其政体正是专制王权。

其次，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这五种王制时，并非仅仅指希腊城邦，还提到了“异族”和“国家”等概念，而当时希腊人把希腊城邦之外的地区和国家都看成异族地区和国家，并非城邦，从而可以确信，亚里士多德的五种王制包括他所知各地区的各种君王政体。而到亚里士多德生存的年代，所谓的异族地区和国家确实存在专制王权，例如法老埃及。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说明哪一种王制是专制主义的，也没有采用专制主义一词的现代形式，但他在总结前三种王制的共同点时，运用了一个词，即despotikai[72]
 ，这个词的意思是“主人(despotees)的”，引申为专制，从而可以确定，亚里士多德的五种王制里面包括专制王权这种统治形式。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使用despotism这个词指代专制王权这种政体。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五种王制实际上包括了basileus一词从军事首长到专制君主的各种内涵，包括了到亚里士多德写作《政治学》之时已知的王权和专制王权在内的各种王制。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专制王权这种政体，或许当时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专制王权这种政体。他的五种王制之中确实含有专制王权这种王制形式。但是，亚里士多德论述王制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这种制度是否是正确政体，是否适于城邦，并未具体分析其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对他所知和所见之王制进行静态的分析。本书认为，从前面的叙述来看，王权和王制的内容几乎一致。但王权的适用范围更广，也更多地出现于当代学者的笔下。

专制王权就是专制主义，是指处于专制统治阶段的王权。“专制主义”[73]
 一词，英文为despotism，法文为despotisme，德文为der despotismus。从词源上讲，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δεσπστηs。Δεσποτηs的意义是“主人”或“家长”。[74]
 “希腊语的这个词在各种语境中都被用作‘家长、主人’或‘统治者’，没有特殊的贬义;现代希腊语中它还有‘主教’的含义。”[75]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次使用δεσποτηζ[76]
 ，但未赋予其政体的含义，亚里士多德把其与国家政体联系起来，认为异族人的王制存在的理由是“异族天生就比希腊各民族更具奴性……甘受独裁专制”[77]
 ，这里的“独裁专制”主要是指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被统治者。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用despotism这个词来明确地指代一种专制主义的政体。[78]
 可见，古希腊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并无专制主义的含义，只是表明一种“专制的”关系，一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

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早期，despot逐渐被用作对皇帝、主教、元老的尊称，甚至有些人用这个词来攻击西欧教权的专制统治。[79]
 后来，despot的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1585年despot用来指代土耳其帝国一个行省的基督教首领，1727年despot演变成了despotism。[80]
 经中世纪西欧学者(如马基雅维里)的注释补充，到近代经过法、德、英等国学者和思想家们(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论述，最后在18世纪“专制主义”这个概念逐渐系统化。[81]
 在现代词典中，despotism有这样一些含义:一位专制君主的统治，专制统治，专制权威的实施;一种专制君主控制下的政治制度，一个专制国家，一种专断政府;专制权威或控制，严格的限制。[82]


王权和专制王权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城邦、“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东方专制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关系密切，从而得到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和研究。国外学界关于王权与专制主义的研究，施治生和郭方先生已经做了较详细的阐述[83]
 ，马克垚先生也有阐述[84]
 ，这里不再赘述。我国世界史学者从不同文明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例如施治生、刘欣如主编的《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该书对中国、美索不达米亚、日本、希腊、罗马、查理曼帝国、阿散蒂王国等早期王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对法老埃及、印度、赫梯、匈奴游牧帝国、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拜占庭以及英国都铎王朝等专制主义的性质特征，都进行了探讨。[85]
 之后，因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荒谬的“专制主义为东方所特有”的观点，李祖德和陈启能等人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将专制主义的研究深入了一步。[86]
 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对相应文明的王权与专制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刘泽华就对中国古代的王权进行了深入探讨。[87]
 马克垚从理论和体制上考察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王权和中国古代王(皇)权，分析了它们的由来与发展变化，指出二者都有着无限与有限的矛盾性。[88]
 孟广林深入系统地考察了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封建王权的重要问题，包括王权的形成和发展进程，王权与世俗贵族、教会及城市的关系，王权的政治体制、性质与地位，等等。[89]
 侯旭东教授详细考察了“专制主义”一词的来源问题，认为这个词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是否适用于中国学术界还需深入探讨。[90]
 另外，王义保还对近年来我国的专制主义理论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91]


目前看来，我国学界关于王权与专制主义的概念和特点的认识，仍然可以《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一书的基本观点为代表。一般来说，王权包括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两个发展阶段，有一个从早期王权到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早期王权还不成熟，国王的权威受到多种力量或势力集团的限制。专制王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王的权力已较为完善，具备了专制君主的特质，很少受到或不受其他势力集团或力量的限制。当然，并不是说早期王权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专制王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早期王权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上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经过早期王权直接进入专制王权;有些则在早期王权之后直接进入了民主制或共和制国家，没有经历专制王权;有些则在早期王权之后逐渐进入了专制王权阶段。

早期王权有什么特点呢?早期王权一般出现在早期国家，而早期国家一般是从氏族社会经过发展，或者因社会组织的扩大与变化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或者以征服的方式建立起来，常常表现为小国寡民。从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早期王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国家的政治首脑是国王;国王的权力来自征服、世袭或联盟;国王往往借助神祇来宣传自己王位的合理性，并借以巩固统治;国王具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至少具有宗教祭祀权力和军事权力，有些国家的国王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国王的权力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限制，例如宗教祭司、地方政权或者联盟的其他成员、社会成员组成的民众会议等;国家机器尚不健全，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体系和各种具体的行政部门尚未建立，从而国王对国家的统治效能有限;国王本身拥有较多财富，但未能掌握全国的税收，税收尚未制度化，国王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随着小国寡民的国家逐渐强大和因兼并战争的进行而走向地域王国，王权便逐渐让位于专制王权，或者早期国家因其他诸多原因而采取了其他政体形式，早期王权便逐渐终结。[92]


我国学者通过深入考察古今中外主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思想家关于专制主义的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总结概括出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的“专制主义”概念。而且，学界对“专制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专制主义”是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其核心是专制君主在全国范围内居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独揽国家一切大权。专制主义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专制君主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神的后裔和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的神性，人格神化;专制君主采取世袭继承制，父终子继，整个王室家族都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专制君主在全国处于主宰地位，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严格地控制着行政、军事、思想等，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机构为其治理国家服务，建立一支常备军作为其政权的可靠支柱，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形式，推行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专制君主把整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物，靠雄厚的财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专制君主把全体臣民视为自己的奴仆，君主与臣民之间完全是主仆关系。[93]


由“王权”与“专制王权”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可见，早期王权与专制王权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国王权力的大小和相应制度的完善程度。如果国王的实际权力受到各种团体和机构等的限制，国王的实际权力非常有限，其地位也不稳固，那么这是早期王权。随着早期王权的进一步发展，在各种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国王的实际权力大大增加，受某些机构、团体和势力集团的限制较少，其地位非常稳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系等，那么这种政治便是专制王权。从中也就不难看出，两者的联系恰恰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专制王权是王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专制王权是更为高级阶段的王权。当然，我们一再强调，并非所有的王权都能顺利地转变为专制王权，但确实存在王权转变为专制王权的情况。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我国学界关于王权和专制主义的理论探讨比较多，个案研究也有一些，都侧重于特点和产生条件的分析，对王权和专制王权的运作保障措施的研究仍需加强。同时，通过前面对王权和专制主义两个概念及其学说史的考察，我们发现，本书关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探讨，事实上是对托勒密王朝政治制度的探讨，但本书并不是对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都探讨，主要探讨与国王和其权力有关的方面，这正是本书使用“专制王权”而非用“君主制”或“君王政治”这样的关键词的原因。从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在于考察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内容、特点及保障措施等，尤其侧重于对保障措施的讨论，旨在进一步验证和丰富国内外学界关于王权和专制主义的理论认识。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绝对主义”做一简单说明。我国很多学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将“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面已经详细阐述了专制主义的概念，这里不再赘述。“绝对主义”对应的英文为absolutism。在西方学术界，涉及政治制度的时候，绝对主义还有一个对应词absolute monarchy (绝对君主制)。“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是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或政治制度。绝对主义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94]
 佩里·安德森阐述了西欧绝对主义成立的条件，涉及军事、经济基础、税务等方面。姜芃对其做了概括。[95]
 这些条件都不是古代世界专制主义的必要构成要素。所以，无论从产生条件，还是从概念的适用范围来看，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将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等同起来。

第二节　研究史

就笔者所知，目前涉及托勒密王朝史的著作很多，英语世界专门研究希腊化时代史的著作就不下四十余种，单从埃及史的角度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之多。[96]
 这些论著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另外，还有几部非常好的资料集。但遗憾的是，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论著却寥寥无几，而专门研究托勒密王朝王权的著作更是少见。这种状况也许与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关。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者们才开始深入研究托勒密王朝史，但此时法国年鉴学派发起并实践的“新史学”思潮，强烈地影响着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新史学”是在批判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治史理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认为传统史学只从事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等广义的政治史研究，而忽视制度、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强调文化史的研究，但在批判传统史学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甚至抛弃了广义的政治史研究。托勒密王朝史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学术界主要对以下几个相关方面进行了研究。

其一，有关帝王崇拜的探讨。有关托勒密王朝帝王崇拜的观点有两种。有人认为，托勒密王朝的帝王崇拜完全是埃及本身帝王崇拜的延续;[97]
 也有人认为，托勒密王朝的帝王崇拜，具有东西方结合的特点。[98]
 这两种观点都只是作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并无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也并非专门进行相应观点的理论论述。

其二，有关行政制度的研究。一般认为托勒密王朝的行政机构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和地方各有一套行政机构，各机构都有一些行政官员，如中央的首席大臣，地方的驻军总督、诺姆长等，中央行政机构控制着地方行政机构;全国分为三大行政区:埃及境内的希腊城市，埃及境外的占领地和埃及本土(不包括希腊城市) ;而无论中央和地方都必须听命于国王个人，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君主制度，等等。[99]
 这些内容在研究托勒密王朝史和希腊化史的相关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托勒密王朝的行政机构究竟有哪些，各行政机构的职责是什么，各级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还未得到很好的研究，至少还没有人非常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西方学者往往不注重对这些政治问题的研究;一是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苦于史料不足，很难做出充分具体的考察和判断。然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托勒密王朝史，清晰认识托勒密王朝的王权制度等，都至关重要。

其三，有关人事制度的研究。托勒密王朝人事制度虽比较模糊，但国内外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是较深入的。托勒密王朝的人事系统一般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又分为宫廷官僚和中央官僚两部分。宫廷官僚包括一大批官员，如“传达官”、“首席猎人”，等等。[100]
 中央官僚包括首席大臣、“王室秘书”、“首席秘书”、首席财政大臣、私人会计、首席司法大臣和战争大臣等。地方一级的官僚可分为这样几个分支:诺姆长—区长—村长;各级财政官员;各级书吏;诺姆驻军总督、大总督、大区总督等;辅助性的官僚——警察。[101]
 史学界还对上述各官僚的职责进行了研究。[102]
 另外，国外已有专著论述了大总督(Epistrategos)一职的发展状况。J.D.托马斯(J.D.Thomas)在著作《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大总督》的第一部分“托勒密王朝的大总督”中指出，这一职务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公元前1世纪成为正式的职位;这一职位与“来自底比斯的诺姆总督”其实是由同一个人来担任，大总督只不过是“来自底比斯的总督”，被赋予了更高的权力而已。著作还讨论了一些大总督个人的情况。[103]
 赫尔曼·本特森(Hermann Bengtson)在《希腊化时代的总督》一书中，对希腊化时代，尤其是托勒密王朝的总督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在托勒密王朝，“总督是国王的代表和各种事务的恰当中间人。他始终负有与公共秩序的维持有关的警务职责，这要以军事手段为基础。到公元前3世纪后期，总督还具有了民事和行政职能”[104]
 。在塞浦路斯、昔兰尼(Cyrene)和叙利亚、腓尼基以及小亚细亚其他地区的埃及占领地的总督，起到了统治工具的作用。[105]
 但是，学者们对托勒密王朝各种官僚的称呼、职责、权限的说法并不一致。这主要是由史料的不足造成的。本书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更多史料，对托勒密王朝各级官僚的名称、职责、族群、相互关系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整理。

其四，有关法律、司法、军事、财政、对外关系的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托勒密王朝实行了两套法律，即希腊—马其顿人的“城市法”和埃及本土人的民族法，相应地也有两种司法审判机构(当然还有一个综合法庭)。[106]
 哥伦比亚大学古代文明史教授和波兰克拉科夫(Cracow)大学的罗马法教授拉菲尔·道本史莱格(Raphael Taubenschlag)，在《公元前332—公元640年希腊罗马埃及纸草文献中的法律》中，对托勒密王朝的法律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希腊人的法律和埃及人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分别叙述了私法、刑法、司法程序和执行等，并认为法老埃及的法律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得到了编纂和修改。[107]
 但对托勒密王朝法律的研究不够深入，尤其对这种法律体制的形成条件、内容、司法机构的演变和具体司法实践等的研究更欠缺。本书将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在军事方面，学者们主要集中研究军队的构成和作用，主要是把军事与对外战争联系起来研究[108]
 ，也有学者考察托勒密王朝的海军建设和其对地中海、红海以及尼罗河的控制等[109]
 。但这些研究成果没有考虑雇佣军在托勒密王朝军队中的作用，没有考虑托勒密国王们是怎样实现对职业军人以及雇佣军的有效控制，怎样确保军队对自己忠诚。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的程度和特点非常重要。

国外史学界对托勒密王朝财政管理制度的研究比较充分，涉及财政基础、财政的主要内容、税收、土地政策、经济管理等方面。国内的研究还不够，只是勾勒了一个梗概。有关财政管理制度特点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传统观点，以M.I.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认为托勒密王朝在经济上也是实行严格的专制主义财政制度;[110]
 一种认为，托勒密王朝经济制度并非像传统上说的那样高度集权，有一定程度的分权性。[111]
 本书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这在本书的行文中会体现出来。

在对外关系的研究当中，W.胡斯(W.Huss)著《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的对外政策》(Untersuchungen zur Aussenpolitik Ptolemaios’IV，慕尼黑，1976年)，“研究了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公元前222—前204年)统治时托勒密王朝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目的是重新估价菲洛帕托尔的统治”[112]
 。托勒密四世处于埃及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上，研究其对外政策很有意义。作者意在证明波里比阿观点的错误，分七章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从纸草、铭文、文学史料出发，叙述了托勒密四世对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的政策，很有价值，但存在很多史实错误，也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113]
 B.B-罗特霍夫(B.Beyer-Rotthoff)著《托勒密三世的对外政策》(Untersuchungen zur Aussen politik Ptolemaios’III，波恩，1993年)，采用与胡斯同样的方式写作了托勒密三世与小亚细亚、希腊大陆和罗马的关系。[114]
 但这两部著作都是写作一个时代的外交政策。《托勒密帝国史》可算作论述托勒密王朝对外关系的主要作品。但作者只注重托勒密王朝霸权的演变，主要阐述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和罗马的领土之争，没有涉及埃及与同期利比亚、努比亚等地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此书的重点并不在于体现整个对外关系。[115]
 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时，对外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本书将专辟一节对此问题作较全面的探讨，以展示托勒密国王的外交权力。

其五，有关宗教制度的探讨。学者们习惯于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宗教问题，对托勒密王朝的宗教特点、祭司的构成、作用、社会地位[116]
 以及宗教与托勒密国王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117]
 古代埃及的政治制度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托勒密王朝的宗教是否直接服务于国王?国王是否已经从根本上操纵了宗教事务?托勒密王朝国王对宗教崇拜、神庙和祭司的控制程度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考察。

除上述这几方面而外，还有两个理论问题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这一课题的研究密切相关，争议较大。

首先，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是否“希化”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很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以托勒密一世为首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进入埃及以后，把马其顿、希腊的统治形式和一些内在政治因素应用于对埃及的统治，因而埃及被希腊化了。[118]
 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视为是纯希腊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有人认为是同一种希腊文明在新的条件下修正的结果。[119]
 这种观点是传统看法，主要是从希腊史角度出发，重在强调希腊、马其顿因素对埃及的影响，而且是以统治者为导向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法老体系贯穿于整个托勒密时期”[120]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就像埃及以前的入侵者那样“逐渐被同化了”[121]
 。还有人指出，“与其说是马其顿人统治了埃及，倒不如说埃及在政治上征服和并吞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并没有试图使这个地方的政治希腊化，而是想恢复埃及原有的政治思想”[122]
 。更明确一点的说法是，“托勒密王朝虽然是一个以希腊—马其顿人为统治核心的王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埃及的希腊化。恰恰相反，希腊统治阶级反而日益埃及化”[123]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希腊化’在东方的进程，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冲击与反冲击的进程。托勒密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希腊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自下而上的‘埃及化’”[124]
 。刘文鹏教授在《古代埃及史》中也提出，传统上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称为“希腊化”时代，实际上，也是希腊人的“东方化”时代。[125]
 W.M.埃利斯(W.M.Ellis)也认为传统上所说的“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埃及完全希化了”的观点，是18、19世纪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事实上，“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到的远比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获得的多，但两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26]
 。这种观点是比较折中的观点，既承认希腊和马其顿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估计到了传统埃及因素的作用。A.K.鲍曼(Alan K.Bowman)更进一步指出:“不对‘希腊因素’和‘埃及因素’进行严格而刻板的划分，对于描述亚历山大之后埃及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各种因素在两者之间的区分、并列和融合过程中都各有消长。”[127]
 这些观点以不同的史料为依据，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本书究竟应该怎样来探讨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从托勒密王朝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会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本书希望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大历史环境下，考察专制王权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剖析埃及传统的变化程度，进而剖析希腊因素在埃及社会的影响程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托勒密王朝是否“希化”的问题。

其次，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实行的是否是“治水专制主义”。原本这一问题很简单。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了专制主义。[128]
 但是，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以后，这一问题就显得复杂了。魏特夫在此书中旁征博引，杜撰了所谓“治水专制主义”，认为希腊化世界属于治水专制主义。[129]
 从著作反映的地理范围来看，托勒密王朝显然也在此行列。这种伪科学的论调很快便遭到国内外学者的驳斥。尤其是刘文鹏教授从埃及史的角度出发，在考察了古代埃及专制主义形成的真实原因之后，揭示了此理论“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的本质。他还指出，“在马其顿—希腊、罗马统治时代，西方的专制主义在古老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乃是古埃及社会本身矛盾运动的结果，或者说还附加以外来征服力量的因素”[130]
 。托勒密王朝确实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但那只是其经济政策之一，而非全然出于对水利灌溉工程事业的管理而管理国家。事实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依靠了一大批官僚，形成了集权性质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131]
 这一争论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目前我国学者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统治与治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治水只是国家的生产活动而已。本书已没有必要再专辟章节论述此问题。当然，本书的内容也将充分证明魏特夫观点的荒谬性。

国内学界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探讨起步很晚，探讨不多，刘文鹏先生在其著作《古代埃及史》中介绍了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郭子林已发表的一些论文对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进行了初步探讨。[132]


总体上来看，虽然国内外学界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研究，但有关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具体面貌和主要特点的探讨还需深入，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探讨清楚。例如，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形成的条件是什么?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托勒密国王拥有哪些权力?托勒密国王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或加强专制王权?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外来人如何处理族群矛盾、等级和阶级关系?他们怎样看待和处理马其顿宗教文化与埃及传统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专制王权对埃及文明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和国家的王权比较起来，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有哪些特殊性?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利于全面认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更有利于对古埃及文明消亡问题的探讨，还可以为国内王权与专制主义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个案，从而该选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当然，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多启迪，是本书深入探讨的基础。

第三节　史料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133]
 这句话用来描述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再恰当不过了。如果仅仅依靠政治制度方面的史料，此研究就无法进行。所以研究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还必须参考众多的相关史料。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史料可供参考:文物史料和文字史料。

文物史料是指以实物形式保存下来、被后人发现或被发掘出来，具有史学价值的遗迹或遗物。托勒密王朝遗留下来一些重要的城市建筑、坟墓、神庙、浮雕、绘画、钱币、日常用品以及陶片等。城市建筑、坟墓、神庙、浮雕、绘画等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托勒密王朝政治制度的某些现象。托勒密王朝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希腊世界引进了铸币，作为交换的媒介。铸币上都有国王和王后的头像，托勒密二世就曾把自己和妻子的头像铸造在了钱币上。[134]
 个人拥有铸币权恰恰是专制统治的标志之一。陶片在托勒密王朝的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陶片上的图画可以反映很多政治问题，尤其是军事征伐。例如，在卡尔纳克发现的一个陶片就显示了托勒密二世于公元前258年进犯叙利亚的场面。[135]
 当然，文物史料有很大的弱点，它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大多是非文字的，要么以无任何文字的实物形式存在，要么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考古学家、古钱币学家等专家的解读来使用这些材料。

文字史料是指以纸草文书、碑文和其他铭文以及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记述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史料。文字史料包括两种:纸草、碑文和其他铭文，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记述。托勒密王朝最重要的史料便是纸草文献。纸草纸是古代埃及的主要书写工具，也是古埃及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在托勒密王朝，人们制作木乃伊时，把大量的带有文字记录的纸草作为木乃伊的填充材料和包裹材料，这些纸草保留了下来，尽管不是有意留给后人的。另外还有一些深埋于地下的纸草文献，由于古代埃及干旱的气候条件得以保存下来。到目前为止，在下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纸草文献。这些纸草文献已由纸草学家们编纂成册，出版了一部分，多以德文、法文出版，有些已经译成了英文，本书将在下面作详细介绍。纸草文献涉及托勒密王朝的行政管理、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尤以关涉经济内容者居多，与行政管理和军事问题相关者也为数不少。

托勒密王朝的另一重要文字史料便是铭文。铭文一般刻在墓碑、神庙的墙壁、界碑等上面。另外还有一些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姑且也算作铭文材料。托勒密王朝的铭文既有希腊文的，也有世俗语的，还有楔形文字的。[136]
 铭文一般都是记载国王和官员们的政治业绩的，例如对胜利战役的记载、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国王敕令的记载，等等。当然，铭文史料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那便是容易造成年代误差，因为有很多铭文成书的最初地点、时间很难确定。但铭文史料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遗憾的是，这些重要铭文的拓片或者原文在国内还不多见，经常见到的是一些已经译成英文的译本。

目前，国内可见到的译成英文的资料集中，涉及托勒密王朝的史料集共有下面几本。本书的很多史料将从这些资料集中获取。

本书首先应介绍的是劳耶布古典丛书中的两本资料集，即G.P.古尔德(G.P.Goold)编著的《纸草选集》第一、第二卷。[137]
 这两本书是劳耶布古典丛书中有关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埃及的非文学纸草文献选集，这套选集具有其他资料集所不具备的优势，其中收录的纸草文献尽量做到不与同期的其他文献集中的文献重复，而且是国际一流纸草学专家翻译审校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另有希腊文对照，既便于理解，又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希腊文与英文对照本。第一卷主要是私人文献，包括私人契约(婚姻、离婚、收养、转让、释奴等契约)、收讫、遗嘱、书信、账单，等等，文献多达200篇，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政治制度的研究。第二卷是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文献，所收集的文献时间跨越近1000年，文献数多达230余篇，涉及法律和法规、敕令和命令、公开布告、会议报告、官员的活动和调查、司法事务、请愿和申请、官员申诉、官员的提名与任命、契约和地产、收讫、税令、账单报表和书信等。这些文献虽然有一部分是关于罗马时期埃及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托勒密王朝政治制度的。

1933年，耶鲁大学古典学助理教授C.B.威尔斯出版的《希腊化时代的国王书信集:希腊碑铭学研究》[138]
 一书，收录了希腊化时代国王的书信，共计73封。这些书信集中反映了希腊化时代三个王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很多内容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有关。C.B.威尔斯是著名希腊化史家M.I.罗斯托夫采夫的学生。M.I.罗斯托夫采夫注重档案史料的学术精神深深地影响了C.B.威尔斯。C.B.威尔斯对所有一手史料都非常重视，并具有高超的史料解读能力，该书信集非常明显地展现了这点。该书信集中的部分史料对于本书的研究非常重要。

另一部很重要的资料集是M.M.奥斯丁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的古代史料选译集》。[139]
 作者M.M.奥斯丁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研究希腊化史的著名学者，希腊化学术研究“修正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者共选择了279条史料，基本上是一手的碑文铭刻和纸草文献，少数资料来源于F.W.沃尔班克(F.W.Walbank)的作品，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本资料集的重要性，因为F.W.沃尔班克也是研究希腊化时代史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七卷第一部分“希腊化史”的主编。资料集中的每条史料都附有内容概要、简短的评介和详细的注释，便于查阅和深入了解。该资料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该书内容涉及自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埃及为止，希腊化世界三大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很充实，为希腊化国家的发展勾勒了一条主线，这也是作者在前言中申明的。[140]
 全书分七章:亚历山大的统治(第1—20条)、继承者时代(第21—47条)、罗马征服前的马其顿和希腊大陆(第48—82条)、希腊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第83—137 条)、塞琉古和亚洲(第138—192条)、帕加马的阿塔利王朝(第193—216条)、托勒密和埃及(第217—279条)。第七章主要是关于托勒密王朝的史料。这五十多条史料涉及战争、敕令、法律、军事、行政制度、经济制度、外交、宗教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S.M.布尔斯坦编译的《从伊普苏斯战争到克娄巴特拉七世之死的希腊化时代》[141]
 ，也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资料集。该书的编译者S.M.布尔斯坦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在该书中共选译了112条史料，大多为一手碑文铭刻和纸草文献。为数不多的几篇二手史料也是依据权威作品录用的，主要依据的是F.雅各比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残篇》(F.Jacoby，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该书收录了800多个已失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残篇，作者用德语对这些历史学家进行了精辟的评论。[142]
 可见，该资料集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该书的史料涵盖了从公元前300—前30年的历史。作者意在通过这些史料表达一种与以往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不同的观念。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和文化实体，而是一系列具有各自独特发展道路的不同地区的历史的整体”[143]
 。全书共分六章:从伊普苏斯战役到科勒皮迪昂战役(公元前301—前281年)，收录了14条史料;塞琉古王国，收录了34条史料;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收录了5条史料;马其顿和欧洲的希腊人，收录了29条史料;帕加马，收录了9条史料;托勒密王朝(王国和帝国)，收录了21条史料。其中，第六章托勒密王朝的史料是与本书有直接关系的部分。21条史料中多数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有军事的、法律的、对外关系的、宗教政策的以及行政管理的，等等。

近年R.S.巴格诺尔和P.德罗编译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资料译集》[144]
 也是一部很难得的史料集。此资料集是目前所见最新的一种。此史料集是第一版《希腊历史文献:希腊化时期》(Greek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Hellenistic Period) (1981年)的增补和修订版，收录的史料也有所变化，在第一版中有一些文学史料，修订版全是铭文和纸草文献，作者在“前言”和“有关阅读文献的注释”中，对历史资料与历史文献、铭文纸草文献与文学文献作了详尽的区分，详细说明了各种史料的不同价值和局限性。[145]
 此史料集中的每一条史料前面都有简短的内容和背景介绍。两位作者的老师就是前面提到的C.B.威尔斯，C.B.威尔斯将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史料批判精神传给了他的学生们，而该书的两位作者严格地遵守科学的史料分析规则，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值得信赖的史料集。两位作者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耶鲁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资深教授J.G.曼宁(J.G.Manning)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以及《最后的法老:公元前305—前30年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等都是很有见地的著作。[146]


此史料集的时间范围是从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之死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的结束。全书共收入了175条史料，分九章。第一章政治史，分五个阶段: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336—前323年)、继承者时期(公元前323—前276年)、稳定期(公元前276—前221年)、罗马介入时期(公元前221—前189年)、希腊主义为了生存而战斗时期(公元前189—前30年)，共收入63条史料;第二章托勒密对外国占领地的掌握，收录了6条史料，对于研究托勒密王朝对占领地的管理很有价值;第三章希腊城市生活，13条史料，有助于了解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城市情况;第四章托勒密王朝的官僚制度，19条史料，是研究托勒密王朝政治制度史料较集中的一部分;第五章埃及的王室经济，16条史料，可以用来研究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制度等问题;第六章托勒密王朝的军队和警察，6条史料，研究军事和警察的必据史料;第七章托勒密王朝的司法和审判制度，12条史料，研究托勒密王朝法律的主要史料;第八章社会关系和私生活，17条史料;第九章宗教，24条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有关托勒密王朝的宗教仪式的，可用来研究托勒密王朝的宗教制度和国王的宗教权力等问题。可见，这本史料除第一章涉及埃及以外的希腊化国家的一些政治史内容而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有关托勒密王朝的史料，涉及托勒密王朝的行政区划、希腊城市、官僚制度、王室经济、军队、警察、司法审判、宗教、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从体例上来讲，这也是一部难得的资料集，便于参考、阅读。

M.利希特姆(Miriam Lichtheim)所著三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147]
 是一套比较权威的古代埃及史资料集。其中第一卷反映了中王国及其以前情况，第二卷为新王国资料，第三卷为后期埃及的资料。史料主要是一些王室铭文、私人墓铭、诸神颂歌、神话等。第三卷中的一小部分资料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历史，其中一些涉及了国王的权力。本书在把法老埃及与托勒密王朝作比较时，参考了此资料集。从这个角度讲，其价值也不容低估。还有很多可以用于比较研究的、关于古埃及历史的史料集，例如阿道夫·埃尔曼(Adolf Erman)的《古埃及人的文学》和J.H.布雷斯特德的5卷本《古埃及记录》，等等。[148]


古典作家对古代埃及多有记述，对保留埃及文明的线索和今日埃及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希罗多德《历史》[149]
 的第二卷便记述了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有利于我们对古代埃及社会的认识。当然，一些古典作家的记载是建立在见闻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在参考古典作家关于古埃及的记述时，必须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有几位古典作家的记载也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社会。

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150]
 所著《通史》(The Histories)，共计40卷，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前5卷，其他卷残缺不全。《通史》旨在说明地中海周边各国从公元前272—前146年并入罗马的历史，歌颂罗马兴起的辉煌历程。这段历史含有很多托勒密王朝的史料。波里比阿的论述主要涉及了4位托勒密王的统治: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公元前222—前204年)、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公元前204—前180年)、托勒密六世·菲洛密托尔(公元前180—前145年)和托勒密七世·奥厄葛提斯二世(公元前145—前116年)。有关菲洛帕托尔统治的情况是依靠前人的记述，而后三者则是波里比阿的同代人，他可能掌握了直接的信息资料。[151]
 这些材料分散在波里比阿《通史》的各卷中，尤其是遗留下来的一些残篇中。它不仅有利于了解托勒密王朝这段历史，尤其是托勒密王朝后期的政治情况，更有利于探求此期托勒密王朝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些史料需慎重对待。

狄奥多拉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1世纪)所著长达40卷的通史性著作《历史集成》(Library of History)，虽然大部分散失，但其第一、十三、十四卷，有关古代埃及和托勒密王朝的记录，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他记录的历史事实需慎重对待，但他的记录中毕竟包含一些已失去作品的古代作家的著作残篇。例如卡狄亚的希伦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死于大约公元前250年)，他的作品《历史》便是狄奥多拉斯著作的第十八至二十卷的主要来源。[152]
 在狄奥多拉斯的作品中，很多部分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军事、行政等内容。

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公元21年)所著17卷本的《地理学》(Geography)保存完好，有一些史料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情况，尤其对亚历山大城及其图书馆的介绍，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著《名人传》(又译为《列传》，The Parallel Lives)[153]
 ，共收入49篇上古著名人物的传记，其中组成对子并列比较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各23篇，另有4篇单传。其中的《亚历山大传》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阿里安(Arrian) (约96—175年)著七卷本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批判地利用了亚历山大同代人的著作和王室起居录，再现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全过程，很多内容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一世，其中有些史料很宝贵。

另外，埃及探索学会主编的埃及学权威杂志《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1914年创刊)，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编的《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1942年创刊)，希腊研究杂志社主编的《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880年创刊)等都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和材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重要的纸草史料[154]
 ，其中最重要的是芝诺纸草，包括四类:开罗芝诺纸草(Papyri Cairo Zeno)、密西根大学芝诺纸草(P.Michig.Zen.)、开罗博物馆芝诺纸草(P.Cair.Zen.)和哥伦比亚大学芝诺纸草(P.Col.Zen.)，等等。这些纸草的大部分译本可以从http://www.lib.umich.edu/reading/Zenon/index.html和http://wwwapp.cc.columbia.edu/ldpd/apis/search? mode = search＆subject = Zenon＆sort = date＆resPerPage =25＆action = search＆p =1等网址获得。

我国学者也在资料集中选译了一些托勒密王朝的史料，如林志纯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和杨共乐主编的《世界上古史资料汇编》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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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

作为一种制度，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有其产生的条件和背景。本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追根溯源，考察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得以确立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法老埃及”的王权传统

亚历山大三世于公元前332年征服之前，埃及实施的是王权制度，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共识。几乎所有古埃及历史论著都从整体上阐述王权制度，从而学界关于古埃及王权的研究起步较早，几乎与古埃及史的研究保持同步。目前，学者们对古埃及王权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例如法老的属性、法老的权力、中央和地方机构等。大卫·欧康纳(David O’Connor)和大卫·P.希尔弗曼(David P.Silverman)组织一批学者，对古埃及王权进行了多方面个案研究。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古埃及王权进行集体攻关研究的案例。[1]
 我国学者也对古埃及王权有所研究，刘文鹏专门探讨了古埃及的专制主义问题，认为法老埃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且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2]
 这些研究仍未完全解决古埃及王权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例如王权运行方式和保障措施等。

在追溯公元前332年之前古埃及王权历史的时候，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王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实际上涉及很多重要问题，例如历史分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早期国王的权力、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国王的个人属性，等等。关于古埃及文明和“法老埃及”起始时间的学术讨论，本书“前言”部分已经阐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本书认为古埃及国家形成于前王朝末期和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200—前2686年)，这也是“法老埃及”的开端，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古埃及国家的初创时期。

既然王权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政体，那么它就应该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姑且不谈学界关于国家产生的条件和途径等复杂问题的观点，单就早期国家的性质而言，学界便存在很多争论。T.威尔金森(Toby Wilkinson)认为，古代埃及王权出现于前王朝末期的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约公元前3200—前2950年)，更准确一些是公元前3100—前2950年的“0王朝”时期。[3]
 这种观点的根据是，到前王朝末期，尤其到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古埃及出现了一些诺姆。关于诺姆的性质，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诺姆是“城市国家”[4]
 ;有人认为诺姆是“地域区划”，是“历史时代埃及政治结构的基础”[5]
 ;有人认为诺姆是“诺姆国家”或“初期国家”[6]
 ;更有人认为诺姆是“部落联盟”[7]
 。刘文鹏以充分的史料证明，它们“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以某一城市或乡村为中心形成起来的城市国家”[8]
 。在这些城市国家中，出现了国王。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国王序列。根据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坟墓的形制、规模、结构、陪葬品的多寡，1995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上确定了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的国王序列，按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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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未确定身份的统治者[9]
 。

2006年，约赫姆·卡尔(Jochem Kahl)总结考古学、年代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列出了那尔迈之前的一系列国王:

尼-霍尔(Ny-Hor)，发现于图拉(Tura)。

哈特-霍尔(Hat-Hor)，发现于达拉罕(Tarkhan)。

“特里奥”(“Trio”)，发现于三角洲东部，或许也是在图拉。

培-霍尔(Pe-Hor) (也读作或者等同于伊利-霍尔Iry-Hor)，发现于库什图尔(Kustul)。

尼-奈特(Ny-Neit) (不确定)，发现于赫勒万(Helwan)。

“鳄鱼”，发现于达拉罕。

“鸟和垂直符号”，发现于达拉罕。

“蝎子”，发现于希拉康坡里斯(Hierakonpolis)。

一个名字模糊的统治者，发现于布托(Buto)[10]
 。

从上面两个国王年表来看，那尔迈之前的一系列国王很难说是来自同一个王室家族，最有可能是不同地方的城市国家的统治者。从而，这些国王不能体现真正的继承关系。这样看来，“0王朝”也很难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王朝，只是出于学术研究的便利而将一些国王按照年代顺序归入一个系列而已。无论如何，在前王朝末期，古埃及已经出现了一些国王，至少根据考古材料，蝎王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拥有王权的国王。我们从蝎王权标头看到，他已经佩戴上了王权的象征物——白冠[11]
 ，他还曾发动了兼并战争。这些诺姆直到那尔迈统治时期才被统一起来[12]
 ，但那尔迈也只是开创了一个统一局面，整个早王朝时期，那尔迈的继承者们进行了持续的兼并战争。[13]
 在早王朝，国王是宗教和世俗生活的中心，国王负责为神祇和死者提供给养，负责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玛阿特)。荷鲁斯是国王的保护神，国王还是荷鲁斯在人间的化身。[14]
 但也有人认为，“把国王神化的新教义实际上是在第3王朝开始的，而且直到这时埃及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5]
 。当然，早王朝时期，国王下面还有一些官僚和政府部门，辅助国王进行统治。从坟墓来看，贵族的力量依然很强大，构成了对国王的威胁。[16]


从古王国开始，国王被逐步神化，逐步成为凌驾于上、下埃及万物之上的神王，国王的权力逐渐加强，掌握了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宗教等权力，专制王权统治逐步形成。这是目前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专制。[17]
 第一中间期打乱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步伐，但随之而来的中王国却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王权统治，最突出的是，第12王朝建立了共治制度，这有利于王权的强化。历史确实是呈螺旋状立体式向前发展的。中王国后期，王室统治衰弱，埃及又进入了一次混乱时期，这就是第二中间期。第二中间期的混乱局面使人民遭受了苦难，但为新兴起的底比斯国王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提供了经验。新王国时期，随着埃及国力的增强，国王被称为“法老”，法老们的权力进一步强化，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财政和文化上的权力进一步加强，至此法老埃及专制君主的权力达到了极盛。[18]


随着新王国的灭亡，埃及进入了第三中间期和后埃及时期。这一时期，埃及虽然再也没有恢复到新王国时期那样的辉煌和鼎盛，但法老统治一直延续了下来。“努比亚王朝虽统治埃及近一个世纪(公元前716—前656年)，但他们的统治并没给埃及带来更重大的变化，因为努比亚人已彻底埃及化了，以至于他们对埃及神的虔诚程度比埃及人自己还强烈。”[19]
 波斯人占领埃及时期(公元前525—前404年和公元前343—前332年)，实行的仍然是法老埃及的专制统治，甚至未对法老埃及的政治体制作任何的修正，因为他们在埃及统治是不稳固的。[20]
 在公元前332年之前，外族人占领埃及，或者在埃及建立王朝，实施部分或全部统治期间，都采用了埃及传统的专制王权统治。这主要是因为古埃及传统的专制王权根深蒂固，且有利于外来统治者的统治。

可以说，埃及出现城市国家之后，就一直实行的是王权制度。早王朝的王权属于初创阶段的制度，国王的权威尚受到贵族和反对势力的威胁，处于早期王权阶段。从古王国开始，随着国家的统一，国王被神化，其权威增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得以形成，常备军队出现，国王掌握了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项大权，实施专制统治。之后，经过中王国共治制度的建设，到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统治达到鼎盛。第三中间期和后期埃及，虽然经历了外来族群的统治，但专制王权制度始终是唯一的政治制度。

第二节　马其顿征服者的王权认知

马其顿人，尤其是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将军们，是否具有王权传统?他们在征服波斯和埃及以后是如何看待波斯和埃及的王权统治制度的?本书这里将考察这两个问题。

马其顿人可能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色雷斯人和希腊多利亚人的混血后裔。[21]
 他们在希腊东北的马其顿高原地带生存下来，最初过着季节性迁徙的游牧生活，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才彻底定居下来，人们通常将这里称为马其顿国家。马其顿远离希腊世界，较为落后，一直被排除在希腊世界之外，有关马其顿的早期材料一直较少，直到希波战争时期，马其顿人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有关马其顿的材料才相对多了起来。[22]
 根据马其顿史专家、剑桥大学希腊史荣誉教授N.G.L.哈蒙德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马其顿的早期历史。早期马其顿人归属于众多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又组成奥斯诺斯(othnos，家族)[23]
 ，后者的领导者由一个选定的家族的成员充任，他们是世袭的，原因是国王和那个家族中的继承者们被认为享有众神的支持，能为部落增加福利。这样的家族被认为是一个神与某个妇女相结合的后代。这样的家族成员可能会统治部落达几个世纪。构成马其顿奥斯诺斯的这些部落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某个时间联合起来，处于一个王室家族或部落的统治之下。它的成员称自己为“阿基德人”(Argeadae)，是宙斯之子马其顿的后代。公元前7世纪中期，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国王被皮尔蒂卡斯(Perdiccas)取而代之，皮尔蒂卡斯被吸收进了阿基德部落当中，他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哥斯(Argos)家族的成员，他的祖先是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这样，他与阿基德部落的人们一样，都是宙斯的后代。在他的领导下，这个部落获得了发展，占领了埃马提亚(Emathian)平原，并毁灭了阿米当(Amydon)城。在强盛时期，马其顿占领了波提亚(Bottiaea)、阿尔莫匹亚(Almopia)和尤狄亚(Eordaea)等地区。[24]
 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期，在阿基德家族的领导下，马其顿实现了统一，实行君主制。[25]
 国王的任务是执行祭祀以纪念阿基德人的众神和去世的国王，保卫阿基德祖先创建的国家。[26]
 “国王是马其顿人与神之间的中介”，所以他的首要职责便是主持祭神活动。国王的身体受到保护，并对所有的马其顿人军队拥有领导权，领导他们去战斗。王位世袭，国王在王室家族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管理王室财产。[27]
 但是这些国王受到马其顿人议事会的限制，马其顿人在议事会上与国王有着同样的权力，他们在会议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战争中国王是在为他的人民而战。[28]
 公元前452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王室陷入了王位之争，削弱了国力。直到公元前359年，马其顿都很虚弱。公元前359年，曾在希腊做过人质的摄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废除无能的幼主，自立为王，加强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把财政和军权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创建并完善了马其顿方阵，靠这支军队实现了马其顿内部的统一。[29]
 至此，马其顿国家的君主制已经基本完善。亚历山大继承父业之后，东征西讨，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权力更加强化。“亚历山大变成了波斯人的大王和马其顿人(及其他人)的巴塞勒斯。他还通过继承埃及的法老王位而为自己的政权增加了新因素。”[30]
 当然，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前的马其顿君主制仍无法与法老埃及的王权制度相提并论，至少在臣民看来，国王不是超然的神，最多只是半神。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马其顿自统一之后就一直实行君主制，这在希腊世界是比较特殊的现象。[31]


我们这里主要吸收了哈蒙德的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说法。关于马其顿在亚历山大三世之前的政治制度是否为王权，有两种说法。最早的观点是F.格兰内尔(F.Grandier)提出的“宪制制度”，即马其顿国家在腓力二世之前始终按既定传统或法律进行统治，这种制度使国家内的各群体遵行习惯权利。[32]
 然而，这种观点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诠释和补充，但它所依据的史料逐渐遭到质疑，从而被另一种观点超越。1948年，P.弗兰西斯(P.de Francisch)提出了马其顿专制王权的观点，认为马其顿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国家内的任何其他群体的权力都来自君主。[33]
 这种观点依据的史料大多来自亚历山大三世之后的时期，从而并不能完全反映马其顿早期的制度。卡罗尔·金则比较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王权是古代马其顿最早可以证实的政治结构。传说使王权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就严格确立起来了，并且王权直到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之前都是马其顿的政治核心”[34]
 。他综合各种史料，指出马其顿的王权是世袭的，由一个家族掌握着，从国王皮尔蒂卡斯一世直到亚历山大四世。马其顿国王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与宙斯神有着密切关系。在对外关系中，马其顿国王即使本身不是“国家”，也是国家的首领。国王还控制着马其顿的自然资源，其收入用于支持军事行动，并始终是军事首领。关于其他内容的史料则寥寥无几。卡罗尔·金认为“即使在腓力二世之前，存在的是其他政治制度，而非王权，但目前的史料尚不能准确界定其他制度的存在”[35]
 。他认为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国王还提供日常牺牲、主持宗教节日，掌握着军队，通过土地赐予等方式获得其他大家族的支持，可能有议事会。[36]


或许有人会对腓力二世改革以后的马其顿王制的纯粹性存有质疑。我们认为，虽然腓力二世主动接受了希腊城邦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思想，但他践行的仍是君主制。君主制的一些因素是存在的。例如，由一个国王进行统治，家族对王位的世袭继承制度，国王对军队的掌控。与埃及专制王权不同的地方是马其顿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是伙伴关系，但在行政与军事上仍是传统马其顿的君主与臣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亚历山大三世在远征亚洲和北非的过程中，接受了波斯和埃及的王权制度，并付诸实践。例如，公元前330年，为了铲除与他不和的帕门尼昂(Parmenion)，亚历山大三世借口帕门尼昂的儿子菲洛塔斯(Philotas)企图谋杀自己，将其处死，并立即派秘密使者到米底(Media)暗杀了帕门尼昂。阿里安指出:“或许是因为……帕门尼昂已经是严重的威胁，如果在他儿子被杀害后，他还活着的话，对亚历山大三世本人以及整个军队都是危险的。”[37]
 这一事件明显表达了亚历山大三世的专制行为。如果这件事是亚历山大三世为了加强统治而为之，那么下面这件事则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他的专制行为。亚历山大三世在印度和返回美索不达米亚以后，实施了一项极端的政策，解职甚至处决了他的许多总督。阿里安指出:“据说亚历山大三世在那时变得更轻信他人的控告，就好像那些指控是完全可靠的，他严厉地惩罚了那些仅犯非常小的错误的人，因为他认为他们可能在同样思想模式下犯下更严重的罪行。”[38]
 这足以表达他的专制思想。亚历山大三世还采取了一些直接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例如，公元前327年，他在大夏试图说服马其顿人也像波斯人那样对他行匍匐礼(proskynesis)，希腊人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反对这样做，结果被亚历山大三世处死。[39]
 亚历山大三世甚至宣扬军权神授理论。据埃里安记载，“亚历山大三世向希腊人下令尊其为神”[40]
 。这项要求得到了认可，因为根据雅典演说家希佩里德斯(Hypereides)的说法，雅典人被迫“看到那些供奉给人的祭品，而神的雕像、祭坛和神庙被漠视，而那些人类的祭品则被认真照料，这些人类的仆人也被视为英雄”[41]
 。公元前323年春季，亚历山大三世在巴比伦接待了来自希腊的使者，他们“以神圣的特使姿态来到此，崇拜一位神”[42]
 。亚历山大三世还为他的父亲腓力建立了奉献给宙斯的神坛[43]
 ，他的雕像也矗立在阿尔特弥斯神庙里[44]
 。“他还将自己与十二位神并列在一起。”[45]
 在埃及，公元前331年，他访问了锡瓦绿洲的阿蒙(Amun)神庙。根据卡里斯提尼的说法，“埃及祭司告诉国王，他，亚历山大三世是宙斯的儿子”[46]
 ，这大体上表明埃及祭司接受亚历山大三世为“阿蒙的儿子”。卡里斯提尼一般将希腊的宙斯神等同于埃及的阿蒙神。正如C.弗里曼(Charles Freeman)所说:“亚历山大三世的直接遗产不是帝国，而是一种君主制，一种建立在绝对权力和神性基础上的君主制。”[47]
 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贴身护卫和将军，深受其影响，自然对专制君主制并不陌生。

《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了将军们和士兵们对亚历山大三世践行波斯礼仪，采用波斯王权统治方式感到不满，但他们对波斯的丰富财富却极为震惊，甚至渴望拥有这样的财富，而且将军们在瓜分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王国以后，建立起来的都是君主制王国，可见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排斥这种制度。他们之所以表现出不满，一方面这种制度的确与他们的民主思想相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反对的恐怕只是行跪拜礼的形式，自身不愿意这样做，但并不排斥非希腊马其顿人对他们的首领和他们自己行跪拜礼，至少托勒密国王、塞琉古国王等的统治都证明了这点;再者，他们的不满主要在于亚历山大三世有意识地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即允许波斯人与马其顿人平起平坐，事实上，这种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等级思想，是专制王权的一个思想根源;最后，远征记的作者本身也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不排除他借助亚历山大三世的部将之口和行为表达作者自己对专制统治的不满或反对。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希腊化世界的王权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马其顿、阿黑门尼德和法老的遗产暂时统一起来”[48]
 ，但这种短暂的统一导致了亚历山大三世王权的“东方化”，给马其顿之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长久的影响。[49]
 事实上，“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都没有采用传统的马其顿制度，塞琉古王国也仅仅是部分地采用了马其顿的传统制度”[50]
 。亚历山大王国是个人征服的结果，从未形成一种能够把马其顿、埃及、波斯、印度等各异的因素整合成内在一致的整体的制度。亚历山大三世甚至没有继承人，合法继承者是其同父异母的兄弟阿里多斯(Arrhidaeus)。但阿里多斯却是一个智障者。亚历山大三世的王后罗克珊尼(Roxane)生有一子，被称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四世，始终是一位傀儡。不可避免，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他的将军们展开了争夺权力的角逐，这场斗争持续了20年，被称为继承者战争。在帝国范围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占主导地位的最初是皮尔蒂卡斯，他是骑兵司令，死于公元前320年的战斗中。之后的斗争主角——独眼的安提葛努斯，是马其顿贵族。他为了控制整个帝国而与德米特里乌斯和托勒密等人展开了斗争，直到公元前301年战死沙场。[51]
 继承者战争也到此结束。亚历山大王国之后的几个主要王国就是在这场继承者之间的战争中形成的。在公元前321/ 前320年的特里帕拉德苏斯(Triparadeisos)会议上[52]
 ，安提葛努斯、德米特里乌斯和托勒密一世等将军就帝国的领土划分一事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托勒密一世变成了埃及及其毗邻地区的总督。关于托勒密王朝的建立，阿里安有这样一段话:“拉古斯(Lagus)[53]
 的儿子托勒密被任命管理埃及和利比亚以及其他一些与埃及相邻的阿拉伯地区。之前被亚历山大任命做这一地区总督的克里奥美尼斯(Cleomenes)则成了托勒密的下属。”[54]
 托勒密一世很快就免去了克里奥美尼斯的职务，因为“考虑到他不忠于自己”[55]
 。公元前306年，安提葛努斯战胜托勒密国王以后，“大众第一次将安提葛努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尊为国王。因此安提葛努斯也立即被他的朋友冠以国王的头衔，而德米特里乌斯父亲的信中将他称为国王，他由此也获得王冠。托勒密在埃及的追随者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也给予了托勒密国王的头衔……其他继承者也效法这一方式”[56]
 。托勒密王朝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形成的。

总之，马其顿历史上一直存在王权统治。甚至可以说，在公元前332年之前，王权是马其顿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统治制度。从而，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将军们占领波斯之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专制王权的统治，至少认识到了这种制度的特点和统治效力。亚历山大的将军们最终都加冕为王。

第三节　新王朝建立时的机遇和挑战

学界在谈到托勒密一世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一般认为他在埃及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但没有注意到他所迎来的机遇。实际上，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虽有困难，但更有有利形势。从历史根源的角度看，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主要是由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造成的。

根据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统治时期的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的记载，波斯人在埃及先后建立了两个王朝:第27王朝和第31王朝。前后经历11位波斯国王的统治，历时133年零4个月或136年零4个月。[57]
 因为马涅托的《埃及史》未能完整保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其确切的年代学标准，从而学者们虽然大多在马涅托的王朝体系下展开研究，但对其叙述之王朝的准确年代存有质疑。现代学者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纸草和碑铭史料以及考古学和波斯史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确定了这两个王朝的准确年代。一般认为，第27王朝是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始于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占领埃及，结束于公元前404年，其间经历了5位或6位波斯国王的统治;第31王朝是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始于公元前343年，终于公元前332年，经历了3位波斯国王的统治。两个王朝在埃及共统治了约134年。[58]


正是基于这样的年代学认识，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王朝之间是埃及本土人统治的第28、29、30王朝(公元前404—前343年，约60年)，在文本叙述和研究中更多地关注这两个王朝的军事征服与埃及本土人的抵抗斗争，将波斯王朝与埃及本土人的王朝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波斯人基本上按照古埃及传统方式进行统治，构成了古埃及法老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深入考察波斯人的统治对古埃及历史的影响。[59]
 当然，学界以往的研究恰恰是本书这里深入探讨的基础。

本书这里根据纸草和碑铭史料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载[60]
 ，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比较宏观的视角下，考察波斯人在埃及的征服和统治，探讨波斯人的统治为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的建立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1.波斯人的征服与埃及人的抵抗

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远征埃及，很快便攻下孟菲斯，俘获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 年)末代王普萨美提克三世(公元前526—前525年在位)。[61]
 埃及从此进入波斯人的统治时期。关于冈比西斯二世率领波斯军队远征埃及，希罗多德给出的理由是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在两国联姻这件事情上欺骗了冈比西斯二世，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冈比西斯二世，而是将前朝国王的女儿送到了波斯，冈比西斯二世得知这件事情的真相以后震怒，决定远征埃及。[62]
 希罗多德还提到了其他的说法，但他信任这个说法。实际上，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这也仅仅是直接原因或导火线。公元前529年，希腊雇佣军哈利卡尔那苏斯(Halicarnassus)的法尼斯(Phanes)将军背叛埃及法老阿马西斯(约公元前570—前526年在位)，投靠冈比西斯二世，向冈比西斯二世提出攻打埃及的策略。[63]
 萨摩斯的波利克拉提斯(Polycrates)背叛了埃及人，埃及人的宿敌贝都因人愿意担任波斯人穿越西奈半岛的向导。[64]
 这些也是促使波斯人入侵埃及的原因。然而，波斯国王远征埃及的根本原因是其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埃及的重要战略地位与强大农业和贸易发展潜力。[65]
 当然，冈比西斯二世入侵埃及也是由当时波斯和埃及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到公元前6世纪末期，经过几代国王，尤其居鲁士二世(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的征讨，波斯已经征服了西亚的广大地区，具备了进一步扩张领土和侵占埃及的实力。[66]
 同时，第26王朝末期内部斗争激烈，削弱了王权，各地贵族势力纷纷兴起，内战不断，国力渐衰;而且，年幼的国王普萨美提克三世没有什么管理国家的经验。这为波斯征服埃及提供了机会。[67]


希罗多德记载冈比西斯二世在埃及实施野蛮政策。例如，屠杀埃及王室和贵族的子女、凌辱蔑视被俘虏的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三世、对埃及已故国王阿马西斯进行掘尸、鞭尸和焚尸，还故意刺伤埃及人的阿庇斯圣牛、惩罚埃及祭司。[68]
 这些行为引起了埃及人的痛恨，当冈比西斯二世率领军队从埃及出发远征利比亚和努比亚的时候，埃及人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冈比西斯二世镇压了起义，起义煽动者普萨美提克三世被俘自杀。[69]
 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去世，埃及人民又掀起了反波斯统治的斗争。

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再次入侵埃及，镇压了埃及人的反波斯起义。大流士一世在其碑文中说:“我是波斯人，我来自波斯，我夺取了埃及。”[70]
 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是波斯人在埃及统治最成功的阶段，埃及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起义斗争，至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是这样的。然而，在马拉松战役以后，波斯在希波战争中受挫，大流士一世的统治结束时，即公元前486年，埃及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起义。[71]
 这次起义的原因是沉重的税务负担和波斯统治者强迫成千手工业者去波斯建筑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因为大流士一世规定埃及每年要向波斯王国缴纳700塔兰特银子和一定数量的谷物以及莫伊利斯湖渔产收入。[72]
 这次起义直到公元前484年年初才被镇压下去，没有证据表明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起义的行动。但这次起义促使波斯人更严厉地对待埃及。[73]


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在位)统治初期，即大约公元前463/前462年，埃及爆发了第二次规模庞大的起义，这就是著名的伊纳罗斯(Inarus)起义。狄奥多拉斯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埃及人承受的税务负担太沉重、波斯的严酷统治以及波斯对地方庙宇殿堂的藐视。伊纳罗斯领导起义最高峰的时候曾联合雅典人攻打孟菲斯的波斯人，但公元前456年失败以后逃到西三角洲的岛屿上，公元前454年被俘处死。[74]
 之后，领导起义的是阿米尔塔伊俄斯(Amyrtaeus)。据说，埃及总督、阿塔薛西斯一世的兄弟阿赫美尼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波斯军队有40万人和80艘战舰，其中20艘战舰和全体人员一起被埃及人击沉，波斯人彻底失败。这次起义直到大约公元前449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希罗多德说:“没有人比伊纳罗斯和阿米尔塔伊俄斯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75]


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4—前405/前404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爆发了第三次影响深远的起义，开始于公元前414/前413年，到公元前404年舍易斯的阿米尔塔伊俄斯二世解放埃及终结。[76]
 学者一般认为这次起义的原因是波斯驻军对埃及神庙的破坏等行为激起了埃及人的愤怒。阿尔米塔伊俄斯二世建立了第28王朝(公元前404—前399年)。之后，埃及本地人建立了第29王朝(公元前399—前380年)和第30王朝(公元前380—前343年)。这期间，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5/前404—前359年)曾一再进攻埃及，但未获成功。

公元前343年，阿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358—前338年在位)对埃及的第二次进攻获得胜利(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51年，未获成功)，开始了波斯在埃及第二个阶段的统治。关于这个阶段的史料很少，但古典作家认为波斯统治者在埃及进行了暴力和残忍的报复行动，令埃及本土人极为愤恨。[77]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攻打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和波斯总督拱手将埃及交给亚历山大三世，埃及人把亚历山大三世视作解放者和救星。[78]
 这至少反映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

我们可以发现，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从来就不是稳定的。关于埃及人民持续不断的起义斗争的原因，古典作家出于对波斯的偏见，认为这些起义都是波斯统治者残暴的高压统治政策的结果。西方很多现代学者都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接受了古典作家的观点。然而，英国斯旺西大学古典学教授A.B.劳埃德(Alan B.Lloyd)认为，这样的观点对于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来说是不公正的，虽然冈比西斯二世在一些事件中采取了严格的态度，例如在对待神庙特权上[79]
 ，但从整体上看他还是采取了容忍和安慰的政策，大流士一世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政策。[80]
 马克·麦路普(Marc Van De Mieroop)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警惕古典作家和西方学者对波斯的偏见，认为前两位波斯国王还是希望融入其征服地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中的，在埃及也是如此。[81]
 A.B.劳埃德进一步指出波斯在埃及统治的不稳定性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上层埃及人和埃及—利比亚王室家族成员对波斯统治者根深蒂固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埃及距离波斯王国中心地区太遥远，波斯国王很难对其进行安全的控制。波斯人在埃及第二阶段的统治是以贪婪和掠夺为显著特征的，这更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的反抗，虽然史料不多，但埃及人毫无抵抗地欢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进入埃及这件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埃及人对波斯统治者的痛恨。[82]
 马克·麦路普也认为“埃及与波斯帝国核心的距离可以解释埃及为什么难以控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起义代表了全国性的反波斯起义。”[83]
 伊安·肖(Ian Shaw)认为波斯国王不在埃及统治、部分埃及原王室贵族重新统治埃及的野心以及波斯人未能与埃及本土人结合起来等，都是波斯人统治遭遇抵抗的原因。本书认为，距离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足以解释古埃及人持续不断地反抗波斯统治。埃及本土王室贵族对波斯统治者的仇恨也是一个明显原因，不能充分解释波斯人统治埃及的真实状况，也不能充分说明古埃及人的反抗斗争。另外，无论这些起义是否是全国性的，但伊纳罗斯的起义至少成功地控制了整个三角洲地区，直接威胁到孟菲斯[84]
 ，而卡哈巴什(Khababash)的反波斯起义部分控制了埃及，至少控制了上埃及[85]
 ，都对波斯人的统治造成了很大影响，构成了波斯人统治埃及时期的重要特征。鉴于此，本书这里希望通过全面考察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来做出解释。

2.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根据目前可得的史料，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方式主要是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确立的。冈比西斯二世从公元前525—前522年在埃及进行统治。尽管古典作家描述他在埃及进行了残暴行为，但吴佳霍瑞斯奈特雕像上的铭文却表达了相反的情况。[86]
 吴佳霍瑞斯奈特是埃及人，曾任古埃及第26王朝国王阿马西斯和普萨美提克三世的海军军官，见证了冈比西斯二世的入侵和埃及舍易斯王朝的崩溃，波斯国王使其成为波斯的廷臣，担任波斯国王的首席医师和舍易斯城奈特神的祭司。在他的建议下，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恢复了舍易斯城的神庙运转和宗教崇拜。[87]
 这份铭文史料至少表明冈比西斯二世从形式上接受了埃及王权统治形式，提拔埃及本土人辅助其管理埃及，展示出来对埃及当地宗教的部分尊重。当然，冈比西斯二世在这期间，从埃及出发攻打努比亚和利比亚，因此他在埃及并没有进行更多的建设活动。他没有改变埃及原有的社会结构，只是往里面加入了一些波斯人而已。[88]
 大流士一世镇压了埃及的反波斯起义之后，对埃及实施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统治。

大流士一世与冈比西斯二世一样，都采用了埃及国王的头衔，称自己为“上下埃及之王”和太阳神拉之子。[89]
 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在埃及居留下来，对埃及进行直接统治。大流士一世将整个波斯王国分为20个总督区，将埃及作为第6总督区[90]
 ，派总督管理[91]
 。总督居住在孟菲斯城，是埃及的首席行政官，负责监督埃及最高层次的事务，例如税收和为波斯王国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总督一般是波斯贵族，与波斯国王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在埃及担任总督的就是国王的兄弟阿赫美尼斯(Achemenes)。[92]
 波斯国王安排众多“耳目”在总督周围，监督总督的行为。总督周围还有一些波斯籍的官员。“检察官”参与政府的司法事务;财政大臣领导财政部，该财政部按照波斯国王的财政部设计。财政部里面还有一些“王室书吏”，他们是埃及人，辅助财政大臣工作，或许其职责是负责翻译文献，将波斯人使用的阿拉姆语(Aramaic)和埃及人的世俗语言的文献进行互译。最初，“国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地方诺姆区划和官员几乎未作任何调整，保留了埃及传统的管理组织方式。[93]
 诺姆长官或许有两个，一个是埃及本土人，一个是波斯人。埃及很多地方驻扎着波斯人领导的军队，士兵可能不全是波斯人，有很多希腊人雇佣兵。[94]
 总体上看，波斯人在埃及的行政和政府组织方式未对埃及传统做很大改动。

狄奥多拉斯记载，后期埃及有三位著名的立法者:伯克霍利斯、阿玛西斯和大流士一世。[95]
 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大流士一世曾在埃及编纂过法典，因为大流士是波斯国王，来自古代西亚，而西亚又有编纂法典的传统。[96]
 另一种说法是:在大流士统治的第3年，他命令埃及总督建立一个由战士、祭司和书吏中的聪明人组成的委员会，记录直到阿玛西斯统治第44年的埃及法律。阿玛西斯只统治了44年(公元前570—前526年)，所以大流士的目的是制定一部直到波斯征服时期的埃及法律。这个委员会工作了16年，所著法律文献以两种语言的版本出现:亚述语版本和埃及世俗语版本。[97]
 这部法律文献是否对波斯人在埃及统治起到了作用，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

大流士一世也注重埃及的经济建设。他首先在埃及东部下令挖通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98]
 他在运河旁边树立的一块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国王大流士宣称:我是波斯人，我来自波斯，我夺取了埃及。我命令挖掘这条运河，从流经埃及的尼罗河到通往波斯的大海。正像我命令的那样，这条运河被挖掘完成，船只由埃及经过这条运河到达波斯，这是我所希望的。”[99]
 运河挖掘工程在公元前510—前497年进行，动用了几万埃及本土人。这条运河可以使船只从孟菲斯出发，经过红海和波斯湾，到达波斯沿海地区。有人据此认为这条运河是大流士为军事目的和将埃及财富运往巴比伦而开通的;也有人认为这条运河的开通有利于埃及人进入东部沙漠和红海沿岸。[100]
 无论如何，这条运河有利于埃及人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从当时埃及的形势来看，这条运河的确对波斯统治者更有利。

波斯国王或许还将中部伊朗采用的一种被称为“qanat”的灌溉技术引入埃及西沙漠绿洲地区，这也有助于绿洲农业的发展。[101]
 波斯统治时期，埃及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贸易也有所发展。波斯统治者从这种贸易活动中收取税款。一份纸草文献记录了薛西斯一世或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对进入埃及的货船收取税款的情况。[102]
 波斯统治者必定通过这种方式收取了大量财富。波斯国王还通过没收神庙土地和财产的方式获取财富。阿塔薛西斯三世就曾没收了大量神庙财产和神庙铭文记录，并要求神庙祭司赎回这些记录。[103]
 可以看出，波斯统治者的这些经济建设活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波斯王室搜刮更多的财富。

根据古典作家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大流士一世对他的前辈冈比西斯二世在对待埃及神庙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目无法纪心怀不满，渴望过上一种对神祇虔诚和道德的生活。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埃及以后，“与埃及祭司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且亲自参考了有关圣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理论思想的研究成果。他从这些书中了解到国王的伟大和友好对待臣民的态度，还模仿了这种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所有国王(外来国王)中唯一一位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奉为神灵的人，在他死后，根据埃及传统，人们给予他与古代埃及国王平等的荣誉”[104]
 。狄奥多拉斯虽然承认了大流士一世在对待埃及祭司和宗教方面的宽容态度，但却将冈比西斯二世和其他波斯国王列为反面人物。从吴佳霍瑞斯奈特雕像铭文来看，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埃及都采取了宽容政策。建筑和修复神庙建筑是突出特征:恢复了舍易斯的医学院(生命之屋)，建筑或重建哈里杰绿洲(Kharga Oasis)的阿蒙神庙，也在阿布希尔(Absir)、孟菲斯、埃德福(Edfu)和埃尔卡伯(Elkab)建筑神庙。[105]
 这些活动是在波斯国王提拔起来的埃及人吴佳霍瑞斯奈特的建议下进行的，都只是一些从表面上安抚埃及本土祭司的行为，至少不能说明波斯国王真正接受了埃及的宗教信仰。

大流士一世的这些统治活动当中，只有政治改革被他的后代更多地遵从，至少法老头衔、总督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僚的设置与运作等基本上都得到遵守。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期间，即大约公元前450年游历埃及，他记载当时埃及是波斯的总督区。[106]
 阿塔薛西斯三世征服埃及以后，在埃及进行统治的是总督培伦达铁斯(Pherendates)。[107]
 当然，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没有采用法老的头衔，而是采用了“王中之王”的称号，还没收了很多神庙的财产，从而埃及神庙祭司骂他为“坏蛋”[108]
 。目前的史料未能反映出大流士一世之后的波斯国王曾进行过明显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从史料所见到的大多是波斯人在埃及进行的破坏行为。据说，阿塔薛西斯三世杀死了阿庇斯公牛，用一头驴来让埃及人膜拜;据说，他还杀死了赫里奥坡里斯的公牛和门德斯(Mendes)的公羊，还洗劫了很多神庙和城市。[109]
 埃及本土官员苏姆图特纳赫特(Somtutefnakht)的传记铭文也证实了这点。[110]
 最近在门德斯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门德斯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候(约公元前343—前342年)遭受了暴力毁坏和亵渎。[111]


埃及距离波斯王国中心巴比伦城较远，不利于波斯国王的直接统治和控制，这的确是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动荡不安的一个原因。但从前面的叙述来看，波斯人在埃及统治不稳固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尽管采取了一些接受古埃及传统宗教的政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大流士一世之后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就更直接了，明白无误地将埃及视作征服地，完全没有接受埃及的宗教信仰，甚至做了一些伤害埃及人宗教情感的事情。这使埃及本土人，尤其是上层埃及人和神庙祭司，始终将波斯统治者视作外来征服者，不是神圣的法老，不能从内心接受他们的统治。传统上，埃及人认为外来统治者，或者不具有法老神圣属性的统治者，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是对正义和真理(玛阿特)的破坏，是邪恶战胜了真理。这对于埃及社会来说是致命的危害，是无论如何都要消除的，从而，古埃及人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必然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波斯斗争。这是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始终受到人民起义之挑战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整体上看，波斯人没有在埃及本土实施直接统治，而是在波斯王国核心地区的巴比伦遥控统治，行使直接统治权的是总督。这就完全把埃及降到了一个行省的地位，使埃及失去了独立地位，这也是埃及本土人进行强烈斗争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再次，在13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大流士一世真正用心地统治埃及，进行了一些可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波斯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即便如此，他建设埃及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波斯王国的强大，还是将埃及视作其占领地，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非为埃及人民和国土谋发展的真正统治者。这就使波斯统治者不能深入改变埃及社会结构，只是在埃及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强加一套波斯人的统治制度，更没有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波斯人与埃及本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始终动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最后，波斯统治者始终将埃及作为波斯王国核心地区巴比伦发展强大的人力和财力来源地。埃及工匠在波斯从事建筑工作，埃及陆军和海军在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对希腊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薛西斯一世于公元前480/前479年攻打希腊的舰队中，有200艘三列桨战舰。[112]
 波斯人这种统治政策决定了波斯统治者必然把沉重的赋税和劳役强加在埃及本土人身上，最终使埃及社会和人们的经济状况日渐衰落，构成了激化波斯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本来从内心就视波斯人为邪恶者与和谐秩序的破坏者，加之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以及经常遭受的凌辱，埃及本土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便不可避免。

3.波斯人的统治为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的建立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波斯人在埃及先后共计130多年的统治，给埃及社会和历史发展造成了多方面影响，尤其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的建立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古埃及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变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绝非彻底的变化。因为波斯人只是将自己的统治方式简单地强加在埃及传统社会结构之上，从形式上采用了法老的头衔，派总督管理埃及，可能任命埃及人担任诺姆一级的最高行政官，没有触动埃及诺姆一级其他制度及其以下的社会结构。世俗语纸草文献“培提斯(Petiese)的请愿”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份文献是大约公元前513年提交给大流士一世的请愿书。请愿者培提斯的家族与其所居住之城镇的祭司集团之间的冲突持续发展，根本没有受到政府变化的影响。[113]
 这份纸草文献记录了从公元前644—前513年，培提斯家族为期近150年的历史。培提斯在这份长篇请愿书中详细讲述了其家族六代人与地方祭司集团的斗争过程，谴责了地方祭司集团对神庙财产的贪污和对其家族的迫害。[114]
 在这150年的时间里，无论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化，培提斯家族都在与地方神庙祭司集团做斗争，只是这次寻求正义的对象是大流士一世。这充分反映了古埃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基层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受到波斯统治的影响。

然而，在古埃及历史上，埃及人第一次经历了外族入侵者对其长达130多年的统治，而且波斯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与埃及人存在重大差别。埃及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中央一级和诺姆一级毕竟发生了变化，加入了外来因素。埃及人第一次经历了总督统治。这使埃及人对外来统治方式有了初步认识。而且，波斯人在埃及130多年的统治进一步证明了古埃及本土法老的式微，这逐渐降低了普通埃及人对法老神圣属性和其强大力量的认同。

古埃及传统文化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传统文化继续在发展。[115]
 但波斯人和其他人的到来，改变了埃及传统的人口结构，这些新来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融合。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已经是一个具有很强的世界性的国家。根据考古材料反映的情况，当时的埃及至少有这样一些人:埃及人、波斯人、爱奥尼亚人、卡里亚人(Carians)、腓尼基人、讲阿拉姆语的人、埃兰人、西里西亚人、米底人、利西亚人、摩押人(Moabite)、阿拉伯人、雅典人、努比亚人、利比亚人和犹太人，等等。[116]
 当时，埃及究竟有多少人，我们没有任何准确数字。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埃及大约有300万人。[117]
 根据现代学者的估算，在后期埃及，人口最多的时候应该是第26王朝，最多也就是300万人。波斯人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人口不会超过300万。[118]
 威利·克莱瑞瑟(Willy Clarysse)和D.J.汤普森(Dorothy J.Thompson)以阿尔西诺诺姆的盐税记录为基础，估算埃及的人口，认为公元前3世纪中期，古埃及人口最多不超过150万人。[119]
 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学术研究，在整个托勒密王朝，人口在150万—300万之间。这些人口当中有多少埃及人，多少希腊人(主要是雇佣兵)，多少波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公元前343年，阿塔薛西斯三世入侵埃及时，埃及第30王朝末代国王涅克塔尼布二世(公元前360—前343年)雇用了20000名希腊雇佣兵。[120]
 尽管这无法直接体现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的希腊人有多少，但至少表明当时埃及有一定数量的希腊人。可以肯定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不会太大，必定是埃及人口中的少数。即使是少数人口，波斯人是统治阶级，希腊人是雇佣兵，他们与埃及祭司一起构成了埃及社会当中的上层，广大埃及本土农民和工匠等构成社会下层。[121]
 上层人士交往会比较多，这促成了他们之间的融合。很多波斯人除了有一个波斯名字，还有一个埃及名字。[122]
 那些得到波斯统治者重用的埃及人接受了波斯人的风俗习惯。例如，吴佳霍瑞斯奈特就在铭文中明确说自己穿着波斯人的服装，还毫不掩饰地吹嘘自己为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服务。[123]
 当然，由于长时间受到波斯人的统治，其他一些埃及人也有了波斯化的倾向。例如，埃及本土低级官员苏姆图特纳赫特在其丧葬碑上写道“请把我的爱放在亚洲统治者的心上”[124]
 。另外，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在进行，例如埃勒凡塔的犹太人社区就出现了埃及仆人和妻子。[125]
 此外，埃及人也开始严肃地考虑外来文化，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例如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学作品等都吸收了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的因素。从世俗语文献来看，埃及人的一些文学语言表述习惯也受到了波斯人的影响。埃及雕刻艺术也受到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影响。[126]


上述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变化为外来统治者托勒密家族在埃及的专制王权统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这是深层的机遇，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机遇，即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征服和托勒密家族的统治提供了军事机会。

波斯人的统治基本上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没有获得埃及人的认可。埃及人民渴望推翻波斯人的统治，但本身力量有限，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外援到来，而亚历山大三世便是这个救世主。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us)战役中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然后进军埃及。[127]
 波斯驻埃及总督马扎克斯(Mazakes)未进行任何抵抗便把埃及拱手让给了亚历山大三世。[128]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托勒密一世返回埃及担任总督，仍可被视作是这种军事机遇的延续。

另一方面，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也为托勒密一世建立新国家和专制王权统治制造了困难。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基本上是掠夺性的，使埃及遭受了沉重破坏。[129]
 亚历山大任命的克里奥美尼斯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埃及的经济遭受了严重摧残。[130]
 留给托勒密家族的埃及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埃及，百业待兴。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又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它关系到王朝抵御外敌的能力和发展潜力。

4.托勒密一世面临的其他困难

除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为托勒密一世造成的困难，他在埃及还遇到了其他一些棘手问题。

首先是国家安全问题。埃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农业基础都是亚历山大的诸位将军渴望得到的，当然只有托勒密一世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事实上，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23年到埃及任总督以后，一直在与皮尔蒂卡斯、安提葛努斯、德米特里乌斯等人进行所谓的继承者战争，直到公元前301年才告一段落。因此，托勒密一世在埃及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抵抗亚历山大三世继承者们的进攻。

其次，托勒密家族以及跟随而至的马其顿、希腊人毕竟是外来民族，埃及本来的主人是埃及本土人，尽管埃及本土人接受了亚历山大统治埃及的事实，甚至把他当作驱逐波斯人、解放埃及的救星，但并不等于时隔十年以后仍然接受马其顿人的统治，更何况在亚历山大离开埃及之后和托勒密一世接手埃及之前，在埃及进行实际统治的是克里奥美尼斯，后者在埃及推行的政策是反人民的，引起了埃及人的极大不满。[131]
 故而，如何使埃及本土人接受自己的统治，如何解决马其顿、希腊移民与埃及本土人的关系，如何解决两个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矛盾等，便是摆在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面前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也涉及民族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托勒密王朝的存亡。

要很好地利用波斯人统治留给托勒密王朝的机遇，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采用王权统治，因为在当时只有绝对的君主统治才能有效地集中各种力量，才能尽快实现矛盾的和解，才能恢复经济的发展。当然，事实证明托勒密王朝的前三位国王是不负众望的，通过专制王权统治，成功地解决了上述一系列问题，不仅度过了创业阶段的艰苦期，还使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成为“地中海盆地最有影响力的王国”[132]
 。

总之，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实施专制王权统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种个人选择是建立在对历史局势的透彻把握和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须知，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仅能依靠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建立起来并经得起考验的，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更何况托勒密王朝所统治的埃及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国。当时，埃及的主体人口是埃及本土人，长期以来经历的统治形式是王权统治，易于接受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外来移民人口较少，但比较复杂，其中来自亚洲(主要是西亚和小亚细亚)的移民(包括犹太人)因为之前长期受到君王统治，从而比较容易接受王权统治。马其顿移民是主要统治者，自然不会反对这种制度。至于人数相对较少的希腊城邦移民，虽然向往民主制，但本身并不占据统治者中的主流地位，从而并没有太多的反抗空间，更何况本身也会在这种制度中作为统治者的一部分受到保护，自然也就默认了这种统治方式。托勒密王朝的国王看到了这种统治方式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轨迹的。当然，这也是他们愿意采取的方式，因为作为外来统治者，一般不会给当地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由此看来，对于外来统治者——托勒密家族——来说，专制王权是适合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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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演变

学者们在研究托勒密王朝历史的时候，大多会阐释托勒密王朝的演变，但尚无人专门探讨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本书这里希望以学界关于托勒密王朝历史的阐述为基础，结合相关史料，叙述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在伊苏斯(Isus)战役中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然后进军埃及。[1]
 波斯驻埃及总督马扎克斯(Mazakes)未进行任何抵抗便把埃及拱手让给了亚历山大三世。[2]
 从此，古老的埃及结束了法老王朝的统治时期，进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外来统治者的统治时期——希腊、罗马人统治时期。为了确保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亚历山大三世在停留于埃及的几个月里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政治活动:到锡瓦绿洲请示阿蒙神谕，在孟菲斯取得法老的地位，为亚历山大城划定城址[3]
 ，任命诺克拉底斯的克里奥美尼斯为埃及总督，等等。[4]
 但亚历山大三世却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到来和离去竟对这块神圣的土地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公元前323年，英年壮志的亚历山大三世病殁巴比伦，他那世界帝国的宏伟蓝图也随着这位天才的去世而成为历史。在接下来的将军们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亚历山大三世的贴身护卫和马其顿舰队司令、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一世，通过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手腕，获得了管理埃及的总督权力，并于公元前322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尸体运往埃及，先葬于孟菲斯，后又迁往亚历山大城的“西马”(Soma) (古希腊语的意思是“尸体”)[5]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亚历山大三世生前的愿望。这些行动恰恰预示着一个强大的托勒密王国的诞生。从此，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便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近300年的发展历程，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在这近300年的历史中，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下面分节论过。

第一节　建立和发展

第一阶段是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时间为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任埃及总督到公元前222年托勒密三世去世。这一时期是托勒密家族创建新国家的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托勒密王朝达到了鼎盛，专制王权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前283年在位)出身于马其顿贵族家庭[6]
 ，曾在马其顿宫廷中受过侍从训练，并可能与亚历山大三世同时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在学习和训练中成为亚历山大的密友。[7]
 公元前336—前335年，他跟随亚历山大远征欧洲。公元前330年他被任命为亚历山大的贴身护卫后，曾捕获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派来的刺客。在亚历山大跨越波斯高原的进军中，他始终追随亚历山大。确切所知的是，亚历山大曾任命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为希拉斯皮斯河(今印度杰赫勒姆河)一支马其顿舰队的长官。[8]
 亚历山大曾不止一次奖励他的功绩，并在波斯首都苏萨为他与波斯的阿塔卡玛(Artacama)举行盛大婚礼。[9]
 如果说在亚历山大三世远征中，托勒密一世展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的话，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后，他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才能便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在亚历山大三世去世时，他的将军们便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几位将军的实力相当，各不相让，最后托勒密一世建议诸将军分别割据亚历山大王国的各行省。“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领悟到亚历山大的王国将不会以整体形式存活下去。”[10]
 另外，“公元前333年伊苏斯战役之后，亚历山大没有立即追击大流士三世，而是回头攻打叙利亚、埃及等地，也许是想把埃及统一起来，靠它的丰富谷物，加强自己远征的经济基础”[11]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主要将军之一，托勒密一世必定意识到了这点。随亚历山大三世到达埃及以后，凭着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托勒密一世必定深深地体会到了埃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一定意识到，至少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讲，只要拥有了埃及，就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因此，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他率先争得了埃及、利比亚和阿拉比亚，作为埃及总督，掌握了实际权力，而没有急于争夺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权。当然，他当时在亚历山大众多将军当中不是最有实力的将军，更不具备立刻继承亚历山大三世的权力。公元前322年，他又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尸体劫持运往埃及，以期“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引起了第一次继承者战争(公元前321/前320年)。掌握着亚历山大象征权力的戒指的皮尔蒂卡斯(Perdikkas)，坚决反对托勒密一世的这一举动。因为皮尔蒂卡斯在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成为名誉上的帝国首领，急切希望在事实上继承亚历山大的帝位，故而他便借托勒密一世劫持亚历山大三世尸体之际出兵埃及，进军三角洲，结果惨遭失败，被自己的部将杀死在埃及。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托勒密一世初步稳定了在埃及的统治地位，也证明了托勒密一世的远见卓识，把埃及作为他的大本营是他取得胜利的保证。公元前321/前320年，在特里帕拉德苏斯(Triparadeisos)会议上，托勒密一世被确认为埃及和利比亚的统治者。[12]


为了巩固统治，保障军事安全，托勒密一世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首先征服近邻昔兰尼(公元前322年)，进而在公元前319—前315年和公元前314—前311年发动了几次继承者战争，并于公元前320/前319年和公元前312/前311年对叙利亚用兵[13]
 ，公元前313—前306年侵略并统治塞浦路斯，公元前309年对小亚的卡利亚和利西亚用兵，公元前309—前303年对爱琴海地区用兵。[14]
 公元前306年秋季，托勒密一世驱逐了安提葛努斯(Antigonus)和其儿子德莫特里乌斯(Demetrius)的入侵。公元前303—前301年的第四次继承者战争中，托勒密一世占领了西叙利亚和腓尼基，并且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后，在塞琉古一世的默许下，合法地掌握了这一行省。公元前295/前294年，托勒密一世把西顿(Sidon)和推罗(Tyre)并入埃及。[15]
 公元前287年，托勒密一世控制了塞克拉底斯岛国联盟(于公元前315/前314年由安提奥古斯和德莫特里乌斯建立，用以控制爱琴海)，其范围可能包含塞克拉底斯群岛(Cyclades)的大多数地区。[16]
 公元前288—前286年，埃及舰队在解放雅典的战争中获胜，托勒密成为爱琴海岛屿联盟的保护者，据此埃及获得了地中海上的霸主地位。当然，除了战争而外，托勒密一世还努力改善同邻国的关系，并对希腊奉行友好的政策。[17]
 例如，公元前304年，他帮助罗德岛人民反对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得到“救主”(索塔尔)的称号。[18]


托勒密一世还注意加强王权统治。他用前任总督留下来的8000塔兰特银子征招雇佣军，以防止埃及人的反抗。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城(公元前313年)。公元前317年，腓力三世被杀，公元前310/前309年亚历山大四世被杀，于是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6年晚夏或秋季自称巴塞勒斯(basileus)，这样以马其顿的传统更新了王权，因此，在希腊人的档案文献中，托勒密一世的第一个统治年被追溯到亚历山大三世之死(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04年，托勒密一世成为埃及的法老，埃及人的文献从这一年计算托勒密一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285年，他封儿子即后来的托勒密二世为共治王，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和王权的平稳过渡。[19]


托勒密一世一直采取与埃及人和解的政策。他部分地吸收和招募埃及人加入军队。他在孟菲斯信奉萨拉匹斯为神，将埃及和希腊的宗教融合起来;他还重建被波斯人摧毁的法老神庙，祭祀埃及古神[20]
 ，保护贵族和祭司，从而争取到了部分埃及人。他为学者和艺术家设立了博物院，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著名的图书馆。[21]
 他不仅支持艺术和科学，自己还编写了亚历山大几次战役的历史，现已失传，阿里安引用了一些内容。[22]
 托勒密一世的政策和活动为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托勒密二世的统治提供了榜样，更重要的是他确立和加强了王权统治。

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和托勒密三世(公元前246—前222年在位)的统治，进一步使国王的权力强化，使埃及走上了辉煌和鼎盛。托勒密二世和三世大大扩展了埃及版图。托勒密二世利用敌对王国塞琉古和安提柯王国的困难，发动了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74—前271年)，将统治范围扩大到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爱琴海;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和阿拉比亚也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并在埃及和罗马设有大使馆;公元前260—前253年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托勒密二世在军事上失利于塞琉古和安提柯的联军，但用外交手腕挽回了败局，于公元前255年与安提柯王国媾和，并把女儿嫁给他的敌人安提葛努斯二世，从而结束了与塞琉古王国的战争;又让儿子托勒密三世娶了昔兰尼国王的女儿，稳固了周围的环境。[23]
 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三世登基时，埃及已经占有了这样一些地区:利比亚、叙利亚、腓尼基、科普图斯、利西亚、卡利亚和塞克拉底斯群岛。[24]
 托勒密三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中大获全胜。公元前245年，他与昔兰尼国王马格斯的女儿贝蕾尼西二世结婚，把自公元前258年以来一直分裂的埃及和昔兰尼再度联合起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最终在托勒密三世时，托勒密王朝埃及的版图达到了极盛:对托勒密二世获得的南安纳托里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西方，伊奥尼亚和达达尼尔海峡一起加入了托勒密王朝;南色雷斯的获得也很有意义[25]
 。托勒密二世和三世还加强了国内经济建设。托勒密二世开修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加强农业灌溉系统的建设。两位国王都重视对法尤姆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重要的农业区，为帝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还注重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奖掖学术、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亚历山大城变成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26]
 另外，托勒密二世和三世非常重视海军建设，“托勒密王朝在东地中海盆地的霸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军力量”[27]
 ，在前三位国王的苦心经营下，托勒密王朝蒸蒸日上，在地中海世界维持了40年之久的强盛时期。

总之，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建立以托勒密一世到埃及担任总督为标志。托勒密一世不仅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还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建设。托勒密二世与托勒密一世的共治保证了王权的顺利传递。托勒密二世和三世继续托勒密一世的建设过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使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版图达到最大，这也成为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达到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节　转变

托勒密三世去世以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公元前222—前168年)，即由盛转衰的时期。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2—前204年在位)是托勒密三世的儿子。据称，他在统治时期，荒淫无度，纵酒寻欢，昏庸无能，还听信谗言，为了权力而杀害自己的母亲、叔叔和兄弟。[28]
 托勒密四世没能继续前三位国王的统治政策，致使托勒密王朝的国力开始衰弱，国王的统治权力也开始变弱。波里比阿描述了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的情形:

新国王看上去对国家事务和面临的困难毫不关心，对那些被指控在埃及境外胡作非为的人也似乎毫不在意，视而不见。然而，在他之前的国王对这些事情的关注程度甚至比对埃及本身的治理还要高。所以，作为叙利亚山谷地区(Coele-Syria)和塞浦路斯的掌管者，他们一直以来都能得到叙利亚的国王们的尊敬，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并且，由于在从潘菲利亚(Pamphylia)到赫勒斯磅海峡之间以及周围的海岸线上的主要城市、要塞和海港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他们还对小亚细亚以及附近的各个岛屿的统治者们实施压力。同时，通过对阿伊诺斯(Aenus)、马罗涅亚(Maronea)和其他一些更远地区的城市的控制，他们还对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事务进行监督。拥有如此之广的势力范围和有力的附庸国保护圈，他们从来不担心他们自己的埃及霸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自然地对外交事务非常重视。[29]


波里比阿在这里将托勒密四世与前三位托勒密国王进行了鲜明的对比，用事实说明了托勒密四世在对外事务上的疏忽，但也强调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对埃及霸权失去了信心。事实上，当时的埃及在对外战争中逐渐走下坡路。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19—前217年)时期，虽然托勒密王朝在拉菲亚战役中获胜，但埃及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这导致了埃及国力开始衰弱。

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4—前180年在位)是托勒密四世的儿子，五岁登基，其权力被重臣把持，王朝内部斗争渐趋激烈，社会动荡不安，国内起义不断，起义势力一度席卷埃及南部[30]
 ，直到公元前186年，他才镇压了南部的起义。为了缓和矛盾，他颁布赦令，豁免债务、赋税，释放囚犯和投降的反叛者，给祭司以优惠待遇。正是因为这一点，祭司们将他的功绩刻录在石碑上，以传久远，这就是著名的罗塞达石碑。[31]
 在埃及本土之外，托勒密五世统治时期，托勒密王朝还失去了对叙利亚和色雷斯等地区的控制。[32]
 公元前197年第五次叙利亚战争结束，安提奥古斯三世在帕尼昂(Panion)战役中打败了托勒密五世，占领了叙利亚洼地和安纳托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开始了肢解时期。[33]
 这是托勒密王朝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0—前145年在位)是托勒密五世的儿子，年仅4岁就继承王位，托勒密五世的王后克娄巴特拉一世(?—公元前176 年)摄政。公元前170年，托勒密六世和弟弟托勒密八世(公元前170—前163年在位和公元前145—前116年在位)共同摄政，并展开了长期的王权之争(公元前170—前168年)。同时，为了准备与塞琉古王国的战争而增加税收，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不得不求助已在地中海世界悄然升起的强国——罗马来保卫自己的安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70—前168年)以叙利亚的安提奥古斯四世获得了对埃及的全面控制(除了亚历山大城)而结束。亚历山大城也危在旦夕，托勒密王朝求助罗马。因此，在打败了马其顿的珀尔修斯之后(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时的皮德纳战役中)，一个由C.P.莱纳斯领导的罗马军团来到驻军亚历山大城的安提奥古斯四世的兵营里。莱纳斯命令塞琉古国王立即离开托勒密王国(埃及和塞浦路斯)。安提奥古斯四世屈服了，托勒密王国获救。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68年7月。[34]
 “尽管托勒密国王们继续像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以前那样独立地进行统治，但罗马的实力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今后在托勒密王朝与其他王国的冲突中，托勒密王朝屡次求助于罗马。最终，托勒密王国将同‘希腊化’世界其他王国一样，甚至连王朝内部事务，都得求助罗马。”[35]
 这是托勒密王朝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托勒密王朝王权的重大转折点。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由盛转衰是从托勒密四世开始的，一方面与托勒密四世本人的软弱无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托勒密王朝对外战争消耗了国力有着密切关系。托勒密五世和托勒密六世都是年幼登基，王权受到权臣和王后的左右，虽然后来都掌握了王权，但因内困外扰，都未能恢复强大的专制王权统治。第六次叙利亚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

第三节　衰亡

托勒密王朝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的开始。第三阶段从公元前168—前30年，即从托勒密六世的统治到罗马吞并埃及。[36]
 我们不妨称这一阶段的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为“罗马权力影响下的托勒密王国”，而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制度则在为了王国的生存而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公元前112年的一份文献体现了埃及是多么的倚重罗马。这封信体现了埃及官员对罗马元老是极为尊重的:

赫尔米阿斯(Hermias)向荷洛斯(Horos)致敬。附上给予阿斯克利匹阿德斯(Asklepiades)的信的复本。当心据此发生的事情。再见。第5年，山地古斯(Xandikos)月17日，麦克尔(Mecheir)月17日。

给阿斯克利匹阿德斯。琉西乌斯·麦密乌斯(Lucius Memmius)是一位罗马元老，他具有很高的权威，并且地位显赫。他正从(亚历山大城)出发，前往阿尔茜诺诺姆，意在观赏风景。要特别庄严地接待他，并注意在正确的地点为他们准备客房，并且极认真地为他们准备登陆地点。下面提到的招待殷勤的礼物在他登陆时就给他，而且房间的家具、提供给皮特索古斯(Petesouchos)神和鳄鱼的必要数量的食物、参观拉比林斯(Labyrinth)神庙时的必需品以及将被献祭的牺牲和为献祭而提供的东西，都必须被正确地处理。总之，要极为关心每一件事情，以使访问者满意，并展示出极大的热情。[37]


这里的皮特索古斯是法尤姆的鳄鱼神;拉比林斯是阿尔茜诺诺姆的鳄鱼神庙。

托勒密王朝的王室和官员在这一时期如此依赖罗马，一方面与罗马势力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托勒密王朝和专制王权已然衰落的表现。托勒密六世与弟弟托勒密八世为争夺王位再次展开了长期斗争(公元前163—前145年)，罗马在其中多次斡旋调解。公元前145年，托勒密六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和共治王托勒密七世继承王位，但仅仅统治了一年便被托勒密八世杀害。托勒密八世从公元前145—前116年独自统治。托勒密八世与他的两个妻子克娄巴特拉二世、三世也进行了长期内战(公元前132—前124年)。内战结束以后，托勒密八世于公元前118年宣布大赦令[38]
 ，力图社会改革，还试图开通到印度的贸易航道，但并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39]


托勒密八世于公元前116年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托勒密九世(公元前116—前81年在位)与托勒密八世的遗孀克娄巴特拉三世共治。母子不和，导致托勒密九世于公元前110年被驱逐。公元前107年，托勒密九世的弟弟托勒密十世出任共治王。公元前101年，克娄巴特拉三世去世以后，托勒密十世独自统治，但很快被驱逐，托勒密九世返回埃及，继续统治，直到公元前81年去世。托勒密十世于公元前88年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沿海地区被杀。托勒密九世去世以后，托勒密十世的儿子托勒密十一世与托勒密九世的遗孀贝蕾尼西三世结婚，共同执政，19天后，后者被前者杀害，不久托勒密十一世也被亚历山大城的起义者杀害。

自从托勒密六世去世以后，王室斗争愈演愈烈。王室斗争必然导致托勒密王朝内政荒废、经济衰微和内乱迭起。罗马趁机吞并了昔兰尼和塞浦路斯(托勒密王朝的两大屏障)。[40]
 令人羡慕的具有丰富经济资源的埃及本土又成了罗马领袖实现政治蓝图的必争之地。庞培、恺撒和安敦尼都把埃及作为追求个人政治目标的根据地。“最后两个托勒密王托勒密九世的儿子托勒密十二世(公元前80—前51年在位)和克娄巴特拉七世曾试图战胜这些罗马国家的代表。”[41]
 当然，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朝和王国，甚至渴望实现罗马和托勒密王朝在地中海盆地联合统治。托勒密十二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托勒密十三世(公元前51—前47年在位)和其女儿克娄巴特拉七世(公元前51—前30年在位)共治。克娄巴特拉借助罗马的力量消除了托勒密十三世，与托勒密十二世的另一个儿子托勒密十四世(公元前47—前44年在位)共治，最终也将其消除，继而立自己年幼的儿子托勒密十五世(公元前44—前30年在位)为共治王。[42]
 实际上，从托勒密十二世去世以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始终是掌握权力的国王。虽然克娄巴特拉七世能够凭借聪明的才智和美丽的外表使得安敦尼和恺撒为其折腰，但屋大维却拒她于千里之外。最终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幻想破灭了，在绝望中自杀身亡。[43]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也随着这位极具争议性的女国王的死亡，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托勒密家族虽然成功地进行了专制王权统治，曾一度达到鼎盛，但是最终还是于公元前30年被罗马灭掉。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与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的统治不能摆脱古代国家专制统治的固有弊病。专制统治在特殊的环境下，在短时间内可以使国家走向强盛，但这种强盛是以对广大人民的盘剥和压制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后经多次完善的阶级斗争学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44]
 关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3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进行了完善，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5]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也是如此，到王朝后期，王室内部矛盾加深，盘剥加重，人们困顿不堪，从而国民暴动此起彼伏。[46]
 与此同时，外部的罗马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吞并托勒密王朝只是时间问题。公元前30年，各种条件皆已成熟，屋大维顺利地把埃及并入罗马的统治版图。至此，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走完了自己的历程，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总之，托勒密一世利用亚历山大去世的大好机会，顺利获得了埃及、利比亚等地，进驻埃及任总督，并开始实施重建埃及的政策。首要的是，根据历史和现实条件，他建立并加强了专制王权统治。托勒密二世和三世的统治基本上是托勒密一世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使专制王权统治达到了鼎盛。托勒密四世以后，国力渐衰，专制王权统治也呈衰弱之势。托勒密六世统治以后，埃及在罗马的阴影下生存，专制王权自然更趋弱化。最终，公元前30年，随着托勒密王朝的灭亡，专制王权统治也告结束。这里在论述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时，始终没有离开对托勒密王朝国力盛衰过程的叙述，或者说，专制王权演变过程的叙述是寓于埃及国力盛衰过程的叙述之中的。本书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专制王权的强弱与国力的强弱成正比例关系，国力是专制王权的大环境和基础，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王实施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的效果，最能体现专制王权的强弱。当然，专制王权也有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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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托勒密王朝国王的人格神化及其根源

一般来说，古代西亚和北非实行王权制度的国家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上寻找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在这样做时，大多数国家都为国王的统治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在不同的程度上宣称国王的权力来源于神祇，赋予国王以神圣性，使国王的人格神圣化，进而达到确立王权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希腊世界的马其顿人，是否也将国王的人格神化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历史根源是什么?这些是本书这里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　国王人格神化

学界对托勒密国王人格属性的探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阐述过了，这里无须赘言。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托勒密一世到埃及任总督以后，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获得埃及本土人的认可。或许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在强敌觊觎的环境中，在埃及尽快建立起马其顿人的新统治，要想获得埃及本土人的认可，就必须使以托勒密家族为首的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融入古埃及传统社会当中，首要的是接受埃及本土人的宗教信仰和关于统治者的观念。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托勒密一世宣称自己是亚历山大三世在埃及的继承人。在埃及人看来，正是亚历山大三世赶走了曾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波斯人，给他们带来了自由;他向埃及本土祭司许诺恢复波斯人破坏掉的神庙，并可能举行了一次加冕仪式;[1]
 亚历山大三世到锡瓦(Siwa)绿洲的阿蒙[2]
 神庙请示神谕[3]
 ，至少在埃及人看来，这是对埃及民族和宗教的尊重。所以，“埃及祭司已经把他视作神的儿子”[4]
 。这一点对亚历山大在埃及的统治至关重要，因为它确立了亚历山大在埃及至高无上的地位。沃尔特· M.埃利斯(Walter M.Ellis)曾富于文学色彩地夸赞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一世是一位讲求实际的、讲究方法的、谦逊的和努力工作的公仆”;托勒密一世似乎早已看出，亚历山大三世的庞大王国不会保持统一，早在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前，他就试图做埃及的总督。[5]
 故而，在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他迅速做出决定，出于“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的考虑，挟亚历山大三世的尸体前往埃及任总督。这实际上就等于宣布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三世在埃及的合法继承人。这样，在理论上，托勒密一世本人也就具有了神性，具有了统治埃及的最高权威;在实践中，他受到了那些尊崇亚历山大三世的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移民的拥戴和支持。

其次，作为亚历山大三世部将的托勒密一世，没有理由不宣传自己赶走波斯人，为埃及本土人收复失地的功绩。公元前311年的一块“总督碑”上有这样一段铭文:

我，托勒密，总督，我(把自己)交还给荷鲁斯(Horus)——为父报仇者和培(Pe)的领主;而且(我还)把培和泰坡(Tep)两地的夫人潘太努特(Pantanut)神的领地——布陀(Buto)交还给(荷鲁斯) ;从今天开始到永远，拥有它(埃及)的所有村庄、城镇、居民和土地。[6]


托勒密一世在此铭文中强调了他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这一功绩。他还在铭文其他部分把自己与神秘的卡哈巴什(公元前338年，领导反对波斯人的起义，因而埃及人也把他看作神的后裔而加以崇拜)紧密联系起来。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托勒密一世成了埃及本土人心目中的神或神的后裔。至少对于埃及本土人中的祭司集团和上层人士而言是这样的。埃及祭司们正式以王衔的形式宣布托勒密国王的合法性。

托勒密一世在加冕时获得的官方名字[7]
 是这样的:

荷鲁斯“强大而勇敢的国王”，两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土地的人，塞尔(Sile)的统治者”，上下埃及之王“拉选择的人，阿蒙的钟爱者”，拉之子“托勒密”。[8]


托勒密一世的官方名字中只有四个王衔。托勒密二世的官方名字就是完整的了:

荷鲁斯“强健的年轻人”，(他是)两女神“英勇的大人物”，金荷鲁斯“他的父亲使他在赞美声中出现”，上下埃及之王“拉的卡的力量”，“阿蒙的钟爱者”，拉之子“托勒密”。[9]


除了第三个名字，其他的名字都是由正规的埃及法老王衔模式构成的。“两女神”也称“两夫人”，或直译为“涅布提”。第三个名字(金荷鲁斯“他的父亲使他在赞美声中出现”)表明，托勒密二世的王位是由父亲托勒密一世传给的。根据法老埃及人的“法老是神”的观念，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是合法的国王，因为这五个名字是埃及法老的标志和权威的象征。[10]


从托勒密王朝国王名字的演变中，也可看出埃及人认可托勒密国王的统治合法性的程度。“亚历山大三世，他的两个马其顿继承者，以及前两个托勒密王被给予较正规、较长的王衔编排，尽管王衔与传统王衔不太一样。”[11]
 托勒密二世的名字较具代表性，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自托勒密三世开始，名字越来越复杂，其长度简直令人费解，即使在法老埃及最强盛时期也难以找到这样长的名字。我们从一个祭司的铭文中看到，埃及人对托勒密四世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年青的荷鲁斯，强大者。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国王。他是红冠之地的君主，他的力量是强大的，他的心对神是虔诚的，他是人们的保护者，优于他的对手，他使埃及幸福，他为神庙增添光彩，他严格地确立了由伟大的托特神通过的法律，他是三十年盛宴[12]
 的主人，他甚至像伟大的普塔神，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国王，上下埃及之王，仁慈神的后裔，普塔神承认之人，太阳神使他胜利，他是阿蒙神的活的形象，国王托勒密永生，伊西斯的钟爱者。[13]


著名的罗塞达石碑记载了托勒密五世的名字:

荷鲁斯“(在赞美声中)出现在他父亲的神圣御座上的年轻者”，(他是)两夫人“英勇的大人物，他已经重建了两地，并使可爱的土地完整，他的心对诸神是虔诚的”，金荷鲁斯“他已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像普塔一样是塞德节的主人，像拉一样是君主”，上下埃及之王“爱他们父亲的神(即托勒密四世和阿尔茜诺三世·菲洛帕托尔)的继承者，普塔的选择者，拉的卡的力量，阿蒙的活的形象”，拉之子“托勒密，永生，普塔所钟爱的，他好像神(即埃庇法尼斯)，仁慈的主人(即尤卡利斯图斯)”。[14]


这是罗塞达石碑上埃及世俗语碑文显示的内容，而希腊语部分也足够准确地反映了这些内容，只是用海菲斯图斯代替普塔，用赫利奥斯代替拉，用宙斯代替阿蒙。从托勒密五世的头衔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国王的名字中增加了对国王神性的强调，如“诸神的继承者”、“普塔的选择者”、“阿蒙的活的形象”等。这是法老埃及甚至托勒密王朝前两位国王的头衔中都没有的。另一方面，名字直接说明了托勒密五世的重要贡献，如“他已经重建了两地，并使可爱的土地完整”、“他已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等。因而，他获得了“他好像神(即埃庇法尼斯)，仁慈的主人(即尤卡利斯图斯)”的美誉。须知，在古代埃及，国王的登基仪式是由高级祭司(h
 m-n t
 r，直译为“神的仆人”)[15]
 主持的，那么国王的名字自然是由祭司们宣布的。不管广大下层埃及臣民对托勒密五世的看法及接受程度如何，本土埃及高级祭司代表的埃及上层人士对他的态度还是在这些名字中可以表现出来的。从而，上述名字中包含的内容明显表明，与前几位国王相比，托勒密五世的神性得到了埃及祭司和精英阶层的更多认可。

除了托勒密七世和托勒密十一世而外，从托勒密六世到托勒密十二世，国王的名字得到发展，名字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复杂，尤其托勒密九世和托勒密十二世的名字非常复杂。[16]
 这些名字里面加入了很多新因素。例如，托勒密六世就被称为“活着的阿庇斯[17]
 的双胞胎兄弟”，这种称呼一直使用到托勒密十二世。这也许源于公元前186年一头阿庇斯牛与托勒密六世同时出生的一个神性宣传故事。[18]
 当然，这更是托勒密王朝宗教崇拜的一种反映。阿庇斯牛是埃及人崇拜的神牛。但是，托勒密国王们的名字在王朝末期也有特殊现象。这些托勒密国王的官方名字获得发展，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埃及本土神祇和神庙表现出了更虔诚的态度，获得了埃及本土祭司更多的认可。托勒密十三世和托勒密十四世的圣书体文字名字尚未发现，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名字仅由荷鲁斯衔(“伟大者，完美的掌握者，光辉灿烂”)和拉之子衔(“克娄巴特拉”，在王名圈里)[19]
 构成，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名字。[20]
 克娄巴特拉七世是王朝末期的国王，她能够得到这样的名字，一方面表明祭司们对女王的承认;另一方面也说明托勒密王室自始至终都接受古埃及传统的国王命名方式。

另外，在埃及本土，托勒密国王们不仅仅是君主，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他们还在有生之年与他们的王后一起享有神的称号和荣誉。[21]
 托勒密一世和他的妻子被称为“索塔尔”，意为“救主”;托勒密二世和他的妻子被称为“菲拉戴尔夫斯”，意为“爱姊妹之神”;托勒密三世被称为“奥厄葛提斯”，意为“善行者、施主”;托勒密四世被称为“菲洛帕托尔”，意为“爱父亲之神”;托勒密五世的称号是“埃庇法尼斯”，意思是“明白无误之神”;托勒密六世被称为“菲洛密托尔”，其意为“爱母亲之神”;托勒密七世则被称为“新菲洛帕托尔”，其意思也是“年轻的爱父亲之神”;托勒密十四世和克娄巴特拉七世也都被称为“菲洛帕托尔”，意思也都是“爱父亲之神”，等等。[22]
 可见，托勒密国王在埃及被视作神，不仅是法老时代那种令人敬畏的神，还是令人喜爱和尊崇的神，兼具威严和慈善于一身，其地位不可侵犯和动摇。

从前面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托勒密王室虽然来自希腊世界的马其顿，是外来统治者，但出于统治的需要，出于尽快建立新国家和新秩序的需要，接受并实践了法老埃及关于国王人格属性的观念，甚至在实践中发展了这种观念:不仅原原本本地采用了法老埃及传统的王衔和王名模式，还为其加入了新因素(在名字中通过文字歌颂国王的伟大功绩)，更将马其顿人关于君主的观念加入进来，使托勒密国王不仅具有神秘威严的一面，还兼具慈祥的一面。对于当时埃及这种多民族聚集、统治者主要为外来民族、被统治者为埃及本土人的社会而言，托勒密国王的这种人格神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托勒密国王的人格神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统治阶级有意为之。事实上，这种人格神化方式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根源。这是下一节探讨的内容。

第二节　国王人格神化的根源

学者们在讨论托勒密王朝国王的属性的时候，都根据不同的史料探讨其人性或神性，对国王人格属性之根源的考察不够深入。本书这里根据各种史料对此问题做深入探讨。

托勒密王朝是一个以埃及本土人为主体，包括许多外来移民的多民族国家。在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埃及已存在许多外来人口:诺克拉底斯有一些希腊人，孟菲斯有一些希腊人、雅利安人、叙利亚和腓尼基人，另外波斯国王曾在诸如埃勒凡塔这样的一些要塞城市安置了一些叙利亚人和犹太人移民。[23]
 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更多的希腊移民、马其顿移民、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和犹太人等涌入埃及。这样，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时，在埃及这块神圣美丽的土地上不仅生活着埃及本土人，还有很多希腊人和马其顿人。

在托勒密王朝，与埃及本土人相比，希腊人人数虽少，但他们是主要的统治阶级，是特权民族。他们拥有与埃及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王权观念。这些希腊移民又区分为马其顿移民和希腊城邦移民。希腊诸城邦最早的政体也是王制，[24]
 这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古典希腊作家对此多有记载。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斯巴达的王制，指出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继任斯巴达国王，是“由于他一出生就有的权利”[25]
 。这也就是说，斯巴达的国王是世袭的。希罗多德还记录了昔兰尼的巴托司家族王位继承情况。[26]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人在结盟前就是由君王统治的”[27]
 。伊索克拉特在《泛雅典娜节献辞》中指出，在远古时代，无论是非希腊人诸部还是希腊城邦，都由君主统治。[28]
 生活在“希腊化”时代晚期，并研究过罗马政体的波里比阿，也认为城邦(包括希腊诸城邦)最早的政体是王制。[29]
 到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大多数实行民主制，雅典是希腊世界民主制的典型，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但这种民主也只是对具有公民权的雅典公民的民主，奴隶和外邦人仍然享受不到这样的民主，妇女的民主权利也是有限的。[30]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希腊世界的另一城邦——斯巴达，其公民终身过着军旅生活，享有公民才能享有的民主权利，但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双王制的贵族寡头政体，至少从形式上还有“王”。[31]
 在希腊城邦古典时期，民主制战胜了王制，已经没有了早期君主。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被人们看作现代民主制的发源地。希腊城邦毕竟经历过王制阶段，甚至在斯巴达还留有形式上的“王”，这样至少到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年代，来到埃及的希腊城邦移民在头脑中仍残留着君主制的意识。至少他们对“王权”并不陌生。

希腊城邦世界也有统治者被神化的个别先例。这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风时代就已经出现，并表现为两种形式。[32]
 一种是崇拜被人们看作英雄的去世统治者。英雄是神与凡人结合的后裔，荷马和荷西俄德都称之为“半神”。[33]
 对安菲波里城邦的建立者哈格农的崇拜，[34]
 对为安菲波里做出重大贡献的“救星”斯巴达人伯拉西达的崇拜[35]
 ，都属此类。另一种是去世统治者神灵化。如斯巴达国家的立法者吕库古死后就被奉为神明，在神庙中每年受到人们的献祭。[36]
 但是，这些历史人物都是在死后受到崇拜，其本人和家族不会因此而控制政府，掌握权力，实质上这是一种公共权力的神化。自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希腊城邦走向衰落，个人权力上升，出现了对在世伟人的崇拜。如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著名将领吕山德的崇拜。[37]
 即使这样，希腊世界也未出现对在世统治者的普遍神化崇拜，至少没有出现像法老埃及那样把国王视为神和神的后裔的普遍现象。即使有统治者被神化的现象，也只是对那些为城邦做出巨大贡献或有卓越成就的人物的崇拜，这是极少数现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希腊移民从内心深处存在国王神化的一种潜意识。同时，亚历山大东征埃及之前，希腊人甚至小亚细亚人对埃及的风俗并非全然不知，埃及、希腊、小亚细亚已有了互通商业的关系，很多希腊人到埃及、西亚等地旅游经商。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二卷详细记述了埃及的风俗人情、宗教文化及埃及人“怪异”的社会生活。[38]
 甚至在阿夫季拉的海卡泰俄斯未完整保留下来的《大地环游记》中，他承认希腊人将埃及最有名的英雄和神祇据为己有。[39]
 但要注意，马其顿和希腊城邦的神与埃及的神是不一样的，“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和人之间并不存在多大差别”[40]
 ，希腊的神是神人同形同性的，而埃及的神则完全与人分开。[41]
 从而，到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时，希腊城邦世界的人们在思想意识中对埃及人有关国王的观念并不陌生。这对于托勒密国王们在埃及推行国王人格神化是有利因素，至少不至于受到过大的阻碍。

以托勒密一世为首的马其顿人虽然是希腊人的一部分，但他们距离希腊城邦世界较远，“就其位置而言，远离南部欧洲的主要城市，靠近北方的蛮荒地区，从来没有完全被承认属于古典希腊文化的一部分”[42]
 ，而且马其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出现危机(公元前5世纪末期以后)的环境下兴起的一个王国，具有明显的军事民主制遗风。马其顿最初是由诸多部落组成的，各部落有自己的“巴塞勒斯”，后来各部落统一在一个王的领导之下，到腓力二世时加强了王权。[43]
 而腓力二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则更进一步使王权强化，东征西讨，大有统一“世界”的趋势。这使得马其顿人形成了一种与希腊城邦公民不同的观念，他们心目中的国王是强有力的，能为国家、为民族、为公民带来荣誉和利益的大人物，可以实行王位世袭制。但马其顿的国王不具有超人的神性，国王仍是人，只不过比一般的人更有能力。因为，“马其顿的历代君主，从阿基劳斯到腓力二世，全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希腊化”[44]
 。基于这一国策，马其顿便主动接近南部的希腊城邦，从希腊城邦那里学来很多政治和文化内容，包括民主政治的一些因素。当然，马其顿人也有把死去的统治者视为神或神的后裔的例子，如腓力二世死后就被奉为神。[45]
 同时，在马其顿人看来，他们的国王本身就是宙斯的后代，具有神的属性。[46]


作为托勒密王朝主要人口的埃及本土人。经过近3000年法老王朝的统治，已形成了抗干扰力很强的、独特的“神圣王权”观念。[47]
 “神圣王权”观念是指埃及人把国王的权力神圣化，国王具有神的属性。法老被看成是太阳神之子，因此本身也是神。他的意愿是神意的表达，他的各种职能是其神性的流露，这是埃及国王最突出的特征。[48]
 马涅托在其《埃及史》中把埃及王朝看成是神王朝的延续。[49]
 历代法老都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神的后裔，例如第5王朝的前三位国王都称自己是太阳神拉之子。[50]
 在埃及人的宗教观念中，荷鲁斯是埃及的永恒法老，每位继任的法老都是荷鲁斯的儿子。[51]
 国王在王朝时期的埃及，尤其自新王国开始称为“法老”。“法老”一词是现代英文Pharoah的音译，来源于古代埃及文[image: img]
 pr-c
 3，译为“大房子”或“大宫”。这一称呼在第19王朝以后成为国王王衔上固有的名字。[52]
 “法老”一词是埃及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体现，也是埃及这一神圣王权观念非常浓厚的文明古国的特殊产物，有其特殊的含义，即埃及的国王不仅是一国之君，更主要的，他是神的后裔和神在人间的化身。

在古代埃及人看来，法老是神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具有人和神的双重属性。最能体现这种特性的是法老的官方名字。官方名字由王衔和王名构成。当然，作为一个实体单位，王衔与王名是一起出现的。王衔最能体现国王的神性。

在法老埃及，法老的名字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从第1王朝出现法老的第一个王衔——荷鲁斯开始，直到中王国才正式形成完整的名字体系。法老埃及法老的名字由五部分构成，被称为五个“伟大的名字”。这五个名字出现时，总是五个较为固定的王衔按固定的顺序分别放在王名的前面。这五个王衔分别是荷鲁斯、涅布提、金荷鲁斯、尼苏毕特和拉之子。他们在法老的名字中就是按这种先后顺序排列的。

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为[image: img]
 ，读作hrw，这是一个隼鹰的形象，隼鹰是王权的保护神。[53]
 这是最早出现的王衔，至少在第1王朝就已出现了。涅布提衔的圣书体文字为[image: img]
 ，读为nb-tj，也称“两夫人”或“两女神”，是由上埃及的兀鹰女神和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结合在一起组成的，故而得名。此王衔出现的也较早，大约在第1王朝就已出现。金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表意符号为[image: img]
 ，读作nbw，是荷鲁斯立于黄金之上，具体意思不详，但显然有“国王是强有力的”等意义。此王衔最晚在第11王朝时出现，可能更早。在埃及语中，它被称为rn n nbw，直译为“name of gold”，最早发现于古王国第4王朝。尼苏毕特衔的圣书体文字为[image: img]
 ，读为n-sw-bjt，或称“树蜂衔”，是由代表上埃及的菅茅和代表下埃及的蜜蜂组合而成，意味着“他是菅和蜂的人”，所以此王衔也称“上下埃及之王”，其后面的名字称为王位名，即国王加冕时的名字，是要写在王名圈里面的。最早出现在第1王朝登王(大约公元前55—前60年在位)的名字中。“拉之子”的圣书体文字为[image: img]
 ，读作z3
 rc
 ，直译为“son of Ra”，意译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始于第5王朝。拉之子的后面跟的是“本名”，即出生时所拥有的名字，也要放在王名圈内。[54]
 这五个王衔连起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国王是荷鲁斯神的化身，被“两夫人”女神保护着，成为实力强大的金荷鲁斯，还是“两地的君主”或上下埃及的统治者，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不难看出，五个王衔俱全时，此法老或国王的神性最强。具有了这五个或其中几个名字，也就意味着此国王成为合法的法老了，因为在埃及人的观念中，法老是众神之一，是众神当中担任了埃及人间法老的一个神。

“埃及有很多神，甚至人们不可能知道埃及究竟有多少神;一本埃及宗教小册子列出了80多个神。”[55]
 这个数字显然少了一些。因为上至宇宙的太阳、月亮和其他某些恒星，下至大地上的山川、河水、动物、植物、矿物质，中间包括人类、人体器官(如胎盘、生殖器)、人类使用的工具甚至饮食物品，都被埃及人视为神。[56]
 埃及人的神以动物和人双重形象存在的居多，因为埃及人“习惯于他们的神具有人和动物双重化身”[57]
 。在如此多的神当中，既有善神，也有恶神;既有正义之神，也有非正义之神。在埃及人的神话中，塞特神被描绘为邪恶之神，他因为嫉妒而阴谋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埃及的国王奥西里斯，并篡夺了统治埃及的王权，这在埃及人看来是非正义的行为，因此埃及一时间处于非正义的笼罩之下;奥西里斯的妻子，也是塞特和奥西里斯共同的妹妹——伊西斯，历尽千辛万苦，找寻到了自己的丈夫，使他复活，且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个孩子便是荷鲁斯，伊西斯在下埃及三角洲的芦苇丛中把荷鲁斯抚养成人，从而伊西斯被埃及人看作伟大的母亲和忠贞的妻子，直到罗马时期一直受到崇拜，甚至影响远达埃及之外的很多地区;荷鲁斯长大成人之后在母亲的帮助下为父报仇，夺回了埃及的统治权，这在埃及人看来是正义的，他的胜利既是正义力量的结果，也是荷鲁斯本人超强神力的体现。[58]
 因此，埃及人从一开始便把荷鲁斯作为统治埃及的法老。太阳神拉(rc
 )是埃及的大神，也是主神之一，从第5王朝初开始，圆盘形象的太阳神拉取代荷鲁斯神而成为“至高神”[59]
 。太阳神拉的这种至高地位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太阳神拉实际上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这些正是埃及人从众多的神中把荷鲁斯和太阳神拉选择出来，作为法老王衔中体现法老之神性的原因。

除了这两大神出现在法老的头衔中，上埃及的兀鹰女神和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也在其中，可见法老必然具有神的属性。的确，在埃及人看来，法老具有这样一些神的属性，即胡(Hu)、西阿(Sia)和玛阿特(Maat)。其实，这三者也是神。胡是命令和权威的化身之神，可翻译为“威令”或“权威”[60]
 ，是最高神普塔[61]
 的创造性言辞，具有复活的力量[62]
 ，胡伴随法老身边，支持和承认法老的权威。西阿意思是“对事物的容忍和理解”，可译为“认识”或“知识”。[63]
 西阿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他也是一个神，经常位于太阳神的右侧，并负有携带体现智力成就的神圣纸草的职责。玛阿特是真理和秩序女神，代表着正义和真理。[64]
 可以说，作为神的法老具有了权威、智慧和真理、公正的属性，具有“创造性的言辞”、“超人的智力”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神之属性。可以把国王说成是:“权威的言辞(胡)在你的口中。判断力(西阿)在你的心中。你的言语是真理(玛阿特)的圣殿。”[65]
 基于此，人们这样赞美拉美西斯二世:“威令在你的口中，认知在你的心中，而你的舌头可以产生正义。”[66]
 在《伊普味陈辞》中，伊普味这样埋怨法老:“权威、知识和真理在你一边，然而你把全国安排为混乱。”[67]


基于上述阐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法老埃及人的观念中，法老是神的化身，甚至本身就是神，并且具有权威、正义、真理和智力的属性，他的话就是法令，他的语言就是真理。

托勒密王朝的主要人口——埃及本土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对“王权”的看法虽然有较大的区别，但存在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到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更严格一点说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在意识深处接受了“王权”。至于，伴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移民大潮一起来到的、寻找机会和利益的小亚细亚移民，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势力上，都构不成托勒密王朝社会的主要力量。小亚细亚各地移民的人口数量无法与埃及本土人相比，这自不必多说;就其势力而言，他们无非是给托勒密王朝社会增加复杂性的“少数民族”罢了，并非统治阶级，从而也就不能左右政局。当然，这些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在历史的早期，甚至在当时对王权并不陌生，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度和邻近地区都不乏君主制。例如，构成托勒密王朝人口一定比例的犹太人，实行的也是君主制。[68]


从而，埃及本土人和希腊、马其顿人以及小亚细亚移民等对“国王神性”和“王权”的共同经验和认同，便构成了托勒密王朝国王人格神化和专制王权统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甚至为托勒密王朝国王人格的神性提供了理论根源。

总之，从本章内容来看，托勒密一世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使自己获得埃及本土人和希腊、马其顿移民的接受，成为埃及人心目中的法老和希腊马其顿人心目中能干、威严而仁慈的国王，并具有了神的属性。这为他建立新国家奠定了理论和思想意识基础。托勒密一世之后的国王都继承了这种国王人格的神化方式，宣传这种王权观念，继续强化和维持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当然，这种国王人格的神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法老埃及的王权传统、希腊人对王权的潜意识认同、马其顿人的君主制传统、西亚移民的专制统治经验，都是托勒密一世及其后代能够顺利实现人格神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在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顺应了现实，采取了令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国王人格的神化既是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托勒密国王的专制权威和王朝的专制统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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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权力

从理论上讲，托勒密国王从意识形态领域将自己神化以后，便拥有了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和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力。那么在实践中，托勒密国王是否享有最高权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的最高权力?本章通过深入考察各种史料，详细考察托勒密国王的各种权力。

第一节　行政和人事权

人事制度和行政制度是研究托勒密王朝史的学者们非常关注的。关于学界的研究状况，本书在第一章第二节已经叙述了，这里不再赘述。本书这里主要依靠纸草文献考察托勒密国王的行政权和人事权。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由三个部分组成:埃及本土、埃及境内的希腊城市、埃及境外的占领地。在行政上，托勒密国王对这三个部分都有领导权。事实上，“结束于公元前30年的整个托勒密时代，埃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对于那一时代的大多数国王来说，他们居住在亚历山大城，掌握着近东其他各个部分的地域或对其实施宗主权”[1]
 。

根据G.P.古尔德的史料集，托勒密国王对埃及本土具有绝对的行政领导权。为了行政管理，托勒密王朝把埃及本土分成40个左右的诺姆。每个诺姆由至少一名带有总督头衔的长官和一名诺姆长管理。至少在较晚期，一组诺姆处于一个大总督的管辖之下。最初诺姆中的首席财政官被称为奥伊考诺摩斯[2]
 ，他处于首席财政大臣(又称“狄奥伊克提斯”)的领导之下，并与政府任命的银行家密切合作;公元前3世纪以后他们的地位被削弱，处于总督的影响之下。[3]
 诺姆中还有王室书吏或秘书，他们辅助奥伊考诺摩斯和总督。诺姆之下设若干区，有一名区长;区下设村，在每个村庄里有一个代总督[4]
 ，是地方警察的头目，每个村有一个村长和若干村书吏或秘书。[5]
 托勒密王朝本土各村庄和区归属自己的诺姆管辖，所有的诺姆都归属国王管辖。然而，整个埃及本土都是国王的私人财产，甚至处于行政区划最底层的村庄，也在国王的管理之下，从而国王统治着所有的村庄。[6]


托勒密国王对埃及境内的希腊城市实行直接领导。帕雷托纽姆、诺克拉底斯、亚历山大城和上埃及的托勒密斯具有特殊的地位，或多或少地以希腊自治城市的方式组织起来。甚至有人认为，“希腊城市，尤其亚历山大城，完全是希腊式管理，希腊人在希腊城市与埃及人包围的社区内都讲希腊语，住希腊式房屋，遵从希腊人的社会实践”[7]
 。例如，亚历山大城有自己的法典[8]
 ，而且市民被分配在部落和德莫(demo)中，市民称自己为某某德莫的成员[9]
 ，而非亚历山大城的人，甚至当他们居住在埃及其他地区的时候，也称自己为某某德莫的成员。尽管这些城市享有某些自治和某些特权，但在实践中他们与国家的其他部分相似，是完全臣服于国王的。“希腊城市的公民权被严格地控制着，而且是有限的权力。”“它们设有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长官和公共机构，但这些都未达到真正民主政府的水平。”[10]
 亚历山大城的市民能够被国王在任何时候召去执行特殊的任务，诸如参与诺姆的司法审判。[11]
 但是，亚历山大城的人口构成却比较复杂，而且不太容易管理。波里比阿对公元前2世纪后期该城的情况给出了如下描述:

亚历山大城一共住着三类人。第一类是埃及本地人，他们性情多变而且暴躁，不容易管理。第二类是雇佣兵，他们人数相当多，是傲慢专横而且野蛮的一类人，在国内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埃及的一个悠久传统，但是由于国王软弱，这些雇佣兵渐渐学会了横行霸道，却忘记了顺从。第三类便是亚历山大城人了，这也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比雇佣兵更加傲慢(或者说，比另外两类人更傲慢)，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混杂了，但是他们属于希腊人，还记得希腊的各种风俗。[12]


迈克尔·格兰特认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力和组织，但没有公民大会，或许没有议事会(或者最初有一个议事会，但很快就消失了)。大犹太社区也掌握着自己的自治组织。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城还居住着几万名埃及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族群的人口”[13]
 。

托勒密国王对埃及境外的占领地的领导权比较复杂，有直接控制的，有派代表或靠当地傀儡政府控制的，还有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埃及境外的占领地本身就很复杂，因为各占领地与托勒密王朝的关系不同，所以托勒密国王对这些占领地的领导形式也就不同。例如，对爱琴海地区的塞克拉底斯岛国联盟，托勒密国王基本上实行的是间接的控制和领导，因为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联盟关系。岛国联盟曾这样赞美过托勒密一世:

对于诸岛国和其他希腊人来说，国王和救主——托勒密促成了如此多伟大而美好的事情，已经使城市重新获得了自由，使城市重新拥有了法律，为所有城市重建了传统制度，把(它们)从高额税务中解救了出来。[14]


这里的国王和救主是指托勒密一世。岛国联盟是由马其顿的安提葛努斯和德莫特里乌斯于公元前315/前314年建立的，旨在控制爱琴海地区[15]
 ，大约公元前287年托勒密一世从前两者手中夺取了对这个联盟的控制权。其准确范围还不是很清楚，或许包括塞克拉底斯群岛的大多数岛屿。托勒密一世占领这个联盟之前，后者必须向德莫特里乌斯缴纳繁重的贡赋，而托勒密一世接管联盟以后废除了其中很多贡赋。下面这段对托勒密二世进行赞誉的语言，进一步说明了托勒密国王与岛国联盟的关系:

而现在，因为国王托勒密已经从他父亲那里获得了王国，正继续对诸岛国和其他希腊人关心和实施同样美好的意愿;并(因为)他正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准备举行一次献祭活动，建立与奥林匹克一样重要的竞赛活动，〔……〕正强烈要求诸岛国和其他希腊人就这些事情投票〔……〕对于所有岛国来说，正确的是〔……〕他们现在根据(他的决定与所有)热情〔……〕和〔……〕，投票给予他美好的意愿以值得的荣誉，认同祭祀活动，决定在所有恰当的(时候)派出神圣代表团，并且承认竞赛活动将与奥林匹克一样重要〔……〕[16]


托勒密二世在他的父亲托勒密一世去世以后，为了纪念托勒密一世而希望举行一次盛大的竞赛活动。这里岛国联盟投票表决的正是此事。托勒密二世要求希腊人投票承认这次竞赛活动与希腊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重要。这种要求不仅体现了托勒密二世的野心，即企图控制整个希腊世界，也体现了托勒密二世借此机会试探各占领地的忠诚度。岛国联盟最终通过投票对托勒密二世的要求给予了满意的答复，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托勒密一世和二世对岛国联盟的政策是比较温和的，对他的领导权是间接的。西顿的国王菲洛克勒斯(Philokles)是托勒密二世时受到宠爱的人，他成为爱琴海地区托勒密海军长官，对诸岛国有绝对权威。[17]
 他实际上是托勒密二世统治岛国联盟的代理人之一。另外，彼奥提亚人奈克塔斯(Niketas)之子巴科恩(Bachon)是诸岛国的行政官，是托勒密二世统治岛国联盟的另一个代表并掌有军权。[18]


公元前262年，托勒密二世写给米利都人的一封信，体现了托勒密王朝与米利都的友好关系和联盟关系。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说明了托勒密二世对米利都的间接领导权:

现在(公元前262年)，因为你们已经正确地保卫了自己的城市和与我们、与联盟的友谊，〔……〕我们赞同并极大地赞赏你们，而且我们将尽力用提供利益的方式来回报你们。在将来，我们也渴望你们对我们保持同样的态度，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将对你们的城市实施更大的关心。[19]


托勒密国王还对某些占领地采用傀儡政府或傀儡个人的方式进行领导。例如:

陶毕阿斯(Toubias)向阿波罗尼乌斯(致敬)。如果你和你的事业都蒸蒸日上，而且每一件其他事情都(如你所愿)，那么要更多地感谢诸神。我也很好，并时刻挂记着你，这是正确的。

我已经派遣埃尼阿斯(Aineias)给你带去了一个阉人和四个男孩，他们机灵且受过良好哺育，其中两个还未环切包皮。我附上描述这四个男孩子的信息。再见。第29年，山地古斯月10日。[20]


陶毕阿斯是古代巴勒斯坦东部(今日外约旦，Transjordan)地区的傀儡首脑，阿波罗尼乌斯是托勒密二世的首席财政大臣。这封信是公元前257年，前者写给后者的，信中列举了所奉献的贡物。这说明托勒密二世在约旦地区的统治是靠傀儡政府进行的，作为被占领地的约旦要定期向宗主国奉献礼物，这是一种间接的统治权。下面一封信进一步说明了这点:

陶毕阿斯向阿波罗尼乌斯致敬。因为你写信命令我在山地古斯月送礼物给国王，我已经在山地古斯月10日派我们的代理人埃尼阿斯送去了两匹马、六只狗、一只由驴生养的野骡子、两头阿拉伯白驴、两头野骡驹、一只野驴驹。它们都经过了训练。我也把写给国王的这封关于礼物的信送给你，并附上给你的信息的复本。再见。第29年山地古斯月10日。

陶毕阿斯向国王托勒密致敬。我已经送给你两匹马、六只狗、一只由驴生养的野骡子、两头阿拉伯白驴、两头野骡驹、一只野驴驹。再见。[21]


这里的国王是指托勒密二世。这封信里面提到了古代巴勒斯坦东部的傀儡首脑陶毕阿斯向国王赠送的礼物，这些礼物实际上是一种定期缴纳的贡赋，这体现了一种从属关系。

托勒密国王们对某些占领地还享有特殊的个人统治权力。例如，昔兰尼是托勒密一世从埃及之外获得的最早属地，到公元前2世纪时，昔兰尼被托勒密王朝完全联合在王国中，公元前96年被罗马夺去。此城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名义上独立，但托勒密国王们对它享有特殊的个人统治权力。下面这份文献充分体现了这点:

(1)公民团体由1万人构成。

(2) 500人议事会，抽签产生，50岁以上，服务两年，第3年靠抽签去除其中的一半，剩下的再服务两年，如果剩下的不够一半，则从40岁以上的人们当中选出补齐。

(3)长老会，由托勒密任命
 ，长老会从1万人中选出60人，30岁以上。如果有人去世，则由1万人任命的另一个人弥补。长老们除了可以担任战争将军而外，不能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4)托勒密是终身将军
 ，另有5位将军从50岁以上并未担任其他职务的公民中选出，战争爆发时，由公民团体任命将军。

(5) 9个法律卫士，5个检察官，从不低于50岁且未有任何职务的人中选出。

(6)长老会、500人议事会、1万人公民团体都享有改革之前的权力，从1万人中抽签选出来的长老会、500人议事会将审判所有的重大案件。他们应该使用以前的法律，因为这与现在的法令不冲突。法官应根据现存法律记录。任何被将军逮捕的人并在长老会和500人议事会面前受审的犯人，有根据法律受罚或接受托勒密处罚的权利
 ，无论他选择什么，都将遭受3年刑罚……没有托勒密的同意，任何逃亡者都不被惩罚
 。[22]


“长老会由托勒密任命”，而长老会又是主要的权力机构，从而托勒密国王便掌握了行政领导权;“托勒密是终身将军”，不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这便使托勒密国王掌握了军权;托勒密国王还有参与审判的权力，并掌握着终审权。可见，昔兰尼的行政、军事和司法三大政治主体都被托勒密国王掌握了。

“在叙利亚和腓尼基，官员的主要线条是:一位狄奥伊克提斯(首席财政大臣)、奥伊考诺摩斯(区财政官)、区长、税农，区代替了诺姆。”[23]
 这是公元前260年托勒密王朝所控制的埃及之外占领地的行政官员系统的一个例子。叙利亚和腓尼基这种官僚结构，与埃及相似，各个官僚等级和所有官僚都听从国王的命令。这说明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牢牢地控制着它们，从行政和人事上掌管着占领地。

国王还把一些权力给予某个集团和某些人。例如，公元前96年3月25日，托勒密十世通过敕令的方式，授予位于埃斯利庇斯(Athribis)的荷鲁斯神庙以庇护权:

……因为它是很古老而又最著名的，尽管它拥有大多数其他特权，但缺少庇护权，我们已经命令:也授予这个神庙在它的范围之内实行庇护权……[24]


国王对整个埃及王国的行政官僚都具有绝对的任免权和行政命令权。下面是一篇文献的开头部分，体现了银行助理任职要向国王宣誓，说明了国王对官僚具有任免权。

兄妹神托勒密和阿尔茜诺之子托勒密统治的〔……〕年，埃帕夫(Epeiph)月28日。希拉康坡里斯的提奥斯之子塞沃提乌斯(Sewotheus)是一个助理，也被称呼为希拉克里奥多罗斯(Herakleodoros)，宣誓并用文字记录下来。[25]


我们还可以参见另一个例子。公元前119年，一个村书吏的任命文件是这样的:

阿斯里辟德斯(Asclepides)向马瑞斯(Marres)致敬。美其斯(Menches)已经被狄奥伊克提斯任命为科尔基奥西里斯(Kerkeosiris)村庄的村书吏，条件是他将靠自己的费用开发村庄中被报告为无生产力的地区10阿路拉的土地，租金为50阿塔巴，他将从第52年起每年足额送给国王，否则将用他的私人生产资料来弥补不足，把他的职务文件给他。注意确保他的誓言被实施。再见。第51年麦索勒(Mesore)月5日，写给区书吏玛瑞斯。[26]


这里面任命村书吏的直接官员是狄奥伊克提斯(首席财政大臣)，但狄奥伊克提斯必须依照国王的法令行事，因此这种任命实际上是由国王给出的。

另一份国王敕令是托勒密国王命令官员缴纳六一税的，反映了国王对下面这些官员的行政命令权:

(国王)托勒密(向所有)总督、(大区长)、诺姆长、(区长)、奥伊考诺摩斯、审查官、王室(书吏)、利比亚区长[27]
 和警察长致意。我们已经给予你们向(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交六一税的(命令)的复本。(因此注意)这些命令要被执行。再见。[28]


除了这几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有关国王任命官员和行使行政命令权的例子，但这些内容将在其他章节中详细地叙述出来，这里无须赘述。

从本节的内容来看，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具有行政规划权、官僚任免权和权力的授予与收回等权力。正是借助这些权力，托勒密国王们才可以实施其对内管理国家、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职能。对埃及之外占领地的管理和经营等，充分体现了托勒密国王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对外职能;对国内领土和行政区的管理、对官僚的任命等，完全体现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对内职能。

第二节　立法和司法权

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法律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拉斐尔·道本史拉格所著《公元前332—前640年希腊罗马埃及纸草文献中的法律》和M.J.盖勒(M.J.Geller)和H.麦赫勒(H.Maehler)等所著《希腊化世界的司法文献》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对关于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法律的纸草文献进行了梳理。[29]
 这为本书关于国王立法和司法权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般来说，法律的初衷是维护弱者的利益，限制君王的权力。然而，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是神，本身就是掌握正义的神。从而，与其他一些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一样，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立法和司法权。托勒密王朝虽然也有习惯法，但那些习惯法的实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必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国王可以随时对法律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修改甚至废立，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国王的部分司法权虽然在表面上让渡给了官僚大臣，但重要诉讼审判还是由他自己来处理，而且官僚大臣在判案时依据的法律是国王认可或发布的，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下面详细阐述托勒密国王这两方面的权力。

1.托勒密国王拥有至高立法权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同法老埃及的法老一样，具有立法权。托勒密王朝实行两套法律体系:希腊移民的“城市法”和埃及本土人的民族法，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习惯法。虽然法老埃及可能有了法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变化，需要随时修改法律，托勒密王朝对法律修改的方式是国王颁布的敕令
 和赦令
 。在实践中，国王的敕令和赦令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法律。

目前保留下来的文献，主要是托勒密王朝经济方面的法令。因此，本书只能从众多经济文献中考察托勒密国王们的敕令和赦令。敕令是托勒密国王颁布和补充法律的主要方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更多的敕令将在相关章节中出现。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一份敕令，对契约中个人身份的认证问题进行了如下规定:

那些借出和借入的人们应该被记录在契约中。那些在军队中掌握命令的人们应该宣布他们的出生地，他们属于哪个军事单位，他们拥有什么衔位。市民应该宣布他们父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德莫;如果他们也在服兵役，他们也应该给出自己所属的军事单位和衔位。其他人应该给出他们父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出生地以及他们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30]


赦令是在关键历史时刻(例如战争结束或新国王登基)颁发的，旨在解决某些问题，或者向人们表示国王的圣明与仁慈。托勒密王朝的典型赦令是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和他的王后克娄巴特拉二世、妹妹和妻子克娄巴特拉三世一起颁发的战后大赦令，内容涉及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从此赦令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赦令的一斑。赦令以第三人称复数“他们”作为发布赦令者而展开。赦令首先交代了发布赦令的是国王和王后，时间是国王统治的第52年(即公元前118年)，赦令所涉及的对象是“犯错、犯罪、遭受指控、被定罪和进行各种侵害行为的臣民”:

国王托勒密和王后克娄巴特拉(即妹妹)和王后克娄巴特拉(即妻子)对所有那些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2年法墨提(Pharmouthi) 月9日犯错、犯罪、遭受指控、被定罪和进行各种侵害行为的臣民发布一道大赦令，不包括那些故意谋杀或渎神的犯人。

接下来，赦令采取了“命令”和“赦免”相间安排的方式:

他们已经命令
 那些因为掠夺或其他侵害罪而隐藏起来的人们，应该返回他们自己的家，从事他们以前的职业，(收回)仍未卖掉的财产……

他们赦免
 了所有那些不能按期交付谷物租金和货币税的债务者，不包括世袭债务者……

赦令首先涉及经济问题，包括债务问题、土地问题。赦令还尤其规定了对士兵的照顾政策:

他们已经命令所有土地转让的接受者、神庙土地和其他自由土地的控制者(他们都吞食了王田)以及所有那些拥有比自己应得份额多的土地的人们，放弃所有多余土地并使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付一年租金，将被解除从现在开始直到第5年的义务，并合法拥有从国王统治第52年掌握的土地。

并命令本土埃及卫兵和拥有10或7阿路拉土地的本土埃及战士、他们的领袖和所有其他处于这一阶层的人们以及本土埃及海军士兵以及那些〔……〕将继续保有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2年他们已经掌握的土地，不会受到指控和干涉。

他们赦免了所有欠公共工程税的债务者。

接下来，赦令涉及了神庙经济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包括神庙财产、神职人员以及神庙和祭司们享有的权利等:

而且他们命令神庙土地和属于神庙的其他神圣收入都将确保留给它们，神庙将获得它们使用的、从葡萄园和果园以及其他土地上得到的什一税。

而且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命令，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1年，特定的款项或他们从国库作为神庙津贴而获得的以及奖给他们的其他款项，将被正常给予，就像在其他事例中那样，没有任何人将被允许侵吞这些款项的任何一部分。

任何人都不能靠暴力拿走被奉献给神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对神圣收入的监督者实施强迫劝告，无论所提事物是村庄或土地上的事物或其他神圣收入，也不能从奉献给神庙的财产中收集集体税或国王税或谷物税，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对神庙土地实施保护，而应把它们留给祭司们自己管理。

而且他们赦免了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0年神庙监工和首席祭司们以及祭司们对监督税和亚麻布价值税的债务。

同时，他们赦免了直到第50年神庙中受尊敬的职务(预言职务、秘书职务和其他职务)的控制者们对某些场合赔偿损失的债务。

同时，对于那些直到所说的时期已经得到了比他们应得的报酬多的人，他们赦免了其罪责。

同时，对于在较低级神庙中的仆从，在伊西斯神龛和鹮以及鹰圣所的饲养地以及阿努毕斯神龛和其他类似地方，他们授予直到同一时期的相似让步〔……〕

他们已经命令埋葬阿庇斯和穆涅维斯[31]
 的费用由国王给予，就像在神圣化个人的例子中那样。同时，其他神圣动物的正常费用也由国王出。

神庙拥有的预言职务和可敬的职务以及秘书职务、神庙收入之外的和其他神庙获得的金钱，仍将给予神庙，但祭司们不允许把这些身份传给其他人。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被赶走和靠暴力从现在圣所中被驱赶。

赦令还涉及了度量衡、税收标准和房屋重建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不再仅仅是一些对债务的废除和对权利的保护条款了，而是更进一步地规定了法令的执行措施:

而且因为据报告谷物收集者和检察员用比每个诺姆中指定的正规青铜量器更大的量器〔……〕在估价归于国王的、并因此耕种者被迫付更多的〔……〕他们已经命令总督和税收监工以及王室书吏应在那些涉及〔……〕税收的人们和祭司们以及士兵和其他自由土地的主人〔……〕在场的情况下，以最一致的方式检测量器〔……〕量器允许错误值不得超过(政府标准)的2〔……〕那些不服从此命令的人们将被处死。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内地葡萄园和果园的耕种者，如果他们在国王统治的第53年和第57年这两个遭受洪水和干旱的年份种植它们，那么他们将从种植它们的那年开始免税5年，从第6年开始大约3年内，他们将付少于正规数目的税，税收在第4年缴纳，但从第9年开始，他们将交付与其他土地主人一样的税务;亚历山大城边区的种植者将被允许多于3年的税务赦免权。

而且他们命令已经被推倒或烧掉的房子的主人应被允许根据规定的测量标准重建它们。

而且村庄中拥有私人财产的人们同样可以重建私人房屋达〔……〕高度，而神庙达10腕尺的高度，除了帕诺菲斯(Panophis) (这个诺姆的人们不能建房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叛乱——英文版注)的居民而外。

赦令进一步对国家官僚和其他特殊人物应遵守的和不应出现的行为进行规定，对某些已经做了错事的官僚和职员给予赦免:

任何人都不能以无论什么方式，从下面这些人中收集任何东西:耕种者，那些为国家产业工作的人们，与税收有关的人们，蜜蜂饲养者，其他与总督、警察总管、首席警察、奥伊考诺摩斯、他们的代理人或其他官员的利益有关的人们。

总督、政府职位的控制者或他们的副手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靠欺诈从耕种者那里获得优质王田或选择这样的田地为自己去耕种。

在军队服役的希腊人和祭司们以及王田上的耕种者〔……〕和毛织品纺织者和制衣者以及猪饲养人员〔……〕和油、蓖麻油的制作者、养蜂者和酿造者，他们付给国王应交的款项，不可以使他们中的任何人一起居住在单个房屋中〔……〕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可以强迫国家的任何居民为私人服务，也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征用他们的牛，也不可以强迫他们去饲养牛或猪，也不可以强迫他们以一种价钱或在新年时提供鹅或家禽或酒或谷物，也不可以在无论什么前提下迫使他们无报酬地工作。

而且他们赦免了全国警察在政府巡视中曾反对过后者的罪责和他们所造成的丢失产品的罪责，以及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0年的债务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罪责。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直到上述时间为止，那些未能以一种价钱把战士份田或其他土地上生产的油产品送到国王那里的人们，不能为会议提供运输的人们，都将从合乎逻辑的罪行中解脱出来。

同时，(赦免了)那些不能为筑堤提供芦苇和燃料的人们。

同时，王田的耕种者和祭司们以及拥有私田的其他人们，直到国王统治的第51年，未种植正规数量的树木，从合乎逻辑的罪行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应该从国王统治的第52年开始种植它们。

也(赦免了)那些已经在他们自己的财产中砍倒法令所禁止砍伐的木材的人们。

……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外国债务的收集者们，不应以无论什么前提攻击王田上的耕种者或那些为国家产业工作的人们或以前所颁发的敕令禁止控告的那些人们，但他们的债务应该从他们的财产中扣除，只要这些财产未被目前的敕令免除义务。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在王田耕种者的案例中，审计官们不应卖掉任何一个房屋(他们的农业工具储存在那里)或者他们的牛或其他必要的农业工具，他们也不能以无论什么前提把这些工具用于神庙土地或任何其他土地。而同样地，他们也不可以把亚麻纺织工或亚麻布制作者或羊毛纺织工或其他类似手工业者的任何工厂用于他途，用于纺织亚麻和制作亚麻布的工具不能被从事专营工作的那些人们以及亚麻布制作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使用，亚麻布制作者们只能在神庙内为了制作献给君主和其他神的衣服而使用它们。

而且任何控制政府职责的任何人和其他人，都不可以把劳力强加在亚麻纺织者、亚麻布制作者和免费或低工资制作长袍者身上。

而且他们已经命令，任何人都不可以为自己所用而以任何理由征用船只。

而且总督和其他掌握王室或国家或神圣地产的人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为了私人债务而伤害或因私人争吵而把任何人逮捕并把他囚禁在他们的房屋或其他地方;但如果他们控告任何人，他们应把他带到每个诺姆的司法官那里，并应根据敕令和法规得到满意解决。[32]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份赦令的内容非常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都有所涉及。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份为了解决战后重建问题而颁发的大赦令，实质上却是一部条款翔实、可操作性很强的法令，犹如一部责、权、利都很明确的法典。这样的赦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对托勒密王朝的所有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国王的立法权力得到了充分实现。

2.托勒密国王享有最高司法权

托勒密国王掌握着绝对的司法审判权和司法监督权。全国的司法人员都是国王任命的，至少是经国王认可的。国王参加和监督司法审判，全国的司法审判都在国王的监督范围之内，各级地方官僚负有这样的任务，这从很多铭文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很多审判要有地方官僚在场。[33]
 更重要的是，国王本身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全国臣民在涉及司法案件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都要向国王请愿，请求国王给予公正和正义。例如，公元前145—前116年，菲拉(Philae)的伊西斯祭司们向托勒密八世、克娄巴特拉二世、克娄巴特拉三世请愿:

阿巴吞(Abaton)和菲拉的伊西斯神的祭司们，向国王托勒密、王后妹妹克娄巴特拉和妻子克娄巴特拉，即神奥厄葛提斯致敬。因为旅行到菲拉的那些人——各诺姆的大总督、总督、区军官、王室书吏、警察首长以及其他官员和他们的随从〔……〕——迫使我们敌对他们，这违反我们的意愿，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圣所变得资源枯竭，我们恐怕没有资源代替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向最伟大的诸神提供牺牲和祭品，(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是)，命令诺梅尼乌斯(Noumeinios)、你们的亲人和写信者去给你的亲人和底比斯总督罗古斯(Lochos)写信，不要让他们用这些方式迫害我们，也不要允许任何人做同样的事情，并给予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正当文件，包括允许我们建立一块石碑，我们将在它上面铭刻上你们就这些事件提供给我们的仁慈的(记录)，为了使你们的友善将永远呈现在她面前，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在这些事情中和伊西斯神庙中的我们，将体验到你们的仁慈。祝你们好运。[34]


这里的“她
 ”指的是伊西斯神。祭司们向国王请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宗教领域的神职人员承认国王的司法审判权力。此请愿书的主旨是请求国王禁止大总督等官吏们的非法行为，保护祭司们的权利。这更体现了国王的审判权。

即使是在村庄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受到伤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也要向国王请愿，请求其公正审理案件。例如:公元前220年一个村民的女儿因为受到了伤害，而向国王请愿:

特里考米亚村(Tricomia) (法尤姆的一个村庄)的居民利西阿斯(Lysias)的女儿菲利斯塔(Philista)，向国王托勒密致敬。我遭受了皮特孔(Petechon)的伤害。我于第1年图比(Tubi)月7日在上述村庄的浴室洗澡，当我出来为自己打肥皂时，他作为男洗澡者出现在女浴室大厅，并带了几个装热水的大罐子，把一灌热水倾倒在了我的身上，烫伤了我的胸和我的左腿直到膝盖的部分，结果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找到他时，我使他处于代总督西蒙(Simon)所在的那个村的首席警察奈克索希里斯(Nechthosiris)的监管之下。因此我恳求你，国王啊，如果这样做能使你高兴，那么就不要使我遭受这样非法的对待，我是一个工人，是寻求你保护的哀求者，你要命令总督狄奥法尼斯(Diophanes)写信给代总督西蒙和首席警察奈克索希里斯，他们应把皮特孔带到面前，为了狄奥法尼斯可以调查案件。希望已经寻求了你的保护，国王啊，所有人的共同慈善者，我可以获得正义。再见。[35]


这份请愿书的主人只是希望获得国王的正义，希望国王以最高法官的身份命令地方官员(具有司法审判的职权)公正地审理案件。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公元前217年，一个波斯人曾受雇于他人，履行了应该履行的义务，但没有得到契约规定的报酬，遭到了雇主的欺诈，从而他向国王请愿，希望得到国王的正义审判，希望国王命令地方官员公正地审理案件，迫使雇主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向请愿者支付报酬:

艾比岗(Epigone)的波斯人利昂托梅尼斯(Leontomenes)之子比斯图斯(Pistus)，向国王托勒密致敬。我正受到驻扎于奥图狄希村(Autodice) (法尤姆的一个村庄)的第一骑兵军团即1 0 0阿路拉的拥有者色雷斯人阿里斯托克拉底斯(Aristocrates)的不公正对待。因为在第3年奥德纽斯(Audnaeus)月8日，根据托勒缪斯(Ptolemaeus)预付定金的契约，他雇用了我，条件是我将在战斗中陪伴他并为他服务，直到我把他带回奥图狄希村，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从他那里获得一个月的报酬。尽管我为他服务了，并实施了不可谴责的行为，按契约条款把他带回了奥图狄希村，但阿里斯托克拉底斯无视我的要求，不付给我他从我报酬中拿去的10德拉克马，轻视我的软弱，而故意愚弄我。因此，我恳求你，国王啊，命令总督狄奥法尼斯(Diophanes)给代总督皮提阿德斯(Pythiades)写信，并把阿里斯托克拉底斯送到总督面前，如果我的话真实，那么让迪奥法尼斯迫使他付给我10德拉克马，并执行与我之间的契约，以使我不被他愚弄。国王啊，这样我就可以获得你的帮助。再见。[36]


托勒密王朝的人民还可以把地方官员送上法庭，也是以请愿的方式请求国王给予公正的裁判。公元前157年，村庄王田耕种者就因为地方官员的非正义行为，而向国王和王后提交了请愿书:

阿尔茜诺诺姆赫拉克里斯(Heraclides)区涅乌斯(Socnopaei Nesus)村王田的耕种者阿玛蓝图斯(Amarantus)之子〔……〕哈尔普(Harp)和索特斯(Thotoes)之子法特里斯(Phatries)、马瑞斯(Marres)之子特塞诺腓斯(Tesenouphis)、奥诺夫利斯(Onnophris)之子帕特考斯(Patkos)、西索古斯(Sisouchus)之子马里帕提斯(Marepathis)，向国王神菲洛密托尔即国王托勒密和妹妹王后克娄巴特拉致敬。一个审判将在税农佐皮鲁斯(Zopyrus)和王室书吏帕塔普森尼斯(Peteharpsenesis)面前发生，在对有关上述诺姆的王田和税收以及私人事件进行审判的克莱美提斯泰(希腊法官—本书注)和他的助手戴希乌斯(Dexius)的帮助下进行，审判在我们与上述村庄的大村长特塞诺菲斯(Tesenouphis)之间进行，是关于某些谷物和金钱方面的不端行为和侵吞行为的，根据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文字材料。正当我们的案件被提交法庭时，我们听到被告特塞诺菲斯带着拥护者们出现以帮助他，尽管你们的祖先们已经用无上的法令规定，参加不利于税收的财政案件的拥护者将为国王付双份抵押金，即多缴纳10%的税款，并不再被允许作为拥护者行事。我们恳求你们，最伟大的神，如果这样能令你们高兴，那么就把我们的请愿送给上述克莱美提斯泰，结果当请愿的审查被执行时，他们可以禁止特塞诺菲斯带着一个拥护者出现在法庭上。因为这种方式将有效阻止你们的利益受到任何伤害。再见。[37]


另一方面，尽管原则上，司法事务由地方权威人物代国王处理，但很多请愿确实由国王亲自审查和处理。例如，公元前158年，一位隐士托勒缪斯代替他弟弟向国王请愿，希望国王可以使一个已故雇佣兵的后代获得正义，使修士和其弟弟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

赫拉克利奥坡里斯诺姆的艾比岗(Epigone)的马其顿人格劳希阿斯(Glaucias)之子托勒缪斯，向神菲洛密托尔即国王托勒密和妹妹(即王后)克娄巴特拉致敬。因前述我的父亲属于赫拉克利奥坡里斯诺姆的卿阶层的雇佣兵——在骚乱时期丢了命，并且把我和弟弟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留了下来，而且因为碰巧我已经被扣留在孟菲斯萨拉皮姆神庙15年了，我没有孩子，我要为我上述弟弟谋求军职，这也将使被扣留的我能在这里体面地生活，并获得解救，我恳求你们，最伟大的神菲洛密托尔，注意上述那些年份，因为我没有办法获得生活必需品，除了求助于你们。最伟大的神和保护者，并且为我弟弟获得上述军职，以让我也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分享成果。你们提供给所有人的虔诚以保护。如果这使你高兴，那么就写一道命令给予恰当的权威人物，把我上述提到的弟弟征到驻扎在孟菲斯的戴希劳斯(Dexilaus)的兵营中，并使我弟弟获得与戴希劳斯的随从一样的谷物和金钱报酬。这样便使我处于体面的条件下，我能够代表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执行献祭，最终你们将是每个土地的领主，太阳永远普照那些土地。如果这被执行了，那么我的生活将因为你的帮助而永远被保障了。再见。[38]


这份请愿书比较特殊，它涉及的不是私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案件，而是个人与国家或者说与国王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是有关国王对待军人和其后代的政策问题。托勒密王朝老兵和其后代的待遇问题是国王们非常关注的。显然这样的请愿要由国王亲自做出决定。国王也确实亲自处理某些重大司法事件。例如，下面的一段纸草文献是国王托勒密二世下达的制裁辩护者的敕令。原因是一些辩护者引起了财政问题，给国家收入造成了损失:

国王托勒密二世向阿波罗尼乌斯问候。因为下面列出的一些辩护者牵涉到了财政问题，这些问题损害了财政收入，因此签发命令:那些辩护者应向王室付两倍的税务……他们不允许再次在任何事件中作为辩护者出现。而如果他们这些已伤害了财政收入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位被发现在某个事件中从事鼓吹活动，那么就把他们放到我们的监视之下，并把他的财产收归王室。[39]


此命令签发于公元前259年10月。阿波罗尼乌斯是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61—前246年的狄奥伊克提斯(首席财政大臣)。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不仅仅是处理财政事务的国王，他们还是所有埃及人们的神，是整个埃及的主人。所有的埃及人都要求助于他，才可以得到正义和公正，才能够得到生存的条件。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民的案件也可以得到国王的公正审理。下面一篇请愿书是由一位年迈而又受着疾病之苦的老父亲发出的，意在状告自己的女儿，请求国王做出公正的裁决，使他获得应有的赡养权:

克泰西古斯向托勒密王致敬。我正受到狄奥尼修斯[40]
 和我的女儿奈克的不公正对待。因为，尽管我已经养育了她——我的亲生女儿，教育她并把她养大成人，但是当我被身体虚弱的疾病侵蚀和我的视力变得衰退时，她不愿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且，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做证的情况下
 向我立下文字誓约:她将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每日付给我20德拉克马……然而，现在，被那个鸡奸的狄奥尼修斯导致堕落，她不再履行自己的任何诺言，轻视我的年老和目前的体弱。[41]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请愿书可能到达不了国王那里，只是在下层官吏那里处理，但这份请愿书一定会到达国王那里。因为我们从请愿书中发现“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做证的情况下……”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老人曾向国王提起诉讼，并得到了国王的受理，获得了国王的正义。

从本节的内容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人民在向国王请愿时，不仅把国王看作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国王，还把他看成具有正义和仁慈之属性的神。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助这种属性，掌握了立法和司法审判权，进而借助这种权力实现了自己管理国家、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职能。

第三节　军事和外交权

托勒密王朝的对外征服活动或者战争活动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很多论著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就笔者目力所及，西方学界研究该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G.霍尔布(Günther Hölbl)所著《托勒密帝国史》和J.D.格雷戈尔(J.D.Grainger)所著《叙利亚战争》。[42]
 前者详细阐述了托勒密王朝军事上逐渐强大及与地中海世界其他王国的战争过程。后者主要阐述了托勒密王朝与西亚的塞琉古王国的几次战争。这些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但缺乏对托勒密国王直接军事权力和外交权力的专门研究。本书这里根据纸草文献和古典作家的记载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此进行深入阐述。

正如狄奥多拉斯所言，托勒密王朝是“用长矛征服的土地”[43]
 ，所以托勒密国王们必须牢牢地控制着军队。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和纸草文献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载，我们发现，托勒密国王具有绝对的军事权力和战争领导权。托勒密国王是独一无二的军事首领，国王在中央设立一位战争大臣，帮助自己管理军队。[44]
 战争大臣的手下还有一批秘书，辅助他工作。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国王。在各个诺姆中还设有总督，并设立要塞，驻扎军队，由总督统领，在各个村庄设有警察站，全国的总督和警察都以服从国王为己任，以确保国内和平为首任。托勒密王朝的军队主要由骑兵、步兵、海军、战象等构成，他们都由国王统一领导和管理。例如，一则文献描绘了第三次叙利亚战争爆发时，托勒密三世率领他的军队出发的情景:“他出发去了亚洲，带着步兵和骑兵以及一支舰队和一些大象……”[45]


托勒密王朝国王的军事和外交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托勒密王朝外交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战争。托勒密国王们的军事权力和外交权力主要体现在他们与希腊诸城邦、塞琉古王国、罗马、利比亚、努比亚等国的关系上。

托勒密王朝与马其顿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以战争为主的。例如，公元前249年，马其顿的德莫特里乌斯一世率军占领了雅典和塞克拉底斯群岛。六年后，于公元前288年，托勒密一世率领舰队夺回了塞克拉底斯群岛和雅典的控制权。[46]
 托勒密二世和三世统治时，埃及也与马其顿处于敌对状态。在第一、第二次叙利亚战争期间，马其顿的安提葛努斯二世趁机占领了希腊大部分地区，这严重威胁着托勒密王国的安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托勒密二世于公元前267—前261年与马其顿进行了一次战争，史称“克莱蒙尼蒂安(Chremonidean)战争”，克莱蒙尼蒂安是雅典人，正是他领导了这次战争。这次战争最终以托勒密王朝和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托勒密王朝在地中海建立了一些小据点，与马其顿抗衡，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47]
 两王国之间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争夺地中海地区希腊城邦的控制权，争夺地中海的霸权。

托勒密王朝与希腊城邦的关系具体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从可得到的材料来看，托勒密王朝与其他主要希腊城邦的关系基本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托勒密王朝依靠对他们的控制，达到了制衡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的目的，例如托勒密王朝与塞克拉底斯岛国联盟的关系。托勒密王朝与这些希腊城邦的关系主要涉及军事联盟和经济贡赋问题，例如托勒密王朝国王就曾派使节到雅典收取贡赋。[48]
 另外，“托勒密王朝的一个重要外交活动便是向雅典借书”[49]
 。

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媾和关系，也偶尔掺杂一些联姻关系。[50]
 公元前301年，在伊苏斯战役中，色雷斯国王利希玛库斯、塞琉古国王塞琉古一世和埃及总督托勒密一世联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但战后托勒密一世没有退出腓尼基和西叙利亚。腓尼基和西叙利亚地区是埃及和塞琉古的必争之地，因为对于埃及和塞琉古王国来说，占有这一地区便等于占有了一块屏障，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进攻，也可以和东地中海的希腊城邦进行贸易。塞琉古和埃及为此展开了长达70年之久的叙利亚战争，共进行了5次战争。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76—前271年，最终托勒密二世获得了叙利亚北部的腓尼基、安纳托里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塞克拉底斯诸岛国。公元前260—前253年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结束时，安提奥古斯夺回了腓尼基和安纳托里亚。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始于公元前246年，结束于公元前241年，根据战争和约，托勒密三世占有了叙利亚的塞琉西亚、皮里亚和色雷斯的沿海地区。公元前219年，安提奥古斯二世又发动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托勒密四世最初总是胜利，但后来由于国内爆发埃及本土人的暴动，结果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托勒密四世丧失了大片土地，只剩下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两块占领地。在罗马的调停下，安提奥古斯二世才退回到塞琉古。公元前202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和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觉察到埃及的衰弱，密谋瓜分埃及在亚洲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地，安提奥古斯三世乘埃及混乱之际率兵攻击西叙利亚，埃及败北，此次战役仍以罗马参与调停，而于公元前197年结束。公元前170年，埃及的托勒密六世、克娄巴特拉二世和托勒密八世入侵西部叙利亚，试图夺回此地，但遭失败;后来，塞琉古王国的安提奥古斯四世于公元前168年率军两次进攻埃及，并攻打到了亚历山大城下，埃及危在旦夕，最后在罗马的斡旋下，埃及才保住了本土。在这70年的战斗中，还发生过几次婚姻外交。托勒密二世曾把自己的妹妹贝蕾尼西二世嫁给了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二世;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把自己的女儿克娄巴特拉一世嫁给了托勒密五世。这两次婚姻外交都是为了结束战争，实现暂时的和平而缔结的。[51]
 实际上，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之间必然会发生战争，除非一方灭掉另一方。两王国始料未及的是，二者的斗争最终为迅速崛起的罗马提供了扩张领土的机会。

托勒密王朝一向注重与罗马的关系。公元前273年，托勒密二世向罗马派遣使臣，庆贺罗马在与埃庇鲁斯(Epirus)国王皮鲁士(Pyrrhos)的战争中获胜，从而开启了与罗马的关系。[52]
 自此开始，托勒密王朝便与罗马有了解不开的“姻缘”。公元前200年，安提奥古斯三世和马其顿的腓力联合瓜分托勒密王朝的海外领地，托勒密五世寻求罗马支持。罗马命令二者不要去攻击埃及。[53]
 罗马当时之所以能够帮助埃及，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主导力量。同时，罗马一直与埃及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对罗马本身是有利的，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与迦太基战斗。公元前194年，为了结束战争，托勒密五世与安提奥古斯三世的女儿克娄巴特拉一世结婚，未通知罗马。[54]
 这引起了罗马的不满，从此，罗马与埃及的关系开始恶化。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罗马与埃及之间不可能永远是橄榄枝式的友好关系，随着罗马的逐步强大，埃及也就逐渐变成它的一个吞并目标和实现罗马“国际局势”的战略要素，从而矛盾不可避免。罗马只是在寻找吞并埃及的良好机会。公元前168年，罗马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中，打败了马其顿，镇压了马其顿君主。此时正值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遭受塞琉古军队的围困，埃及危在旦夕之际。埃及再度求助罗马，而罗马则“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个罗马大使命令安提奥古斯四世撤离埃及，粉碎了安提奥古斯四世统一埃及和叙利亚的计划。[55]
 罗马此次这样做，恐怕其出发点更多在于防止塞琉古王国的势力发展，以保持埃及与塞琉古的抗衡状态。在托勒密六世与托勒密八世之间的王权之争中，罗马又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元前163年，托勒密六世承认了托勒密八世在利比亚的统治，但托勒密八世并不满足，尽力诱使罗马元老院迫使托勒密六世把塞浦路斯让给他。公元前156年，托勒密八世在一次不成功的暗杀之后，立遗嘱把自己的王国留给罗马。这开辟了一个先例，托勒密八世之后的诸位国王几乎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公元前96年，托勒密八世之子，利比亚国王托勒密·阿辟昂(Apion)立遗嘱把利比亚给罗马。公元前88年，托勒密十世死，立遗嘱把埃及和塞浦路斯给予罗马。公元前74年，罗马接收了托勒密·阿辟昂的遗产，并把利比亚组织为一个行省。公元前63年，庞培镇压了犹太王国的犹太君主，托勒密十二世为庞培提供了援助。公元前59年，托勒密十二世靠巨资贿赂庞培，使罗马人民在法律上把他看成了朋友。公元前58年，罗马按托勒密十世的遗嘱行事，吞并了塞浦路斯。托勒密十二世被亚历山大城市民驱逐，亚历山大城市民使前者的女儿贝蕾尼西和妻子克娄巴特拉五世共治。公元前57年，克娄巴特拉五世死，留下贝蕾尼西为唯一的统治者。托勒密十二世在罗马寻求罗马的帮助，以恢复他的权力。公元前55年，叙利亚的长官奥鲁斯·卡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受罗马元老院的委托，恢复了托勒密十二世的权力。公元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死，立遗嘱命克娄巴特拉七世和托勒密十三世共治，并请求罗马作他们的护卫。[56]
 克娄巴特拉七世靠自己的才智和美貌使凯撒和安敦尼两位罗马将军甘愿保护埃及，直至公元前30年亚克星海战，安敦尼败北，屋大维占领埃及，埃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埃及与南方的努比亚之间主要是战争和反战争的关系。托勒密一世曾对努比亚进行了小规模的战争，而托勒密二世则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服活动。公元前270年，托勒密王朝与库什进行了一场战争，托勒密二世获胜，托勒密王朝控制了埃及南部的金矿区，并可自由进入库什北部地区。[57]
 托勒密国王们发动对努比亚的战争，主要是为了获得努比亚丰富的金属矿藏和用于战争的大象。努比亚是当时环地中海地区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的地区，因为努比亚不仅盛产金属矿藏，还拥有重要的战争武器——大象。当时大象在军事上所发挥的威力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战斗中使用的重型大炮的威力。公元前207年，库什曾帮助埃及本土人建立了底比斯政权，这个政权存在了20年，其间有两位埃及本土人国王，他们是哈文奈夫尔(Harwennefer) (公元前207—前200年在位)和安克文奈夫尔(Ankhwennefer) (公元前200—前186年在位)[58]
 ，库什也因此获得了独立。公元前186年，托勒密五世粉碎了库什与底比斯埃及本土人的联盟，再度统一埃及，把库什再度置于埃及的统治之下。[59]


托勒密二世还注意同也门、南阿拉伯和印度等遥远地区进行贸易和外交活动。据说，托勒密二世曾派大使到印度，印度国王阿索卡(Asoka)也派大使到埃及宣讲佛教教义。[60]


在这些外交关系中，虽然托勒密王朝采取的方式不同、目的各异，但外交活动都是由托勒密国王们决定。毫无疑问，托勒密国王们牢牢地掌握着军事和外交权力，国王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从而也有决定战争和媾和的权力，这是当时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当然，国王们还掌握着其他各个方面的外交关系，例如互派使节和联姻等。托勒密国王们借助这种军事和外交权力，充分实现了自己保护国家安全、领导侵略和防御战争、拓疆辟壤等对外职能。

第四节　经济所有和管理权

托勒密王朝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为辅的奴隶制国家。[61]
 关于托勒密王朝的经济，西方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M.I.罗斯托夫采夫详细考察了“希腊化”时代埃及的农业生产、工业、贸易、货币、银行等，认为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实行的是严格的专制主义的计划经济。[62]
 J.G.曼宁利用大量考古材料，对上埃及和下埃及经济管理模式分别进行分析，认为托勒密王朝经济制度并不像传统上说的那样高度集权，有一定程度的分权性。[63]
 我国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刘文鹏教授认为，托勒密王朝的生产管理体系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国家垄断控制为主、私人经营为辅的综合体，是一种高度的“计划经济”。[64]
 这些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是本书深入研究的基础。但他们主要从宏观上对经济生产情况和经济制度进行探讨，没有对托勒密国王的各种经济权力做细微的考察。

笔者通过对数量众多的经济纸草文献的阅读，发现托勒密国王对经济具有绝对权威，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土地、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和贸易、运输以及金融业，还拥有税务的征收、使用与分配权。下面以纸草文献及其他史料来说明国王拥有的这些经济所有权和管理权。

1.国王拥有绝对的土地所有权

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托勒密(一世)一直把埃及当作他久经战争得来的，是他英勇奋战的果实”[65]
 。古尔德在翻译分析大量纸草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沿用法老埃及的土地制度，但是更加强化了国王对土地的绝对权力。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整个土地至少在理论上属于国王，无论如何大批土地由国王直接掌握和管理”。他把全国土地分为两大类:即由王室直接经营的“王田”和授予神庙贵族、各级官员和士兵的“授田”。[66]
 研究希腊化时代史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W.塔恩和G.T.格林菲斯认为，托勒密王朝的土地分为两大类:王田和授田。授田又分为四类:神庙土地、军事殖民地、赐田和所谓的私人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国王的，所以授田也是国王赐予神庙、军人、官员和个人的。私人土地主要是指房屋、庭院和葡萄园等。[67]
 M.I.罗斯托夫采夫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还从根源上分析国王土地所有权的来源，指出托勒密国王作为法老的继承人和埃及主神阿蒙-拉的儿子而成为埃及土地和臣民的所有者和主人。[68]
 托勒密国王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占有和分配土地，而作为国家和臣民的主人又可以掌握和管理土地上的劳动者。

王田大部分由王田农夫来耕种。王田农夫以契约的形式来租种王室土地，地契随时更改;土地的耕种者还必须向国王缴纳一定量的税务，耕种王田的农民往往以实物地租来租佃王田。很多纸草文献反映了这种情况。公元前113年的一份纸草文献便反映了村书吏美其斯计算村庄实物地租的情况:

国王统治的第4年，科尔奥希里斯村书吏美其斯，对全年谷物税收进行了初步计算。下面展示出来的是到麦索勒月30日为止所收集的税收数目。在上述年份耕种的土地，包括牧场，共1203又3/4阿路拉，其租金数是4667又11/12阿塔巴，加上狄奥伊克提斯判决的土地约7又1/2阿塔巴，总数计1211又1/4阿路拉土地，合计4675 又5/12阿塔巴税收。〔……〕从法墨提月1日到麦索勒月30日所收税务数目，以小麦计总共为4675又5/12阿塔巴。[69]


纸草文献表明，王田农夫被严格管束在村社内，不得自由迁徙，他们的劳动受到严格监管，他们不得离开居住地。[70]
 王田农夫从国家领取种子、农具和牲畜，他们生产的全过程:从种植到收获、加工，都要受到国王委派的官吏的监督与安排。授田上的劳动者是税收的主要生产者，因而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也同样处于托勒密国家的严格控制下。他们还要在筑堤和建筑水渠时履行义务劳动。[71]


大量纸草文献展示出，神庙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受到盘剥，但税收用以维持神庙的存在和发展。[72]
 大部分土地被分配给军人。[73]
 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变成了世袭的，但在理论上所有权仍然可由国王废除。也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实际上私有化了，它们可能是由个人买卖造成的。[74]
 这些所谓的私有地也归国王所有，国王可以随时把这些土地无条件地收回，个人只有使用权而已。

托勒密国王为了发展农业，也是为了安置老兵(雇佣兵)，而重点对法尤姆地区进行了农业开发。[75]
 在第12王朝(约公元前1991—前1786 年)以前，法尤姆的大部分是沼泽地。在中王国时代，第12王朝的法老们对这里进行了农业开发，开发了大约17000—45000英亩的可耕地。[76]
 这使得法老埃及国库的租税收入大量增加。据希罗多德说，仅仅利用湖水捕鱼一项，王室国库每天可收入1塔兰特白银，最少也可收入二十米那白银。[77]
 托勒密国王们注意到法尤姆地区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并付诸行动，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开发，进行了一系列工程建设。复合渠道网首先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兴建并投入使用，在拉宏的尼罗河—法尤姆出口处修建了控制水道，封闭了哈瓦拉。这样，不仅为相对高度的渠道辐射系统提供了水源，也使莫伊利斯湖水保持在海拔5米以下。根据地理条件，为了得到大面积耕地，湖水必须在海拔5米以下。哈瓦拉封闭以后湖水以每天5.5毫米的速度蒸发，让出大面积的土地。[78]
 这项工程大约用了40年的时间。为了确保高地段的灌溉，运用了沙杜夫扬水车。新的耕作设备如耕犁等的运用，提高了耕作效率。脱米机也创造出来了，这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的效率。[79]
 法尤姆开发出来的土地主要用作军事殖民的份地。军事移民的规模、士兵份地的分配、土地的开垦、耕种等都由王室派遣的代理人和财政大臣管理，这样的证据可以从芝诺档案中获得。[80]
 托勒密王朝在这里安置了大批希腊马其顿老兵，使这里变成了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经过前两位托勒密国王的开发，法尤姆地区的可耕地面积达到了1200—1600平方千米，比中王国时扩大了三倍，大约在145个村中生活有10万人口。[81]
 在公元前259—前255年之间，这一地区第一次变成了诺姆，以托勒密二世的妻子阿尔茜诺的名字命名，称阿尔茜诺诺姆。[82]
 对于托勒密王国而言，法尤姆的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促进了托勒密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更为军事殖民提供了大面积的土地。托勒密王朝之所以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粮仓，与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也有着莫大关系。

托勒密王朝土地的分配、使用、农业生产和土地开发都是由国王控制的，但国王并不会直接到土地上监督农业生产和土地的开发，国王依靠大批官僚来完成具体的监督和生产工作，在中央设有首席财政大臣，地方诺姆中设有地方财政官，村庄中设有村长和书吏，这些官僚既直接向国王负责，也向各自的上级官员负责，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财政管理体系。[83]


2.国王享有对工、商、金融业的垄断权和专营权

托勒密国王对工业的控制是非常典型的。[84]
 托勒密王朝的产业(industry)部门已较多，如榨油工业、纺织业、盐业、玻璃制造业、纸草制造业、采矿工业、酿酒、制陶等等。在这些工业中，榨油工业的专营是托勒密国王最主要的工业专营项目。在托勒密王朝，“一些工业分支只由国家来操作。蔬菜油的准备完全是这样的。所有的制造厂和原材料都绝对属于国家”[85]
 。M.I.罗斯托夫采夫指出，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国王与国家很难分开，国家的一切生产部门、职能部门、暴力机关都是由国王控制的，国王往往代表国家，甚至可以说，国王即是国家[86]
 ，因而这里说“一些产业分支只由国家来操作”，倒不如说是“由国王来操作”。从种植原油植物的种子的领取、种植、加工到卖出的整个过程都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制油工厂的工人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但也不允许在榨油的季节离开工厂，以前存在的私人油坊，现在已被禁止。神庙也仅仅给两个月的时间榨油，油的价格由政府制定，是固定的，而且必须由批发商出卖。[87]
 从公元前259年一份有关托勒密二世时期油[88]
 专营的法令，可见一斑:

27年，迪乌斯(Dius)月10日。在狄奥伊克提斯阿波罗尼乌斯的办公处校正。

(被授权的个人应该按下面的比率向耕种者购买产品: )每阿塔巴30考伊尼克斯的芝麻，准备研磨，付8德拉克马;每阿塔巴30考伊尼克斯的巴豆[89]
 ，准备研磨，付4德拉克马;每阿塔巴红花[90]
 ，准备研磨，付1德拉克马2奥伯尔;每阿塔巴药西瓜，付4奥伯尔;每阿塔巴亚麻子，付3奥伯尔。

如果耕种者不愿意把干净的产品送去研磨，那么他应该用一个筛子在清理后的脱粒场地上把其产品筛干净;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应该在芝麻油的事例中每100阿塔巴另加入7阿塔巴的芝麻，在巴豆的事例中加入与前者相同的量，而在红花油事例中加入8阿塔巴的红花。

他们将从耕种者那里获得用于支付对芝麻征收的2德拉克马芝麻税务和对巴豆征收的1德拉克马的巴豆税务，这是以税则中开列的价格为准的，而且不应该以银的方式支付。

耕种者不被允许卖芝麻或巴豆给任何其他人。

〔……〕而且买者应该给村长一个封印的收据，说明他们从每一个耕种者那里获得了什么。如果他们不给出加封印的收据，村长就不允许产品离开村庄;否则村长将向国王缴纳1000德拉克马的罚金，并且缴纳因他的行为造成的、由契约所确定的所有损失数目的5倍罚款。

前面这些条款规定了“被授权的人”(一般是承包商，就是收购者)必须以固定的价格收取油原料，并须向村长交上一份收据，这是他的义务;耕种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交税，并以实物的形式交给收购者;村长的职责便是监督交易的过程和税务的缴纳。接下来，敕令更为详细地规定了油零售商销售油的价格标准、应承担的义务等:

他们将在国家内以这样的价格比例卖油，1米特拉(metretes)的芝麻油或红花油(包括12考易斯choes)付48德拉克马青铜币，1米特拉的蓖麻油、药西瓜油或灯油支付30德拉克马〔……〕

在亚历山大城和整个利比亚，他们应该以每米特拉芝麻油48德拉克马和每米特拉的蓖麻油48德拉克马的价格比率销售……而且他们应该尽量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在整个国家的所有城镇销售……用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检验过的量具销售。

下面的条款规定了油原料收获之前各方肩负的职责和具体操作步骤。承包商要在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等人的帮助下，监督土地的耕种;诺姆长、区长和奥伊考诺摩斯负有重要职责。当然，这些条款清楚而详细地规定了这一阶段须进行的事情。首先，承包商等人必须对土地耕种情况进行检查:

诺姆长和区长应该与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一起把已经耕种的土地展示给承包商，如果经测量之后，他们发现应该被耕种的土地还未耕种，那么诺姆长、区长、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应向国王缴纳2塔兰特的罚金，他们每一个都负有责任，并应向承包商缴纳罚金，因为他们应该已经从每阿塔巴的芝麻中获得了2德拉克马，从每阿塔巴的巴豆中获得1阿塔巴，罚金要把他们从芝麻油和蓖麻油那里获得的利润考虑进去。狄奥伊克提斯将从他们那里收取税务。

接下来敕令规定，诺姆长和区长等人必须把税收标准提前告知耕种者:

芝麻和蓖麻种植季节到来之前，奥伊考诺摩斯应该告诉诺姆中负责农业的诺姆长或区长，人们种植每阿路拉芝麻需要缴纳4德拉克马税，每阿路拉巴豆需要缴纳2德拉克马，如果他如此渴望的话〔……〕

收获油原料之前，各方必须在一起，并对收获量做出估价，然后根据估价，耕种者与承包商签订协议。条款还对诺姆长的职责和特殊人群的原材料出售标准作了规定:

当收获芝麻、巴豆和红花的时间到来时，耕种者将通知诺姆长和区长，或者那里没有诺姆长和区长时，通知奥伊考诺摩斯，而这些官员应该召集承包商，而承包商应该与他们一起亲自到耕地现场视察，并做出估价。

本土农民和其他耕种者应在收获它们之前按类别严格估算他们自己的作物，而且他们应该与承包商就估价签订一式两份的加印协议，而且每个农民应该按神谕写出他已经用每一类种子耕种的土地数量和他估价的数量，应为协议签章，而诺姆长和区长派来的代表也应该在上面盖章。

诺姆中负责农业的诺姆长或官员应该在收获之前60天内报告所种土地的面积，按一个承包商一个承包商的上报。如果他不能报告或出示耕种者按命令耕种的土地数量，他应该向承包商缴纳规定的罚金，而他自己则应该从不顺从的耕种者那里收取这些款额。

整个国家当中所有被免除税务或控制着作为礼物或津贴的村庄或土地的人们，应该自己测量所有芝麻和巴豆种植面积，而其他种类的产品包括在油专营中，留给自己足够量的种子，并应按这样的青铜价比例获得价值:每阿塔巴芝麻6德拉克马，每阿塔巴巴豆3德拉克马2奥伯尔，每阿塔巴红花1德拉克马。

在收购了原材料之后，便进入油加工阶段。敕令对这一阶段各方面的规定是:

〔……〕要成立一个工厂，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应通过为它盖章而表明许可。

他们不应该在任何作为礼物而被他人控制的村庄中建立油工厂。

他们应该把足够数量的芝麻、巴豆和红花储藏在每一个工厂中。

他们不应该允许每个诺姆中被任命的榨油者前往另一个诺姆。任何去其他地方的榨油者应该得到承包商、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的释放。

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另一个诺姆中)包庇榨油者。如果任何人明知故犯或不能按法规把他们送回，那么他将为每一个榨油者而缴纳罚金3000德拉克马，而榨油者也将得到释放。

……而且从被制造出来的剩余油当中，他应该按每米特拉12考易斯的油付2德拉克马3奥伯尔的报酬标准分配给榨油者。制油者和捣碎工应从这笔剩余中获得1德拉克马4奥伯尔。而承包商获得5奥伯尔。

如果奥伊考诺摩斯或他的代表不能付给榨油者报酬或从销售中所获利润的份额，那么他将向国王缴纳3000德拉克马的罚金，把他们的报酬给予榨油者，并且罚金是承包工作量确定的任何损失量的2倍。

如果他们不能依据这些法规建立油厂，或者不能储存足够量的产品，结果承包发生了损失，那么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应缴纳由此导致损失的数量的罚金，并应支付给承包商损失的2倍。

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应该为每一个工厂提供植物……当他来支付报酬时，他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阻碍工作给承包造成损失。

如果他不能提供植物或对承包造成任何损失，他将在狄奥伊克提斯面前受审，而如果他被发现犯了法，那么他将支付罚金2塔兰特银和损失数量的2倍。

承包商和奥伊考诺摩斯与审计官任命的检查员有权管理诺姆中所有的榨油者、工厂和植物，而且在没有工作时他们应该把工具密封起来。

他们应该每天迫使榨油工去工作，并与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每一天应在每个榨油机上把不少于1阿塔巴的芝麻、4阿塔巴的巴豆和1阿塔巴的红花制成油，而且他们应该为研磨4阿塔巴芝麻而付报酬〔……〕德拉克马、为〔……〕阿塔巴巴豆付4德拉克马、为〔……〕阿塔巴红花付8德拉克马。

下面是对销售和收益阶段各种事项的规定，涉及油料的流向、定价、销售、分配、油销售的垄断措施、承包商的最终收益等:

奥伊考诺摩斯和承包商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与榨油者商定有关油的流向问题，他们也不可以在没有工作期间把未加封的工具放在工厂中。如果他们与任何榨油者商定或者把工具加封，那么每一犯罪方应该向国王缴纳1塔兰特银的罚金，并且弥补其行为引起的损失。

由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任命的代理人应该登记每个城市中的商人和零售商，同时承包商与他们商定他们每天将取走并卖掉多少油和灯油;而且在亚历山大城，他们应该与商人商定;他们应该每个月与那些在国家的商人和那些在亚历山大城的商人中的〔……〕每个人订立书面协议。

每个村中的商人和零售商达成协议处理无论什么量的油和蓖麻油，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都应该在月份开始之前把足够量的每种油运往每个村庄，而且他们应该每五天为商人和零售商量出油来，并应该获得价钱，如果可能就在当天，如不能，那么就在5天期满之前，并应该把价钱放入王室银行，把运输费记入契约。

他们在每一个事例中商定的数量将在月份开始之前的10天内被送去做审计，而且他们在大都市和村庄中用文字发布最新竞价，布告为期大约10天，并应该就最终认可的金额制定协议。

〔……〕他们也不可以以任何借口拿走工厂使用的榨油机或压榨机或任何其他工具;否则他们将向国王缴纳5塔兰特的罚金，并向承包商缴纳损失的5倍的罚金。已经掌握这些工具中任何一种的个人应该在30天内在承包商和奥伊考诺摩斯与审计官的代理人面前发布声明，并应出示他们的榨油机和压榨机，而承包商和奥伊考诺摩斯与审计官的代理人应把它们运送到王室工厂中。

如果任何人被查出来以无论何种方式用芝麻或巴豆或红花榨油，或从除了承包商而外的任何地区买油，国王将决定他的处罚方式，同时他将向承包商缴纳3000德拉克马的罚金，并被没收油和产品;罪犯的支付将由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收取，如果他没有工具，那么他将被判处〔……〕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把油带入亚历山大城，除了政府供给的。如果任何人带往亚历山大城的油超过他们3天内自己消费的数量，那么他们将被剥夺货物和运输工具，另外缴纳每米特拉油100德拉克马的罚金，或多或少按比例缴纳。

屠夫应该在有承包商存在时每天用光猪油，并不应该以任何理由把它单独卖给任何人，也不应该把它熔化或储存起来;否则买者和卖者都会为那些用50德拉克马买来的每块肉向油承包商缴纳罚金。[91]


那些企图在各种神庙中制造油的人们，应在承包商和奥伊考诺摩斯与审计官的代理人面前，宣布每个神庙中油作坊的数目和每个作坊中榨油机与压榨机的数目，并应展示作坊，把榨油机和压榨机运去加印〔……〕如果他们不能做声明或展示作坊或传递工具以加印，那么掌握神庙的每个人都有罪，应向国王缴纳罚金3塔兰特，应向承包商缴纳后者估计损失的数目的5倍。当他们希望在神庙中制作芝麻油时，他们应该召集承包商和奥伊考诺摩斯与审计官的代理人，并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榨油;他们应该在两个月内制造出他们一年内将消费的数目。但他们必须以固定价格从承包商那里获得他们使用的蓖麻油。

奥伊考诺摩斯和审计官应写下每个神庙使用的蓖麻油和芝麻油的数量，并把列表呈递给国王，也应该把一份列表给予狄奥伊克提斯。把为神庙制作的任何油卖给任何个人都是非法的;无论谁这样做，他都将被剥夺油，并每米特拉油付100德拉克马的罚金，对于多或少于1米特拉的按比例计算。

把(外国油)带到内地出售将是非法的，或者从亚历山大城，或者从佩鲁修姆(Pelusium)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无论谁这样做了，将被剥夺油，并另外缴纳每米特拉100德拉克马的罚金，对于多或少于1米特拉的按比例计算。

如果任何个人随身携带外来油为个人使用，那些从亚历山大城带油的人们应在亚历山大城宣布它，并应为每米特拉油付12德拉克马税务，对于多或少于1米特拉的按比例计算，并且在他们把油带入内地之前应有担保人作保。

那些从佩鲁修姆带油的人们应在佩鲁修姆付税，并有担保人作保。

在亚历山大城和佩鲁修姆的收集者应把税收放在油被带往的那个诺姆的会计那里。

如果任何为了他们个人的使用而携带这样的油的人，不能付税或把税款交给他们的保证人，那么他们将被剥夺油，并将为每米特拉油缴纳100德拉克马。所有那些从佩鲁修姆带着油穿过乡村去往亚历山大城的商人，将被免除税务，但应从驻扎在佩鲁修姆的收集者和奥伊考诺摩斯那里带一个保证人，正如法律所描述的;同时，对于从〔……〕带到亚历山大城的油;他们也应该从〔……〕带一位保证人;但如果他们没有一个保证人而运输油，他们将被剥夺油。

承包商也应在亚历山大城和佩鲁修姆任命代理人去检查那些从叙利亚发往佩鲁修姆和亚历山大城的油，而这些油将被保存在加封印的储存库中，并检查被分配的油。

奥伊考诺摩斯任命的油契约检察员应每个月在审计官在场的情况下与承包商平衡账目，他应该在他的登记簿上写下承包商已经获得的每种产品的数目和他已经制作并按税则规定的价钱卖掉的油的数目，除了被分发的油，产品的价钱按税则规定的收取，包括摊子价钱和其他支出，即每阿塔巴芝麻1德拉克马……每阿塔巴红花2奥伯尔……

承包商应该从分配的利润部分中收取报酬。

在亚历山大城，制作芝麻油的薪金和佣金以及承包商报酬，应该根据审计时所做的声明支付。

最后，敕令还补充了一款保护承包商的命令:


搜查
 。如果承包商或他们的随从希望进行一次搜查，认为某些人掌握着非法买卖的油或油压榨机，那么它们应在奥伊考诺摩斯的代理人或审计者的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执行搜查。如果当奥伊考诺摩斯或审计者的代理人被召集而未能陪伴他们或未能陪伴搜查完成时，那么他们将向承包商缴纳两倍于后者对非法买卖油估价数目的2倍，而且承包商应被允许在……天内作搜查。

……如果搜查者并不能找到他宣称去寻找的东西，其财产被搜查的人有权使他在神庙中宣誓，承认他所进行的搜查;没有找到他所宣称的物体和油契约的利润。

如果他不能在同一天或晚一天宣誓，他将向要求宣誓的那个人缴纳他在进行搜查之前对非法东西估价数目的2倍。[92]


理论上，国王决定每个诺姆中每年将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这主要是在出租给本土耕种者的王田上。国王的代理人与承包商或专营的承租人一起监管耕种和收获，并以固定价格出卖作物。油的制作在地方官员的监督下在国家工厂中执行。有关油的出售，由官员和承包商与村中的零售商制定协议。官员是代表国王的。根据修正的固定价格卖给消费者。不允许私人制作植物油，尽管某些特权被授予了神庙。对于违反任何法规的人，无论是官员、承包商，还是私人，都要遭受沉重的处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敕令很大的部分是在对油垄断措施进行详细说明。我们发现橄榄油还未包括在专营中，或许是因为在此敕令颁发那个时刻橄榄油在埃及还未被制作，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这里人们使用的油主要是芝麻油和蓖麻油，前者主要用于人类食用，后者主要用于灯油。

托勒密王朝的第二大专营工业是纺织业。纺织业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控制之下，每个工厂的生产必须得到国家的批准。[93]
 祭司也允许生产一定的纺织品，但必须缴纳大量的亚麻给国王，以满足出口的需要。[94]
 其他的垄断性行业还有盐、“那特仑”和啤酒制造、采矿等。国家对这些行业都要征税。[95]
 甚至托勒密王朝的国王还要下令确定这些工业品的价钱。例如，下面这篇文献便是国王对没药价钱的严格规定:

从各个村庄的代总督和其他(官员)那里购买没药的人，不应该为每米那重的没药支付多于40德拉克马的银子或3塔兰特2000德拉克马的铜，运费是每塔兰特200德拉克马;任何人违反这些命令，将使自己成为被告。[96]


托勒密王朝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发展。[97]
 亚历山大城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出口贸易都掌握在亚历山大城的贵族和官僚手中。[98]
 几乎所有的进口货物也由亚历山大城的王室成员和其他宗教成员来操纵。贵族主要是王室成员，官僚和高级祭司都是国王任命的、向国王负责。因此，国王掌握着进出口贸易。[99]
 托勒密国王们对商人的行为和义务作出规定。例如，下面这则公元前50年的法令规定:

依据国王和王后[100]
 的法令。从孟菲斯以上的诺姆购买小麦或豆子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它带往下埃及，也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把它带往底比斯，尽管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问题地把它运往亚历山大城。如果被检查到前两种情况，将被处死。无论谁愿意把本法令所提及的非法行为告知他的诺姆的总督，他将获得被发现有罪的那个人的财产的1/3，如果他是一位奴隶，将被释放并获得其财产的1/6。第3年，法奥菲(Phaophis)月23日。[101]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还出现了价值中介——货币和金融机构——银行。世界上最早的铸币工作是由吕底亚人完成的。随后，铸币技术传入希腊等地。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铸造货币。[102]
 波斯人第一次占领埃及以后，希腊人到达埃及，把铸币技术带到埃及。大量的雅典货币被引进到埃及，成为国际贸易交换的主要工具。[103]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铸币主要是金币和银币，后来还出现了铜币。[104]
 托勒密国王严格控制着铸币权，几乎每个国王都要铸造属于自己的货币，在铸币的两面铸有自己和王后以及神的图像。[105]
 掌握了铸币权，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库和经济命脉。

托勒密国王还在亚历山大城建有铸币厂。公元前258年，德米特里乌斯给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货币铸造和流通中的一些情况:

我现在正按照您写给我的吩咐管理各项工作，已经收到了57000块黄金，把它们都铸造成硬币，并使之恢复流通。其实我们本来可以收到比这多许多倍的黄金，但是像我之前曾经给您写信说过的那样，那些乘船来的外地人和商人以及掮客和其他人，既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纯金属，也带来5德拉克马的金币，他们想让我们把这些金币按照我们接受的并寄出的政令重新铸成新的硬币。但是，由于菲拉瑞图斯(Philaretus)不准许我们接收这些金币，我们又不知道可以向谁请示这件事情，于是被迫拒绝了那些金币。[106]


这些外来人抱怨说，他们的黄金就这样被浪费了，既不能用来制作硬币以便流通，也不能用于在埃及境内从事物物交换。可见，托勒密王朝对货币的制造和流通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明显的是禁止外来货币在埃及流通。这是货币保护主义的表现。同时，托勒密王朝还规定“城市(即亚历山大城)中的所有居民”都不能将他们用过的破损金子换成新的，结果这些破损的金子和金币便退出了流通。这影响金子和金币的正常流通，因为金子和金币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中，必然会破损。金币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国库黄金的流失。从而，德米特里乌斯说:

我认为能够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引进黄金，并保证国王的金币一直都是又好又新而且没有任何损失，是非常有利的事情。[107]


银行是托勒密王室从希腊世界带到埃及的，是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推行货币制度的结果。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银行的开设是严格服从国王的，而且只服从国王。[108]
 托勒密王朝有没有国家银行，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还不能下定论。但在亚历山大城，确实有一个或几个规模较大的银行，学者们将其称为“王室银行”。王室银行的职责主要是为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商人兑换货币、发放和回收贷款、为银行和其他商业性事务进行招标。[109]
 银行还承担着收税的重要职责。公元前245年的一份啤酒税收据体现了银行的这个职能。

［某某国王统治的］第2年哈瑟尔月30日。由会计哈伦多特斯从塔勒比斯那里获得的，付给菲庇奇斯考易特区的税收办公处的银行家帕索恩和审计官斯多图提斯的哈瑟尔月的啤酒税，是20德拉克马的铜……总数是20［德拉克马］。多利昂在场。[110]


这里的“银行家”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他的职责是收取税款。王室银行的具体长官是谁，我们还不太清楚。也许王室银行的首脑是国王，更可能是首席财政大臣。[111]
 可以肯定的是，银行家并不全是银行的长官，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银行家会受命为某个银行的长官，并听命于国王。另外，“几乎所有的银行家都是希腊人，而且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希腊人”[112]
 。这是因为希腊人熟悉银行业务，而埃及人则对银行相对陌生很多。

王室银行的银行家有职位高低的差别，但我们还不能确定细节问题。王室银行的银行家的职责是负责银行的收支、税务的管理、王室财产的管理和为借贷双方做证等。在银行家的周围，有一大批助理人员。下面这则文献是银行助理在任职时做的任职宣言，体现了银行助理的职责。

在考伊特的菲比奇斯，我在掌握会计办公处的银行家阿斯克勒皮阿德斯的代理人克雷塔古斯的领导下，执行我的职责;我宣誓准确而公正地报告应交给国王金库的款项，并分别报告我从克雷塔古斯那里和自己这里收到的款项;并把这些款项存放在赫拉克利奥坡里斯银行中，除非我被命令支付地方费用;并给克雷塔古斯一份收支款项记录以及我支付任何款项的收据。[113]


王室银行有众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这就构成了地方银行，地方银行受王室银行的管理，长官一般是“诺姆级别的官员和各村的地方官吏”[114]
 。至于这些地方官员是如何管理地方银行的，还不清楚。地方银行的业务也很繁杂，如“商业交换，各种类型的储蓄，货币计算，王室法令严格规定的各类贷款、债权转换、现金支付以及公元前4世纪就曾在雅典进行的各类商业活动”[115]
 。

除了王室银行的分支银行而外，地方还有私人银行。私人银行似乎是王室租给个人的，既从事私人业务，也从事政府业务。[116]
 私人银行处理的私人业务主要是私人之间的货币转换，如贷款、抵押等。[117]
 私人银行接受国王的管理。

托勒密国王对工业、贸易、货币、银行的管理采取的是垄断和专营的方式，通过各级官僚和王室贵族把工业生产、贸易、货币的铸造和使用、银行的运行等都严格地掌握在手中。结合前面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发现，托勒密国王不仅掌握了埃及的土地和主要经济类型农业的各种权力，还掌握其他各个产业类型的所有权力，甚至掌握了埃及经济的最高权力。可以说，埃及全国的经济都属于国王。这使托勒密国王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他可以借助这种所有权、垄断权、专营权掌握全国的经济收入。

3.国王享有税务的征收、使用和分配权

税收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也是托勒密王室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托勒密国王牢牢地掌握着税务的征收、使用和分配。

在托勒密王朝，政府(或王室)收入的很大部分来自实物税收，包括以谷物和其他实物缴纳的固定税和比例税。农业是托勒密王朝的主要经济类型，国王把一部分王室土地划分出来，驱使农民或奴隶来耕种，所得之物归国王所有，留给农民或奴隶一些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国王把另一部分王室土地用来出租，因此很大一部分实物税收来自土地的租金，其中主要是王室土地上的农民每年固定缴纳的固定税;其他类型的土地耕种者或使用者则须缴纳其收成总数一定比例的税务，这被称为“比例税”，包括“什一税”、“六一税”等。公元前125年神庙缴纳什一税的一个收据，便反映了神庙因占有和使用土地而须定期缴纳税款:

国王统治的第45年麦克尔(Mecheir)月27日。二联神索库斯(Souchus)和二联神的祭司索科特斯(Sochotes)之子马瑞斯(Marres)，除了索库斯的神圣税收，要缴纳每20阿路拉土地2德拉克马的税务，这是需要房屋和土地的那些人们必须给予神庙的什一税。二联神索科奈布突尼斯(Soknebtunis)的祭司阿克斯(Achoes)的儿子索克诺匹斯(Sokonopis)已经为坡勒门(Polemon)区塔布突尼斯(Tebtunist)村索库斯(Souchus)的空地支付了2德拉克马税务，他从帕特卡尔普森尼希思(Petcharpsenesis)之子法尼西斯(Phanesis)那里买来了那块地;而我已经从你那里获得了足额的款项，没有任何拖欠。[118]


农业实物地租或税收要运到亚历山大城的国库。

从事工业和贸易的人除了以实物的形式纳税[119]
 ，也用货币支付税务。在托勒密王朝，人头税曾以货币的形式支付。[120]
 托勒密王朝的盐税是按人头征收的。除此而外，还有警察税、医药税和筑堤税等。[121]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这是公元前145年的税收收据:

国王统治的第5年[122]
 麦索勒(Mesore)月13日，付给安提葛尼斯(Antigenes)为首的底比斯银行，作为第5年的税款，由亚伯拉罕(Abraham)和狄奥克里斯(Diocles)缴纳，170德拉克马，折换成铜共计117德拉克马。(签字)安提葛尼斯。实收135德拉克马。[123]


从这个收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人民的税务是很繁重的。货币税款要交到银行。银行是国王控制的，从而国王也就控制了全国的货币税收。国王根据需要和自己的意愿分配和使用这些税款。

托勒密王朝的各种税收，除去地方公共开支而外，剩余的税收都要运往亚历山大城的国库和王室银行，由国王统管其使用和分配。当然，这个过程中，银行家起到了中介作用。例如:

从国王统治的第22年(即公元前264/前263年)开始，全国诺姆的王室秘书，他们每一个都是诺姆的王室秘书，应从那些农民中，一户一户地记录葡萄园和果园的面积，把圣地和耕地划分开来，为了收税者〔……〕从中收取六一税，给予菲拉戴尔夫斯神庙〔……〕同时，军人也在自己的军事份地中有葡萄园和果园，这些份地是他们从国王、其他所有掌握葡萄园和果园的人们那里得来的〔……〕每一个人应该记录他自己土地的范围和产量，并把产量的六分之一给予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神庙作为祭品和饮品。[124]


此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普通农民和军人交税的标准和用途，也明确规定了一些税款的分配，这里军人的税务就直接转交给神庙，以维持神庙的正常运作。

那么，税务或税款的征收、使用和分配等各项具体工作都由国王亲自操作吗?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在托勒密王朝，全国各地都安排了重要的财政官，以有效管理和监督税收事务。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财政机构和官员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央，首席财政大臣是重要官员之一;在地方，奥伊考诺摩斯(oikonomos) (区财政官)和王室书吏以及区书吏和村书吏构成了地方财政管理的官僚体系。托勒密王朝在经济上形成了一套分级的管理体系。在首席财政大臣和诺姆总督之下设有税收部、土地部和文件管理机构，负责全国的税收和工农业生产。[125]
 每个诺姆都设有相应的地方财政官，诺姆长和王室书吏，往下有区长和区书吏，村长和村书吏。在实践中，这些职务都有具体的分工，共同监督和维护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税务的征收，为国王提供维持常备军和供养庞大官僚体系所需的巨额经费。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事例。公元前244/前243年，一位将军发出了一份租金催款令:

阿考皮斯(Achoapis)亲启。阿克塔斯(Alcetas)是来自亚细亚的一个战俘，他现在居住在森纳尔森西斯(Psenarpsenesis)地区。那地被他耕种四年后，又被国王重新收回。所以，关于阿克塔斯的田产，合同监管人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交给我们一份合同。他说，这份合同是那个叫阿克塔斯的人和田产的耕种者赫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在之前已经签好的，合同规定每年的租金是30阿塔巴(artabae)小麦，并且他们为此还按照习惯签订了誓约，保证如数交纳租金。所以，你们务必把上述租金按量收回，归还给国王。[126]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除了依靠大批官僚外，还以法令的形式确保土地、工商业的税收工作顺利进行。托勒密国王对各种涉及税收的问题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例如:

家畜的所有者应该从(法令)发布那天开始的60天内，向在每个区中任命的奥伊考诺摩斯报告应交税和免税的(家畜)情况……[127]


那些管理村庄和区税收契约的人们，应该同时登记村庄中应交税和免税的家畜、它们的所有者……[128]


这些管理村庄和区税收契约的人们是指区长和税农。税农是能够交付一大笔保证金的健康男子，通常像签署一份国际性协议一样，他们每年要因为特定的税务签订一份收入担保书。他们每年都在拍卖会上为税收契约竞标(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竞标者)。如果税收低于契约规定的总数，那么税农必须补齐欠缺部分，如果有剩余，那么税农便可以从中获利，但显然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剩余部分都拿走。这样，税农必须完全熟悉他们为之竞标的地区;另外，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失职的惩罚，他们必须监督税收的各个阶段，但他们并不直接收税。[129]
 收税的工作是由村长、财政官、书吏、警察等人一起完成的。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托勒密国王征收、使用和分配农业税的整个过程了。首先，国王根据土地类型和土地的生产能力等情况，确定税收数额;接下来，耕种土地之前，税农以竞标的方式获得对某一地区税收的征收权;然后，税农监督生产的全过程，确保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税收;农作物收获以后，在警察、村长、书吏的帮助下，税农要求农民根据一定的比例缴纳税物;最后，财政大臣等官吏一起，对税农收到的总税额与其竞标的标准核实，并把竞标时的税务总额交给国王，实物税收缴到国王的仓库，而货币税收则交到亚历山大城的王室银行。[130]


托勒密国王在获得税务和税款的过程中或之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作神庙日常生活的维持、军队的军饷开支、官僚的赠予和王室支出等，而税收之外的农作物则作为“恩赐品”留给了农民、税农等臣民。工业、贸易、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收益和税收都归国王支配，一部分分给官僚和贵族。可见，国王把全国的农业、工业、贸易和银行的大部分收入归自己所有和支配，从而拥有了埃及最多的财富。

通过上面的考察，不难发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托勒密国王拥有强大的经济权威，拥有土地的分配、开发、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贸易和银行以及税务的征收、分配和使用等的最高权力，把全国的经济收入视为自己的私有物，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依靠大批官僚来执行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托勒密王朝的国王获得的大量财富，是统治国家和建立并实施王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更是实现其对内、对外职能的坚实物质基础和保障。

第五节　宗教和文化管理权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宗教既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本书这里将宗教独立出来考察。这里所关涉的文化主要是指托勒密王朝在建设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以及发展埃及和希腊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国王文化权力。

西方学界在涉及托勒密王朝的宗教问题时，更多的是探讨宗教本身的一些内容，例如祭司集团、具体的神庙场景等。例如，比利时鲁汶大学埃及学家和纸草学家威利·克莱瑞瑟教授探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神庙与祭司[131]
 ; J.H.约翰逊(J.H.Johnson)探讨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作用[132]
 ; D.J.汤普森研究了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高级祭司[133]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托勒密国王朝时期埃及神庙的宗教仪式。[134]
 这些研究成果未能直接考察托勒密国王的宗教权力。

西方学界和我国学者都对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文化建设多有关注，几乎所有论述托勒密王朝史和希腊化时代史的著作都会涉及亚历山大城的文化成就。其中，穆斯塔法·阿巴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和我国学者陈恒的《希腊化研究》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135]
 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在希腊化文化发展和传播中的重大作用，对这种文化建设所体现出的王权特征探讨不够。

在埃及，宗教崇拜活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宗教活动占据了埃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人们的主要精神食粮。在法老埃及，神权与政权是一对“连体儿”，二者不可分离，往往呈此消彼长的状态。[136]
 根据纸草文献、铭文史料和一些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托勒密王朝，国王从一开始便把宗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宗教变成了传播和控制思想的媒介。另外，托勒密国王还拥有文化权力，掌握和控制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方向。下面分别阐述之。

1.托勒密国王拥有最高宗教控制权

在谈到托勒密王朝国王的宗教权力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王权与神权何者为尊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国王是否具有宗教权力的问题。

一般来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宣扬他们的统治权力是神所赋予的，所以把这种统治权力叫作神权”。这种定义把王权与神权统一起来了。事实上，神权是针对王权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神权是伴随着王权的出现而产生的，“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137]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君主才有了对神的需求，有了君主才有了统一的神，有了王权才有了神权。在古代君主制国家，神权与王权并不能简单地统一起来，二者既统一又对立。王权更强调国王的世俗权威，而神权则往往与宗教权威有关。具体言之，神权是神的权威或者宗教的权威，或者更进一步说，神权由宗教崇拜的组织机构或宗教仪式场所——神庙和宗教崇拜的组织者以及宗教仪式的执行者和解释者——最高祭司来体现。

古代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王作为神和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可以实施王权，借助神庙祭司的宣传加强王权的合法性和威力，而神和祭司则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甚至发展壮大的物质与权力的支持。然而，在法老埃及，王权与神权之间并非总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发生斗争，甚至发生冲突。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进行的宗教改革就是王权与神权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138]
 但到了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托勒密国王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变成了埃及的神。托勒密王朝的宗教在国王人格的神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王并没有向宗教馈赠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是紧紧地掌控着宗教。

首先，托勒密国王在尊重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崇拜形式。托勒密王朝允许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从托勒密王朝统治早期，保持传统埃及宗教就是托勒密王朝的根本宗教制度”[139]
 。同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托勒密一世建立了新的宗教——萨拉匹斯(Sarapis)崇拜，并把其作为官方宗教崇拜形式，这种崇拜形式获得了很大发展。[140]
 萨拉匹斯神是托勒密王朝的保护神，其崇拜中心在亚历山大城和孟菲斯地区，两地都有该神的神庙，其神庙也遍及上下埃及。萨拉匹斯神是埃及传统神和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是一个男性人形神。古典作家塔西陀认为它起源于小亚细亚，原型是巴比伦的沙尔-阿普希神([image: img]
 apsi，即水神恩基)。[141]
 现代学者则认为萨拉匹斯神来自埃及神奥索拉匹斯(Osorapis)，是奥西里斯神(Osiris)和阿匹斯神相结合的产物。奥西里斯神是古代埃及的冥府之神，阿匹斯神是孟菲斯地方的保护神。萨拉匹斯神在托勒密一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本质上讲，萨拉匹斯含有死后再生、农业、生产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正与希腊神宙斯主宰世界、狄奥尼修斯神管理生产、哈德斯神管理冥界和医病的特点相吻合。[142]
 这个神的崇拜既满足了希腊马其顿移民的宗教情感，又符合埃及本土人的宗教观念。所以，托勒密王朝把这个神作为国家的保护神进行崇拜，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埃及的宗教发展方向。

当然，托勒密王朝还特别热衷于崇拜希腊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这种崇拜或许最早开始于托勒密一世，因为巴尔的摩的华特斯博物馆收藏的狄俄尼索斯小青铜半身像似乎表达了托勒密一世索塔尔的面像。可以肯定的是，托勒密五世特别促进了对狄俄尼索斯神的崇拜，他为了规范对该神的崇拜而颁布了法令。[143]


其次，托勒密国王通过对神庙祭司的任命、召开神庙会议、派官员对神庙进行行政管理，掌握了神庙和祭司集团的命运。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宗教首脑。国王严格控制着神庙和祭司。宗教是完全为国王服务的。每一位国王登基时都要任命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级祭司。下面这则铭文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我去了希腊国王的王室所在地，它位于“伟大的绿海”(地中海)之滨，卡诺匹克支流的两边，它的名字是拉考提斯。上下埃及之王，神菲拉帕托尔菲拉戴尔夫斯，年轻的奥西里斯(托勒密十二世)离开他那具有生命和活力的宫殿，去了伊西斯的神庙〔……〕并慷慨地向(女神)赠送大量贡物。当他乘坐双轮马车离开伊西斯神庙时，国王亲自停下他的双轮马车，并把镶有金子和各种纯宝石的花冠放在我的头上，花冠上刻有国王的雕像。这样，我变成了他的祭司，而且它给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诺姆发出了一道赦令，说:“我已经提升普塔的高级祭司普森普泰斯，作我的宗教仪式的祭司，而且我已在上下埃及的神庙中给予他收入。”[144]


从理论上讲，国王不仅任命属于自己的高级祭司，全国的祭司都由国王任命，为国王服务。在一些文献中，我们发现祭司直接被称为“兄妹神(菲拉戴尔夫斯和阿尔茜诺)”的祭司、“仁慈者”神的祭司等[145]
 ，也就是说，祭司是国王的。

至少到托勒密五世时，祭司集团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国王任主席。[146]
 召开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化国王作为神庙或者宗教首领的事实，一是了解神庙和祭司的情况，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托勒密国王对神庙的控制，除了依靠自己在登基时任命的大祭司，还要依靠神庙的各级祭司和各级地方官吏。他们都代替国王管理具体的宗教事务，比如地方警察负责神庙的安全，村书吏和村长负责神庙的经济收支，而诺姆的代总督则代表国王对所辖诺姆内所有神庙实行行政监督和管理。[147]


此外，托勒密国王还通过主持重大宗教仪式和颁布一些规范宗教活动的敕令直接掌管宗教。托勒密国王亲自主持某些重大的宗教仪式。有一篇文献记录了托勒密二世主持的纪念托勒密一世的宗教仪式——“大行进队伍”(Great Procession)，文献记载到:国王走在这个仪式队伍的中间，前面是诸多神祇的雕像，由祭司们抬着，其中托勒密一世和其王后的雕像最为突出，他们是神“索塔尔”(救主)，国王后面是众大臣、地方代表、地方神庙的祭司、米利都等附属国的代表以及这些大臣、代表、祭司们奉献的祭品。队伍非常庞大，全亚历山大城的人们都加入其中，走在队伍的后面，后者忙于为行进队伍和祭祀活动做各种准备，例如准备祭品、准备祭祀场所等。之后，祭祀活动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始，托勒密二世作为国王、神以及最高祭司主持仪式的整个过程。[148]


托勒密国王们对神庙的控制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管的地步，就连人们参加宗教仪式的行为，都要受到国王的规定。公元前3世纪中期，国王托勒密·菲洛帕托尔对普通人参加狄奥尼修斯宗教节日的时间作了如下规定:

依据国王的法令。那些在内地执行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仪式的人们，应该向下航行至亚历山大城，在这里和诺克拉底斯之间的那些人在法令颁布日期的10天之内、那些远于诺克拉底斯的人们在20天之内到亚历山大城、并应在他们到达亚历山大城的3天内到登记处的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面前登记，并应立即宣布他们从什么人那里获得了参加神圣仪式的授权，前推三代，并应交上密封好的圣书，在每一本圣书上记上他自己的名字。[149]


大约公元前267年，托勒密二世对向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献祭的人们，下达了下面的命令:

(关于那些)希望给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夫斯献祭的人们，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受捐者前面或他们的房子上或沿卡奈夫洛斯(Kanephoros)公路两边献祭。让所有人或者献祭一只鸟(或者)每一个人希望献祭的(任何事物)，包括公山羊和母山羊。并且，使人们用沙子建筑祭坛;但如果一些人用砖建筑了祭坛，那么让他们把沙子铺在上面〔……〕[150]


从现存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都是国王对宗教事务进行处理或者对宗教祭司们任命以及发号施令的文件，没有发现宗教祭司干预世俗政权的事例。无论地方官僚(如警察、代总督和村长等)，还是宗教祭司，他们都是在国王的许可下处理宗教事务，至少都是按国王的意志办事。也就是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对宗教祭司集团和宗教事务拥有绝对权力，神庙和祭司集团根本不敢奢望从国王那里得到更多的馈赠和权利，祭司集团已失去了像法老埃及时期那样的独立性，处处受到国王的利用与限制，未能与世俗政权发生严重冲突，神庙和祭司集团是完全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工具。从而托勒密王朝的王权与神权完全是一边倒的关系，王权是主角，神权只是为王权服务的配角。

法老埃及的神权与王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一致的，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状态，神权经常彰显，王权时常受到神权的影响，经常受到宗教祭司集团的制约。[151]
 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宗教改革便是王权与神权斗争的产物。但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有效地利用了宗教，掌控着宗教的发展方向，使宗教不能觊觎王权或干涉世俗政权。为什么到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埃及的王权与神权关系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或者说，为什么托勒密王朝的王权能够成功地控制神权呢?这恐怕与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政策、政治导向、等级状况和统治者的文化背景等都有重要关系。

首先，我们从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政策上寻找根源。托勒密王朝沿用法老时期的土地制度，但是更加强化了国王对土地的绝对权力。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整个土地属于国王，大批土地由国王直接掌握和管理”[152]
 。他把全国土地分为两大类:即由王室直接经营的王田和授予神庙贵族、各级官员和士兵的授田。[153]
 王田大部分由王田农夫耕种。王田农夫以契约的形式、以实物地租的方式租种王室土地，地契随时更改，还必须向国王缴纳一定量的税务。公元前113年的一份文献就反映了村书吏美奇斯(Meches)计算村庄实物地租的情况。王田农夫被严格管束在村社内，不得自由迁徙，其劳动受到严格监管。王田农夫从国王那里领取种子、农具和牲畜，其生产的全过程——从种植到收获、加工，都要受到国王委派的官吏的监督与安排。授田上的劳动者是税收的主要生产者，因而享有一定的特权。[154]
 他们也同样处于托勒密国王的严格控制下。他们还要在筑堤和建筑水渠时履行义务劳动。

神庙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受到盘剥，但税收用以维持神庙的存在和发展。神庙贵族所掌握的土地数量显然有限，因为大部分土地被分配给军人。[155]
 虽然我们不知道军人拥有土地的总量是多少，但我们可以做一推测。据阿庇安记载，“托勒密二世统治时，税收是充足的，可以支持巨大的军事建设，包括240000名步兵和骑兵，300只战象和3500只战船”[156]
 。这样的数目也许是可能的。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埃及大约有300万人。[157]
 威利·克莱瑞瑟和D.J.汤普森以阿尔西诺诺姆的盐税记录为基础，估算埃及的人口，认为公元前3世纪中期，古埃及人口最多超不过150万人。[158]
 即使克莱瑞瑟的观点成立，托勒密二世用150万人的税收供养24万军人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托勒密二世的这支军队，显然包括全国所有的军人，因为“希腊化国王们在彼此战争时可能领导的军队数目在60000到80000之间”[159]
 。这些军人即使不全是拥有土地的殖民兵(cleruch)，[160]
 也有大部分是殖民兵。按希罗多德的记载，舍易斯埃及(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的法老把一些土地分给埃及士兵，每个士兵获得12阿鲁拉(aroura)的份地，无论他们是否正在服役，这些土地并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一直耕种下去，而是交替着耕种的。[161]
 托勒密国王们在继承舍易斯埃及军事殖民政策的同时，其政策还有所发展。托勒密王朝规定:和平时期把职业军和雇佣军安排在特定的区域，按军衔高低，分给他们不等份额的土地，由他们自己或雇用埃及本土人开垦和耕种，扣除税收之后的收入作为他们的军饷，他们可以耕种这块土地直到去世，是否可以继续由儿子继承，要由国王做出决定。例如公元前239年12月—前238年1月，一份关于军事殖民的文件，这样写道:“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死了，因此为国王取回他们的份地。”[162]
 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个军人的份地是多少，但这块份地足可以令其养家糊口，甚至可以雇人耕种，可见其面积并不是很小。我们从文献中可以发现士兵最少也可以拥有7—10阿鲁拉的土地，多者可达100阿鲁拉。可见，军人的土地占去了授田的很大一部分。另外，官员的授田数量也比较可观，最低级的村书吏可以获得10阿鲁拉的土地[163]
 ，而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更是拥有相当多的土地。从而，我们可以断定托勒密王朝的神庙拥有的土地很少，如果再分摊到全国的每个神庙，那么其土地数量根本无法与王田相比，甚至都无法与军人和官员的授田相比。因此，“托勒密时期的祭司是埃及三个主要的土地占有者之一”[164]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托勒密国王对工业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托勒密王朝的工业部门已较多，如榨油工业、纺织业、盐业、玻璃制造业、纸草制造业、采矿工业、酿酒、制陶，等等。在这些工业中，榨油工业的专营是托勒密国王最主要的工业专营项目。“一些工业分支只由国家来操作。蔬菜油的准备完全是这样的。所有的制造厂和原材料都绝对属于国家。”[165]
 从种植原油植物的种子的领取、种植、加工到卖出的整个过程都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制油工厂的工人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但也不允许在榨油的季节离开工厂，以前存在的私人油坊，现在已被禁止。神庙也仅仅给两个月的时间榨油，油的价格由政府制定，是固定的，而且必须由批发商出卖。[166]
 公元前259年一份有关托勒密二世时期油专营的法令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167]
 第二大专营工业是纺织业。纺织业在国家的严格监督和控制之下，每个工厂的生产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168]
 祭司也被允许生产一定的纺织品，但必须缴纳大量的亚麻给国王，以满足出口的需要。[169]
 其他的垄断性行业还有盐、“那特仑”和啤酒制造、采矿等。[170]
 国王对这些行业征税[171]
 ，还规定工业品的价格。[172]
 神庙在工业中的活动十分有限，而且备受限制，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伊文思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发现，Sokneb-tunis神庙确实拥有土地，并经营神庙工业(例如纸草纸、油、啤酒等)，但收入主要用于日常开支和宗教仪式，还要缴纳税务。[173]


托勒密王朝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发展。亚历山大城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出口贸易都掌握在亚历山大城的贵族和官僚手中。几乎所有的进口货物也由亚历山大城的王室成员操纵。[174]
 贸易领域几乎见不到祭司的身影。可见，在经济政策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严格限制神庙的土地，限制祭司参与经济生产和各种贸易活动，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神庙和祭司集团的发展与强大。

其次，从政治导向上来看，托勒密国王有意识地从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上限制祭司集团的发展。在法老埃及，法老借助宗教宣传加强自己的神性，加强统治基础，祭司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积极宣传国王的神性;作为回报，法老对祭司和神庙给予大大嘉赏，从而祭司集团的权势逐渐加强。埃及考古学家阿哈默德·费克里在论及第20王朝时期阿蒙神和僧侣积累财富和权力时说道:从哈里斯大纸草上，我们读到阿蒙-拉神的大祭司长，接受了拉美西斯第三的赠予之后，“拥有埃及全部可耕地的十分之一，有五群牲畜，数目不少于四十二万一千头，还有六万八千五百名奴隶在他的田地上做工，各处土地和沃土上都有他的花园和果园。另外，他还占有努比亚的金矿，还有从叙利亚九个城市得到的收入。如果算上虔诚的百姓经常施舍给神庙的供奉，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那些僧侣的权利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人，包括国王在内”[175]
 。显然，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费克里教授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能责备拉美西斯第三，因为我们记得在他之前的世代，所有的国王都给阿蒙神纳贡，他们没有一个人试想着从阿蒙神的财产里拿走一点，而所有的人，除了埃赫那吞外，都曾想以赠物使它更富有。[176]
 虽然埃及法老的主观意愿不一定是“想以赠物使它(阿蒙神庙)更富有”，但从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神庙和祭司集团拥有了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有了干涉世俗政权的资本。而各方面的开支、多方面的经济消耗、国内外政治斗争等都使法老的经济实力、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日渐受到削弱，当中央集权衰弱，王权出现危机时，宗教祭司集团便成为王权的最大敌手，尤其可以在经济上对王权施加压力，进而左右政权。在托勒密王朝，也有国王向神庙馈赠财产的情况。例如，托勒密一世曾向埃及神庙捐献了50塔兰特，作为一只阿匹斯圣牛的葬仪费用，托勒密二世曾赠予埃及各神庙75万德本的白银，托勒密四世完成了埃德福神庙的建筑，并在戴尔·美蒂那建立了神庙。[177]
 但我们未发现任何国王曾向神庙奉献过土地，甚至这里国王奉献白银和建筑神庙也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支持多神崇拜，出于对埃及本土人宗教情感的维护而已。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托勒密国王有意识地进行的，他们必定从法老埃及的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托勒密国王不向神庙和祭司集团馈赠土地和大批量的财产，这就消除了宗教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法老埃及，法老允许部分祭司尤其大祭司参加行政管理，甚至任命他们担任某些重要官职。例如，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第46年的一次审判中，审判官10人中有9人都是神庙僧侣。[178]
 又如，第20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荷里霍尔的人担任了阿蒙高僧职务，到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末期，荷里霍尔已经作为总督和将军而掌握了上埃及和努比亚的实权。[179]
 再如，第23王朝后期，赫尔摩坡里斯的地方官尼姆赫特就是神庙高僧，他采用了国王的称号，而宣布独立。[180]
 祭司集团掌握部分世俗政权，这就为他们干涉朝政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这也是法老埃及神权可以与王权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没有给予任何祭司参政的机会，就连国王登基时任命的高级祭司也必须听命于国王，而且不能参与行政事务，这就从行政上把祭司们排除在外了，消除了他们在行政上影响王权的可能性。

再次，阶级和等级状况也决定了托勒密王朝的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就目前所知，法老埃及只有阶级没有等级，统治阶级是以法老为首的大批官僚和祭司集团，而被统治阶级是广大埃及民众。祭司集团是法老埃及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使他们完全可以加入国家的行政管理行列，进而觊觎和干涉王权。托勒密王朝的等级结构与法老埃及大不相同。在托勒密王朝，统治阶级主要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也是社会的第一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是第二等级。在第二等级中，还有一个埃及本土祭司和地方贵族阶层，他们充当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埃及的工具，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利，社会地位相较于普通埃及本土人要高一些，他们是第二等级中的上层。第二等级的下层，即社会的最底层，是普通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不可否认，“有一些高级祭司和几个独特的埃及人在行政机构中获得了重要职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埃及本土人官僚阶层，但在主要政治领域，埃及人的社会职位比希腊移民低。他们只是王室土地的技工和佃农，即使他们获得了份地或‘私人’土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通常也比希腊人的少”[181]
 。“埃及祭司仍执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庆祝重大节日，而埃及的农民仍然开发他们的土地，对赋予了他们尼罗河洪水的神祇感恩至深。但整体上，埃及人已从领主降到了低级劳动者，降到了社会第二等级，在它之上是一个希腊人阶层。”[182]
 一部分埃及本土人可以借助财富和知识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埃及人可以上升为第二等级的上层，但必须接受教育，了解希腊文化。比如马涅陀，他显然既懂希腊文又懂埃及文，而且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因而才获得重用。而埃及人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和富有者才有这样的机会。因而广大的下层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的传统世界里，保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生活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契约。[183]
 由于这种等级关系，埃及本土祭司注定不能掌握大权，不能左右政权。

马其顿和希腊移民占据统治上层，埃及本土人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二等级。从阶级上来说，祭司集团作为有产者，作为希腊马其顿人的联盟，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地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始终不能掌握主要政治权力，始终处于希腊和马其顿人的控制之下，即使王权势力衰弱了，他们也因经济、权力和地位的弱势而不能干涉政权。可以说，在国王与埃及祭司集团之间，是一个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统治阶级和第一等级，他们有效地隔断了神权发展的道路。

最后，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托勒密国王与埃及本土人对神的认识不同。“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和人之间并不存在多大差别。”[184]
 在希腊人看来，神具有人的特征，神并不是万能的，有胜利也有失败，甚至可以被镇压。例如，《荷马史诗》中的众神一方面通过现实中的英雄进行战斗，从中找到胜负之分;另一方面亲自参加凡人的战斗，帮助一方打败另一方，甚至有时两个神灵直接兵刃相见，一见高低;每次战斗都有胜有负。[185]
 史诗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神的认识，而《荷马史诗》绝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体现的是希腊人们对神的认识。这种文化培养了马其顿人对神的基本看法，不会像埃及本土人那样虔诚地相信神的万能和至高权威，而是认为埃及的神与希腊的神有相似性[186]
 ，认为他们的统治并不是神赋予的，而是自己依靠武力夺取的，并认为神、神庙和祭司只是帮助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托勒密国王对神的这种认识使他们到埃及进行统治时，只是赤裸裸地把埃及传统的宗教作为统治工具，从意识深处拒绝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高级祭司或祭司集团，更不愿意看到神庙势力的发展。这种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使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埃及本土人的支持。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国王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头衔只有一个荷鲁斯衔，这似乎表明埃及祭司不再像王朝前期那样支持托勒密王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古代埃及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神权与王权紧密关联。法老埃及的神权与王权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状态。在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期，当神权的势力彰显时，王权受到神权的牵制。神庙势力的强大体现在法老必须给予神庙和祭司集团大面积的土地和大量的经济利益以及一定的政治权力。到了托勒密王朝时，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族国王以武力掌控了埃及本土宗教，对宗教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宗教只是武力征服本土的国王进行统治的工具。依附王权的神权实际上是王权的婢女。托勒密国王作为外族统治者始终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严格限制着本土祭司集团和神庙的发展壮大。归根结底，宗教是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上层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王权神授的宗教信仰，埃及神权在本土王朝统治期间成为王权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因此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利益。在希腊化外族统治期间，王权的主要支撑点是武力和希腊化的贵族及希腊宗教和思想，被统治阶级的埃及本土宗教并不完全和谐于统治阶级外来宗教。这样，由于托勒密时期的王权与神权在阶级、民族和文明背景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王权神授的庄严外衣下遮盖着希腊人的王权和本土的传统神权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用关系。这也一定是托勒密王朝被罗马人打败后，及后来统治埃及的拜占庭人被阿拉伯人打败后迅速失去埃及人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2.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的建设表明托勒密国王掌握着埃及的最高文化权力

从古典作家的记载和纸草文献可知，托勒密王朝国王还注意文化建设，牢牢地掌握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方向。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187]
 的建设。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位于亚历山大城托勒密王朝的王宫内，由托勒密一世建立，据传是托勒密一世根据一位雅典避难者法鲁姆人德米特里乌斯的建议兴建的。建立图书馆的目的是收集地中海世界的藏书，为文化研究提供基础。为了搜集书籍，托勒密三世曾下令，搜查每一艘在亚历山大港卸货的船只，如果发现图书，马上送往图书馆，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决定是否抄录，是否将原本归还主人，但如果书籍有价值，则把原件留下，把抄本给游客，并给予补偿。[188]
 据载，托勒密三世说服雅典总督，允许他以15塔兰特的重金作抵押，借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作品原本，用以复制，但他交还给雅典的是复本，结果心甘情愿地交付罚金。[189]
 有许多学者出入于这座图书馆，整理、注释、校订古籍。经过王室的苦心经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很快便成为地中海世界之最了，藏书多达50多万卷。[190]
 几乎囊括了大多数古代希腊著作和部分东方典籍。如此多的著作和典籍，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为了把托勒密的文化事业建设得更好，托勒密一世还在王宫内部建立了著名的博物院。[191]
 博物院最初是一个缪斯神庙，托勒密一世把它改造成了广招希腊世界学人的博物院。它是托勒密王朝的科学院，里面有来自希腊世界和地中海各地的著名学者，他们被统称为“院士”，他们在这里受到很高的尊重，免费食宿，可以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院士还被免除赋税，因此直到公元前2世纪，博物院的院士仍然令人羡慕。正因为具有了这些优越条件，博物院一时间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斯特拉伯这样记载:“博物院也是王宫的一部分，它有一条公共大道，一个摆设着座位的会议室，一个大厅，博物院的语言学家在大厅里一起进餐。有一大笔资金供养全院人员和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主持院务的祭司。”[192]
 博物院分设四个部门:文学、数学、天文和医学。

博物院的学者或院士们在轻松的环境下，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了卓绝的成就，很多成就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例如，卡里马库斯曾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主持图书馆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代表作《起源》，而且他对罗马诗人奥维德等人都有深刻影响。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对地球周围长度的测量、数学家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创造的阿基米德螺杆等，都是在亚历山大城完成的。[193]


成就的背后是付出和努力。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的学者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和成就，除了学者个人的努力和付出而外，托勒密王室对文化事业的鼎力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托勒密国王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文化事业呢?首先，托勒密一世曾在马其顿王室中与亚历山大三世一起师从于亚里士多德，深受亚氏的影响[194]
 ，从而对科学和文化研究很感兴趣。有学者指出，托勒密国王们之所以费尽心思收集图书，主要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向托勒密一世解释了图书馆与学术研究可以使一个国王保持着理解世界的胸襟”。其他托勒密王们都有优秀教师，而且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从来就没有丢失过。托勒密四世还为荷马建立了一座神庙。[195]
 其次，有人认为“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他手下的将军把帝国分割为若干独立的王国，相互激烈竞争。每个国王都想使自己在学术和文化上最强大、最繁荣。其中最突出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和帕加马的阿塔利德王朝。他们为了争做文化霸主，纷纷在自己的首都亚历山大、安条克和佩加蒙建立图书馆和学术研究中心”[196]
 。这种竞争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最初这三个王国的国王都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周围战斗过，都受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影响，甚至都可能受到过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文化上展开竞争也是可能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王室建造这座博物馆并推动它进行研究的动机，还在于军事和工程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基于经济的或节省劳动力的考虑，研究工作大多数反映了这一特点”[197]
 。从博物院分支机构(文学、数学、天文和医学)的设置中，我们可以认为其研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工程发展，它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经济和节省劳动力的问题，甚至会考虑到其他问题。但是，托勒密王朝对文化事业的支持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这一点毋庸置疑。四个部门中，文学院是处于首位的，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现实，更离不开政治，当时的文学，如诗歌等主要是对托勒密国王们歌功颂德，而这种文人的歌颂恰恰是托勒密国王们加强思想统治所必需的良好手段。可以说，托勒密国王们把博物院和图书馆建在王宫内部，并给予重大支持，就等于牢牢地控制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思想的传播。安德鲁·厄斯金(Andrew Erskine)讨论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的政治意义，认为这些机构的创建体现了托勒密一世将王朝传统与亚历山大联系起来的努力。[198]


总之，从本章的内容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人们把托勒密国王们看成了具有神之属性的神王。或者说，在托勒密王朝的人们看来，国王不仅是国王，还是神或神的后裔，他们具有权威、智慧和正义的属性。从而，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在行政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对埃及本土具有绝对权力，对埃及境内的希腊城市进行直接领导，对埃及之外的占领地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控制;在法律和司法方面，他们具有绝对的立法权和司法审判权;在经济和财政上，他们掌握着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庞大的税收等;在军事和外交上，他们具有绝对的军事领导权和外交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他们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借助这些权力实现了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他们通过对军队的掌握可以抵御外侵和维护国家安全;通过对行政、立法、司法的掌控，管理国内各种事务，调节各种矛盾;通过对土地等的拥有，成功地进行经济建设，促进国家发展。托勒密王朝国王职能的实现是以其掌握的权力为基础的，而其权力实施的舞台则是国王的内、外职能。无论国王的权力，还是国王的职能，它们都是以国王的属性和地位为基础的。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在全国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崇高的权力和威力，其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掌握了各种权力，并起到了抵御外侵、管理国家、建设国家和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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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

托勒密国王具备了神圣性，其统治地位不容置疑和侵犯，掌握了各种权力，集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但国王本人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也不可能单独保证其权力的实施。国王权力的实现和政令的传达与实施需要大量官僚的支持。这实际上既涉及官员设置，也涉及运行机制问题。本章将讨论官僚设置与官僚关系以及官僚体系如何运作的问题。

学术界关于托勒密王朝官僚的研究状况[1]
 ，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再阐述。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大量史料，尤其某些档案材料保留了下来。这些史料是研究托勒密王朝官僚体系的主要依据。托勒密二世的宠臣和财务大臣阿波罗尼乌斯及其管家芝诺的书信档案，为本书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很多史料。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纸草文献，我们发现，托勒密王朝的官僚体系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宫廷官僚、中央官僚、地方官僚。这些官僚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第一节　宫廷和中央官僚

托勒密王朝的官僚中与国王关系最近的是宫廷官僚和中央官僚。托勒密王朝的宫廷是我们了解较少的一个领域，但是，根据史料，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宫廷官僚由大臣、官员、警卫、“廷臣”、奴隶和宦官等一大群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国王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王室成员，或者是与王室有密切关系的人，或者是王室成员的某些代理人。[2]
 人们习惯于称托勒密宫廷为“国王之家”。我们也知道“国王之家”一些官员的头衔，如“传达官”、“首席猎人”、“王家侍卫武官”、“首席司膳总管”、“首席司酒官”、“首席医师”和“普通医师”、“家庭教师”和“国王的养父”、“卧室服侍人员”以及大批的护卫人员。还有一些“廷臣”和高级官员的助手或随从。[3]
 另外，还有“雕刻者”、“男管家”和“马车夫”等。[4]
 这些头衔所有者的具体职务，不得而知，但从其头衔的称呼来看，也许他们的职务便是完成其头衔所赋予的任务。

这些头衔所有者中的“廷臣”又分成五类，即“王友”(和那些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第一朋友们”(和那些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贴身护卫长官”或称“高级护卫”[5]
 ，“朋友们”和“继承者们”。这些名字在公元前2世纪广泛使用，可能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那时，这些名字都是名誉头衔，只给宫廷人员，到公元前2世纪，也授予诺姆官员。[6]
 这些荣誉性的头衔还包括“随从”、“卫士”及随后出现的“荣誉亲王”[7]
 等。事实上，上述这些头衔已有了级别之分。公元前2世纪时，这些头衔里面的“朋友”与职务常常并提[8]
 ，说明“朋友”只是荣誉，而官衔才体现其实际职务。另外从史料可见，这些“朋友”有的是财政官，也有的是总督等。[9]
 也就是说，到公元前2世纪，这些“王友”变成了国王的正式官吏。也有学者指出，国王的这些“朋友”组成了国王的咨询委员会，对国王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0]


托勒密国王们从这些宫廷人员中选拔和任命大臣，以组成中央官僚。托勒密王朝的中央机构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部门:行政、经济、司法、宗教、文化和军事。中央官僚都分布在这些部门内。

首先，在行政领域，托勒密王朝有一位“首席大臣”，负责掌管印章。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头衔是什么，但根据其职责来看，可能与塞琉古宫廷内的“商务主管”相似。[11]
 人们将其称为“执印官”。其职责可能是掌管国家的国印或国王的印章，为各种与商务有关的赦令或宫廷文件签章。国印或国王的印章是代表国家权威的。可见，“执印官”这一职务很显赫，应由国王的亲信充任。当然，他必须听命于国王。遗憾的是，我们在目前的材料中很难发现这一行政大臣的全貌。但是，从有限的材料来看，“首席大臣”似乎主要掌管与商业有关的事务，与后面要提到的“首席财政大臣”有所不同。当然，“首席大臣”在国王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处理某些行政事务。这一点可以从其下设机构的情况得到证实。在他下面是“秘书处”，主要负责外交事务[12]
 ，由若干官僚组成。行政机构的官僚还包括“王室秘书”和“首席秘书”。前者负责处理国王的信件，后者掌管请愿书和国王命令的颁发。[13]
 从头衔和职务来看，似乎后者的职位高于前者。在中央还有一个“档案馆”，也由多个人组成，其职责是管理各种记录、书信和赦令。[14]
 “无论国王本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王室档案馆总是繁忙的。”[15]
 另外，行政等级的上层还有“王室赦令的起草者”[16]
 ，其职务也许就是帮助国王起草各种赦令。这一职务也许由希腊人担任，或者由埃及本土人中的上层人士担任，但他必须懂希腊语，或者由希腊人和埃及人联合充任。

财政官员是托勒密国家中最重要的官僚之一。在托勒密王朝，中央有一位最高财政官，被称为“狄奥伊克提斯”，即“首席财政大臣”。[17]
 我们从已经译成英文的铭文和纸草文献中经常见到这一职务。[18]
 他的首要职务是聚集收入，他直接管理国家的经济生活和财政收入[19]
 ，并“任命所有涉及财政的官员”[20]
 。比如区财政官(或称“奥伊考诺摩斯”)、“王室书吏”、“村书吏”、“区书吏”等，都由他任命。他还需要时刻注意全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国王领地的详细财产账目，账目的一个文字副本被命令去制作出来，为了它将(可能)被审计，与它有关的每一件东西都被递交给首席财政大臣……”[21]
 另如，著名的村书吏美其斯档案记载，美其斯曾三次到亚历山大城与某位首席财政大臣会面。这也许是因为美其斯所在的村庄出现了某些特殊情况;或者因为国家处于经济紧张状态(托勒密后期)，国家对法尤姆地区的这个村庄给予了特殊关照，从而首席财政大臣会见了美其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村书吏须每年直接向首席财政大臣汇报情况[22]
 。从经济方面的权力来看，“首席财政大臣”与前面提到的“首席大臣”不同，前者的经济管理权力更大一些，涉及的经济生活面更广一些;前者可以插手管理工、农、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活动，而后者只负责与商业有关的事务。

除了经济方面的权力，“首席财政大臣”还拥有较高的行政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又被称为“中央民事官”，负责所有的民事事务，是最高民政官。[23]
 各诺姆长及诺姆内的各级行政官员由他管理，向他汇报情况，[24]
 但并非由他任命。各级行政官员和军事官员，尤其诺姆长和驻军总督等是由国王亲自任命的，并向国王负责。另外，在他的办公处，涉及王室垄断的法规被修改[25]
 ，无疑最初法规在这里起草，并且他在阐释税收的细节方面起重大作用。公元前247年，卡利亚的一个市民向狄奥伊克提斯提交的请愿书表明他的影响正如在埃及一样，在他主人统治下的外国城市享有权威。[26]
 他的办公处在亚历山大城，在他手下有一定数量的副狄奥伊克提斯[27]
 ，他们或许被分配给特定的区域。由此看来，这一官僚与法老埃及的“维西尔”相似，但明显没有维西尔的权力大，因为首席财政大臣不能像维西尔那样可以插手军事，至少我们还没发现首席财政大臣可以插手军事活动的记录，而且托勒密王朝还有专门的行政官员(如前所述)——首席大臣，后者负责部分行政事务。这样托勒密王朝的中央大臣便无法专权，从而无法与国王分庭抗礼，只能俯首听命。这也是托勒密国王们更容易操纵中央官僚和易于专权的原因之一。公元前3世纪，首席财政大臣这一职务经常由很多人充任。[28]
 大约公元前2世纪时，由两名副手辅助:“大批收入财会长”和“财会长”。[29]
 这两位官员是有分工的，前者从事国家大批收入的记录或审核等工作，相当于“首席会计”[30]
 ，而后者则从事与更为烦琐的日常收入有关的事务。前者的职务也许高于后者，因为其工作要比后者更重要一些。

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出现一位高级财政官，称“私人会计”。他的职务是保持对所有没有归入正常名目的王室收入进行记录，特别是对从罚款、没收和不动产没收等类似的情况中获得的收入进行记录。[31]
 “私人会计”的出现，进一步减弱了首席财政大臣的权力，这更有利于国王的专权。

中央的司法长官就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城的首席司法官”，又称“首席司法大臣”，管理希腊法庭和埃及法庭及其他法庭。[32]
 首席司法大臣由国王的亲信(希腊人或马其顿人)担任，在国王的认可下他可以任命希腊法庭的“国王审判者”和埃及法庭的“王室法官”，或者为国王准备一些须由其亲自做出裁决的案件。[33]


在宗教领域，国王是首脑。地方官员“代总督”(或称“埃庇斯塔提斯”)代表国王管理每个神庙。[34]
 至少到埃庇法尼斯(托勒密五世)时期，祭司集团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国王任主席。[35]
 事实上，在托勒密王朝，不仅最高祭司由国王任命，全国各地的祭司都为国王服务。每个托勒密王都亲自任命一个服务于自己的高级祭司。当国王候选人仅仅14岁时，或者更年轻的国王刚刚登基，就任命自己的高级祭司。[36]
 另外，在某些文献中，我们发现祭司直接被称为“兄妹神”(菲拉戴尔夫斯和阿尔茜诺)的祭司、“仁慈者”神的祭司等[37]
 ，也就是说，祭司是国王的。

军队是托勒密王朝专制主义统治的支柱。国王是军队的首脑，国王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当然，国王为了更好地管理军事事务，也设立了高级军事首领[38]
 ，称为“战争大臣”，即“武装力量的秘书”，其职责是负责士兵的征集，给将士发放薪金，为将士分配份地，等等[39]
 。

托勒密王朝还没出现专门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央官僚，但有了与文化事业发展关系密切的两个机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当然，在更多情况下，我们更应将它们称为不具有权力机构性质的文化团体。他们的领导者是国王及国王委派的某些文人或祭司。

法老埃及的官僚体系比较模糊，这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缺乏与混乱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的分析，对法老埃及的基本官僚结构有一个简单的认识。法老埃及的官僚结构与其专制主义制度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伴随着国家的产生，法老埃及的机构和官僚体系便逐渐形成。古王国时期，埃及的中央政府机关主要有四个部门，第一个重要部门是“财政部”，主要管理国家的财政税收;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农业部;第三个部门是王室档案;第四个部门是司法部。[40]
 这些政府机构在法老埃及一直保持了下来。到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达到鼎盛。这个时期也是整个法老埃及历史上专制主义统治较为成熟的阶段。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官僚结构是这样的:法老掌管一切，具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等一切权力;法老下面是维西尔(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辅助国王管理国家，掌握着部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外交等权力，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设立两名维西尔[41]
 ，两者共同辅佐法老，但互相制约，这样便有效地限制了维西尔的权力。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托勒密王朝中央官僚与法老埃及时期相比健全多了，而且我们了解到的也比较全面，但就历史本身而言，还未能彻底见其庐山真面目。当然，众多的官衔和官僚的职务很难划分一个明确的界限，而且区分这些官僚的个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也不容易。[42]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托勒密王朝没有维西尔。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古埃及历史上维西尔制约或抗衡国王的可能性。结果，在各个中央官僚和国王之间没有中间人了，所有中央官僚都分别直接向国王负责，国王对他们拥有绝对权威。

第二节　地方官僚

托勒密王朝的地方管理系统已比较完善，除了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叙述过的诺姆长、驻军总督[43]
 、托坡斯长和村长而外，在各诺姆、各区甚至各村还有其他一些官僚。

地方官僚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分散在各诺姆中的区财政官(或称“奥伊考诺摩斯”)。“从一开始，地方财政官就起着突出的作用，是拥有全埃及财政管理权的中央财政大臣的地方代理人。他掌管诺姆内有关王室收入的每一件事情，他由一名会计和一名审核员辅助。”[44]
 此职务一般由希腊人担任。从公元前3世纪一份长篇铭文的残篇中，我们可以发现国王对地方财政官职权的规定，尽管这份命令是由狄奥伊克提斯发出的，但它代表的是国王的意愿:

在你视察旅途中，正像你正进行的，(你)要尽力去鼓励每一个人并使他们感觉更高兴;你不仅应该通过语言做这件事，而且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就与处理农业有关的任何事情而对村书吏或村首领有抱怨时，你应该调查这件事，并尽可能给这些事件一个结果。[45]


可见，地方财政官不仅有管理财政的权力，而且还有对村级书吏或村长进行监督和审查的权力。此铭文接下来是更多的关于其职务的特殊细节，如安排谷物的播种，编制牲畜的清单，检查亚麻和油的生产，审计银行收入账目及调查舞弊行为等。[46]
 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后来随着王室书吏地位的提高而降低。

公元前2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称为“海波地埃克特”的财政官，或称“大区财政官”，他们管理较大区的财政，也许这样的区比诺姆大一些。他们管理所辖区内每个诺姆的收入、王室管理人员及其代理人、公共基金的管理者们、谷仓的管理者等。[47]


在地方管理系统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官僚——王室书吏。书吏自古王国开始就已出现，而且构成古代埃及社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阶层，很多官僚都出自书吏。这个阶层一直到罗马时期仍然存在，而且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托勒密王朝，王室书吏主要分布在地方，因为书吏都是埃及人。托勒密王朝诺姆一级的书吏称“王室书吏”。王室书吏由国王或财政大臣任命。“在诺姆行政中，王室书吏最终在公元前2世纪取代了地方财政官。在那里，他们成为位于总督之下的第二要职人员。毫无疑问是因为工作在王室管理体系中的全部埃及人的双语化，因为希腊人对埃及语了解得很少，而书吏们则更好地了解王室传统和埃及人的思想意识，这在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任务上是极好的‘财富’。”[48]
 在诺姆中的王室书吏，隶属于驻军总督。在他的下面是区书吏和村书吏。后两者一般由王室书吏经财政大臣许可之后任命。[49]
 他们负责土地和财产的管理与登记。[50]
 “作为村一级公共利益的保证人，村书吏注意监督他所管理的人们的所有活动。”[51]
 当然，“村书吏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土地的各种类型的税收情况，整理一份王室年度村土地记录，列一份无权获得份地者的名单，根据种植物的种类组织种植，以及对相关土地作预测”。但是“他不仅从事文字记录工作，也要进入田地并亲自监督人们及其工作”[52]
 。区书吏作为村书吏和王室书吏的中介，大概具有上承下传的作用。而诺姆书吏的职责除了监督和指导区书吏和村书吏而外，还得直接或间接向国王或财政大臣报告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当然，我们必须要注意，无论是王室书吏还是区书吏、村书吏，他们负责的是记录和一般的监督工作，而收税等具体工作的执行似乎都由各相应行政单位的长官(驻军总督、托坡斯长、村长)完成。当然还有一些如“谷物收集者”、“半税农”、“税农”等官员，他们是各级书吏和财政官的助理。[53]
 尤其应注意，“税农”不直接收税，而是确保国王的税收不致流失，是税收的见证人。[54]


托勒密王朝的地方官僚中还有一些邮政人员，他们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55]
 ，也在代总督的领导下。邮政人员主要是把国王或高级官员的命令和书信从北方传递到南方，并把南方的各种书信、请愿书等传递到北方，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都很忙碌，众多的纸草书信和文件需要从一个邮站传送到另一个邮站。[56]


下面的文献是大约公元前255年一个官方邮站日志的一部分，记录了由信使传递给站长并由后者再传递给其他信使的情况，从北方来的书信是由国王发出的，而从南方官员那里来的则是主要发给国王和阿波罗尼乌斯的，我们发现，阿波罗尼乌斯的信件几乎与国王本人的一样多:

〔……〕6卷，其中3卷和1封(信)是给国王的，

〔……〕

第16日〔……〕(邮往)亚历山大6卷;其中1卷是给(国王)托勒密(二世)的，1卷给(狄奥伊克提斯)阿波罗尼乌斯，而且2封信和1卷被收到，1卷给克里特人安提奥古斯，1卷给米诺多鲁斯(Menodorus)，1卷在另一卷的包裹下给〔……〕，而亚历山大把它们传递给尼克德努斯(Nicodenus)。

第17日早晨，一个马其顿人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的小儿子菲尼克斯(Phoenix)，拥有100阿路拉，把1卷邮往阿密农(Aminon)〔……〕而阿密农把它邮给提奥克里斯图斯(Theochrestus)。

第18日前四个小时，提奥克里斯图斯从上部地区邮给狄尼阿斯(Dinias) 3卷;其中两卷是给国王托勒密的，1卷给狄奥伊克提斯阿波罗尼乌斯，而狄尼阿斯把这些传递给了希伯里修斯(Hippolysus)。

第18日在第6个小时，赫拉克里奥坡里斯诺姆拥有100阿路拉的马其顿人赫拉克里图斯的长子菲尼克斯〔……〕邮给普拉尼阿斯(Planias) 1卷，而阿密农把它邮递给提谟克拉利斯(Timocrales)。

第19日在第11小时，尼克德姆斯(Nicodemus)从下埃及邮递给亚历山大〔……〕卷;其中1卷是从国王托勒密邮给赫拉克利奥坡里斯诺姆的安提奥古斯(Antiochus)，1卷邮给底比斯掌管大象供给的官员德莫特里乌斯(Demetrius)，1卷邮给(掌管)大阿波多诺坡里斯的安提奥古斯的代理人希伯特罗斯(Hippotelos)，1卷是托勒密国王邮给会计提奥格尼斯(Theogenes)的，(1卷)给底比斯的希拉克里奥多罗斯(Heracleodorus)，(1)卷给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te)诺姆的银行家佐易鲁斯(Zoilus)，(1卷)给阿尔茜诺诺姆的奥伊考诺摩斯狄奥尼修斯〔……〕

第20日在第〔……〕小时，莱考克里斯(Lycocles)邮给(阿密农) 3卷，这些当中1卷给(国王托勒密〔……〕)〔……〕4卷给狄奥伊考诺摩斯阿波罗尼乌斯，1卷给工人公司的成员希尔米普斯(Hermippus)，而阿密农把它们(邮给)希伯里修斯。

第21日在第6个小时，从下埃及〔……〕邮给法尼阿斯(Phanias)两封信〔……〕而荷鲁斯邮给狄奥尼修斯〔……〕

第22日在第1小时，〔……〕邮给(狄尼阿斯) 16卷，其中〔……〕卷由〔……〕下游大象国邮给国王托勒密4卷邮给狄奥伊克提斯阿波罗尼乌斯〔……〕4卷邮给克里特人安提奥古斯，而狄尼阿斯把它们(邮给)尼考德姆斯。

第22日在第12小时，利昂(Leon)从上部国家邮给(阿密农)(〔……〕卷)转给国王托勒密，而阿密农把它们邮给了(希伯里修斯)。

第23日在早晨，提谟克拉特(Timocrates)从上部国家(邮)〔……〕卷(给亚历山大) ;其中(〔……〕卷)给国王托勒密，1卷给狄奥伊克提斯(阿波罗尼乌斯)，1卷给〔……〕会计; (1卷给〔……〕)，而亚历山大(把它们邮给〔……〕)。[57]


托勒密王朝还有警察，各诺姆和村中都设有警察站。[58]
 原则上他们在村和诺姆中也拥有一小块土地，在村和诺姆中受“代总督”的领导，具有确保社会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59]
 当然，警察还有其他一些职责，如“辅助地方财政官员进行每年一次的尼罗河水位测定和土地耕种规划”等。[60]
 约翰·鲍沙茨(John Bauschatz)认为托勒密王朝的警察包括军事警察和普通警察，其职责主要是为最底层社会的人们提供帮助，尤其在涉及犯罪的事件中。他们负责处理很多涉及犯罪的案件，可以对罪犯实施逮捕、取证调查和审判。[61]
 尽管约翰·鲍沙茨认为托勒密王朝的警察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但我们对这样的观点存有质疑。

托勒密王朝地方文化机构是体育馆，分布于各个村镇，起到了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作用。它的长官是希腊人，但还不知道他的头衔是什么。“体育馆的体育教育和文化思想教育同等重要。”[62]
 从这一点来看，它又像是学校。在它下面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播希腊文化。而传播埃及文化的重任则落在了埃及本土祭司身上。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学校，教育都是在家里聘请家庭教师或以学徒的方式完成。[63]


法老埃及的地方主要由上下埃及构成，整个埃及有40个左右的诺姆。诺姆设诺姆长，主要掌管诺姆的农业事务等;诺姆下面又分若干区，设有区长;区下分村，设村长。而诺姆、区和村都有若干书吏。当然，除了这些主要的官员，法老埃及还有一些辅助官僚，例如沙漠警察等。[64]


托勒密王朝的地方官僚体系与法老埃及相比也比较完善了，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个基本框架。然而，就是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因为“要画一条把一个官员与接下来的一个官员的权力确切区分开来的界限很困难，不只是由于信息的缺乏和官职的演变，更是由于可能根本就没有不同官员不同作用严格而明确的区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地方官员无论是由国王直接任命，还是由中央机构大臣们任命，他们所有的权力都直接来源于国王。[65]


第三节　权力运行

从本章前面两个小节内容的叙述我们看出，托勒密王朝的官僚和政府部门由三个大的等级构成:宫廷官僚及相应的部门、中央官僚及相应的部门、地方官僚及相应的部门。

宫廷内部大量的官僚不仅是国王日常生活的服务者和护卫者，还构成了国王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保证了国王的饮食、安全、健康，并可能为国王提供某些决策参考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王的生活起居和关于国家大事的决策。宫廷官僚是国王身边的人，是直接为国王服务的宫廷人员，甚至可以说是国王在宫廷内部的仆人，虽然地位特殊，享有某些特权，但并不是国王权力的执行者，也不是凌驾于中央机构和中央官僚之上的特殊官员。

中央部门是按照国家应该具有的职能部门设立的，例如行政、财政、司法、宗教、文化和军事，等等。这些部门内部都设有数量不等的官僚，履行相应的职责，完成部门所赋予的任务。这些部门的最高官僚都是由国王直接任命的，其他级别的中央官僚或者由国王直接任命，或者由最高中央官僚代表国王任命。低级中央官僚受其上级的管理，但所有中央官僚都听从国王的命令，至少从理论上讲都是国王任命的官僚。这样，这些中央部门和官僚执行的是国王赋予的职权，完成的是国王交予的任务。当然，中央部门和官僚只是将国王的各种权力拆分开来执行，无法履行和完成庞杂的细节职权和任务。这些职权和任务便交由地方官僚来执行和完成。

托勒密王朝保持了古埃及传统的诺姆结构，全国仍保持40个左右的诺姆，上埃及和下埃及各设一个总督区，以便监管各个诺姆，各个诺姆内部设有与中央对应的行政、财政、司法、文化和宗教以及军事等部门及官僚，诺姆下面设区，区下设村。区和村主要以行政长官、财务官、警察和大量书吏等为主。越是底层官僚，其履行的职权越具体。诺姆一级的官僚受中央官僚管理，接受大区总督监督，实践中或理论上由国王任命，为国王服务。区级官僚向诺姆级官僚负责，村级官僚向区级官僚负责，理论上他们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向国王负责。

从国王到宫廷和中央，再到诺姆，直到村，官僚数量是越来越多的，呈金字塔状分布，顶点是国王，最底层是村级官僚。同时，国王的权力也是从上往下越来越细化，但权力越往下越小。此外，每个层级的官僚之间既有分工，也必然有合作，至少从纸草文献来看，税农在收税的过程中得到了村长、村书吏、村财政官、村警察等的配合或管理。[66]
 从而，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权力主要是通过大批中央和地方官僚来实施的。如果用一个模型来展示，那么托勒密王朝的大批官僚构成了一个以国王为顶点、以国王的权力为中心支柱的、由顶点向底层呈放射状分布的“金字塔”。这种分级管理、垂直服从的金字塔结构的官僚体系保证了托勒密王朝国王王权的运作。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虽然托勒密王朝官僚之间的权力界限模糊，但相互关系却很明显。托勒密王朝的官僚之间主要是隶从关系。一切官员都隶从于国王，一切地方官员都隶从于国王和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又隶从其上级。例如，“正常关系是村书吏有责任向他的上司——王室书吏递交一份有关耕种和收获情况的报告”[67]
 。村书吏必须要接受王室书吏的领导和监督。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在托勒密王朝，“每位官员奴隶般地服从其上司，并专制地控制其下属”[68]
 。

然而，“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69]
 。托勒密王朝奴隶般的上下级关系必然导致腐败和权力的滥用。托勒密王朝的官员们为了获得这些令人神往的职位，肆无忌惮地采取各种行动。公元前117年的一份报告揭发了这样一些事件:有些人没有首席财政大臣的知识，但被任命为首席财政大臣;并有一些人爬到了诺姆长官，区首领，“小麦收集者”，村首长及与他们自己的工作一致的其他职务的位置;其他一些人把职位传给年少的儿子，而且有时传给与他们一起的其他人。“反对此种行为的法律处罚可能很严厉，但是源于这些地位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最高层地位的利益，意味着总是有一些人愿意冒此危险。”[70]
 当然对于腐败和权力滥用的现象，一些官员甚至普通农民也注意到了。如一封给国王托勒密八世的信中写道:

国王和王后(托勒密八世和克娄巴特拉二世——笔者注)非常重视对所有生存于王国内的臣民起重要作用的司法审判。现在很多人正顺河(即尼罗河——笔者注)而下到城市(即亚历山大城——笔者注)来。而且正抱怨你们、你们的下属，尤其税农们滥用职权和欺诈勒索，你们其中有一些人甚至供认有勒索行为。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这不适合我们的管理规则，而且与你们的安危不无关系，如果任何人已经对相关人们中的某一个造成了伤害，都应受到审判。因此请注意不要使这类行为重复出现……[71]


这份请愿书由首席财政大臣发出。我们从另一封信中也发现了官员滥用权力和受贿等腐败现象:

根据你的指示，我们已经为克里斯普斯(国王的护卫长——笔者注)和首席财政大臣的来访准备了10只白头鸟和5只家鹅; (我们有) 50只野鹅、200只野鸡、100只野鸽子;我们还借了5头用于骑的驴……而且，我们也准备了40头用于驮运物品的驴;我们正准备去接他们。再会。[72]


这封信里提到的供给物，显然是无偿提供给两位高级官员的。

国王对于这些问题显然很重视。《奥伊考诺摩斯的职责》明确规定:“假如你在这地方疏忽过去，请相信，除了赔偿之外，还会引起我对你的极端轻视，你要避免这种轻视是不容易的。”“要特别注意，不要有任何舞弊行为。”[73]
 可见，官员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将付出极大代价，除了物质代价而外，还会失去国王的信任。一旦遭到国王的轻视，他的处境将极为危险，惩罚措施会相当严厉。

正是因为这种腐败现象的存在，人们对法律、国家，甚至对他的神失去了信心，因而宁愿把自己委托给一些有权势的人，而不愿求助于国家和政府，这样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委托人。委托人是社会上非常有实力的人物，一般都是政府官员。这一时期，每一个官员几乎都有一个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官员作为委托人，以确保自己的安全。[74]
 委托人的出现是官僚腐败的见证，也表明了国力的衰落。但这种委托人群体并未影响到王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人民矛盾的作用。因为委托人都是比较有权势的官僚，他们可以为受压迫者和弱势群体提供一种精神和身体上的寄托，使后者不致面对压迫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统治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委托人本身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除了帮助个别人员而外，不会作为一个整体去反对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委托人的出现反倒有利于王权的加强。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托勒密王朝的王权统治对埃及传统的官僚体系影响较大，但法老埃及的基本官僚体系在托勒密王朝保留了下来。中央和诺姆中的主要官僚大多由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充当，而村一级的官僚、诺姆以及区中的民事官员和书吏主要由埃及本土人担任。托勒密王朝还设置了很多新官职，官僚体系更加完善。托勒密王朝国王的王权恰恰是通过这个官僚体系运作的。可以说，托勒密王朝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这构成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前面几章对史料的分析，本书发现，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通过宣传实现了人格的神化，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或神圣性，掌握了行政、司法、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最高权力，通过庞大的宫廷、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从而可以肯定，托勒密王朝实施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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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勒密国王保障专制王权运行的措施

通过第四、五、六章的论述，本书基本阐明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国王的神圣属性、国王的权力和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我们已经基本探讨清楚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托勒密国王们接受了埃及本土人的传统统治方式，加强了对各种权力和官僚体系的控制与管理，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统治。然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毕竟是希腊马其顿人，不是埃及本土人。作为外来统治者，他们除了接受和加强专制统治本身并使之运作起来，是否还采取了一些保障专制王权统治的措施呢?这是国内外学界探讨不多的问题。本章将详细讨论该问题。

第一节　宗教仪式

在古代世界，宗教或关于统治者的观念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托勒密王朝是以外来统治者的身份在埃及进行统治的，托勒密国王必须首先解决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托勒密国王们通过一系列活动实现了人格神化，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本书在第四章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然而，以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要想保证专制统治的持续，就必须不断强化这种关于王权的观念，这主要是通过宗教仪式来实现的。

1.古埃及宗教仪式的概念与研究现状

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仪式就是欧美学者定义文化、社会和宗教领域基本问题的重要概念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仪式成为很多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90年代以后，仪式不再仅仅是理解社会现象的一个工具，已经变成了一个主题、一种方法，甚至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种学术类型。进入21世纪，仪式研究逐渐向着独立的学科迈进。[1]


欧美学者在研究仪式时，往往使用ritual、ceremony和rite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词。三个词都能表达仪式的含义，但用法上有所不同。Ritual在广义上泛指各种仪式，甚至表达学科意义上的仪式，在狭义的范围内一般指宗教性的仪式、祭祀和庆典等。ceremony一词与ritual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更多地用于社会性的仪式，例如国庆典礼(National Day Ceremony)。rite侧重于世俗化和民间性的仪式，例如范·根纳普(Van Gennep)提出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2]


学界关于仪式的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由于仪式涵盖了历史叙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对其进行阐述都可能自相负责，自圆其说，自成一体”[3]
 。然而，任何仪式之所以称为仪式，是因为它或者具有宗教性，或者具有一定的历史和传统意义。从而，在一般意义上来讲，仪式(ritual)是对具有宗教或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仪式绝不局限于宗教意义的仪式，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范围非常宏大。

“仪式”(ritual)由欧美学者引入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史等研究领域，虽然最初是将西方文化与他者文化区别开来的一种手段，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但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比较适用的概念，对于古代世界仪式现象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古代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用不同的词汇表达仪式活动。古希腊人称仪式活动为dromenon，意即“一件已完成的事情”，“这种称呼虽然并非完全正确，却是很适当的”。然而，“它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要由一定数量的人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感知同种情绪”[4]
 。古代埃及[5]
 没有专用于表达仪式的词语，几个词可以用来表示仪式的含义，例如[image: img]
 jrt[image: img]
 “做事情”，[image: img]
 jrw“一些事情被做”，[image: img]
 nt-c
 “正规程序”(直译为“维持规则”)。[6]
 C.D.劳特利奇(Carolyn Diane Routledge)对这些词语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它们在古代埃及人的文化实践中指代不同的活动，包括崇拜仪式、丧葬仪式、侵略行为、职业行为、习惯行为等。[7]
 这些词的确被古埃及人用于指代宗教仪式，但并不局限于此，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宗教仪式是仪式的一种类型。[8]
 在宗教领域，仪式是宗教参与者进行的具体的宗教崇拜或祭祀活动，是一种宗教实践行为，与宗教思想或教义一起构成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仪式既独立于宗教思想或教义，又体现后者，甚至按照宗教思想或教义展开活动。相对于宗教思想或教义，宗教仪式具有直观性，更能获得宗教参与者的深刻认同。当然，宗教仪式具有很强的环境性和条件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同的仪式实践活动具有不同的内涵。[9]
 这也决定了宗教仪式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宗教中所居地位的差异性。

古埃及宗教不同于今日我们熟知的那些宗教(例如基督教)，古埃及人也不具有今日教徒的宗教观念。“基督教徒，尤其新教徒，认为思想或教义比仪式更重要。他们更多的是从事布经讲道，而非具体的仪式活动。但埃及祭司从未进行过布道。”[10]
 在古埃及人看来，宗教不是以广泛认可的神学原则为核心，也不是以普遍认可的特殊教规为基础，而是“由人们在与神联系时所做的事情构成的”。学术界将古埃及人在这样“做事情”时表现出来的行为称为“cult”(祭仪)。“cult”这个词在这样使用时基本上与“ritual”(宗教仪式)一词表达的含义相同，都强调具体的宗教活动或行为[11]
 ，而非抽象的教义或神学理论。正如B.E.夏夫尔(B.E.Shafer)所说，在古代埃及，“仪式是宗教的中心”[12]
 ，最能体现这种宗教的本质和思想。同时，宗教在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宗教仪式还可以为我们理解古埃及历史与社会提供洞见。

“无数的浮雕装饰着埃及人的陵墓和神庙，那些石头上雕刻的也正是仪式性的活动。”[13]
 古埃及人的确实践了很多仪式，安娜·史蒂文斯(Anna Stevens)主要根据考古史料反映的情况，将古埃及仪式分为“交换和共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和“过渡仪式”，未能涵盖所有古埃及仪式，甚至偏重于社会仪式的考察。[14]
 埃及学家D.B.瑞德福德(D.B.Redford)在其编著的《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中将它们分为国王的仪式、普通人的仪式、神的仪式和动物的仪式四类，这四类仪式都具有宗教意义。[15]
 国王在很多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众所周知，古埃及人没有撰写史书的传统，也没有如实叙述政治事件的惯例，而是将宗教活动与政治事件混为一谈，即使重大事件(例如军事胜利)的纪念活动也要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从而，这些国王参与其中的宗教仪式必然蕴含了大量有关王权和国家权力的信息。[16]


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学者就根据古埃及浮雕绘画、碑铭石刻以及纸草等史料[17]
 研究宗教仪式[18]
 ，一些学者还专门探讨了与王权有关的仪式。H.W.费尔曼(H.W.Fairman)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古埃及的王权仪式。[19]
 H.弗兰克福特(H.Frankfort)研究了与古埃及国王直接相关的加冕、塞德节等仪式，探讨了这些仪式与王权的关系。[20]
 C.J.布里克(C.J.Bleeker)从节日的角度研究古埃及宗教，考察了国王的节日——塞德节。[21]
 这些研究成果具体考察了某些与王权直接相关的仪式，注意到了古埃及宗教仪式与王权的关系。例如，B.E.夏夫尔在充分考察了学界关于宗教仪式的观点之后，通过对一些国王参与的仪式进行简单阐述，概括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古代埃及，“仪式不是国王强加给人们，宣传社会统一或信仰的工具;它们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舞台，这个舞台使参与者经历社会稳定，创造出社会满意。仪式不仅仅是国王使他的地位合法化、控制人们经验的工具，仪式本身还是一种力量，允许和促使神祇、国王、死者与生者之间关系的修正和更新”[22]
 。也就是说，B.E.夏夫尔认为古埃及国王参与的仪式的主要作用是宗教学上的，是为了仪式性地展现和修复古埃及人类社会宗教意义上的各种关系。H.W.费尔曼、H.弗兰克福特和C.J.布里克等人在谈到古埃及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时，提出的观点与B.E.夏夫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这些仪式的神学或宗教学意义，对其世俗意义的发掘不够。

据不完全统计，在古埃及，国王直接参与的主要宗教仪式有十几个，这些仪式基本上都延续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限于篇幅，本书不能全面介绍这些宗教仪式的全貌，下面只介绍在托勒密时期刻画在神庙和记录在文献中的几个主要宗教仪式，并对这些仪式之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的作用做深入探讨。

2.托勒密王朝时期举行的主要仪式

托勒密王朝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主要通过浮雕和铭文的方式保留了下来，仪式场面被较详细地描绘在卡拉巴沙(Kalabsha)、菲拉(Philae)、奥姆翁布(Kom Ombo)、埃德福和登德拉(Dendera)等神庙中。最详细记载这些仪式的浮雕和铭文发现于埃德福和登德拉神庙。[23]


(1)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德福神庙里面的一些浮雕和铭文较详细地描绘了一个战争节日，即“胜利节日”。[24]
 胜利节日在泛滥季第二个月的21—25日庆祝。记载这个节日的铭文文献包括两部分:神圣戏剧和戴翼的太阳圆盘传说。神圣戏剧由一系列仪式构成。在神圣戏剧开始之前，祭司们将荷鲁斯的雕像从圣所中抬到神庙庭院圣湖岸边的小亭子里。戏剧发生在圣湖岸边和湖面上。主祭者是国王，还有大批祭司和信徒。国王充当首席祭司或神的仆人。一些祭司扮演神祇，信徒扮演乐师。戏剧开场白以赞扬国王毁灭其敌人开始。第一幕包括5场戏，表演的是十只鱼叉被依次插入河马雕像。第二幕的两场戏是对国王胜利的欢呼，尤其在第二场里，人们欢呼荷鲁斯加冕和穿戴上王权标志物。第三幕庆祝荷鲁斯战胜塞特。尾声宣布荷鲁斯是获胜者，打败了众神和国王的敌人。[25]
 戏剧以赞颂国王开始，以宣称国王的敌人被打败而结束。中间部分将国王与荷鲁斯神等同起来，具体表演国王战胜敌人的过程。从而，这是一个完全以庆祝国王胜利为核心的宗教仪式。

戴翼的太阳圆盘的传说以很长的篇幅叙述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战斗，各幕之间穿插着大量乏味的双关语。其高潮部分是戴翼的太阳圆盘被放在埃及的每个神庙里，然后文献解释戴翼的太阳圆盘就是荷鲁斯，是上下埃及之神，战胜了敌人。文献最后以魔法性的咒语结束:铭刻着文字的戴翼的甲虫被放在处于麻烦之中的国王的胸前，恰当的咒语被吟诵，结果国王无所畏惧，敌人立即被消灭。[26]
 这则文献明显是在强调一个观点，即荷鲁斯是埃及的神，能够而且的确保护国王。文献还通过魔法咒语保护国王，使其免于恐惧，确保国王战无不胜。实际上，这个文献是对神圣戏剧的文字说明或神学阐释。可见，胜利节日既有具体的仪式表演活动，也有关于仪式活动内涵的详细阐述，宗旨是庆祝国王对其敌人的胜利。

(2)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德福神庙描绘的另一个重要仪式是神圣婚姻节日。该节日在托勒密王朝建立的埃德福神庙中描绘出来。在埃及历法第10个月(Payni)的第18天，登德拉女神哈托尔的肖像在其祭司的陪伴下，乘船旅行到埃德福，到那里访问她的伴侣荷鲁斯，纪念荷鲁斯战胜塞特和其同谋者。她在第11个月(Epiphi)第1天到达目的地——埃德福神庙，在众神的陪伴下逗留14天。在节日前夕，埃德福的荷鲁斯和其伙伴神孔苏(Khons)出发，在某个地方会见登德拉女神哈托尔和另一个神秘访问者埃尔-卡伯的荷鲁斯。适当的仪式执行以后，荷鲁斯和孔苏登上女神的船只，然后整个舰队驶向埃德福。[27]
 埃尔曼流畅地描述了埃德福的这个节日。“神和其随从在神庙附近度过一夜以后，在这个节日的第一天，到达上游沙漠边缘的神庙。所有神和随从都在这里执行献祭仪式。神被安排好，神圣的书吏表演荷鲁斯的胜利。他们四次喊出这样的话:‘荷鲁斯取得了胜利，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事情。他的母亲伊西斯因为他已经全身心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欢欣鼓舞。’埃德福的众神，活着的精灵，坐在他们的御座上，看着众神的领主，欢乐弥漫埃德福。祭司们也屡次做出这样的答话:‘高兴啊，活着的精灵!荷鲁斯胜利了。他完成了所有任务。’在这样的欢呼下，游行队伍前进，进入神庙大厅。红山羊和红牛[28]
 被牵来，肠子被取出来，举行大规模的焚烧献祭活动……然后，荷鲁斯的威严信息被阅读出来，他的遗产得以确保……大量祭品奉献给拉神，他的各种名字被呼喊出来……然后祭司说:‘赞美你，开普拉以及你的其他美丽名字。你已经强大地到来，已经将美丽撒向人间，已经镇压了阿波菲斯。祝你以美丽的面容和蔼地面对国王!’接下来，四只鹅被放飞到四个方向，通知众神‘埃德福的国王荷鲁斯，大神，天国的领主，已经戴上了白冠，已经掌握了红冠’。节日期间，一个男人，作为众神喜爱的儿子，向天空的四个方向各射出一支箭，象征性地屠杀了神的敌人……下一个仪式通过蜡质河马和陶器鳄鱼表演。河马身上写着所有诺姆的敌人的名字;鱼被扔到地上，所有祭司用刀子劈砍它们，并说:‘把你们的身体砍伤，将你们一个一个地杀掉;拉神战胜了他的敌人，埃德福的荷鲁斯战胜了所有邪恶者。’他们还解释这种风俗:它意味着神之敌人的毁灭。仪式就这样结束了，这些参与者开始休息。晚上，人们在神面前饮酒，在这里快乐地度过一夜。十三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之后，来自其他地方的神祇返回自己的家乡，埃德福的众神回到他们的神庙，和平再次笼罩这个城市。”[29]
 实际上，节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女神哈托尔从登德拉出发，“与她的荷鲁斯完婚和拥抱”，最终生下年轻的荷鲁斯。第二个阶段是庆祝荷鲁斯战胜敌人。[30]
 H.W.费尔曼在详细分析了这个节日的细节之后，认为这个节日蕴含了三个节日的内容，即神圣婚姻、收获节日和祖先祭祀节日。[31]
 可见，这个节日既是在纪念老荷鲁斯的胜利，也是纪念国王的再生。

(3)托勒密时期埃德福神庙内部墙壁上的铭文记载了另一个重要仪式——“贵族的征服仪式”。该文献记载的一些内容可以从新王国时期的一些神庙浮雕中发现，但这些浮雕场面都很零散。这个仪式的举行日期尚不得而知。这些场景的重要特征是一张由国王和两个或三个神在沼泽地里竖起的巨大陷网。在新王国时代，陷网仅仅用于捕捉鸟。在埃德福神庙里，它被用于捕捉鸟、鱼和诸如羚羊、野山羊和公牛这样的动物。这些场景中还有四个绑着双臂的人跪在地上。此外，一部分场景将两土地、尼罗河两岸和国外山地国家都置于国王的脚下。在另一个场景中，国王戴上了双王冠。[32]
 各种动物和跪在地上的人代表被征服者。这里的仪式显然是宣传国王战胜和征服了敌人，将其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该仪式或许在战争开始之前举行，以预祝国王战胜敌人和取得战争的胜利。

(4)埃德福的荷鲁斯神庙和登德拉的哈托尔神庙浮雕场面(托勒密王朝时期)还较为详细地描绘了国王的日常祭神仪式。[33]
 日常祭神仪式发生在神庙里，神庙是神祇居住和出入以及与人交流的地方，从而国王首先要建筑神庙，奉献给神祇。水是古埃及日常祭神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几乎每个神庙里面都有水池，称为“圣湖”，用于举行净化仪式。国王和祭司在举行日常祭神仪式时，首先要在这个水池里洗净手和身体，还用这里的水象征性地洗净神祇的身体。[34]
 据说，最早主持神庙建筑和奉献仪式的是第3王朝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但具体仪式过程未流传下来。国王主要在神庙奠基和奉献活动中出现，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在神庙奉献仪式中，国王进行烧香、点火和奉献圣所等近10项活动。[35]
 但遗憾的是，没有浮雕和文献完整翔实地记载这些仪式活动。

日常祭神仪式构成了托勒密王朝国王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理论上，国王是唯一的祭司，是神的仆人。在实践中，国王本人不一定亲自主持日常祭神仪式，往往由各个神庙的高级祭司代替国王主持仪式，执行国王的祭司权力。[36]
 祭司，至少高级祭司，是国王亲自任命的。

从古王国(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末期开始，日常祭神仪式在埃及每个神庙里呈现相同的形式[37]
 ，核心活动是给神祇的雕像更换衣服，向其提供食物、白酒和啤酒，伴随以各种象征性的手势和话语。[38]
 托勒密王朝的日常祭神仪式由三部分组成，即清晨仪式、中午仪式和傍晚仪式，其中清晨仪式最为重要，在每日清晨举行。

清晨仪式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黎明之前，两个祭司[39]
 用神庙圣井当中的水填满容器，将所有酒器填满酒。一些祭司在神庙厨房里忙着为神准备祭品。首席祭司(hm-nr t
 ) (直译为“神的仆人”)[40]
 进入“晨屋”(pr-dw3t)，仪式性地净身、穿衣、吃便饭，准备执行清晨仪式。[41]
 当太阳升起时，首席祭司来到神雕像所在的圣所，抽掉门闩，打开门。[42]
 因为只有国王能够面对神，所以首席祭司宣布“正是国王派我来看望神的”。通往圣所的门一打开，首席执行祭司便向神雕像行礼，并跪在神的雕像前面。首席祭司向神像吟诵颂诗，把蜂蜜献给神，在神的四周烧香。或者在准备把神的雕像从圣所里移出之前，首席祭司用水和香仪式性地清洁礼拜堂。首席祭司还把女神玛阿特的雕像象征性地呈现给太阳神的雕像，玛阿特象征着神在创世伊始为世界建立的正常秩序。然后，太阳神的雕像从圣所里移出。首席祭司脱掉前一天放在神雕像身上的衣服，往雕像身上涂抹油膏。之后，太阳神雕像被放在一堆清洁的沙子上，再次用水和香清洁雕像，用三种不同的那特伦清洁雕像的嘴。雕像的眼睛被描绘为绿色和黑色。雕像被涂上几种颜色的油，结果神穿上了四种颜色的衣服:白色、绿色、蓝色和红色。白色和红色衣服保护神免遭敌人的伤害，蓝色掩藏他的脸，绿色确保他健康。首席祭司把各种物件呈交给神，例如王冠、节杖、笏、连枷和项圈。接下来，首席祭司在神的面部涂油，将沙子散在礼拜堂里，把神的雕像移回圣所，插上门闩，封上门。[43]
 首席祭司再次举行神雕像净身仪式，离开圣所，在身后拖着一把扫帚，把自己的脚印清除掉。在执行这些仪式的过程中，首席祭司不停地吟唱颂诗或祈祷诗。[44]


上述是清晨仪式的一般过程。在清晨仪式的某个阶段，献祭活动得以举行，目的是为神提供“早餐”，是清晨仪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献祭活动发生在准备把雕像移回圣所并对礼拜堂进行再次清洁之前，而其他人认为献祭活动发生在为神像脱衣和穿衣之前。在献祭活动中，首席祭司将准备好的祭品奉献给神。祭品放在神庙中的祭品桌上，阿玛尔纳阿吞大神庙里考古发掘出1820个祭品桌[45]
 ，这足见祭品数量之多。尽管为神准备的是大餐，包括肉、鸟、面包、油、蛋糕、啤酒、牛奶、蜂蜜、蔬菜、水果、香料、盐、纳特伦、布料、珠宝等，但只有部分圣餐被真正放在神雕像面前。[46]
 祭品名单列出各种祭品名称，首席祭司把它们背诵出来。首席祭司还把生命符号([image: img]
 ˇ)和心(jb)符号在食物上放一下，然后递给神的雕像，象征着食物转变成了生命和力量。[47]
 祭司燃烧香，用酒洁净祭品，使祭品神圣化。因为神没有真正消费这些祭品，只是分享了祭品的本质，所以神庙里的其他神可以分享这些祭品。国王的祖先也可以分享这些祭品。这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祭祖仪式，构成了日常祭神仪式的一部分。最后，这些祭品变成了祭司的财产，祭司们根据祭司等级职位的高低分享它们。这称为“祭品的归还”(wdb[image: img]
 )，是祭司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48]


清晨仪式是一天当中的主要仪式，相对简单的仪式也在中午和傍晚举行。在中午仪式和傍晚仪式当中，存放神雕像的圣所的门不用打开。这些仪式主要是在圣所前面举行的奠酒仪式和焚香仪式。除了这些主体仪式活动，某些起辟邪作用的戏剧性仪式在神庙中整日整夜地举行，通常是在驱逐塞特和阿波菲斯。塞特是奥西里斯的谋杀者。阿波菲斯是尽力阻止拉神的日常旅行，借以毁灭世界的大毒蛇。戏剧性仪式中的祭司们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吟诵颂诗，以保护拉神免受阿波菲斯的伤害，保证太阳正常按轨迹运行。太阳神拉的敌人的雕像用蜡或黏土制成，然后在仪式中被毁掉，借以产生太阳神魔法性地毁灭敌人的效果。[49]


(5)托勒密二世统治期间举行的大游行队伍(Grand Processio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游行队伍是希腊宗教的主要组成部分。希腊宗教节日不可避免地由四个部分构成，即用于纪念神祇的雕像或仪式物组成的游行队伍，沿着城市预定的路线前进，经常停留在某些地方，举行特殊的仪式，向着神庙或神圣场所前进;在神庙前面举行献祭;在奉献祭品时举行公共宴会;体育或文娱竞赛。[50]
 这四个组成部分在每个节日中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但游行队伍是各种宗教节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托勒密二世时期的大游行队伍是由这样一些队伍构成的:晨星游行队伍，国王祖先或父母亲的游行队伍，一些神祇的游行队伍，尤其是狄奥尼修斯的游行队伍，宙斯、其他神和亚历山大的游行队伍，步兵和骑兵的巡逻队伍。游行队伍前进过程中举行国王托勒密二世的加冕仪式和王室家族的奉献活动。[51]
 托勒密一世及其王后的游行队伍位列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二部分，在狄奥尼修斯的游行队伍中，托勒密一世的雕像与神雕像在一起，这些场面显然具有神化托勒密一世的意义。同时，国王托勒密二世的雕像也与神祇雕像在一起，游行队伍最后的仪式活动是为其举行加冕仪式，这实际上是在神化托勒密二世本人。

(6)新年节(New Year Festival)[52]
 也是托勒密国王举行的重要仪式之一，其象形文字是wp-rnpt，意思是“一年的开端”，最早可能从第5王朝就开始庆祝了，直到希腊—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才被详细地描绘在卡拉巴沙、菲拉、奥姆翁布、埃德福和登德拉等神庙中。最详细记载该节日的铭文发现于埃德福和登德拉神庙。[53]
 埃及的新年是埃及泛滥季第一个月第一天。新年节或许从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开始庆祝，大约持续9天。节日期间，举行一些献祭活动和崇拜活动。节日开始于神庙的内殿(一般在神庙最内部，与神庙大门正相对但相距最远的地方)。国王或他的代理人在高级祭司的陪伴下，在神庙内殿执行日常祭神仪式的开始仪式，即国王走上内殿的台阶，揭开神的面纱。然后，两支游行队伍在主祭者国王和其高级祭司的率领下，沿着神庙圣所周围的走廊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前进，到达食物祭坛和净化间。在这些地方，举行日常性质的献祭和净化仪式。接下来，游行队伍再次经过食物祭坛和中央大厅返回来。祭司们扛着神圣王旗，抬着神的雕像和各种祭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神庙屋顶。神被引领进屋顶的小亭子里。献祭仪式再次举行。节日的高潮发生在神庙屋顶的小亭子里:正午时分，神的面纱被揭开，太阳光线恰好照在神的雕像上，从而太阳与神神秘地结合起来。最后，游行队伍返回到内殿。这里描述出来的仪式是新年当天的活动，之前几天的仪式只是在规模上比较小，基本程序是一致的;新年之后几天的仪式略有不同，重点在于庆祝与现行统治的国王和其祖先崇拜有关的仪式。[54]
 神庙浮雕描述的仪式仍不够详细，《布鲁克林纸草》补充了一些细节。在国王进入内殿之前，国王要首先进行洁净仪式，这与国王的加冕仪式的部分内容相似;然后，国王还要经历一个睡醒或复活仪式;一些颂诗强调指出国王复活以后变得强大了。[55]
 费尔曼认为节日期间神与太阳的“神秘结合不仅更新了埃及的丰产和繁荣，还更新了埃德福和住在这里的荷鲁斯神以及其他神的生命和力量”[56]
 。实际上，从我们复原的整个节日内容来看，新年节的中心在于国王的复活和其力量以及权力的更新，甚至这个节日可能是在重复国王的加冕仪式。

(7)“神圣隼鹰(Sacred Falcon)的选择和加冕节日”也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国王参与的重要仪式之一，是国王每年纪念其加冕仪式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个节日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埃德福神庙庆祝。虽然该节日出现的准确时间还不得而知，但它显然形成于法老埃及时期。节日举行的时间是冬季(泛滥季)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和接下来的四天。节日以新的神圣隼鹰的选举开始，荷鲁斯神通过神谕影响神圣隼鹰的选举。接下来是关于神圣隼鹰的认可活动。隼鹰被公开展示在神庙主门上，主门位于塔门两翼中间，祭司吟诵特殊的颂诗，一首诗迎接正在开始的新年，另一首诗确保神圣隼鹰和国王免于危险和伤害。实际的加冕仪式在神庙内部举行，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膏油圣化(往神圣隼鹰身上涂抹膏油以使其神圣化)，仪式性地授予其项圈，呈给它永恒象征物等;在第二个阶段，国王的标志物被呈上，庆祝复杂的仪式。之后，神圣隼鹰被带到他自己的神庙，祭司吟唱特别优美的歌曲，呈上几块肉，以示神和国王的敌人被毁灭。最后是宴会，以燃烧没药的方式象征真正的餐饮。[57]
 节日举行的时间恰好是埃及历法中一个新起点，而且文献表明在整个节日期间神圣隼鹰、国王和荷鲁斯合为一体。所以，从本质上讲，节日是庆祝正在统治的国王的加冕仪式每年的更新。[58]


除了上面提到的七个仪式，托勒密王朝的国王还举行很多仪式，例如登基和加冕仪式、塞德节、丧葬仪式等。因为这些仪式的主要史料见于法老埃及时期遗留下来的浮雕和铭文，故而本书这里暂不予讨论。[59]


3.托勒密王朝时期国王参与其中的仪式的作用

通过前面的考察，本书发现，上述七个仪式显然都是在宗教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国王祭祀战争胜利、日常祭神仪式，还是新年节，都在神庙中举行，都有神的参与。可见，这些仪式都属于宗教仪式的范畴。然而，国王的这几种仪式并非纯粹的宗教仪式，还涉及了埃及人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农业丰产(新年节的部分内容与此有关)等，尤其与王权关系密切。从本质上看，这些仪式是宗教外衣掩盖下的世俗仪式。宗教只是这种仪式的表象，王权统治的维护和持续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根本目的。这样，这些仪式必然具有多方面的世俗内涵或世俗意义。

第一，在托勒密王朝，国王的这几个仪式始终举行，逐渐成为制度或习惯，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可了王权统治。正如简·爱伦·哈里森在阐述仪式的作用时所说的，“我们得考虑到习惯的强大力量”[60]
 。托勒密王朝国王的宗教仪式经过前三位国王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制度，成为后来国王必须做的事情，持续了近300年。这种习惯性的仪式实践逐渐变成了托勒密王室成员、祭司、官员甚至普通民众的自觉，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事情，构成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人宗教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按照既定传统程序实践而外，没有人去问为什么，更没有人去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习惯性仪式或制度有助于强化人们对王权统治的认可。

第二，国王的宗教仪式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全民性。尽管大多数仪式是社会精英或部分统治阶级的特权，但显然很多节日或仪式允许普通民众参与，例如神圣婚姻节日等。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参与节日和仪式，认可了王权统治，提高了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感和民族认同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些仪式最终从根本上使社会以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认可了王权统治，甚至习惯了王权统治。

庆祝战争胜利的献祭节日、日常祭神仪式和祭祖仪式，有的在神庙中举行，有的在公共场所举行(例如托勒密二世的大游行队伍)，参加的人员显然不只是统治阶级，还包括广大普通民众。[61]
 一般来说，日常祭神仪式，尤其其中的清晨仪式，是在神庙内部较为秘密的圣所和庭院中举行的，参与的人非常少。但新王国第18王朝埃赫那吞改革宗教以后，在阿吞大神庙里举行的日常祭神仪式就允许更多的人参与，不仅有王室人员，还包括普通工匠等。仪式变得更公共化了。[62]
 另外，神庙当中，日常祭神仪式举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祭司。除了首席祭司或“神的仆人”这样的高级祭司，还有大量低级祭司，例如负责净化神雕像的wc
 3b祭司(即纯净者)、吟诵颂诗和掌握仪式圣书的“读经祭司”以及准备祭品和举手欢呼的塞姆祭司等。首席祭司是职业祭司，往往由国王任命的官员担任。低级祭司大多数是非职业的或业余的，举行仪式期间在神庙里供职，其他时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甚至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干其他职业了。因为这些祭司来自社区，亲身经历了仪式过程，从而很多普通民众具有一手的神庙仪式经历。此外，很多日常仪式场景也用于装饰神庙的多柱大厅的柱面或墙壁，这些大厅是普通民众可以进入的，从而普通人对日常祭神仪式并不陌生。[63]
 新年节、神圣隼鹰的选择与加冕节日也有各个社会层级的人们参与。[64]


广大民众参与仪式本身就说明这些仪式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人们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被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身份认同感，进而产生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会促使个人认同当时的社会和国家制度，进而主动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和制度。从而，国王的祭祀战争和神化祖先的仪式在经常举行过程中，有效地增强了民众的社会认同感，起到了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实际上起到了加强王权的作用。

第三，最明显的一点，国王的宗教仪式都宣称或确认国王是神的后裔，宣扬“君权神授”，确认国王统治的神圣性。

在国王祭祀战争胜利和神化祖先以及日常祭神仪式当中，国王扮演的角色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是唯一能与神交流的人。国王一般任命首席祭司代替自己执行日常祭神仪式，首席祭司在执行日常祭神仪式当中，见到神雕像时说的第一句仪式性的语言便是:“正是国王派我来这里的。”[65]
 这表明国王才是神认可的，才是有权力执行祭祀仪式的。国王的祖先都是神灵，国王举行的日常祭祖仪式既是在祭祀祖先，也是在证明其前辈和自己的神圣性。托勒密二世便在仪式中将其父亲托勒密一世神化。[66]
 另外，在神庙中，一些国王的肖像与神放在一起，成为神圣家族的成员。[67]
 这些仪式旨在说明神和祖先都是他们的血缘祖先。

第四，国王的宗教仪式重复确认国王家族统治的神圣性。在庆祝战争胜利的献祭仪式当中，有一个“胜利节日”，国王以荷鲁斯的身份出现，他在女神哈托尔和母亲伊西斯的帮助下，战胜敌人——塞特，为父亲奥西里斯报了仇。[68]
 在日常祭神仪式和祭祖仪式中，国王是神的儿子，是祖先的后代。这些都强调了国王家族的神圣性。

第五，国王的宗教仪式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国王的各种权力。

祭祀战争和日常祭神仪式体现和强化国王的军事和祭司职能，这是该仪式最明显的功能。首先，庆祝战争胜利的献祭仪式显然是在宣传国王取得战争胜利的丰功伟绩，也是在强调国王拥有军事领导权的神圣性，即它是神赋予的，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有神的支持。其次，日常祭神仪式和祭祖仪式，尤其神化国王的仪式都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国王拥有最高祭司权。日常祭神仪式和日常祭祖仪式在前王朝由国王亲自主持，早王朝统一国家逐渐形成以后，国家规模扩大，城市众多，庙宇广布，国王的职责也多了起来，不可能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从而依靠其任命的大量祭司主持这两种仪式。[69]
 然而，这些仪式名义上的主持者仍是国王。神化国王的仪式是由国王亲自主持的。这些仪式活动的频繁举行本身说明了古埃及国王和国家对军事与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视，也更有效地宣传和强化了国王的军事和祭司权力。新年节、神圣隼鹰的选择与加冕节日的举行和庆祝与农业季节的变更保持一致，体现或蕴含了国王对农业的重视，更表明了国王对农业土地的所有权。[70]


在国王的宗教仪式当中，不同的仪式强调国王的不同权力，甚至强调国王的很多权力。综合起来，国王的所有权力都得到强调，从而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人们心里深处，国王拥有埃及，国王就是国家，国王就是埃及，这已经不是理论，而是现实。

总之，在托勒密王朝，各种各样的仪式，贯穿全年各个月份，还有不定期的重大节日或仪式，这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意识宣传活动，把全国臣民都笼罩在仪式活动之中。久而久之，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的举行已经成为埃及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至少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既非理论，也非想象，而是现实。这对于以国王为核心的王权的实施和维护非常重要。可以说，托勒密王朝通过这些宗教仪式的反复举行，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专制王权观念。换言之，这些宗教仪式都是托勒密王朝用于宣传专制王权观念的重要手段。关于这点，弗里曼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希腊化时代的君主统治着如此多样各异的人们，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采取主动措施，动员支持。方式之一可能是赞助。为大众提供‘面包和马戏’的传统或许开始于这个时代，国王们为那些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朋友’提供更高水平的优待。”“埃及的托勒密国王们尤其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剩余资源实现其宣传目的。公元前275年，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举行的一次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就是一次极为夸大的宣传活动。”[71]


第二节　法律体系

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时期，埃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除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埃及本土人，还有大量希腊人、马其顿人、犹太人等。这些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更有自己的传统法律认识和经验。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时候，尤其在经济和日常社会生活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调节民众矛盾，理顺民众关系，恰恰是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理所当然的职责，也是确保专制王权统治的重要方面。法律是调节和理顺民众关系的重要措施。托勒密王朝采取了比较特殊的法律体系，进行了特殊的司法实践活动。

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与司法实践[72]
 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埃及法律，更有助于深入探讨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问题。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一般性探讨阶段，大多论述托勒密王朝历史和具体问题的著述只是对法律略作介绍而已，或者有些研究古代埃及法律的文章把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作为一部分而简单叙述，专门研究这种法律的论文和著作不多见。最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古代文明史教授兼波兰克拉科夫大学罗马法教授道本史莱格所著《公元前332年至公元640年希腊罗马埃及纸草文献中的法律》一书。该书通过解读纸草文献中记载的法律内容，较为系统地研究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法律，讨论希腊传统法律、埃及传统法律、罗马法律在该时期司法实践中的关系，并分别叙述了私法、刑法、司法程序和执行、政治法、管理法、管理程序和执行等，认为“埃及法律与希腊法律在希腊人统治时期的埃及相互影响，在罗马时期形成统一法律”[73]
 。此著作没有专门考察托勒密王朝的法律，而是把其纳入较长时段的历史中研究，不利于突出该时期法律的特殊性;而且此书主要从法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纸草文献展现的法律内容本身的探讨，忽略了以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历史为背景，忽视了这种法律在形成条件、内容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体现出的独特性，更没有深入分析这种独特性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尚无专文论述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托勒密王朝法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托勒密王朝法律的渊源是什么?这种法律的体系和内容是怎样的?实施法律的司法机构是什么?司法机构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这种法律及司法实践体现了怎样的特点?托勒密王朝实施这种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本章试图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提供的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学的解答和分析，进而揭示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及其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的特点和本质。

1.托勒密王朝法律的渊源

我们在研究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之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法律是否由托勒密国王新创立?抑或存在某种渊源?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进驻埃及任总督之时，埃及的人口构成已经很复杂，不仅有作为统治者的马其顿人和希腊城邦移民[74]
 及其联盟——西亚各地移民[75]
 和犹太人，还有作为被统治者的当地埃及人。[76]
 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各自是否有法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各自的法律或者法律传统是怎样的?考察清楚这两个问题，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渊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古代西亚移民和犹太人显然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两河流域的古代国家不仅有法律，还很早就颁布了法典，如《乌尔纳木法典》《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埃什努那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等。[77]
 对于犹太人来说，《旧约圣经》也是一部法律汇编，尤其《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构成了《旧约圣经》的第一部分——《律法书》，其中《出埃及记》(20: 3—17)和《申命记》(5: 7—21)中的“十诫”更具法律效力。

古代希腊并不像罗马那样有法典流传下来，但近年国外很多学者坚持认为古代希腊有法律。希腊的法律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荷马时代，下限可至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时期。[78]
 希腊法律当中，雅典法律最具代表性。雅典最早的立法者是德拉古，接下来是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德莫斯提尼等人。他们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条例，在实践中变成了雅典的法律。[79]
 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形成了一系列体现民主的法律制度、审判制度、程序和法律传统等，成为希腊世界法律的代表。[80]
 其他的希腊城邦(包括马其顿国家)的法律不太明确，但这些城邦或国家在与雅典的长期交往中，必然受到雅典法律的影响。正如卡里和哈阿霍夫认为的那样，至少“到公元前600年，希腊人运用的法律变得足够复杂，被明晰地编成法典，城市之间竞相编纂和出版自己的法律书”[81]
 。

埃及是否有法律?这是埃及学家们一直讨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埃及没有法律[82]
 ，也有人认为埃及有法律。[83]
 但近些年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后一种观点。[84]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hp”一词最初出现于中王国(约公元前2000年)，在圣书体和祭司体文献中，通常被译成“法律”;而后来在世俗体文献中，这个词的意思因背景不同可翻译为“法律、习俗、法规、权力、正义”等，其意义有所扩大，但其主要意思仍是“法律”和“法规”。[85]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时可以看到“写下来的法律”、“国王的法律”、“国家的法律”、“监狱的法律”，等等。[86]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330/320年)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古代埃及一条关于奴隶可以到神庙寻求庇护的法律。[87]
 生活于“希腊化”时代末期的狄奥多拉斯记载了古代埃及的很多法律现象，例如对伪誓者、诬告、杀人、逃兵、泄密等进行惩罚的法律，还有关于契约、盗贼、婚俗和埋葬风俗等的法律。[88]
 从文字、文献记载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述来看，法老埃及确实存在法律法规。但是，法老埃及的法律不是像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样以正规的法律条款的形式存在，而主要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出现。在法老埃及，国王的话和敕令就是法律。[89]
 在长期实践中，法老埃及形成了很多惯例，这些惯例也是埃及传统法律的一部分。[90]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法老埃及法律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习惯法或习俗法。[91]


当然，法老埃及的法律也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法老埃及法律最初与宗教密不可分。费尔施迪克指出:“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玛阿特(Maat)观念是法律的首要原则。”[92]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莎菲克·阿拉姆教授一直从事法老埃及法律的研究，他通过对西底比斯地区戴尔·埃尔·美迪纳工人村出土的档案文献的研究，发现埃及的法律与宗教有着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的确立，埃及的法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民法与刑法之别;在司法审判结束之后，法庭还要执行审判结果，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埃及法庭只是在庭审结束时简单宣布“A方是正确的，B方是错误的”，而不执行审判结果。[93]
 之后，埃及的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尤其到后期埃及(公元前1085—前323年)，已经形成了各种实体法，如关于财产、家庭、继承、犯罪、契约和商业以及贸易、个人地位等的法律。[94]


法老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立法活动。据狄奥多拉斯记载，古埃及的立法活动始于第1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95]
 实际上，美尼斯很可能并非第1王朝的建立者。[96]
 不仅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证明美尼斯曾进行立法活动，事实上连美尼斯是否是历史人物都值得怀疑。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阿苏启斯统治时期，“埃及的金融紧迫，因此定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法律还规定，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财产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对于提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他死时自己不许埋入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97]
 。阿苏启斯是第4王朝(公元前2613—前2498 年)继承了孟考拉王位的舍普塞斯卡夫。希罗多德的这处记载是否真实还无从考证。从考古证据来看，第5王朝的《尼斐利尔卡拉王的阿拜多斯敕令》的内容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定，这是迄今所知法老埃及最古老的一份法律文献。[98]


新王国时期的两份铭文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埃及人进行立法活动的考古学证据。一份文献是在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世纪中期)的维西尔莱克米尔的墓中发现的，文献中有这样一句话:“40卷Shezemu (sm)在他面前。”Shezemu意为“皮革”，即羊皮纸卷。有人认为这40卷羊皮纸卷是成文法典，因为维西尔拥有法官的职责。[99]
 狄奥多拉斯认为这是由8个部分组成的成文法典。[100]
 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的话，那么古代埃及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成文法典，那也就必然有了明确的立法活动。但是，这种推断存在很多疑点。首先，维西尔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宰相，他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管理财政，而埃及的财政报表数量很大，这40卷羊皮纸卷也有可能是财政报表。其次，维西尔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面前的这些东西也许是某种权力的标志，比如某种象征权力的鞭子。再次，如果这些的确是成文法典的话，数目如此庞大的法典一定会引起当时埃及人的注意，会在铭文与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除了铭文上的这句话，目前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佐证这些羊皮纸卷是法典。这份文献如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另一份文献则完全可以证明埃及人有过明确的立法活动。这份文献是第18王朝法老郝列姆赫布敕令(大约公元前14世纪中期)，刻于卡尔纳克的郝列姆赫布墓的墓碑上，其内容是对王室必需品的纳贡和税收中滥用权力者的惩罚条例。该敕令得到了同时期其他文献的佐证。这份铭文使我们确信，最迟到公元前14世纪中期埃及已经有了明确的立法活动。[101]


法老埃及是否已经有了法典?这也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凯姆普等人认为，埃及在古王国时期，或者最晚到中王国时期可能就存在法典了。[102]
 提奥多西泰斯认为“尼罗河谷没有制定出法典”[103]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埃及历史后期出现了法典。狄奥多拉斯记载，后期埃及有三位著名的立法者:伯克霍利斯、阿玛西斯和大流士一世。[104]
 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大流士一世曾在埃及编纂过法典，因为大流士是波斯国王，来自古代西亚，而西亚又有编纂法典的传统。据说，大流士对他的前辈冈比西斯在对待埃及神庙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目无法纪心怀不满，渴望过上一种对神祇虔诚和道德的生活。大流士征服了埃及以后，“与埃及祭司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且亲自参考了有关圣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理论思想的研究成果。他从这些书中了解到国王的伟大和友好对待臣民的态度，还模仿了这种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所有国王(外来国王)中唯一一位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奉为神灵的人，在他死后，根据埃及传统，人们给予他与古代埃及国王平等的荣誉”[105]
 。另一种说法是:在大流士统治的第3年(公元前519年)，他命令埃及总督建立一个由战士、祭司和书吏中的聪明人组成的委员会，记录直到阿玛西斯统治第44年的埃及法律。阿玛西斯只统治了44年(公元前570—前526年)，所以大流士的目的是制定一部直到波斯征服时期的埃及法律。这个委员会工作了16年，所著法律文献以两种语言的版本出现:亚述语版本和埃及世俗语版本。[106]


大流士法典是否保留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求助考古成果。1938年10月，考古学家们在盖尔伯(赫尔摩坡里斯西部地区)发现了一份世俗语纸草文献，30年以后发表出来。这篇文献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完成，大约是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82—前246年)。文献包含了200多个案例，主要涉及民事争端。文献的作者把这些案例分成了四类:涉及土地租赁问题的案例，涉及继承问题的案例，涉及邻里争端的案例和关于其他问题的案例。德国图宾根大学埃及学研究所的莎菲克·阿拉姆教授认为，这份文献可能是托勒密王朝初期的一个法官编纂而成的，其中的案例可能来自法老埃及的不同时期。[107]
 比利时学者卡格贝尔认为，这份文献是埃及神庙中“生命之书”的内容，是埃及祭司为满足他们的各种实践需要而编纂的包括宗教、科学和司法审判等内容的手册。从司法的角度，可以将其称为“祭司用的埃及法律案例书”(简称“案例书”)。此案例书为托勒密王朝的法官们提供了某些法律依据。1931年，考古学家们在塔布突尼斯也发现了一份世俗语纸草，50年后由布列西阿尼发表。尽管这份文献的内容残缺不全，却是世俗语祭司案例书的另一个副本，其版本形式与上述赫尔摩坡里斯文献相差无几。最近，有一些公元前100—前50年的孟菲斯纸草残篇也陆续发表出来。[108]
 可见，各种版本的案例书在托勒密王朝出现，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案例书是由埃及祭司收集并保存于神庙中的档案材料，大流士法典编纂委员会有埃及最好的祭司参加，他们一定会利用神庙的档案材料，而案例书恰恰取自神庙档案材料。也就是说，这些案例书与大流士法典有着相同的来源，从而这些案例书即便不是大流士法典的一部分，也与大流士法典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法老埃及不仅有法律，最晚到公元前6世纪末还有了法典，立法者是法老。埃及祭司通过收集案例书的方式保留了古代埃及的法律，并且流传到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为托勒密王朝统治当地埃及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托勒密一世到达埃及任总督以后，埃及境内的西亚移民、犹太人、希腊移民、埃及本土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律传统，甚至较为久远，这就为托勒密国王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源泉。

2.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体系和内容

希腊移民、西亚移民、犹太人和埃及本土人都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而且这些法律既不统一，也不易融合，从而托勒密王朝实行了分别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两套法律，即埃及当地法律和所谓的“城市法”。当然，托勒密国王采用这种法律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本书将在最后一部分做深入探讨。

埃及当地法律又称“除希腊城市之外的埃及地区法律”(nomoi tēs choras)，是法老埃及流传下来的法律，是一种习惯法，存在于各种敕令、案例书或者祭司神庙档案中。托勒密王朝的各种案例书是祭司们在执行专业性活动(如订立契约)和审判时可以依据的重要材料。托勒密王朝把这些案例书翻译成了希腊文。从而，案例书也被提高到了官方法律的地位。[109]


外来移民在托勒密王朝遵守的是所谓的“城市法”(politikoi nomoi)。埃及本土人还可以遵守他们自己的传统法律，但作为征服者的希腊人没有任何共同的成文法典，各城邦的希腊人都曾保持和发展各自的习惯法。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也继续允许希腊移民遵守他们的习惯法。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来自各个城邦的希腊移民逐渐达成共识，法律意识逐渐协调一致，各自法律的不同渐渐消失，最终采用了所谓的“希腊化共通法”。[110]


在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城市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作为外来移民的一部分，他们也遵从希腊城市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法律传统。考虑到犹太人对自己传统法律和风俗的忠诚，托勒密王朝把犹太人的法律翻译成了希腊文，作为城市法的一部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是公元前3世纪由希伯来文的《托拉》(尤其是第一部分《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大约在托勒密二世时完成。这是因为埃及的犹太人已经是托勒密王朝的臣民了。这些经文变成了“埃及的犹太人城市法”，作为与希腊城市法地位相同的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实际作用。[111]
 犹太人既要遵从希腊移民的希腊化共通法，还要遵从自己的犹太人城市法。居住在犹太区的希腊移民也要遵从犹太人的城市法。由此可见，托勒密王朝的“城市法”由两部分构成:“希腊化共通法”和“埃及的犹太人城市法”。

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形式存在:案例书、《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国王敕令、契约以及各种习惯法。[112]
 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契约形式存在的法律文献。比如，公元前250年，一个农民为了保释一位囚犯，与国王签订了契约。契约规定保释者将定期把被保释者带到国王的代理人面前，如果保释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他的“所有财产，现在和以后所有的，都作为执行此义务的保证”[113]
 。这份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对契约当事人有约束力。

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行政方面的法律，例如国王颁布的对官员任命、惩罚等的敕令;经济方面的法律，例如有关税收和出口贸易等的法令、关于制定契约的惯例;外交方面的法律，如关于战争的和与战问题、有关与邻国的联姻问题等方面的法令;宗教方面的法律，例如关于崇拜神祇和建筑庙宇等方面的政令;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例如婚姻法、遗嘱、继承法，等等。[114]
 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部亚历山大城城市法引人注目，这份法律文件是以希腊文写成的，法律只保存下来几个条款，这几个条款涉及人身攻击的处罚问题，都规定了责、权、利关系，并有具体的量刑标准和惩罚措施。比如，“如果男奴隶或女奴隶攻击了自由男人或自由女人，那么奴隶将获得不少于100下鞭挞;或者如果他们的主人承认事实，那么将代替他(她)支付受到攻击的自由人所列出的罚款额的2倍。如果奴隶否认事实，原告可以控告他(她)，那么他(她)将被处以3倍罚金;对于较大程度的攻击来说，原告自己在提起诉讼时应对伤害行为做出估价，无论法庭确定的罚金是多少，奴隶的主人应该缴纳那个罚金数目的3倍”[115]
 。

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从体系上看是两种法律并行发展的，从内容上看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律。我们从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文献中很少看到有两种法律相冲突的情况，只有两种法律体系中的一种或两种都无法解决某一问题的情况，或者出现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此时国王便以协调者或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以敕令或者赦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这样便使两种独立发展的法律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和谐状态。例如，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二世为了对植物油的制作与出售等进行专营，结束之前植物油生产与经营的混乱状态，颁布了一道敕令，对植物油生产、加工、出售等具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规范，并作为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116]
 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和他的两位妻子共同颁布一道赦令，便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重新规范，使社会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117]


当然，从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以及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体系、内容等来看，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仍然是习惯法。虽然有一些案例书和可供参考的敕令，但在司法实践中，人们仍主要以传统和习惯为基础，以传统和惯例为标准，并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地对法律做出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修改，甚至重新立法。总之，托勒密王朝还没有形成一部可以基本上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长期有效的法律文书。

另外，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体系呈现出了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外来统治者的城市法与埃及本土法律并行发展，不同的人群遵从不同的法律，没有主次之分，从而两种法律互不矛盾。而且，国王针对特殊事件颁发敕令或赦令，解决两种法律都不能涉及的问题，使两种法律保持事实上的“和谐”状态。诚然，正如道本史莱格所认为的那样，“埃及法律与希腊法律在希腊人统治时期的埃及相互影响，在罗马时期形成统一法律”[118]
 。也就是说，在托勒密王朝，两种法律在保持二元状态与和谐发展的同时，虽不矛盾，但也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作用，最终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是漫长的，至少要到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才在强大外力的促动下完成。

3.托勒密王朝的司法机构

法律是整个司法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反过来，司法机构和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法律的特点。托勒密王朝的司法机构自始至终也不是单一法庭，而且法庭构成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形势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托勒密王朝的法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前3世纪早期，托勒密王朝经济活动当中，人们的债务契约基本用两种语言(希腊语和埃及语)写成。一份契约分两部分，两部分的内容一致，上半部分被折起，并加盖印章，有证人在场，然后下面的部分可见。如有改动，打开上半部分就知道最初的内容。最初，契约存放在一个地位较高的个人那里。后来，私人之间的契约到一个被称为阿格诺米亚(agoranomeia)的档案处登记，从而可以保证借贷的安全。阿格诺米亚是由很多阿格诺莫(agoranomo，证人)组成的委员会。婚姻财产公证和土地买卖契约体现了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和价值。[119]
 这个委员会或许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起到了法庭的作用。但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埃及是否有其他法庭，仍是个谜。阿格诺米亚一直存续下来，“到公元前2世纪，委员们除了登记契约，还要把契约的世俗语内容翻译成希腊语，从而工作量增加，这样埃及书吏数量也随之增加”[120]
 。最终，这个委员会的地位大大降低，仅相当于档案馆。可以说，地位较高的个人和阿格诺米亚是托勒密王朝最早的法官和法庭，但其具体运作过程仍不为人知。因为史料不足，所以这个阶段的法庭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

公元前275年，托勒密二世在全国设立两种法庭:“克莱美提斯泰法庭”和“劳克瑞泰法庭”。这是托勒密王朝法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者是设在埃及全境各地的“希腊法庭”，由希腊马其顿移民任法官，称为“国王审判官”，由首席司法大臣任命;后者是设在希腊城市之外的埃及境内的“埃及法庭”，由本土埃及祭司担任法官，称为“王室法官”。这两个法庭是根据族群标准来设立的。希腊法庭处理希腊人之间的纠纷，埃及法庭处理埃及人之间的纠纷。当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在另一个专门的法庭处理，即“考伊诺狄钦法庭”，或称“混合法庭”，由希腊人和埃及祭司联合充任法官，这个法庭只存在于公元前3世纪，后来就消失了。[121]
 如果埃及人之间的法律诉讼不是在埃及法庭解决，而是在希腊法庭或其他根本不懂埃及语的官员那里解决，那么这时绝不会用希腊人的法律来胡乱处理一番的，而是借助被翻译成希腊语的埃及法律来处理。[122]
 这样的法庭设置是与公元前3世纪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接触和往来活动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而且多与经济诉讼有关，最终这种简单地以族群身份作为选择法庭之标准的做法便不合时宜了。

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王朝的法庭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和他的两个妻子克娄巴特拉二世、三世，联合发布了一份结束内战的赦令，赦令中的一个条款规定:“用希腊语与希腊移民订立契约的埃及人，应在希腊法庭提交诉讼，并获得满意解决。那些埃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诉讼，不应由希腊法庭处理，而应在埃及法庭根据国家法律被裁决。”[123]
 这一赦令条款为托勒密王朝法律诉讼机构的选择提出了双重标准，既坚持原有的族群标准，又可以根据诉讼中涉及的契约的语言来选择法庭。也就是说，埃及人与埃及人、希腊移民与希腊移民之间的纠纷还按原来的族群标准选择法庭;而埃及人与希腊移民之间的纠纷则根据所涉及的契约的语言来选择法庭，如果契约是埃及语言的，那么则在埃及法庭解决诉讼，如果契约是希腊语的，则在希腊法庭解决诉讼。

如果希腊移民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没有涉及契约问题，那么这种纠纷在哪个法庭处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元前2世纪时，托勒密王朝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法庭——“十人委员会”，由希腊人和埃及人共同任法官，处理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不涉及契约问题的纠纷。[124]


“耕种王室土地的人、政府垄断部门的工人，其他那些与税收有关的人”的诉讼，涉及王室地产、某些官员、王室佃农等，关系重大，往往由国王或者首席司法大臣直接处理或由希腊法庭的法官处理。另外，宫廷内部的各种纠纷和案件，一般都由国王委派的各种行政官员来审理。[125]
 到公元前2世纪时，地方官员有时也兼具法官之职能，如地方总督等。[126]
 这种法庭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灭亡。

无论是法庭的设立与沿革，还是法官以及其他行使法官职能的官员的设立，都体现了法律的决定作用。正是托勒密王朝法律的二元性特点决定了法庭和官员的二元性，两种机构和法官并行存在，同时起作用。遇到两个法庭都解决不了的情况，则由协调机构(即国王或官员或巡回法庭)来处理，从而基本达成法律实施机构的和谐共存。另外，国王、非法官身份的官僚可以实施法官的职能这一点表明，托勒密王朝的司法制度还很不完善，仍处于法制发展的初级阶段。

4.托勒密王朝的司法诉讼

托勒密王朝法律赋予了司法诉讼以特殊的形式和内容。托勒密王朝的主要诉讼形式是请愿。[127]
 托勒密王朝为我们保留了很多请愿文书，包括向国王和各个级别的官员请愿的诉讼状和书信，本书把它们统称为请愿书，因为根本不能区分哪些是书信，哪些是诉讼状，它们的行文结构几无二致。本书节选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请愿书作一介绍。

首先，诉讼者可以向国王提起诉讼，因为国王本身就是最大的法官。[128]
 例如，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16年，大总督等地方官员旅行到菲拉时，从伊西斯神庙和祭司那里索取财物，引起了祭司们的不满。从而，祭司们向托勒密八世请愿，请求国王不要让这些官员继续为非作歹，以便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代替国王和其孩子们“向最伟大的诸神提供牺牲和祭品”[129]
 。即使在村庄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受到伤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也可以向国王请愿，请求其公正审理案件。例如，公元前220年，一个村民的女孩在洗澡时，受到了一位混进女澡堂子的男人的袭击。那个男人把一大罐子滚烫的热水倾洒在了女孩身上，烫伤了女孩的“胸部和左腿直到膝盖的部分”，“生命危在旦夕”。因此，女孩向国王请愿，请求国王命令总督和警察[130]
 处理此事。[131]
 这份请愿书的主人公希望国王以最高法官的身份命令地方官员(具有司法审判的职权)公正地审理案件。

尽管司法事务原则上由地方权威人物代替国王处理，但很多请愿还是由国王亲自审理。例如，公元前158年，一位隐士托勒缪斯代替他弟弟向国王请愿，希望国王可以使一个已故雇佣兵(请愿者的父亲)的后代获得公正对待，使修士和其弟弟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132]
 这份请愿书比较特殊，涉及的不是普通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案件，而是个人与国家或者说与国王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针对的是国王对待军人和其后代的政策问题。托勒密王朝老兵和其后代的待遇问题是国王们非常关注的。显然，这样的请愿要由国王亲自做出裁定。国王也确实亲自处理某些重大司法事件。例如，下面的一段纸草文献是国王托勒密二世下达的制裁辩护者的敕令。一些辩护者引起了财政问题，给国家收入造成了损失，所以国王“命令:那些辩护者应向王室付两倍的税务，即多加收十分之一，他们不允许再次在任何事件中作为辩护者出现。而如果这些已危害了财政收入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位被发现在某个案件中从事辩护活动，那么就把他放到我们的监视之下(即打入监牢)，并把其财产收归王室”[133]
 。

在托勒密王朝人的观念中，国王不仅仅是处理财政事务的君主，还是人格神化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埃及的主人。所有埃及人都无条件地臣服于国王，才可以得到正义和公正，才能够得到生存的条件。所以，社会最底层普通农民的案件也希望得到国王的公正审理。下面一篇请愿书是由一位年迈而又受着疾病折磨的老父亲提交的，意在状告自己的女儿，请求国王做出公正的裁决，使他获得应有的赡养权:“我正受到迪奥尼修斯和我的女儿奈克的不公正对待。因为，尽管我已经养育了她——我的亲生女儿，教育她并把她养大成人，但当我被疾病侵蚀和视力变得衰弱时，她不愿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做证的情况下向我立下文字誓约:她将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每日付给我20德拉克马〔……〕然而，现在，迪奥尼修斯使她堕落，她不再履行自己的任何诺言，轻视我的年老和目前的体弱。”[134]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请愿书可能到达不了国王那里，只是在下层官吏那里处理，但这份请愿书一定会到达国王那里。因为我们从请愿书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当我有幸在亚历山大城获得审判时〔……〕她在国王做证的情况下〔……〕”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老人曾向国王提起诉讼，而且诉讼得到了国王的受理，国王为他伸张了正义。

其次，更多的情况是诉讼当事人向地方官员提交请愿书。因为在托勒密王朝，某些地方官员也具有法官的职责。[135]
 比如，一封请愿书是一位运动员向警察或总督提起的诉讼。这位运动员在这里叙述的情况是典型的邻里矛盾。他说:“昨天晚上，厨师阿哥苏斯·戴蒙的妻子戴狄米路过我家，发现我与家人待在一起，便用一种似言非语的腔调傲慢地对待我们——她是一位极度无耻和傲慢无礼的人。就在我阻止她，并劝她离开我们时，她变得几近疯狂，借着模糊的夜光，突然跳到我跟前，我没有料到她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甚至伸出手来打我，并疯狂地责骂被我喊来做证的外孙们，不仅对他们如此，对当时在场的一位官员也是这样。已经遭受了这样的痛苦，作为这次人身攻击的受害者，我向你投递这封请愿书，请你下达命令把她带到你的面前，以便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所有人的仁慈。”[136]
 在当时，总督和代总督都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同时还可担任法官。[137]
 这样的请愿书也许送给总督或代总督，或送给警察，或者同时送给他们。请愿者希望官员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公元前254或前253年，地方财政官和书吏向一位雇佣兵的父亲征收税务时，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实际的标准高出了很多，引起了雇佣兵与官员的矛盾，雇佣兵代替父亲向首席财政大臣的辅臣递交了请愿书，希望后者主持公道，命令地方财政官和书吏按正确的标准向他父亲征税。[138]
 公元前114年，一位承包商向村书吏进行请愿，他怀疑村民西索伊斯家中藏有油料，在首席财政大臣的代理人的陪同下搜查其房屋时，受到了西索伊斯和其妻子的殴打;接下来，当承包商与警察们在神庙外面试图逮捕西索伊斯时，却受到了西索伊斯和其朋友们的围攻。所以承包商希望村书吏能够去收取罚金。[139]


托勒密王朝的请愿书很多，这里仅仅列出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请愿书所涉及的案件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诉讼人既包括村民、商人、雇佣兵、祭司、王田农夫等，也包括社会男成员和女成员。请愿书结构非常一致:开始部分交代请愿者的身份、名字、住址和请愿的对象;接下来说明事由;最后是希望请愿的对象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多、诉讼人的范围如此之广泛、请愿书的格式如此之固定，都说明请愿是托勒密王朝的主要诉讼方式。

这种诉讼形式使提起诉讼者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所要请愿的法官，可以依据法律选择诉讼机构，更可以选择自己的案件所适宜的法律。请愿与“法官”的受理之间较为直接、简便，不需要更多的中间程序，显得较为和谐。同时，所有的请愿都是为了从国王和官员那里获得正义，希望弱者得到保护，恶者得到惩治，使混乱的状态归于和平与宁静。无论是国王和官员，还是提起诉讼者，都希望实现社会和谐、个人和谐。这样的诉讼形式和内容也是法律所赋予的。但同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诉讼形式。虽然人们可以自由地向自己信任的法官、官僚，甚至国王递交请愿书，案件的审理也较为简便和直接，但这容易造成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140]
 ，这恰恰暴露了诉讼制度的不健全性。

5.托勒密王朝的司法审判

司法审判是直接运用法律的实践活动。从流传下来的纸草文献中，我们窥见了托勒密王朝一般的司法审判程序。一般来说，托勒密王朝发生争端的双方中的一方向法庭或国王或官员提出诉讼(以请愿的方式，或以请愿书的形式)。接下来，法庭进行处理，送传票给另一方。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庭审。庭审是最关键的一步。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双方在法庭上提出各自的证据，他们为自己辩护，法官们根据辩护和法律做出裁决。最后，法庭的判决得到执行。

请愿的例子我们已在前面列举了很多。下面是法庭在接到请愿书以后对另一方下发的传票。公元前270年之前(具体时间不详)的一张传票，以原告叙述诉讼事由的形式发出，即“尽管我(原告)经常向你(被告)索要这笔钱，但你却不还给我，并拒绝向审计官承认此债务，因此我对你采取司法程序，为了本金和利润共计1050德拉克马，损失的估价是1050德拉克马。传票。见证人……。……年，……月14日。案件将在你所在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的法庭用文书向你提起诉讼”[141]
 。这份传票确实由法官发出，只是形式有些怪异而已。

接下来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庭审。从下面一则司法审判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司法审判程序的蛛丝马迹。公元前172年6月11日，在孟菲斯25名祭司组成了一个法庭，对某一案件进行审判:“普塔神庙里面负责记录的祭司中的长者们，与PN在一起，坐在前院(也许是普塔神庙)，主持会议。PN是国王的代理人，神庙的监督者(也许是王室的代总督)。普塔的书吏宣读了文件。他们匆忙地把文件送到亚历山大城，决定这些事件习惯上适用于哪项法律〔……〕他们把阿庇斯神的仆人们和鹰神的仆人们都带到前院。他们审判了6位有罪的人〔……〕他们把罪犯投进了监狱〔……〕他们把检察员从阿庇斯神和荷鲁斯神的其他房屋内公开地带到祭司们面前〔……〕”[142]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线索。首先，这25名祭司组成的法律审判会议，受到托勒密国王任命的代理人PN或代总督的监督，后两者都是希腊人。其次，也许像孟菲斯这样特别重要的埃及城市设有法庭，但更可能是为了处理特殊的案件而临时组成的法庭。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法庭的法官“仅仅在某些神庙或城镇中举行他们的审判会议”[143]
 。再者，司法审判程序很烦琐，至少要先立案，再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书吏要“宣读文件”(案件内容)，然后到亚历山大城获得批复，以决定此案件适用哪项法律。这项程序可能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法官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案件适用于哪项法律。然后再进行审判，最后获得审判结果。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般的程序，其具体过程必然很复杂。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更为详细的庭审案例。大约公元前226年，托勒密十人法庭进行了一次庭审，这次审判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在接到请愿书之后，根据审判需要，即“赫拉克雷亚(被告)在请愿书中请求国王形成一个全体法官的法庭〔……〕除了每一方根据法律反对的法官而外”，设立了由“狄奥米德斯、伯利克里斯、阿德伦、提奥法尼斯、迈德里乌斯、索尼乌斯和狄奥特里夫斯等人”组成的法庭。接下来，十人法庭根据诉讼状发出了传票，传票交代了诉讼的原因，即原告受到了被告的辱骂和殴打，原告因此损失了200德拉克马，还交代了证人和诉讼法庭的地址。然后，“鉴于原告狄奥多图斯既未亲自出现，也未进行文字陈述，也未打算为他的案子辩护;鉴于赫拉克雷亚与她的护卫阿里斯提得斯一起出现，提供了陈述和辩护文案，也打算为自己的案子辩护;鉴于赫拉克雷亚在辩护文案中提交的法律条文，引导我们以一种〔……〕方式〔……〕进行审判”。最终根据法律规定，即“当两方都被传唤到法庭面前时，如果他们中的一方不愿提供文字陈述或为自己的案子辩护或承认失败〔……〕那么这一方将被判处侵犯他人权利罪”，从而“我们已经结案”。[144]
 也就是说，由于庭审时原告没有出现，而被告则主动积极地进行辩护，从而法庭判决原告败诉。

在庭审中，辩护双方会被要求提供证人和证词。例如，公元前245年，一个证人提供了这样的证词:“阿莫尼安德莫的阿波罗尼德斯的儿子尤弗鲁纽斯，为安特雷特作证人，35岁，高个，粗壮，卷发，白色皮肤，圆肩，右眉间有一痣(?)。在菲拉戴尔夫斯时，我住在阿尔茜诺诺姆。在第2年的帕内姆斯月，当我和尼克恩以及其他一些人正在尤多修斯的理发店时，安提帕特尔和西农(我就是为他们做证)进到那家店铺里，并要求尼克恩交出他们的儿子提奥多修斯，而正在被安提帕特尔起诉的这个尼克恩，否认他已经从他们那里带走了男孩儿或正以任何条件供养他。(签字)尤弗鲁纽斯(的证词)。(被告)第2年，乔皮提乌斯月26日。为在反对尼克恩案件的安提帕特尔做证。”[145]
 证词是很正规的，首先交代证人的体貌特征、名字、住址、身份、年龄，接下来说明做证的时间、为谁做证、自己所见的事件经过和结果，最后签字，并强调自己是在为谁做证。这种证词对于案件审理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证人和证词，法官便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做出判决。

宣判之后，审判结果被执行。公元前136年(或许是公元前83年)，一份执行审判的命令首先说明了原告和被告的身份、诉讼的事由，然后还交代了审判的依据，最后命令“外国债务的收集者”负责执行法庭的判决:“我们已经判决:请愿者的要求得到承认，而且一个命令应该被写给下面提到的收集者，去为他收取〔……〕款项和附加项目。”[146]


托勒密王朝的司法审判程序是较为完善的，一环扣一环，紧凑而合乎逻辑。尤其在庭审结束以后，还要依靠强制手段确保庭审结果的遵守，确保了正义的伸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受害者或弱势的利益。整个诉讼过程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体现出了法律及司法实践的和谐性，这一点不容置疑。虽然这种和谐是潜在而被动地体现出的，“和谐”并非托勒密国王所能提出的理念，更非其制定和实践法律时有意要达到的一种目标，但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弱者的利益，惩治恶者，从而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安宁与平静。这恰恰体现了托勒密王朝法律的朴素和谐性。

综上所述，托勒密王朝法律是在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传统法律以及近东其他地区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因时制宜地进行了编纂和修改。这种法律由两大体系构成，埃及本土人继续遵从自己的传统法律，希腊移民、马其顿人、西亚移民和犹太人遵从“城市法”。[147]
 这两种法律一直并行发展，国王根据实际需要而颁布的敕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这弥补了两种法律实施中存在的漏洞。托勒密王朝根据两套法律建立不同的法庭，分别为埃及人和外来移民处理案件和诉讼。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希腊法庭处理希腊移民之间的纠纷，埃及法庭处理埃及人之间的纠纷，混合法庭处理埃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纠纷。[148]
 公元前2世纪以后，法庭有所发展，法庭的选择，除了族群标准，还增加了契约的语言标准。[149]
 在国王和官僚的介入下，法律在诉讼和审判程序中的实践和应用显得和谐而顺利。从整体上看，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是很特殊的，其形成基础和内容及司法实践都是由两种不同的因素构成的，这两种因素并行发展，呈二元态势，但在国王和官僚介入的情况下，法律及司法实践基本能够达成和谐。

6.原因分析

托勒密王朝为什么保持法律及司法实践的“二元性”和“和谐性”呢?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具有很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首先，托勒密家族以及跟随而至的马其顿人、希腊移民是统治阶级，但毕竟是外来族群，埃及本来的主人是埃及本土人，更何况在亚历山大离开埃及之后和托勒密一世接手埃及之前，在埃及进行实际统治的是克里奥美尼斯，后者在埃及推行的政策是反人民的，引起了埃及人的很大不满。[150]
 故而，如何使埃及本土人接受马其顿人和希腊移民的统治，如何调节马其顿人、希腊移民与埃及本土人的关系等，便是摆在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这是内政问题，也涉及族群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托勒密王朝的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制上保持“旧制”，尊重各个族群的法律传统，允许两种法律并存，而不强行统一法律，便是解决族群矛盾切实可行的方式之一。

其次，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掠夺性的，使埃及遭受了沉重损失[151]
 ;如前所述，亚历山大任命的克里奥美尼斯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埃及的经济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托勒密王朝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埃及。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又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法制的规范。托勒密王朝不同族群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签订各种契约。他们在签订契约时仍然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熟知的法律，从而保持两种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并行发展，并在国王的参与下使两种法律达成和谐，便可以很好地满足这种经济活动的需求。

再次，在托勒密王朝，统治阶级主要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也是社会的第一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是第二等级。在第二等级中，还有一个埃及本土祭司和地方贵族阶层，他们充当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埃及的工具，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力，社会地位相较于普通埃及本土人要高一些，他们是第二等级中的上层。第二等级的下层，即社会的最底层，是普通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不可否认，“有一些高级祭司和几个独特的埃及人在行政机构中获得了重要职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埃及本土人官僚阶层，但在主要政治领域，埃及人的社会职位比希腊移民低。他们只是王室土地的技工和佃农，即使他们获得了份地或‘私人’土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通常也比希腊人的少”[152]
 。“埃及祭司仍执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庆祝重大节日，而埃及的农民仍然开发他们的土地，对赋予了他们尼罗河洪水的神祇感恩至深。但整体上，埃及人已从领主降到了低级劳动者，降到了社会第二等级，在它之上是一个希腊人阶层。”[153]
 一部分埃及本土人可以借助财富和知识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埃及人可以上升为第二等级的上层，但必须接受教育，了解希腊文化。比如马涅陀，他显然既懂希腊文又懂埃及文，而且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因而才获得重用。而埃及人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和富有者才有这样的机会。因而广大的下层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的传统世界里，保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生活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契约。[154]
 这种等级和阶级关系也使托勒密王朝不能建立统一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最后，在托勒密王朝，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希腊城邦移民和马其顿人具有民主制背景，西亚移民和埃及本土人受君主制影响较大。希腊城邦移民和马其顿人必然不习惯埃及本土法律，而埃及本土人定然对希腊法律感到陌生。从而，托勒密王朝很难实施一套适用于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统一法律及司法制度。保持两套法律并行发展，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可能更适合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现实。事实也证明托勒密国王所采取的法律和法制政策是正确的。

综上可见，尽管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本身在应用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和谐性，并在司法实践中使社会上的争端和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使社会呈现出了较为和谐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过高评价这种法律的和谐性。实际上，这种法律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实施的。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实际上是国王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是始终受国王控制的。法律的条款没有通过任何集体的讨论，而完全是国王个人意愿的体现。无论是原有的法律，还是国王颁发的敕令和赦令，其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都是法律必须符合国王的意愿。法律诉讼和审判都要维护国王的利益，国王、王室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容侵犯。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法律是完全为专制王权服务的，法律及其实践是托勒密国王对埃及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也是托勒密王朝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法律史的角度看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和司法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对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实施是有利的。

第三节　统治关系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埃及的人口可以分为外来人与本土人;从统治关系上看，埃及的人口可以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社会地位和财产关系来看，这些人又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和阶级。这几种关系便构成了托勒密王朝的社会关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矛盾不可避免。例如，托勒密二世时期，一个埃及人说:“我不知道怎样像一个希腊人那样行事。”托勒密三世时期，一个埃及祭司说一位希腊人闯入其家中，把他打倒，“因为我是一个埃及人”。[155]
 托勒密王朝一方面用法律来解决具体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来调节社会关系，以达到稳定社会结构的目的。前面一节的内容详细阐述了托勒密国王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矛盾，这里将详细阐述托勒密王朝稳定社会结构的方式。

西方学者非常重视对托勒密王朝阶级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样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层面展开的，也就是说，将托勒密王朝的阶级关系纳入整个希腊化世界，而非单独对其进行考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M.I.罗斯托夫采夫和C.哈比希特提供的。本书这里首先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史料提供的信息，考察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如何对待这种社会关系、如何保持社会结构稳定的。

M.I.罗斯托夫采夫在其皇皇巨著《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中，分别研究了各个时间段里几个希腊化王国的社会关系，认为在公元前281—前221年之间，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社会人口分成固定的等级，包括法律上的自由人，经济上独立的工人，底层的国王农夫，数量相对有限的奴隶、祭司、外来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被描绘为国王真正的权力伙伴)。高级官僚、军队和税农都从外来人中雇佣。税农不是直接收税的人，而是负责指导和监督那些付税者的人。[156]
 这种社会关系到公元前168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关系划分不再是以作为上层等级的希腊人和作为下层等级的埃及人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富人和穷人作为关系划分标准，很多埃及人属于富人，很多希腊人属于穷人”[157]
 。也就是说，在M.I.罗斯托夫采夫看来，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关系以公元前168年为界。公元前168年之前，埃及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是社会上层，掌握着权力，还是富有者，埃及人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公元前168年之后，埃及的社会关系相对较为简单，只有穷人与富人之分。

M.I.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他看到了托勒密王朝存在上层等级的希腊人和下层等级的埃及人这样的划分，并从经济地位上划分了公元前168年之后托勒密王朝的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然而，他混淆了等级和阶级的关系，他在讨论托勒密王朝的阶级关系时，实际上将等级关系与阶级关系混合在一起。

一般来说，“阶级是指在生产关系中由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所决定的社会集团，是以剥削劳动者为其特征的，因此属于经济的范畴;而等级则是指在社会分工和劳动组织中人们所占的地位序列，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其特征的，因而属于社会和政治的范畴”[158]
 。根据这样的理论，等级是以社会地位为判断基础的，而阶级是以财产和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当然，这里的阶级主要是指财产阶级。在托勒密王朝，希腊马其顿人是统治者，他们在社会上始终享有法律意义上的特权，是第一等级的人们;埃及本土人是被统治者，无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他都是低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第二等级的人。第一等级的希腊马其顿人最初依靠国王的信任或商业技能或雇佣兵身份等获得财富，是富有者，但到托勒密王朝后期(公元前168年之后)，很多希腊人失去了国王的信赖或失去了其祖先的商业技能等，沦落为穷人，这是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非等级关系的变化，从等级上讲，这些贫穷的希腊马其顿人仍然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埃及本土人。在整个托勒密王朝历史上，埃及人当中始终有富有者，也有穷困者，但富有者也始终成不了第一等级的人。这种等级关系是由托勒密王朝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或王室是希腊马其顿人，那么埃及社会的第一等级就是希腊马其顿人。当然，从财产阶级上来讲，希腊马其顿人当然会有富有阶级的人，也会有贫穷阶级的人;埃及人也同样有贫穷者和富有者。从理论上讲，“这种错位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成员兼有阶级和等级双重身份，阶级成分总是流动变更，而等级身份相对稳定滞后的缘故”[159]
 。

C.哈比希特详细考察了希腊化时代君主国的统治阶级，认为“王友”或“国王的朋友”构成了希腊化时代各个君主国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形成了君主的稳定委员会，他们对君主的决议实施决定性影响;国王的命令通过他们传递，由属于同一个群体的人们执行，因为他们占据所有重要地位。他们与国王一起统治王国和其臣民。“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希腊化的人’，主要是希腊人，也有马其顿人，至少从亚历山大以来，马其顿人因语言和文化而被视作希腊人。埃及本土人、叙利亚人或犹太人没有出现在这个群体里，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也没有出现在这个群体中。两代以后，当地人才出现在统治阶级之中，仅仅在孤立的事例中。他还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们选拔来自希腊世界各个城邦或地区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出任各种重要职位，这些人包括工匠、哲学家、医生、科学家等，只要有能力，都可以任用。这些人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和财富而接受国王的提拔和任用。这些人与国王之间是个人服从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国王的统治。”[160]


C.哈比希特将“王友”视作希腊化时代君主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具有合理性;他还非常有见地地指出了希腊化王国的君主与官僚之间是一种个人性质的关系。但他或许低估了希腊化时代君主国本土人在王朝早期或整个王朝官僚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至少在埃及，托勒密二世时期的中央财政大臣之一是阿波罗尼乌斯，此人或许是埃及本土人，深受托勒密二世重视，在托勒密二世的王朝享有较高的统治地位。托勒密二世曾把法尤姆10000阿鲁拉的土地分给他。[161]
 托勒密二世时期的高级祭司马涅陀必定是埃及人。另外，C.哈比希特也没有区分托勒密王朝的等级和阶级关系。在他看来，希腊化时代的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统治阶级这个层次上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统治阶级既有希腊马其顿人，还有其他任何族群的人，甚至有当地人。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统治阶级的等级属性和阶级属性如何定位?也就是说，这里引申出了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我们认为不应该将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埃及的等级关系、阶级关系和统治关系简单地重合起来，这三种关系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是有差别的。

这里的统治关系是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一般来说，托勒密王朝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希腊马其顿人，在实践中并不仅限于希腊马其顿人，还包括埃及本土人，例如前面提到的托勒密二世时期的首席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从理论上讲，被统治者是埃及本土人，但在实践中部分希腊马其顿人也是被统治者，这种实践意义上的被统治者就是托勒密王朝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从权力关系上来讲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一个事实:只有部分希腊马其顿精英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部分埃及人精英也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分子，只要条件允许，或者只要托勒密王朝的国王需要并允许埃及本土精英加入统治阶级。同时，这种权力关系也导致了经济关系的相应阶级化。甚至可以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蕴含着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涉及三种关系:等级关系、财产阶级关系和统治关系。一般来说，等级关系往往是由国家或政府或习俗力量规定了的，只要规定者不变，既定的等级关系就不会轻易地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因为它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财产阶级关系是以财产或财富为基础的，财产阶级中的富有者阶级可以包括高等级的人，也可以包括低等级的人。当然，从长远来看，财产阶级关系的变化会促进等级关系的变化。统治关系则是一个与等级关系和财产阶级关系相交叉的关系。统治关系中的统治阶级既可以包括高等级的人，也可以包括低等级的人，被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统治阶级的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会降低为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成员往往是在财产上比较富有的人，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则相对贫穷。可见，在三种关系中，统治关系是最开放的，可以容纳各种身份和关系的社会成员。

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这三种关系都存在。在托勒密王朝，统治阶级主要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也是社会的第一等级，享有各种特权;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是第二等级。在第二等级中，还有一个埃及本土祭司和地方贵族阶层，他们充当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埃及的工具，当然也享有一定的权利，社会地位相较于普通埃及本土人要高一些，他们是第二等级中的上层。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上层的人构成统治阶级，但并非所有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上层人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第二等级的下层，即社会的最底层，是普通埃及本土人和其他外来移民。他们基本上都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不可否认，“有一些高级祭司和几个独特的埃及人在行政机构中获得了重要职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埃及本土人官僚阶层，但在主要政治领域，埃及人的社会职位比希腊移民低。他们只是王室土地的技工和佃农，即使他们获得了份地或‘私人’土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通常也比希腊人的少”[162]
 。“埃及祭司仍执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庆祝重大节日，而埃及的农民仍然开发他们的土地，对赋予了他们尼罗河洪水的神祇感恩至深。但整体上，埃及人已从领主降到了低级劳动者，降到了社会第二等级，在它之上是一个希腊人阶层。”[163]
 一部分埃及本土人可以借助财富和知识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埃及人可以上升为第二等级的上层，但必须接受教育，了解希腊文化。比如马涅陀，他显然既懂希腊文又懂埃及文，而且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因而才获得重用。而埃及人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并不多，只有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和富有者才有这样的机会。因而广大的下层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的传统世界里，保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生活模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契约。[164]


从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等级、阶级和统治关系来看，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允许埃及本土人当中有才能的人进入统治阶级。这样的制度既保证了部分埃及精英可以被纳入统治阶级，为国王服务;同时也将大部分埃及本土人合情合理地挡在了统治阶级之外，保证了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此外，部分埃及本土人可以进入统治阶级行列，这本身也使埃及本土人看到了个人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埃及本土人的反抗情绪。可见，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关系对于王朝的王权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托勒密国王(至少从托勒密二世开始)没有完全任用希腊马其顿人担任各种官僚，而是选用希腊、马其顿、埃及等各个地区和族群的优秀人担任。这样便建立起了一种个人的统治关系。这种个人的统治关系具有很明显的优点:允许有能力的人上升，可以用当地有才能的人管理当地人，还建立了国王与统治阶级其他成员的个人关系，这些官员很难发展为强大的反对力量或王权的分裂力量。几乎每位托勒密国王都根据情况任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人担任官职，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僚的世代相传和威胁王权势力的兴起。当然，到托勒密王朝后期，一些中央官僚拥有了大权，构成了国王的威胁者，这些人都是前任国王的重臣，对年轻的国王会产生威胁。这并不是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独有的现象，任何统治关系当中都会出现权臣摄政或干政甚至篡权的可能。

利昂·摩林(Leon Mooren)和詹姆斯·L.奥尼尔(James L.O’Neil)专门考察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官员的族群来源，有力地说明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关系。利昂·摩林详细列举了文献当中出现的托勒密王朝官员的名字、族群、职务和头衔等。[165]
 詹姆斯·L.奥尼尔在利昂·摩林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166]
 下面按类别阐述文献当中发现的托勒密王朝的官员构成情况。

利昂·摩林发现了32位“真正的王友”，其中3个可以确定为马其顿人。詹姆斯·L.奥尼尔认为利昂·摩林列举出的Seleukos (M02)也是马其顿人。具体情况如下:

[image: img]


除了上面4个马其顿人，利昂·摩林还发现了另外7个拥有宫廷头衔的马其顿人，詹姆斯·L.奥尼尔还发现了其他8个执掌官方岗位的马其顿人，这样两位学者总共发现了19位马其顿族裔的廷臣。这些廷臣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共计8位，是真正的马其顿人，掌握着高级职位，大多掌握着军事方面的职位。其中4位是托勒密国王的亲属。这几位廷臣主要是在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为托勒密王朝服务。[167]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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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有11人，也掌握着军事方面的主要职位，但地位较低，主要发现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及其之后的时期。这些人很可能仅仅是托勒密国王的卫队成员。利昂·摩林列出了374个带有宫廷头衔的人，其中只有11人(大约3%)是马其顿人。

埃及本土人也形成了一个近400人的群体，这些人主要依靠埃及人的命名方式识别出来。利昂·摩林的名单中只有两个埃及本土人是“真正的廷臣”。一个是Dionysios Petosarapis (M026)，是在大约公元前165年领导本土人起义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是最早可以证实为托勒密王朝服务的埃及人。另一个是Achillas (M029)，是公元前48年领导对抗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领袖之一。此外，Paos (M054)也是在托勒密王朝服务的最早埃及本土人，是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底比斯的行政长官。另一个掌握这一职位的埃及本土人是Phommous (M058)，他在公元前115年掌握该职位。利昂·摩林还列出了11位掌握着较低级职位的埃及本土人，这些依靠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他们父亲的名字来断定。詹姆斯·L.奥尼尔还发现了其他埃及本土人，例如托勒密八世统治早期昔兰尼的行政长官Ptolemy Sympetesis。[168]


两位学者通过文献当中宫廷官员的考察，发现托勒密王朝早期的廷臣基本上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而且希腊人占据多数;托勒密王朝中期开始，即最早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埃及本土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埃及廷臣行列。另外，两位学者都发现托勒密王朝的很多廷臣来自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甚至有来自西亚的犹太人移民。[169]
 尽管詹姆斯·L.奥尼尔最终的结论认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主要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而且他们始终视自己为外来人。但我们认为上述学者考察的结果足以证明部分埃及本土人或埃及本土精英参与到了统治阶级之中，而且至少从托勒密二世开始，埃及本土人就担任了王朝的高级官员，例如托勒密二世时期的高级祭司马涅陀必定是埃及人，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或许也是埃及人，尽管关于阿波罗尼乌斯是否为埃及人存有争议。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完全打破了族群的界限，或者说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财产阶级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根据统治的需要，以才能为基础，将不同族群身份的人吸收进统治阶级，有“任人唯才”的意味，而这些人才与托勒密国王之间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

这种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使全国的官员，尤其是宫廷官僚和中央官僚，只对国王个人负责。在国王与宫廷和中央官僚之间没有类似于中国古代丞相这样的官员。当然，这种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并未打破整个官僚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相关内容)。这就使国王掌握了全国的官员。同时，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等级和阶级的界限，使社会上优秀人才可以得到任用，使其才华得以施展，这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此外，这种统治关系为各个族群的精英人士提供了上升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多个族群聚集之社会的矛盾关系，使社会组织具有了很大的弹性。当然，这种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得以实施和维持的首要条件是托勒密国王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和希腊马其顿移民的支持，这个群体与托勒密国王休戚与共。托勒密国王建立的统治关系从根本上来看是以这个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这个群体的精英作为统治关系当中的多数成员而成为受益者。与此同时，托勒密王室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这种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

总之，托勒密王朝是一个等级和阶级关系相对明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托勒密国王建立的是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国王任命希腊马其顿人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埃及各个主要部门的官职，允许埃及本土人中的精英和非希腊马其顿移民中的优秀者在一定范围内加入统治阶级。这些官员与托勒密国王之间是一种个人性质的奴仆关系，对国王绝对效忠。这种统治关系与埃及官僚体系的上下级关系结合起来，使托勒密国王彻底控制了全国的官僚体系。同时，希腊马其顿精英作为托勒密国王的强大支持者出任官职，保证了外来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埃及本土精英和非希腊马其顿优秀者加入托勒密王朝的统治阶级既可以成为托勒密王朝国王统治国家的坚强助手，是作为外来族群的托勒密国王进行统治所需要之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埃及本土人及非希腊马其顿移民对外来族群统治家族的仇视情绪。因为，这种统治关系为部分埃及人和非希腊马其顿移民在埃及社会和国家中获得认可和发展提供了途径，整个埃及的书吏或受过教育的能够读写的人以及非希腊马其顿优秀者都可以担任不同层次的官僚。这样，托勒密王朝的这种统治关系在不打破等级关系和财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保证了专制王权官僚体系的运行和官僚对国王的效忠，也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进而保证了王权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顺利运行。

第四节　农业开发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充分吸收了波斯人在埃及统治动荡不安的经验教训，真正从埃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埃及经济，例如托勒密二世重新开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170]
 当然，古埃及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农业，托勒密王朝非常重视对农业的建设。托勒密王朝的农业经济建设集中地体现在法尤姆农业开发[171]
 这件事情上。

法尤姆(Faym)这个词是阿拉伯语词，是从古埃及语Ta Schet直译而来的，意思是“湖水之地”[172]
 ，源自科普特语phiom (海)[173]
 。希腊人将科普特语的phiom翻译为[image: img]
 。[174]
 法尤姆位于中埃及尼罗河西岸吉萨大金字塔以南约60英里的地方，是古埃及居住地中的第三个广阔地带，位于西沙漠大台地的大洼地当中，是一个自然洼地。从技术上讲，是一个“风蚀的洼地”，即靠风的侵蚀形成的洼地[175]
 ，海拔高度是-45米，从东至西逐渐由窄变宽，最宽部分达100多英里，长达40英里，呈圆剧场状。[176]
 法尤姆地区北起考姆·阿特，南及考姆·卢凯亚，东达凯贝多，西至乔赛尔。[177]


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是古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考察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的关键点。早在20世纪初，该问题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例如，1917年，韦斯特曼根据三卷本的《皮特里纸草》探讨了托勒密王朝在法尤姆开发土地的起止时间问题。[178]
 随后便不乏相关论著涉及此题。1976年，美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布策尔在研究埃及早期水利文明时，论述了法尤姆水利工程建设的历史。[179]
 1986年，罗斯托夫采夫较全面地考察了托勒密王朝的经济管理方式，其中简略地谈到了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180]
 2003年，曼宁利用考古材料对托勒密王朝的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反思，也涉及了这一经济活动。[181]
 在中国，一些论著论及了该问题的某些方面。[182]
 本章希望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的解读，考察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原因、具体措施以及深远影响。

1.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原因

公元前323年，英年壮志的亚历山大三世病殁巴比伦。接下来，在将军们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托勒密一世通过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手段，获得了管理埃及的总督权力，并建立了托勒密王朝。[183]
 然而，王朝建立伊始便面临着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重要原因。

首先，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公元前525—前404年和公元前343—前332年)是掠夺性的，使埃及遭受了沉重破坏。[184]
 亚历山大任命的克里奥美尼斯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埃及的经济遭受了严重摧残。[185]
 可以说，托勒密王朝获得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埃及。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发展，便是托勒密王朝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

其次，古埃及的经济以农业为核心，土地是古埃及的经济基础，是埃及人的生存之本。托勒密王朝建立以后，大批移民涌入埃及。这些移民大多为希腊城邦公民和马其顿人。移民是为了寻找生存机会才来到埃及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取土地。埃及本土人(尤其是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也希望保有或得到更多的土地。[186]
 但埃及已有的土地毕竟有限。从而，如何开发更多的土地以满足外来移民和埃及本土人的需求，也是托勒密王朝面对的重要问题。

最后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狄奥多拉斯所言，托勒密王朝是“用长矛征服的土地”[187]
 。托勒密一世掌握埃及以后，亚历山大三世的其他部将也意识到了埃及的重要性，从而觊觎埃及，并对其展开了进攻。例如，皮尔蒂卡斯掌握了马其顿王国的权力之后，就曾联合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两度进攻埃及。[188]
 可见，确保埃及安全，使其免遭地中海周边其他强国的侵略，是托勒密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埃及的安全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障。托勒密一世建立王朝之时，埃及军队的军人主要由职业军和雇佣军构成。职业军是托勒密一世带到埃及来的那些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士兵，是托勒密国王的嫡系军人，是最值得托勒密国王们信赖的。一般来说，职业军充当国王的卫队，往往世代为兵。他们拥有土地，享有各种特权。雇佣兵是托勒密王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中占据多数。很多雇佣兵是托勒密王朝从埃及获得的。[189]
 从文献可知，雇佣兵主要来自希腊各城邦、马其顿、小亚细亚地区。[190]
 埃及本土人最初在托勒密王朝的军队中为数很少，但到托勒密王朝后期，军队中的1/3是埃及本土人和利比亚人。[191]


这样的军队构成状况需要托勒密王朝采取稳定军心和争取军队忠诚的措施。在当时，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不外乎这样两个:一是保证足够的军饷，一是保障士兵(无论是职业兵还是雇佣兵)退役之后的待遇。足够的军饷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士兵退役之后的待遇保障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士兵退役以后能够确实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在从军时便没有了后顾之忧，便能够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主人和国家。在当时的埃及，最能令现役士兵全身心投入军事服役的措施便是分给退役士兵一定面积的土地，因为士兵拥有了土地也就等于获得了生活保障。

可见，托勒密王朝为了发展经济和增强军事实力，在全国进行农业开发，但重点是对法尤姆地区的开发。[192]


那么，托勒密王朝为什么把法尤姆作为农业开发的主要地点呢?这是由法尤姆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开发潜力决定的。首先，法尤姆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于农业生产。法尤姆是古埃及居住地中的第三个广阔地带，依靠尼罗河的支流优素福河(Bahr Yusef)供水，优素福河从阿西尤特开始，与尼罗河并行流淌，穿过拉宏峡谷，进入哈瓦拉，最后进入法尤姆，为法尤姆的土地和湖泊供水。从名字即可知，法尤姆地区有一个湖，古埃及人称其为Sha-resi (南湖)，后来称其为Mer-wer (大湖)。[193]
 法尤姆以这个湖为中心。[194]
 古希腊旅游者和地理学家称此湖为莫伊利斯湖。[195]
 到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这个湖的周长大约3600斯塔吉亚(445英里)，覆盖着770多平方英里的区域。[196]
 须知，法老埃及第12王朝(大约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曾在这里进行了沼泽排水工程，开发了170—450平方公里的耕地[197]
 ，所以希罗多德看到的莫伊利斯湖的面积已经比原始状态小了很多。

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法尤姆的所有地区都适于农业开发。[198]
 法尤姆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199]
 北埃及最早的一些农业遗址发现于法尤姆，尤其发现于法尤姆B遗址和法尤姆A遗址。这次挖掘是由考古学家哥特鲁德·加吞-汤普森和埃莉诺·加德纳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考古学家罗伯特·温格和道格拉斯·布鲁尔于20世纪70—80年代对这里再次进行考察。考古结果表明，早在公元前8000年法尤姆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200]
 至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7000年)和新石器时代，法尤姆地区已经出现了猎人和采集者的居民点。[201]
 农业居民在前王朝时期开始繁衍，一直到古王国时期，但考古学家几乎未发现他们的遗物。所以考古学家宁愿采用通常的观点，即直到第12王朝，农业被引入法尤姆地区以后，这里才出现了农业居民。[202]
 无论农业人口是否早在前王朝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存在于法尤姆地区了，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法尤姆地区从公元前8000年或者公元前7000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居住。从古王国开始，鳄鱼神索贝克在法尤姆受到崇拜，所以有学者认为古王国的法尤姆就是埃及的一个行政区，是国王狩猎的地方。[203]
 这里的气候温和，有大量鱼和水，还富产很多植物，具有很大面积的可开发土地，适于人类居住。地理学家斯特拉伯游览了埃及之后，描述道:“法尤姆是埃及最突出的地区，不仅自然环境优美，土壤肥沃，产品丰富。……橄榄油随处可见。酒、谷物和其他产品也是如此。”[204]
 虽然斯特拉伯描绘的是罗马时期法尤姆的景象，但他的记述也说明法尤姆具有良好的土壤等自然条件。

其次，历史事实证明法尤姆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法老埃及的第11王朝末和第12王朝初(大约公元前2002—前1950年)，种种迹象表明埃及继第一中间期以后再度面临饥馑的危险。例如，第12王朝初期的一篇文献反映了灾难来临的征兆:“〔……〕整个大地枯死，但你还不曾挨饿〔……〕当我来到南方，我适当地规定了你们的食物份额。(现在)是洪水非常高吗?现在我们的食物是按充足的比例分配的〔……〕我设法维持你们的生存到今日〔……〕防止你们遭受饥馑〔……〕任何事情都是我做的。必须说，半生存的人比完全死的人更好些。现在每个人必须说，饥馑仅仅对于饥饿者是饥馑。他们已经开始在那里吃人〔……〕”[205]
 又如，第12王朝第一位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写给他儿子的教谕也涉及了尼罗河和饥馑问题:“……我是培植谷物的人，并且热爱收获神，尼罗河在每一流域欢迎我;要我的时代没有饥饿，没有人渴望饥饿。”[206]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虽未直言当时的饥馑状况，但这里明显表达出了他对饥馑的忧虑，祈求尼罗河赐予高水位。第12王朝的法老们并未消极地等待尼罗河水位的上升，而是把眼光投向了埃及境内可供开发的法尤姆地区，在这里开发了170—45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207]
 这使得法老埃及国库的租税收入大量增加，给埃及带来了直接经济收入。据希罗多德说，仅仅利用湖水捕鱼一项，王室国库每天可收入一塔兰特白银，最少也可收入二十米那白银。[208]
 更重要的是，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埃及社会的饥馑问题，除了第12王朝早期的文献记载了饥馑问题，之后整个第12王朝的文献几乎不再提及饥馑问题，而是歌颂该王朝的繁荣和法老的功绩，包括对法老开发法尤姆功绩的歌颂。[209]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12王朝对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主要是在法尤姆西部和北部，用高堤坝圈起一块土地，进行简单的灌溉网络系统建设，布策尔认为这时的灌溉技术是初步的，灌溉网络只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局性的。[210]
 这种简单的农业开发对第12王朝的埃及摆脱饥馑问题和繁荣局面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新王国时期，法尤姆是王室游玩和狩猎的地方。[211]


最后，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其他地区并不具有法尤姆这样的开发潜力。古代埃及的地貌很有特色，主要由尼罗河谷、东西沙漠、尼罗河三角洲以及沙漠中的几处绿洲构成，而几处绿洲当中只有法尤姆的面积最大，最适宜农业生产。尼罗河三角洲和尼罗河谷是古代埃及的主要农业区，但在长达三千年的王朝统治之后，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完毕，东西沙漠根本就不适于农业生产。所以托勒密王朝可以开发的地区只有法尤姆绿洲了。马其顿人也有在湖水中开发土地的经验。例如，马其顿人曾在奥林修斯地区进行排水造田。[212]


2.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措施

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1917年，韦斯特曼通过对《皮特里纸草》文献的解读，指出托勒密王朝法尤姆土地开发始于公元前270年，终于公元前237年。[213]
 也就是说，韦氏认为这项事业始于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结束于托勒密三世(公元前246—前221年)。目前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有修改的必要。20世纪意大利考古学家在塔布突尼斯地区(法尤姆的一个部分)的考古发掘证明，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事业始于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前285年)，他在塔布突尼斯重建了第12王朝的一个神庙。[214]
 皮特里纸草文献保留了大量关于托勒密二世时期土地开发和灌溉劳动的事例，其中很多文献是工程师克里昂(Cleon)与托勒密二世的首席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之间的往来信件。我们在皮特里纸草中也见到了托勒密三世的身影，他任命工程师提奥多罗斯管理法尤姆灌溉工程。[215]
 从皮特里纸草文献揭示出的这两位工程师的活动时间来看，法尤姆的开发事业在公元前258—前237年正在进行，这是毋庸置疑的。[216]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托勒密三世之后的历代国王大多都关心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例如，《罗塞达石碑》提到了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5—前180年在位)在水利工程管理方面所做的善事:“在国王统治的第八年，尼罗河洪水上涨得十分高……有可能淹没尼罗河谷地，于是国王在很多地方封闭了河渠口，制止了水流的漫延。”[217]
 其中的一个河渠就是通往法尤姆的。托勒密九世(公元前101—前89年在位)时期的几份文献记载了国王在法尤姆收税和向神庙奉献土地的事迹。托勒密王朝末期，法尤姆的一个希腊人代替克娄巴特拉七世向地方保护神鳄鱼神奉献了一块石碑[218]
 ，这从侧面反映了克娄巴特拉七世对法尤姆的关心。从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托勒密王朝在法尤姆的农业开发必定是一项长期而缓慢的事业，至少在托勒密一世时期就已经开始规划，甚至已经着手实施，到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时期得以大规模地展开，在之后的历代国王统治时期延续下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政策性文件。这或者是因为托勒密王朝国王没有发布开发法尤姆的正式文件，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文献尚未被发掘出来。但托勒密王朝的法尤姆农业开发必定是一项有章可循的重要经济举措。首先，托勒密国王委派首席财政大臣管理全国的经济，尤其是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事宜，而首席财政大臣则派遣专门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建设和管理。其次，法老还亲自督察法尤姆的开发工程。托勒密二世至少先后两次视察法尤姆。[219]
 托勒密二世在他统治的第32年视察法尤姆时，对工程师克里昂的管理失误勃然大怒，强烈斥责了他。[220]
 此外，法尤姆地区的很多城市以国王和王室家族其他成员的名字命名。例如，托勒麦斯·霍莫斯城便是以托勒密二世的名字命名的;王后的绰号阿尔茜诺·菲拉戴尔弗斯也是菲拉戴尔菲亚城市的名字;后来，整个法尤姆地区以托勒密二世的王后阿尔茜诺的名字命名，被称为阿尔茜诺诺姆。[221]


布策尔指出，法尤姆地区“系统的灌溉网首先实施于托勒密王朝”[222]
 。曼宁进一步指出:“与中王国时期相比，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明显进步了很多，不仅在规模上更大一些，国家直接干涉的程度也更强一些，是有组织的系统工程。”[223]
 从史料来看，曼宁之言不虚。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进行了系统的农业开发。

首先是对法尤姆外部水源和旧水渠的控制利用与修缮。优素福河从拉宏开始，经哈瓦拉流入法尤姆，为法尤姆的湖泊供水，从而哈瓦拉是法尤姆外来水源的必经之处。据此，托勒密王朝在拉宏与哈瓦拉之间修建了5英里长的水渠，并在哈瓦拉的尼罗河与法尤姆相交处修建控制水道(而非简单的堤坝)。通过这条控制水道，托勒密王朝可以根据尼罗河水位的高低调节流入法尤姆内部的水流，既可以使尼罗河水进入法尤姆农田，进行灌溉，也可以限制尼罗河洪水过多地注入法尤姆，避免对农业造成破坏。当优素福河水流入法尤姆以后，部分水流注入莫伊利斯湖，其他水流可以通过新修建的水渠流入田地。同时，托勒密王朝还在中王国水渠的基础上，挖掘从拉宏到尼罗河的水渠，把泛滥季节过后法尤姆地区过多的水流引入尼罗河。[224]


其次是在法尤姆内部建设辐射状的水渠。法尤姆内部的莫伊利斯湖也是农田灌溉的可靠水源，是沙漠绿洲的生命，托勒密王朝在农田与湖水之间挖掘了灌溉水渠，把湖水引导到农田处。这些水渠呈辐射状，从莫伊利斯湖向四周发散射出。当尼罗河水位低下，不能满足法尤姆农田的灌溉需要时，莫伊利斯湖的湖水便可以进入农田灌溉。在尼罗河洪水充足的情况下，莫伊利斯湖可以保存水源。这种内外结合的复合型的灌溉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充分利用了湖水和尼罗河水，无论尼罗河水位高低，法尤姆的农业生产都可以正常进行。

再次是向法尤姆内部的湖水要田地。从平面图上看，莫伊利斯湖似乎位于法尤姆地区的中心。但是，从海拔位置来看，莫伊利斯湖位于法尤姆地区中部偏高的地方，很多耕地的海拔比它低，也有一些耕地高于它。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之前，莫伊利斯湖的湖水会因水位高而流回尼罗河，湖水的水量和湖面的面积很难控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勒密王朝在哈瓦拉修建了水闸。配合尼罗河与法尤姆之间的渠道，这个水闸可以使尼罗河的洪水不会无限制地流入法尤姆，莫伊利斯湖的湖水便不会达到外溢和回流的程度。另外，根据地理条件，为了保证对较大面积土地的灌溉，同时又能从湖底最大限度地获得肥沃的耕地，湖水海拔高度不能超过5米。哈瓦拉的水闸关闭以后，莫伊利斯湖的湖水以每天5.5毫米的速度蒸发。[225]
 中王国时期，莫伊利斯湖水深17.5米左右，而到公元前200年左右，湖水海拔高度在海拔2米或4米以下，这就让出了大面积的土地。[226]


复次是高效率的灌溉和生产工具的采用。莫伊利斯湖的水量受到限制以后，从莫伊利斯湖向外辐射的水渠便无法自然地将水流引导到地势较高的田地里。为了确保高地段的灌溉，托勒密王朝运用了沙杜夫和扬水车。在法老埃及时期，埃及人就采用了沙杜夫，沙杜夫可以满足低地和地势不太高的土地的灌溉需要，而且很经济。扬水车是托勒密王朝采用的新生产工具，可以把低水位的湖水提到较高处的田地里，而且效率很高。另外，新的耕作设备(如耕犁等)的运用，提高了耕作效率。脱米机也创造出来，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的效率。[227]


最后是土地开垦。托勒密王朝主要采取类似于中国古代三国时期“屯田制”的制度——军事殖民。[228]
 早在舍易斯王朝，古埃及的法老就采用了这种方式。据希罗多德记载，舍易斯王朝的法老把一些土地分给埃及当地士兵，每个士兵获得12阿鲁拉(aroura)的份地，无论他们是否正在服役。这些土地并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一直耕种下去，而是交替耕种的。[229]
 托勒密国王们的军事殖民政策有所发展。一方面，托勒密王朝分给士兵的土地一般是未开垦的荒地;另一方面，托勒密王朝在和平时期把职业军和雇佣军安排在特定的区域，按军衔高低，分给他们不等份额的土地。文献记载，士兵最少可以得到7—10阿鲁拉的土地，多者可达100阿鲁拉。[230]
 士兵自己或雇用埃及本土人开垦和耕种土地，扣除税务之后的收入是他们的军饷。他们可以耕种这块土地直到自己去世。土地是否可以由儿子继承，要由国王来决定。例如公元前239年12月或公元前238年1月，一份关于军事殖民的文件，这样写道:“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死了，因此为国王取回他们的份地。”[231]
 可见，这些土地在士兵死后是要交回的，但往往这类土地都世袭了，因为战士的儿子往往也是士兵。[232]
 另外，职业军人和雇佣兵到达一定年龄退伍以后，也按上面的原则分得一定量的份地，颐养天年。托勒密二世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给区军事秘书写了一封信，命令后者妥善安置老兵，包括老兵人身安全、住房等问题。[233]
 再者，托勒密国王还把一些土地分给大臣，然后大臣负责该土地的开垦。例如，托勒密二世就把法尤姆10000阿鲁拉的土地分给首席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后者把这块土地分成40份，每份250阿鲁拉，或者在实践中将其分成10长份，每份1000阿鲁拉。[234]
 在这些份地上工作的是佃农和雇佣工人，工人的工资根据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基数是40德拉克马货币支付给运送40—85个单位泥土的工人。当然，工人也获得日工资，1奥伯尔至4德拉克马不等。[235]


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工程量很大，需要大批人力、物力作保障，例如一篇文献提到了一个建议，即组织15000人的劳动力队伍，在法尤姆从事筑堤工作，用二粒小麦[236]
 作为基金。[237]
 一些书信还表明，托勒密国家为了法尤姆的建筑工事，提供大量工具，一份文献列举了国家提供给法尤姆的4000份工具，包括驴子在内。[238]


托勒密王朝还在开发出来的土地上和不适于农垦的荒地上种植从埃及境外或埃及内部其他地区引进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包括硬质小麦、橄榄树以及葡萄树，等等。[239]


综观之，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不仅把系统灌溉工程的建设、排水造田、生产技术的改进、土地开垦等结合起来，还注重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是系统的工程。

3.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影响

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的农业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埃及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第一，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缓解了当时埃及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曼宁指出:“托勒密埃及创造了一块完全由王朝控制的新土地，从中获得税收，并使之成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混合居住点，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240]
 首先，托勒密一世时期，法尤姆的移民主要是马其顿士兵，大约6500人。[241]
 到公元前3世纪末，军事移民的数量达到了5万人。[242]
 如此多的士兵如果分散到尼罗河谷，尼罗河谷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其次，经过前两位托勒密国王的开发，法尤姆地区的可耕地面积达到了1200—1600平方公里，比中王国时扩大了两至三倍，大约在145个村镇中生活有10万人口，不包括法尤姆中心城市鳄鱼城和大量分散的小茅屋。[243]
 在公元前259—前255年之间，这一地区第一次变成了诺姆，以托勒密二世的妻子阿尔茜诺的名字命名，称阿尔茜诺诺姆。法尤姆诺姆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分成七个区，由一个诺姆长管理;到托勒密三世时期，七个区被整合成三个区，仍由一个诺姆长管理。这说明托勒密国王对法尤姆的开发和管理是一个逐渐集中的过程，这种逐渐集中的管理必定为托勒密国王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托勒密国王在法尤姆授予首席财政大臣10000阿鲁拉(大约6700英亩)的土地。这种大地产的目的在于加强国王对新开发土地的直接控制。因为首席财政大臣直接向国王负责，所以首席财政大臣的大地产实际上由国王直接操控。再次，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土地的控制，主要是为了获得税收。我们可以以齐尔克奥西里斯村为例。这个村庄共有4000阿鲁拉土地，1520人。其中52%的土地是国王的，这些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收获物的大部分都要作为税务上交; 33%的可耕地是军事殖民兵的土地，但他们的土地分散在各地，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集体，这是出于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其他土地由神庙占据;军人和神庙占有的土地都要缴税。[244]
 国王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便获得了如此广泛的税收，何况在整个法尤姆地区呢?此外，汤普森指出，法尤姆生产的小麦和棉布为孟菲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提供消费品。[245]
 最后，托勒密王朝开发法尤姆的过程中，引进新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并发明了新技术，从而丰富了埃及出口物品的种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还引起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行和发展，必然也增加了埃及的收入。正如汤普森所说:“(托勒密王朝)成功的新土地开发不仅使国王能够奖赏和安置军队……还使国家繁荣发展起来。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前三位托勒密国王的强大主要依靠的是法尤姆的发展。”[246]
 事实上，其他托勒密国王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尤姆的农业。

第二，法尤姆农业开发为托勒密王朝庞大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首先，虽然我们还没有关于托勒密王朝军队规模的精确统计数字，但据阿庇安记载，“托勒密二世统治时，税收是充足的，可以支持巨大的军事建设，包括24万名步兵和骑兵，300只战象和3500只战船”[247]
 。也许这样的数目并不算夸张。据狄奥多拉斯记载，克娄巴特拉七世统治时，埃及的人口大约300万。[248]
 当然，托勒密二世的这支军队，显然包括全国所有的军人，因为“希腊化国王们在彼此战争时可能领导的军队数目在60000到80000之间”。[249]
 到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托勒密王朝的军队建设已经完善。托勒密王朝的军队由陆军和海军组成。陆军一般由王室卫队，重装步兵、轻装步兵、骑兵和战象中队等组成。王室卫队驻在亚历山大城及其附近，主要由马其顿人组成。重装步兵分为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等，每个军团约1000人，按马其顿方阵的模式训练。轻装步兵由轻盾兵和特种持盾兵组成。还有单独的克里特人军队、色雷斯人军队和卡里提亚人军队等，他们具有各自族群的武器装备和战术。骑兵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也分为数目不等的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骑兵军团的名字往往以雇佣军的来源地命名，如色雷斯骑兵、帖萨利亚骑兵、美狄亚骑兵和波斯骑兵。这些军事力量构成常备军，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在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中占有优势。[250]
 继承者战争时期(公元前319—前315年和公元前314—前311 年)，托勒密王朝引入了战象中队。战象装备以防护套，大多数战象来自非洲。托勒密国王们大规模地猎取和训练大象，托勒密二世最为突出。托勒密一世时开始使用印度战象，但后来塞琉古国王截断了埃及与印度之间的路线，托勒密一世不得不从努比亚猎取小型战象。托勒密二世开始在努比亚地区设立专门的猎象点，由一批士兵负责猎取大象，并由专人管理。[251]
 托勒密王朝的海军由一支国王舰队作为核心，以雇佣船队作为辅助，后者也许由埃及人的船只和希腊船员构成。部分核心舰队是由国王亲自出钱建造的，而且在船舰上服务的水手和船员是埃及农民和划桨奴隶，海员明显是埃及民兵。国王舰队的维持费用由亚历山大城、希腊和腓尼基城市的富人供给，他们还有义务为舰队提供海员、水手和桨手。埃及本土人也有义务服军役。[252]
 如此完备庞大的军队需要大笔军饷，而这笔军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尤姆开发导致的经济繁荣为基础的。

第三，法尤姆农业开发加强了托勒密王朝军队士兵的忠诚度，增强了军事实力。特里格尔认为:“托勒密时期的军队、官员和祭司是三个主要土地占有者”[253]
 ，虽然祭司不一定是主要土地占有者，但军队占有相当多的土地这一点还是可信的。[254]
 法尤姆开发出来的土地很大一部分用作军事殖民的份地。军事殖民的规模、士兵份地的分配、土地的开垦、耕种等都由王室派遣的官员和财政大臣管理，这样的证据可以从芝诺档案中获得。理论上，托勒密王朝的步兵根据职衔高低而在法尤姆占有20—40阿鲁拉(13.5—27英亩)土地，而骑兵和卫兵则占有50—100阿鲁拉(34—68.2英亩)的土地。[255]
 但在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齐尔克奥西里斯村，殖民兵占有1055英亩土地，其中希腊籍骑兵占有740英亩，平均每个希腊骑兵占有20阿鲁拉(14英亩)至80阿鲁拉(54英亩) ;而埃及士兵(包括骑兵和步兵)则平均每人占据7—15阿鲁拉(4—9英亩)的土地。[256]
 可见，骑兵(尤其希腊籍骑兵)在土地分配中得到特殊关照。[257]
 事实上，7—100阿鲁拉的土地不仅可以使士兵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还可以满足军事费用的需要，甚至可以使其雇用埃及本土人耕种。事实上，托勒密王朝在法尤姆安置了大批希腊马其顿老兵。[258]
 这种军事殖民的方式至少可以收到三个效果。一方面，托勒密王朝在法尤姆开垦了大面积土地，并严格控制在国王手中，通过税收获得了大笔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足够的军饷。[259]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士兵参加托勒密王朝的军队，服役期满以后，可以获得一块土地。士兵拥有了土地也就等于解决了生存问题，退役之后还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参军的根本目的便得以实现。[260]
 例如，一个隐士曾替他弟弟向国王请愿，要求托勒密国王允许自己的弟弟参军，从而可以使弟弟和自己都过上体面的生活。[261]
 第三方面，相较于职业军人，雇佣军更不可靠，“他们为了金钱会抛弃国王”[262]
 ，所以要维持雇佣兵的忠诚必须提供给他们更多的金钱和利益，而托勒密王朝实行这种军事殖民制度以后，雇佣兵不仅在服役期间获得充足的兵饷，还可以在退役之后获得土地，可以使自己摆脱无产者的地位，这从根本上使他们具有了归属感和明确的战斗目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战斗不仅仅是对自己的雇主效忠，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军饷，而是在保卫自己的田产。从而，托勒密王朝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加。

第四，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有利于专制君主加强统治。托勒密国王借助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成功地掌握了行政、司法、财政、军事、外交、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至高权力。首先，托勒密国王的司法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可以颁布符合自己意愿的法律，公元前118年托勒密八世颁布的战后大赦令，内容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263]
 ，是一部条款翔实、可操作性很强的法令。其次，托勒密国王对埃及本土具有绝对的行政领导权。托勒密国王把埃及本土分成40个左右的诺姆。每个诺姆由一名总督和一名诺姆长管理。诺姆之下设若干区，有一名区长，区下设村，每个村庄里有一个代总督(他是地方警察的头目)，每个村有一个村长和若干村书吏。[264]
 所有诺姆都归国王管辖，甚至处于行政区划最底层的村庄也在国王的管理之下。[265]
 最后，托勒密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整个土地属于国王，大批土地由国王直接掌握和管理”[266]
 。托勒密国王还对工业和贸易等进行垄断与专营。可以说，在托勒密王朝，国王即国家。[267]


第五，托勒密王朝法尤姆农业开发和军事殖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托勒密王朝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经过前三位国王的励精图治，托勒密王朝在托勒密三世时期达到鼎盛，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俨然是一个地中海区域的帝国，并维持了40年之久。这一时期托勒密王朝不仅占有埃及本土，还占据埃及之外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与埃及保持最持久从属关系的重要地区有塞浦路斯、叙利亚和昔兰尼，还包括克里特、利比亚、加勒比、伊奥尼亚岛屿与爱奥尼亚，甚至包括遥远的色雷斯。[268]
 严格讲，这些地区不属于埃及国家，而属于国王个人。托勒密国王们在这些地区采取尊重各民族的传统、风俗和希腊城市自治权的政策。[269]
 这些地区比起埃及境内的希腊城市要更加自由一些。占领地都有大批官僚，“驻军总督”最常见，他们代表国王进行统治。到公元前2世纪，驻军总督的权力增加了，代替国王管理这些地区的采矿、贸易以及税收等事务。国王在这些地区拥有较大的权力和特权，例如托勒密五世在昔兰尼拥有征兵，流放罪犯，任命官员，控制托勒密王朝任命的总督，参与审判以及公民权的认可等方面的特权。[270]
 托勒密王朝在强国林立的地区享有霸权地位，不能不说与其农业开发政策和军事殖民政策存在密切关系。

第六，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托勒密王朝在不考虑生态平衡的状况下，对法尤姆的湖水进行限制和蒸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周围和自身环境。首先，希罗多德时代，莫伊利斯湖覆盖着770多平方英里的区域。[271]
 但是，在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进行农业开发以后，莫伊利斯湖的湖水被大量用于农田灌溉，优素福河的河水也用于灌溉，莫伊利斯湖的湖水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再加上太阳照射导致的湖水蒸发，结果莫伊利斯湖的湖面逐年下降。虽然，我们无法知晓托勒密王朝末期莫伊利斯湖湖水的面积和深度，但现代莫伊利斯湖的湖面只有90平方英里，平均深度为17英尺。[272]
 应该说，现代莫伊利斯湖的状态与托勒密王朝在法尤姆的农业开发不无关系。其次，托勒密王朝在开发法尤姆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灌溉系统和农田进行有效的维护，没有用绿色植被保护农田和土地，而是一味地向农田索取谷物，结果是沙漠化的程度得到加强。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法尤姆的灌溉系统逐渐失去了作用，周围沙漠开始侵占农田，并不断袭击法尤姆的村庄，最终法尤姆的人口开始流失，房屋被放弃。[273]
 到罗马时期，法尤姆四周毗连沙漠的一些地区已经被放弃。时至今日，埃及政府仍不能完全恢复托勒密王朝时期开发的可耕地。[274]


托勒密王朝主要为了发展农业经济、满足外来移民和埃及本土人的土地需求、解决军饷问题和安置老兵等，在埃及当时比较适于农业开发的法尤姆地区进行农业开发。托勒密王朝通过系统灌溉工程建设以确保法尤姆地区得到适中的水源，通过限制水源和自然蒸发湖水的方式获得大面积可耕地，并把法尤姆地区一部分耕地分给服役满一定年限的雇佣兵作为服役报酬，还在和平时期把一部分土地分给现役军人耕种，以满足其生活所需。通过这种系统灌溉工程建设与土地军事殖民相结合的方式，托勒密王朝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经济收入，客观上缓解了人口压力，节省了军费支出，获得了雇佣兵的忠诚，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加强了专制王权统治，使托勒密王朝在地中海地区维持了40多年的霸权。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能够保证专制王权运转的重要原因。从长远影响来看，托勒密王朝这种农业开发使埃及在长时间内一直是地中海世界的粮仓，但这种以自然蒸发湖水的方式开发土地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尤姆的自然环境。

通过本章内容的探讨，我们发现，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在依靠大批官僚实施其专制统治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以保障专制王权的顺利运行。托勒密国王每年举行大量的宗教仪式，宣传王权观念，使全国民众习惯于王权统治;通过两套并行不悖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活动，并随时根据情况颁发国王敕令或赦令等，调节民众矛盾和冲突，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良好社会基础;通过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稳定社会结构，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稳定的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尤其对埃及最适于农业开发的法尤姆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促进埃及经济和国家发展，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财力保障。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能够持续近300年，这些保障措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行文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不仅局限于制度本身的构建，还着眼于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与建设，在专制王权制度内部保证国王权力顺利执行的同时，还通过对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关系调整等方式为专制王权的实施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这是一种系统全面的专制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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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影响

通过前面几章的论述，本书发现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是一种全方位系统的制度。托勒密王朝这种专制王权制度在埃及实施了近300年，而且托勒密王朝与周围各地区有各种往来关系，从而对古埃及本身和周围各个地区的社会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从“埃及是否希腊化”的角度进行，或者认为古埃及受到希腊文化影响较深，或者认为希腊文化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未能全面展现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影响。[1]
 本书这里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从纵向探讨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对古埃及历史发展的影响，从横向探讨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对埃及周围各个地区的影响，最后考察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对古埃及文化和文明演变的影响。

第一节　承上启下

一般来说，从公元前11世纪末期新王国结束以后，尤其是从公元前664年开始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之后，古埃及传统专制王权统治开始逐渐衰落，而波斯人在埃及为期130多年的统治不仅见证了这种衰落过程，还对古埃及专制王权统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情况及其统治期间动荡不安的原因，本书在第二章第四节进行了阐述。波斯人的统治不仅为托勒密一世建立新国家和专制王权统治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还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波斯人作为外来民族在埃及的统治遭受抵抗的原因恰恰是托勒密王朝在实施专制王权统治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正如第二章第四节所述，波斯国王没有认真接受和认可古埃及关于法老神圣属性的观念，这是其统治过程中遇到诸多强烈抵抗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亚历山大三世看到了这一点，充分吸取教训。他到埃及以后，并不满足于埃及人对他赶走波斯人的感激，更希望获得埃及人的认可，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最重要的是到锡瓦绿洲请示阿蒙神谕，在孟菲斯取得法老的地位。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祭司，认可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神性，“埃及祭司已经把他视作神的儿子”[2]
 。他在埃及短暂逗留的时间里进行了一些建设活动，例如为亚历山大城划定城址，在离开埃及之前任命诺克拉底斯的克里奥美尼斯为埃及总督，等等。[3]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后，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近300年的时间，他们都与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真正采信了古埃及的王权观念，与亚历山大三世建立起直接关系，宣称自己的神圣属性，完全接受法老的头衔。托勒密二世的官方名字[4]
 最具代表性:荷鲁斯“强健的年轻人”，(他是)两女神“英勇的大人物”，金荷鲁斯“他的父亲使他在赞美声中出现”，上下埃及之王“拉的卡的力量”，“阿蒙的钟爱者”，拉之子“托勒密”。[5]
 这是古埃及法老名字的典型组合方式。

埃及人激烈抵抗波斯人统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将埃及降低为一个总督区或行省，使埃及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地位。这促使埃及本土人坚持进行反波斯斗争。有学者据此称这一时期埃及人的起义为“民族主义”运动[6]
 ，也不无道理。如果说亚历山大三世还没有彻底摆脱波斯人这种征服者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的模式，那么托勒密王朝则完全不一样。托勒密一世到埃及以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王室始终居住在埃及，将埃及作为一个国家进行治理。

未能深入改变古埃及社会结构，没有处理好外来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的关系，是波斯人在埃及遭遇强烈抵抗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这是波斯人提供给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最大经验教训。托勒密王朝在充分吸收埃及传统行政组织方式的基础上，在宫廷内部设有众多宫廷管理部门和相应的官僚，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各种管理机构和官僚，各级部门都设有希腊马其顿官僚。[7]
 托勒密国王将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统治阶层之间结合在一起。同时，托勒密王朝允许埃及本土人官员从低级职位向高级职位晋升，而且对埃及本土人贵族和官员给予丰厚待遇。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便是埃及人，是托勒密二世从埃及人中间提拔起来的。他拥有大面积土地，在托勒密王朝占据重要地位。[8]
 这便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希腊马其顿人与埃及本土贵族和统治阶层的关系。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既充分信仰和尊重古埃及传统的宗教，还创造了王朝自己的、具有民族融合特点的萨拉匹斯神崇拜[9]
 ，采取各种措施获得埃及本土人祭司的认可，同时限制祭司的权力和势力，将祭司集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0]
 为了进一步协调和调节希腊马其顿移民和埃及本土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解决普通人之间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托勒密王朝允许希腊城市法和埃及传统法律并行不悖地运行，建立了适合于两种法律的法庭，此外还设有巡回法庭，直接处理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11]


波斯人统治埃及是为了盘剥，而非为了埃及本身的发展，从而在经济上进行剥削，而非真正建设。这是波斯人在埃及统治遭到诸多抵抗的根本原因。托勒密王朝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对埃及经济进行深入建设和管理。托勒密王朝将埃及土地收归自己所有，加强水利建设，大力开发农田，尤其是成功地开发法尤姆地区，既解决了退伍军人与雇佣兵的安置和军饷问题，又发展了埃及经济。[12]
 托勒密王朝还对埃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采取垄断和专营制度，将希腊人熟悉的铸币和银行等引入埃及，采取一系列促进埃及贸易发展的措施，将那些从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收取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进行再分配，用于王室开支、军饷以及国内各种建设。[13]
 虽然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本土人也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和劳役负担，但这些税务和劳役最终还是为托勒密王朝和埃及的发展服务，这就与波斯人对埃及的经济盘剥根本不同。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正是在充分吸取波斯人统治遭受强烈抵抗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强有力的专制王权统治。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文化等大权集于一身，依靠大批官僚实施其权力，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为王朝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并通过各种措施保障专制王权的实施，实践了一种网状的专制王权统治。经过前三位国王的专制王权统治，托勒密王朝在军事上抵挡住了亚历山大三世其他继承者的进攻，保证了埃及领土的完整，还使埃及的地域拓展到了希腊地区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的经济和文化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4]
 托勒密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达到了鼎盛，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国。虽然从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尤其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托勒密王朝的势力渐渐衰退，并最终被罗马吞并，但这种专制王权使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统治了近300年，比希腊化时代其他几个王国存续的时间都长。可以说，托勒密王朝前期的鼎盛与后来的延续都得益于这种专制王权统治。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为罗马在埃及的统治奠定了基础。罗马并吞埃及以后，便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行省进行统治。罗马的奥古斯都派一个具有骑士身份的人到埃及任总督，代替奥古斯都进行统治。总督掌握着埃及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权力，但他必须服从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埃及。[15]
 所以，埃及实际上是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的私人王国。[16]
 罗马时期的埃及基本保持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原有的行政区划，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左右的诺姆，诺姆下设若干区，区下设若干村。官员都从罗马骑士阶层中选拔，都由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任命。[17]
 罗马埃及的法律除了托勒密王朝遗留下来的法典、法令而外，还有罗马皇帝回答法律问题的复文等文件，这些都是法律诉讼和司法判决的参考和依据，另外在这些法律之上还有罗马法，后者规定了罗马市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庭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合埃及人、罗马人和其他各民族不同法律诉讼的需要。[18]
 罗马的奥古斯都和皇帝为了控制埃及和维持其稳定，在埃及派驻了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大约6000人，后来减少到两个军团，军团由罗马皇帝领导。[19]
 经济收入完全由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个人管理。宗教思想方面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多神教信仰，但后来基督教在罗马兴起时，埃及也受到了影响。罗马时期的埃及君主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但其基础是托勒密王朝遗留下来的专制王权统治，只是根据实际统治需要对一些具体制度作了调整，增加了一些罗马的因素。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是古埃及传统专制主义统治的延续，同时吸收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因素，还吸取了波斯人在埃及统治动荡不安的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种全方位系统化的专制王权统治。这种专制王权统治使埃及获得了发展和强盛，也为罗马人在埃及的统治提供了一个范例。罗马人占领埃及以后，基本上没有对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而是延续了这种制度。从而，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对于古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深入融合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赋予法老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的职能，这使托勒密国王掌握了军事和外交权力，也使托勒密王朝与埃及周边地区(南方的努比亚、西边的利比亚、北部地中海周围的希腊和西亚各地)进行各种往来，包括和平的贸易和文化交往与暴力战争等。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在阐述托勒密国王的军事和外交权力时，较全面地考察了托勒密国王与埃及周围地区和人们的交往。本书这里以托勒密王朝与西亚塞琉古王国的关系为例，阐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对埃及周围地区的影响。

一般而言，公元前4千纪末期，最早的国家和文明分别在西亚和北非形成[20]
 ，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这两个最早的文明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根据现存史料，古代西亚和北非自始至终都存在接触和交流。[21]
 在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 (公元前332—前30年)[22]
 ，两个地区都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统治，但两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新特点。这种新特点是通过马其顿人在这两个地区所建立的两个王国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公元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病殁巴比伦。[23]
 之后，希腊化时代的两大王国，托勒密王朝的埃及(Ptolemaic Egypt) (公元前323—前30年)[24]
 和塞琉古王国(Seleucids) (公元前311—前64年)[25]
 分别由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三世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征服的西亚和北非地区逐渐建立起来。这两个王国为了争夺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叙利亚的霸权，展开了断断续续的斗争。近些年，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这个问题。[26]
 然而，根据我们可以得到的史料来判断，两王国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冲突，还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进行和平接触和友好交流。并非所有学者都对这点给予了足够重视，也没有足够关注这种关系对这两个地区历史的影响。本书这里希望在对古典作家的作品、古代铭文和纸草文献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参考现代学者的论著，对两王国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

在本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参考的文字史料主要包括三种:古典作家的记述、碑铭和纸草文献，现代学者的论著。西西里的狄奥多拉斯(公元前1世纪)所著《历史集成》第十八至二十卷，提供了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前20年(直到公元前302年)的历史记述，其中有些内容需要批判性地看待。[27]
 希腊作家波利比阿(约公元前200—前118年或之后)的罗马史记述了一些希腊化时代后期的重要事件。[28]
 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以及塔西佗(约56—120年)的《历史》，对希腊化时代的一些城市和区域以及历史进行了有价值的描述。[29]
 然而，这些作家的记述既不能提供完整的希腊化时代史，更不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全面史料。因此，本书这里参考的大多数史料是希腊铭文和纸草文献，这些碑铭和纸草文献基本上都收录在现代学者威尔斯、巴格诺尔、布尔斯坦、奥斯丁以及古尔德等人编译的史料集当中。

1.“继承者战争”时期的合作与竞争

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三世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部分地区的王国。[30]
 这个王国是亚历山大三世率领马其顿军队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其统治基础是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军队的权威和威望。实际上，王国是非常松散的，是被征服地区的联合体。亚历山大三世自公元前346年登基以来，就一直征战，没有花费很多时间管理他的庞大王国，几乎没有给王国确立系统的统治制度。也就是说，亚历山大王国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有效维持整体长期统一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王国各个部分统一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亚历山大三世，一旦维系王国存在的强大个体不复存在，那么王国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在去世之前没有安排强有力的继承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在他去世几个月以后才出生。虽然根据马其顿传统，亚历山大四世是马其顿王室和王国的合法继承人，但他没有任何权威和威望，也没有任何军功，所以没有任何将军愿意听从他的领导。将军们信奉的是力量和威望，而非出身。[31]
 同时，没有任何将军具有亚历山大三世那样的能力、权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组织和号令其他将军。此外，每个将军都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将军都自认为是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人，都是王国的合法统治者。从而，将军们为了争夺王国的统治权或者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在王国范围内展开了战斗，史称“继承者战争”(Diadochoi Wars，公元前323—前301年)。[32]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将军们首先安排了马其顿王室继承人，将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和亚历山大四世立为共治王。[33]
 但“步兵和骑兵将军们马上就发生了冲突”。最终通过互派使节谈判的方式，将军们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安提帕特尔(Antipater)成为欧洲将军”;皮尔蒂卡斯(Perdiccas)担任了王国骑兵卫队司令，相当于丞相。但是，将军们互相怀疑。皮尔蒂卡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将他怀疑的将军任命为各地总督。从而，“托勒密(Ptolemy)被任命为埃及、利比亚和靠近埃及的阿拉伯部分地区的总督”[34]
 ;“利希马库斯(Lysimachus)管理色雷斯及附近地区”[35]
 。皮尔蒂卡斯不打算扰乱亚洲的现有总督和总督区，但他任命塞琉古(Seleucus)担任王国骑兵卫队司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36]


公元前323年，托勒密一世立即到埃及，担任了埃及总督之职。公元前322年，他又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尸体劫持运往埃及。在皮尔蒂卡斯看来，这种行为表明托勒密一世试图借助亚历山大三世的尸体成为王国的唯一继承人。这是皮尔蒂卡斯不能容许的。皮尔蒂卡斯掌握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戒指，这个戒指象征着国王的权力。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名誉上的王国首领，急切希望在事实上继承亚历山大三世的王位，故而他便借托勒密一世劫持亚历山大三世尸体之际出兵埃及，试图统一王国。但结果却是他惨遭失败，并被自己的部将杀死在埃及。[37]
 公元前321/前320年，皮尔蒂卡斯去世以后，他的伙伴安提帕特尔在北叙利亚的特里帕拉德苏斯(Triparadeisos)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安排了局势。“托勒密控制埃及、利比亚和他在埃及之外征服的大片领土。”“他把巴比伦地区给予塞琉古。”“他任命安提葛努斯(Antigonus)接任皮尔蒂卡斯的职位，担任陆军司令，负责护卫和保卫国王。”“安提帕特尔则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赞扬，返回马其顿。”利希马库斯继续掌管色雷斯地区。[38]
 这次会议基本宣布王国解体了。

关于公元前323—前310年之间的形势，威尔斯(C.B.Welles)做出了精辟概括。“第一个摄政将军皮尔蒂卡斯为了自己的目的试图保持王国的完整。之后，腓力二世(Philip II)时期最受尊重的将军安提帕特尔用了两年时间维持王室家族的遗产不受损害。他去世以后，波利波孔(Polyperchon)，尤其是卡地亚(Cardia)的攸美尼斯(Eumenes)成为杰出将军，也用同样的借口争夺权力，但失败了。[39]
 最终，较早的维护王国统一的卫士之一安提葛努斯[40]
 用了5年的时间，与他之前的盟友利希马库斯和托勒密斗争，希望把亚历山大三世征服的所有地区都控制起来。安提葛努斯获得了马其顿卡桑德(Cassander)的支持，尽力在希腊和色雷斯战斗，但公元前312年，托勒密在加沙大获全胜，这使总督塞琉古能够重新确立他在巴比伦的地位。在这些将军和势力的阻挠下，毫无疑问，安提葛努斯争当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人的野心动摇了。但之后不久，他又产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策略。然而，他发现，立即实施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需要喘息的时间，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正式认可现状，即认可了三个总督区的政治独立。在狄奥多拉斯看来，这个行动还产生了安提葛努斯意想不到的结果，也是他最不喜欢的结果。[41]
 卡桑德在马其顿的地位变得不可动摇，他立即处死了罗克珊娜(Roxane)和小亚历山大四世。随着王室家族的清除，几个总督开始以独立的君主自居。”[42]


关于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定，狄奥多拉斯给我们提供了证据。“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在雅典担任执政官期间(公元前311/前310年)，卡桑德、托勒密和利希马库斯结束了与安提葛努斯的战争，缔结了条约。条约确定卡桑德担任欧洲总督，直到罗克珊娜的儿子亚历山大长大成人;利希马库斯是色雷斯的主人;托勒密掌握埃及以及相邻的利比亚和阿拉比亚的一些城市;安提葛努斯将号令整个亚洲;而希腊人应该自治。”[43]
 我们还有直接证据。公元前311年，安提葛努斯给所有希腊城市和希腊人写了一封信，宣布自己与卡桑德、利希马库斯和托勒密缔结和平协定。和平协定是希腊化时代史的转折点。尽管和平很短暂，四年以后战争再起，但那时的战争特征变化了，不是内战，而是王国之间的战争。安提葛努斯在信中写道:“当卡桑德和托勒密提出休战”，派使节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尽管我们发现卡桑德的一些要求是令人恼怒的，但仍然有关于希腊人的协议。我们认为，为了尽可能快地就主要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有必要忽略这些细节;因为如果所有事情都按照我们希望的有利于希腊人的方式解决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渴望在有生之年解决希腊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要让细节危及原则问题的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与卡桑德和利希马库斯缔结和约以后，托勒密也派代表来要求休战，缔结同样的和约”。最终，“休战得以实现，和约得以缔结”[44]
 。

安提葛努斯的信得到了回应，为他赢得了荣誉。[45]


条约没有提到塞琉古。当时塞琉古是巴比伦地区的总督，也参与了反叛活动，但没有被安提葛努斯打败，从而安提葛努斯与他另行签订了条约，塞琉古的地位未受影响。奥托(Otto)从巴比伦编年史中发现，公元前311年之后，安提葛努斯试图摧毁塞琉古，但失败了。[46]


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定虽然确认了几个王国的势力范围，实现了暂时和平，但几个将军并不满足于现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又进行了几次战争。主要战争是安提葛努斯为了确定自己对亚洲的完全控制，攻打巴比伦总督塞琉古。塞琉古撤退到埃及，获得了托勒密一世的支持，并与卡桑德等总督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安提葛努斯。[47]
 最终，在托勒密的帮助下，塞琉古恢复了他在巴比伦的地位。[48]
 安提葛努斯战败以后，塞琉古还打败了亚洲其他总督，最终几乎占据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6年秋季，托勒密一世驱逐了安提葛努斯和其儿子德莫特利乌斯的入侵。[49]
 公元前303—前301年的第四次继承者战争中，托勒密一世占领了西叙利亚和腓尼基，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Ipsus)战役后，在塞琉古一世的默许下，合法地掌握了这一行省。[50]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继承者战争中，托勒密一世与塞琉古为了对抗强大将军安提葛努斯而结成同盟，两王国还是相对友好的关系，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然而，我们没有发现两王国联盟的文件，或许这种联盟是出于形势需要而临时结成的攻守同盟。很显然，这种联盟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们毕竟是亚历山大王国分裂之后的王国，彼此为了在地中海周围地区获得更多的权力和领地而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

2.公元前276—前168年的叙利亚战争与战后共存

公元前301年，在伊苏斯战役中，色雷斯国王利希马库斯、塞琉古国王塞琉古一世和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结成联盟，打败了统治整个小亚细亚的安提葛努斯。塞琉古获得了叙利亚一部分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一些城市，托勒密也占据了叙利亚部分地区。重要的是，战后，托勒密一世并不打算退出腓尼基和西叙利亚。塞琉古王国也想占据整个叙利亚地区。腓尼基和西叙利亚地区对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当时欧亚非三洲贸易的重要通道，本身也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更是军事战略要地。塞琉古和埃及为此展开了长期斗争，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战争，史称“公元前276—前168年的叙利亚战争”[51]
 (参见附录5)。

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76[52]
 —前271年。托勒密二世为了获得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的霸权，发动了战争。一份巴比伦文献记载了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奥古斯一世在战争初期的胜利。文献指出:“他到叙利亚行省，对抗驻扎在那里的埃及军队。埃及军队在他面前逃窜。”[53]
 战争持续了4年，最终托勒密二世获得了叙利亚北部、腓尼基、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塞克拉底斯群岛。[54]
 公元前260—前253年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结束时，塞琉古第三位国王安提奥古斯二世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夺回了腓尼基和安纳托利亚。[55]


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始于公元前246年，结束于公元前241年。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埃及达到了王朝历史上的鼎盛阶段。托勒密三世希望扩张埃及之外的领地，尤其是叙利亚的领地。在塞琉古王国，安提奥古斯二世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妻子的儿子为了争夺王位，陷入内战，其中一个妻子是托勒密三世的妹妹，寻求埃及的帮助，这为托勒密三世入侵塞琉古王国提供了机会。一篇发现于埃及的纸草文献记录了第三次叙利亚战争的初期阶段。[56]
 最终，埃及获得胜利。根据和约，托勒密三世占有了叙利亚的塞琉西亚、皮雷亚和色雷斯的沿海地区。[57]


公元前219年，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二世又发动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为此次战争做了充分准备。[58]
 托勒密四世最初总是胜利。但后来埃及国内爆发埃及本土人的暴动，大大削弱了托勒密四世的兵力。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托勒密四世大败，丧失了他在西亚的大片土地，只剩下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两块占领地。在罗马的调停下，安提奥古斯二世才同意结束战争，退回到巴比伦。[59]


马其顿的统治者和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觉察到埃及的衰弱，密谋瓜分埃及在亚洲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地。公元前202年，安提奥古斯三世乘埃及混乱之际，率兵攻击西叙利亚，这就是第五次叙利亚战争。此次战争因埃及败北和罗马调停，而于公元前199年结束。[60]


公元前170年，埃及的托勒密六世、克娄巴特拉二世和托勒密八世入侵西叙利亚，试图夺回此地，但遭失败。随后，塞琉古王国的安提奥古斯四世于公元前168年率军两次进攻埃及，攻打到了亚历山大城下，埃及危在旦夕。托勒密八世的将军写给国王一封信，提到公元前168年战争的情况:埃及大败。[61]
 最后在罗马的斡旋下，埃及才保住了本土。[62]
 但是，根据一则文献，安提奥古斯四世进入了孟菲斯城，夺得了埃及王国的王权。文献说:“当他们(塞琉古和托勒密国王的将军们——笔者注)在玻琉休谟(Pelusium)和卡西乌斯山(Mount Casius)战斗时，托勒密国王的将军们战败……安提奥古斯来到孟菲斯，根据埃及人的传统掌握了王国，宣布他将监管埃及少年国王的事务。他把埃及的一小支军队整编进自己的军队。他进入了富有而繁荣的城市，做了他父亲和祖父都未曾做过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叙利亚国王曾这样攻打埃及。他散发了埃及人的所有财富……”[63]
 即使安提奥古斯四世掌握了埃及在孟菲斯的王权，但毕竟没有占领亚历山大城，从而并未真正征服埃及，最终退回到西亚。无论如何，这次战争之后，两国都无力再战了(参见附录公元前276—前168年的叙利亚战争)。

几次战争以后，两王国都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力量，甚至变成了比较虚弱的国家，因此它们开始寻求缔结联盟关系。下面这封信是由安提奥古斯八世写给盟友托勒密十世的，当时安提奥古斯还控制着塞琉西亚。这封信证实了威尔斯的判断。威尔斯指出，安提奥古斯八世和九世统治时期，塞琉古王国很虚弱，“不惜以任何代价和土地购买和平。这里的代价是允许塞琉古王国首都城市之一皮雷亚(Pieria)的塞琉西亚(Seleucia)实行自治”[64]
 。

国王安提奥古斯向国王托勒密，即亚历山大，他的兄弟，致意。我们希望你一切安好;我们自己也很好，正在满怀情谊地挂念着你。皮雷亚地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塞琉西亚城的人们〔很久以前〕就支持我们的父亲，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他们〔对他〕的美好愿望，〔他们坚持〕爱我们，并〔通过很多〕优秀的事迹表现出来，尤其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最悲惨的年代里。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已经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值得我们的关注，我们也给予了他们〔更明显的〕关心。现在，为了尽快以一流的〔和最好的〕善举给予他们以合适的褒奖，〔我们决定给予他们永远的〕自由，〔我们与他们缔结了和约〕，我们彼此也曾缔结过这样的和约，〔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对自己的祖先城市〔虔诚而慷慨〕的行为将是更显而易见的。〔为了使你也〕了解〔这些让步，给你写信，似乎是〕最好的方式。再见。[65]


下面这封信充满不确定性，然而它证明塞琉古王朝的国王的确给托勒密国王写过信。

〔国王安提奥古斯〕向皮雷亚地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城市塞琉西亚的人们的地方长官、议事会和德莫〕致意。我们〔希望〕你们和城市一切安好。〔我们已经送给你们一封信的复本〕，这封信是我们已经写给〔国王托勒密和罗马(?)元老院的〕，〔以便〕你们能够知道……[66]


除了以土地和城市自由等为代价争取和平而外，塞琉古王国还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缔结了一系列婚姻。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安提奥古斯八世和安提奥古斯九世各统治叙利亚的一部分。他们是堂兄弟，是德莫特利乌斯二世和安提奥古斯七世这两个兄弟的儿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都是克娄巴特拉·提亚(Cleopatra Thea)所生;而且，他们在有生之年娶了托勒密八世的两个女儿:安提奥古斯八世娶了克娄巴特拉·特里菲娜(Cleopatra Tryphaina)，安提奥古斯九世娶了克娄巴特拉四世，又都(先后)娶了克娄巴特拉·塞勒尼(Cleopatra Selene)，后者后来又嫁给了安提奥古斯十世。克娄巴特拉四世和克娄巴特拉·塞勒尼都将(她们的兄弟)托勒密九世作为第一任丈夫。[67]
 这种错综复杂的、乱伦的婚姻恰恰也反映了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为了缔结和平关系而不惜一切代价。

可见，在希腊化时代初期，尤其在继承者战争期间，两王国没有发生直接冲突，没有进行战争，反而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结成了联盟。从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开始，两王国为了争夺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领地和霸权而进行了长期战争。每次战争都持续两年以上，无论哪一方获胜，战争都给双方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必须注意，仅仅在公元前276—前168年这段时间，战争才是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特征，构成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从公元前168年开始，两王国都因为无力再战，希望实现和平共存，进行了一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3.两王国的交流

在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并非始终处于战争或冲突状态。两王国的战争时间只有26年，仅仅占两王国共存时间247年(从公元前311—前64年)的10%。在其他时间，两王国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占两王国共存年代的90%。事实上，即使在战争年代，两王国也进行一些交流，在和平年代进行的交流就更广泛了。

首先，在叙利亚战争时期，两王国有所接触，并进行了一些交往。如前所述，公元前323—前277年，两王国之间没有冲突。相反，托勒密一世和塞琉古一世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安提葛努斯。毫无疑问，两王国有一些接触，至少在六次叙利亚战争期间两国的军队之间是有直接接触的。除此之外，两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交流，最重要的是两国宫廷互派使节。据波利比阿记载，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托勒密宫廷最有影响和有权势的人物索西比乌斯(Sosibius)率领一些使节访问叙利亚的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就西叙利亚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双方都想胜过对方，因此他们引用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以便支持各自的观点。结果，这次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68]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使节的谈判是一种策略，这次谈判也是如此。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之前的公元前219/ 前218年，托勒密四世想尽可能为这次战争多做准备，这就需要更多时间。从而他派遣一些使节到塞琉古王国的宫廷，就西叙利亚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并尽可能拖延时间。[69]


正如法国埃及学家M.超万指出的那样，两王国宫廷之间偶尔会通婚。在这几次战争期间，两个王室家族之间缔结了几次婚姻。托勒密二世将其妹妹贝蕾尼西二世嫁给了塞琉古王朝的国王安提奥古斯二世。[70]
 然后，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的女儿克娄巴特拉一世与埃及的托勒密五世结婚。[71]
 为了结束战争和获得短暂和平，他们缔结了这两次婚姻。换句话说，“两个王国的和平关系是通过王朝婚姻获得的，这样的婚姻在几十年以后形成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相互交织的马其顿统治阶级，这些王室成员彼此关系密切”[72]
 。

据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两国关系视作一首动听的乐曲，那么交流和共存至少是两国关系的和谐之音，即使不是主旋律。

其次，在两王国共存的整个历史时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尽管M.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不存在直接贸易关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一些间接贸易关系，中介是阿拉伯市场。[73]
 罗斯托夫采夫叙述了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非洲人、阿拉伯人、爱琴海岛屿的人们以及罗马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但没有阐述其与塞琉古王国的贸易活动。然而，他认为托勒密王朝从其占领地(例如叙利亚、西里西亚、吕西亚和塞浦路斯等)进口了很多重要资源。[74]
 目前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两个王国之间确实有贸易活动。例如，塞琉古王国劳狄西亚(Laodicea)的酒在埃及的销量很大。[75]
 劳狄西亚是希腊化时代塞琉古王国叙利亚的一个多岩石的海港。实际上，这两个王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是非常繁荣的。M.格兰特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一张希腊化时代的贸易路线图。[76]
 从这张地图来看，贸易路线将塞琉古王国的一些城市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的那些城市联系起来了。托勒密王朝“同时往南和东发展，没有放弃传统贸易路线，还开创了很多新路线。前四位托勒密国王开辟了红海的通道，也向海外扩张贸易，后来的国王继续探索非洲和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保卫南阿拉伯商队的海上贸易，镇压那些威胁到商人贸易活动的海盗。货物从南方来到埃及，再运送进地中海地区，包括很多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以后运往国外”[77]
 。在一份名为《托勒密菲拉戴尔夫斯的油专营》的纸草文献中，我们发现这两个王国之间进行油贸易。[78]
 这些贸易路线不仅是贸易活动的结果，也促进了这两个地区其他领域的交流。这种交流想当然地也导致了其他领域的交换，例如农业、技术等。

再次，两王国在文化领域也有一些交流。“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在希腊化时代繁荣发展，比以前任何时代都繁荣。”[79]
 除了古代希腊的知识和科学思想的累积，古代西亚和埃及的传统经验也为希腊化时代这些领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这些传统经验和新发现以及著作已经在希腊化世界广泛传播开来。这不仅仅是相互交流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西亚和北非之间的交流。我们至少知道巴比伦天文学影响了埃及天文学的发展。正是公元前200年以后，“出自埃及(从美索不达米亚获得了天文学知识)门德(Mendes)这个地方的波罗斯(Bolus)撰写了一篇论文《论相合与相悖》(On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解释和证明了天体与人类之间的神秘联系”[80]
 。斯多葛派的一些哲学家，例如来自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的“巴比伦人”狄奥葛尼斯(Diogenes) (亡于公元前152年)和叙利亚的阿普米亚的波希多尼乌斯(Posidonius) (约公元前135—前50年)，在整个希腊化世界教授和传播其哲学思想，这一定影响到了一些埃及人。[81]


最后，两王国的普通人之间也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换和交流。我们从一些发现于埃及的纸草中可以找出一些关于这两个王国当中普通人之间的交流的史料。例如，一张公元前217年的古希腊纸草文献第一段这样写道:“埃庇格尼(Epigone)的波斯人利昂多美尼斯(Leontomenes)的儿子庇斯图斯(Pistus)向国王托勒密致敬。我正遭受第一骑兵指挥官、100阿鲁拉的所有者、色雷斯人亚里士多克瑞特(Aristocrates)的不公正对待。”[82]
 这证明一些西亚籍的外国人居住在埃及，而且他们彼此有所接触和交流。事实上，“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范围广泛，从以萨摩斯历法月份的名字刻写铭文，到满足托勒密要塞成员的需要，再到不同国籍的士兵家庭成员之间的混合婚姻，甚至到新崇拜形式的引进”[83]
 。在一份公元前257年准备修建河堤的纸草中，我们读到，“叙利亚—波斯段”的河堤是“12schoenia”[84]
 。公元前242年的一份纸草提到，亚洲的一个囚犯被要求支付在埃及的房屋租金。[85]
 或许一些叙利亚—波斯人能够参与埃及的社会活动和生产，甚至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至少是埃及境内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交流的间接证据。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我们能够注意到，公元前323—前64年之间，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之间并非每年都在战斗。相反，有一些相对和平的阶段。在和平年代，甚至在战争年代，他们之间有一些交流，例如婚姻、贸易、宗教和思想的交换、科学和技术的交流、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移民和融合，等等。他们甚至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寻找共存和联盟。实际上，从两王国共存的整个历史来看，交流和共存才是两王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

4.两王国关系的影响

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冲突与交流给地中海周围地区，尤其对西亚和北非，造成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战争或冲突导致了双方的衰落，最终使它们被罗马吞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托勒密王国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冲突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没有使任何一方长期保持地中海世界的强国地位。相反。这两个王国在冲突和战争期间消耗了国力和资源，最终两败俱伤。与此同时，他们的争斗为地中海世界另一个国家——古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和迅速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始料未及的。最终，两个王国都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征服。

在西亚，从公元前200年，罗马开始影响塞琉古王国。“据我们所知，正是在这年(公元前200年)，罗马与塞琉古王国发生了确切无疑的交流。”[86]
 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那样[87]
 ，使节离开罗马去东方，给腓力(Philip) (塞琉古王国攻打埃及的军队将军)带去了最后通牒，也访问了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宫廷，旨在促使安提奥古斯三世与托勒密五世缔结和平条约。实际上，这时恰好是第五次叙利亚战争时期。这次战争因罗马共和国的干涉而结束，后者迫使塞琉古王国的安提奥古斯三世于公元前197年从埃及撤军。这之后，即与埃及的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塞琉古王国因消耗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而逐渐衰落。罗马从当时开始便逐渐征服塞琉古王国的一些地区。最终，在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国被罗马吞并。[88]


就埃及而言，叙利亚战争使它变得精疲力竭、四分五裂，这使罗马有机会从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干涉托勒密王朝的内外事务。从公元前1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163年夏季，托勒密四世菲洛密托尔和他的弟弟托勒密八世联合统治埃及。在公元前155年，即他们共治的第十五年，两者的分裂导致罗马的干涉和托勒密王国的分裂:托勒密四世保有埃及本土和塞浦路斯的统治权，托勒密八世在公元前163年撤到昔兰尼，并统治这里。[89]
 在公元前155年，托勒密八世写了一份遗嘱，将他在昔兰尼的王国留给罗马人。遗嘱是这样的:

我统治的第十五年的鲁斯(Loos)月。〔……〕这是国王托勒密和王后克娄巴特拉、明白无误之神的年轻的儿子国王托勒密的遗嘱。这份遗嘱的另一份抄本送给罗马。祝愿神的美好愿望与我的愿望一致，即对那些组织起来用卑劣的方式陷害我、并故意剥夺我的王国和生命的人们进行必要的报复。但是，如果任何人类命运不可抗拒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给我的王国留下继承人之前，我将属于我的王国馈赠给罗马人，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全身心地与罗马人保持友谊与联盟。我把我的财产交付给同一批(罗马人)，由他们来保护，这是由所有神的信任和他们自己的美好声誉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人攻击我的城市或者我的领土，他们就会根据我们已经缔结的友谊和联盟关系以及(根据)正义，用他们的全部力量，帮助我。朱庇特、大神和赫利奥斯以及阿波罗等神是这些(安排)的证人，记录这些(安排)的文献也是神圣的。祝好运。[90]


从这以后，罗马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埃及事务。相应地，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也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依赖罗马的帮助。一篇公元前1世纪的文献记录了一位罗马元老访问埃及的情况:

赫尔米亚斯(Hermias)向霍洛斯(Horos)致意。给阿斯克利匹阿(Asclepius)的信件的抄本附在下面。务必细心处置相应事项。再见。第5年山地科斯月第17日。

向阿斯克利匹阿致意。一位名叫路西乌斯·美米乌斯的罗马元老，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正从〔亚历山大城〕出发，到阿尔西诺诺姆去看风景。要非常隆重地接待他，注意将客人的房间安排在恰当的地方，非常细心地安排他的登陆地点，在他登陆的时候就将下面这些表示好客的礼物给他，要恰当地安排房间家具、必要数量的食物和鳄鱼、参观迷宫所需的一切必需品、各种献祭品，尽一切努力使参观者满意，展示出你们最大的热情。[91]


到这封信完成的时候，埃及不再是一流强国，罗马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就像这封信里提到的，元老级别的罗马访问者自然得到埃及方面最热情的接待。在克娄巴特拉七世统治时期，罗马将军们开始为了打败自己在罗马的敌手，与她联合起来统治埃及。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克娄巴特拉七世的美貌和智慧的吸引。她试图在罗马将军的帮助下重建埃及王国，但失败了。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埃及，结束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

其次，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冲突与交流促进了西亚和北非的地区一体化。这里可以借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谓世界体系可以定义为“一个包含劳动划分和多种文化制度的统一体”[92]
 。也就是说，我们用以判断某个假定地区一体化形势的标准包括人口的融合、文化交换和变化、经济生产模式的变化以及某些国家政治的聚合。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整个希腊化世界，但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可以为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或方法。

柴诺悌斯指出，“对外国领土的入侵是希腊化战争当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这种(自然)界限的突破在托勒密三世的功绩中强调出来:‘他穿越幼发拉底河，之后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索塞尼(Sousiane)、珀西斯(Persis)和美狄亚以及直到巴克特里亚〔……〕等地的其他所有地区’。[93]
 这种实践的结果之一自然是国家之间陆地疆界的变化。”[94]
 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实际上，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战争不仅经常改变两王国之间的界线，也涉及西亚和北非的其他一些城市或城邦。例如，在大约公元前262/前261年，国王托勒密二世向米利都城写了一封信，赞扬其忠诚，并许诺支持该城。[95]
 在大约公元前246年，塞琉古二世也向米利都城写了一封信，接受该城在其登基时授予他的荣誉，并许诺支持该城。[96]
 毫无疑问，米利都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共同争取联盟的重要城市。小亚细亚的其他城市也是这样的。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将一些特权授予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感谢他们在公元前200年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的帮助，包括修缮他们的城市耶路撒冷，为他们提供一些物品，允许该民族所有成员遵从自己的祖先法律，免除其三年税务等。信件明确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当我们进入他们的领土时，犹太人立即展示出了他们的热情，隆重地在他们的城市里迎接我们，在他们的长老议事会上与我们会面，为我们的士兵提供大量补给和大象，帮助我们将埃及人驱赶出要塞”[97]
 。

战争能够相对容易地打破物理意义上的边界。不可见的边界——司法的、社会的、文化的——相对难以打破，但一旦打破，结果要比区域扩张或外部统治所起的作用更根本和更持久。[98]


西亚和北非地区国家之间疆界的持续变化导致不同国家的人口迁移。在希腊化时代，战争的移动性意味着人口的大量移动:战争俘虏(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掳走、遭受毁坏之城市的人口的迁移、俘虏或人质的重新安置、逃亡者、逃亡奴隶、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外流和雇佣兵的服役。[99]
 在希腊化要塞中，来自不同地区的士兵在一起服役，生活在一起，吃喝在一起，有时还死在一起。在叙利亚劳狄西亚的托勒密军队服役的一些雇佣兵包括来自中希腊、马其顿、色雷斯、爱奥尼亚、塞浦路斯、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的人们。[100]


多年以后，这些人口开始交换思想，彼此通婚，甚至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不同血统的大家庭。这种人口的融合促进了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交换。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尊重传统崇拜的同时，引进了一种新的崇拜形式，即萨拉匹斯(Sarapis)崇拜。萨拉匹斯神被一些学者视作某个传统埃及神与希腊神的结合体。[101]
 然而，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02]
 ，这个神来自小亚细亚，其最初的形式是巴比伦神沙尔-阿普希。很可能是托勒密一世吸收了巴比伦神、埃及神和希腊神的一些因素，构建了一个新神，结果人们能够从萨拉匹斯神那里找到很多不同特征。同时，对一个古埃及传统女神伊西斯的崇拜在希腊化时代传播到了西亚的一些地方。[103]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神，无论是萨拉匹斯神，还是伊西斯神，都再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一些宗教思想，因为创造者或传播者都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他们赋予了这些神以新的内涵。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技术和关于农业与贸易的知识，甚至随身带来了一些种类的谷物。开罗芝诺纸草(P.Cair.Zen.)记录了一些关于希腊化时代埃及从西亚和小亚细亚进口物品的信息。M.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些事例。他指出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从叙利亚学会了一些葡萄树的种植方式，引进了外国植物和驴，从米底引进了更优质的小麦。甚至“著名的萨奇亚提水装置(sakiyeh)和幼发拉底河与奥伦特河地区的类似机械在当时也出现了，今日仍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很多地方得到广泛使用”[104]
 。最重要的是，几十年以后，两个地区的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这两个王国中，国王和他们的家族是整个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主人。他们实施了几乎类似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尽管彼此存在一些差异。[105]
 这两个王国的统治阶级都是马其顿人，这将导致类似的经济模式在两个王国形成。然而，很可能是交流和人口融合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助力。

“希腊化战争使联盟和外交事业在希腊化时代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必要，这样从本质上促成了广泛政治关系网络的创造，而这个网络使遥远的社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106]
 这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对政治进行调整。实际上，这两个王国的统治阶级都是马其顿人，因此在理论上，他们能够在西亚和北非应用和实践相似的政策和政治。在实践中，这两个王国也的确实践了某些相通的制度。[107]
 然而，这两个地区的传统政治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根据形势调整了政策和政治，从对方学习一些好的因素。M.罗斯托夫采夫指出，一个复杂的税收体系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的犹太地区得到应用，这可以从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和德莫特利乌斯一世的书信中发现，他们继承了这种税收制度。[108]
 也就是说，塞琉古王国有时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学习一些统治因素，反之亦然。

最后，这种关系为罗马在这两个地区的统治和阿拉伯文化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形成了这两个地区关系的基本特征。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贸易和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希腊化时代这两个王国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文化认同，尤其在希腊化时代后期。这两个王国之间除了直接交流，还有一些间接交换，这主要是通过拿巴提王国(Nabatean kingdom)和巴尔米拉(Palmyra)的一些阿拉伯商人进行的。拿巴提王国的首都佩特拉(Petra)和巴尔米拉都是希腊化时代的重要商业据点，有一条重要商路穿过这两座城市。[109]
 因此，这个地区的一些商人发挥了贸易代理人的重要作用。同时，在贸易活动中，一些文化内容也在这些商人中间交换，并经由他们传播开来。结果是这两座城市变成了西亚北非传统文化同质化的缔造者，将当地文化和西亚北非传统文化因素与希腊化文化结合起来，并为阿拉伯文化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两王国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衰落下去，并因此为罗马征服他们提供了机会。到公元前30年，这两个地区都被罗马吞并了，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110]
 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到这两个地区，西亚和北非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交换变得比以前更平常、更经常。这些都加强了这两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同时也降低了不同文化的个性与排他性。[111]
 最终，这种融合确实使阿拉伯文化在公元7世纪更容易地向这些地区传播。之后，西亚和北非地区之间这种既冲突又和平交流的关系保持到中世纪、近现代，甚至当代。

我们发现，在希腊化时代晚期，这两个地区及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是伴随着两王国之间的关系对其自身和其他相邻国家的影响而发生的。一言以蔽之，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为西亚和北非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预示了更深入的区域一体化的到来，甚至展现了该地区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某些特征。

5.原因分析

在希腊化时代，这种既冲突又和平交流和共存的关系实际上是马其顿安提柯王国、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这种关系也是西亚和北非地区自始至终的特征。那么，这种关系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叙利亚在历史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地中海世界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和商业据点。在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对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具有重要意义，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向整个小亚细亚、西亚，甚至爱琴海地区扩张领土的必经之地。对于塞琉古王国来说，叙利亚是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抵抗埃及和其他国家入侵的天然屏障。“公元前319年，特里帕拉德苏斯会议之后，托勒密一世占据了西叙利亚，但很快西叙利亚北部就被攸美尼斯占领。攸美尼斯去世之后不久，整个叙利亚地区都落入安提葛努斯之手。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之后，托勒密一世占据了西叙利亚，并拒绝将其交给塞琉古一世，而塞琉古一世因为在政治上得到过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从而并没有急于要求托勒密一世交出这块领土。但西叙利亚始终是两王国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和塞琉古王国之间在公元前3世纪几次战争的重要原因。”[112]


其次，正如狄奥多拉斯所言: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是“用矛枪征服的土地”[113]
 。塞琉古王国也是这样的。塞琉古王国也将其占领地视为依靠矛枪获得的领土。[114]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前所征服之地的合法继承者。这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征服更多的土地，并为了地中海区域的霸权而斗争。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保证军事和经济优势而进行的战斗是必要的，也是注定的。

最后，对于双方而言，自始至终、日复一日的战斗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不需要足够时间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为再次战斗做充分准备。实际上，两王国的人民也不愿意每年参与战争。更何况，和平交往是这两个地区的传统之一。当然，我们应该注意，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尤其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之后，两王国都无力再战，罗马共和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两王国相对和平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看待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冲突，和平交流和共存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很多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两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关系，使一些读者错误地认为这两个王国之间自始至终都处于战争和冲突状态。然而，通过对所见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王国的关系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将两国关系比喻为一首动听的乐曲，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前276—前168年，战争或冲突是两王国关系的主旋律，而交流和共存至少是和谐之音，尽管不是主要音符。实际上，从两王国共存的整个历史来看，交流和共存才是两王国关系的主旋律。这种既斗争又交流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两王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融合，促进了西亚和北非的地区一体化，甚至为罗马的统治和阿拉伯人的征服与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甚至直到今日仍有所显现。当然，这种关系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促成的。

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关系是托勒密王朝与埃及周围各个地区的关系的一个缩影，从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内容可以窥见这一点。托勒密王朝与周边各地区的交往是由托勒密国王进行和管理的，从而体现的是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的影响。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使埃及与周围世界进行密切往来，既有和平交往，也有暴力战争，但最终这些往来不仅使埃及更深入地融入周围世界，还促进了西亚和北非以及地中海周围地区物质文化和政治的接触与融合，为罗马人的统治和阿拉伯人的征服奠定了基础，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节　文化变迁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或者说，文化内容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影响痕迹。这对于托勒密王朝来说，尤其是事实。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外来的马其顿人，统治者主要是马其顿人和希腊城邦移民，被统治者主要是埃及本地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传统，前者是希腊和马其顿文化传统，后者是埃及传统文化。这样，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在实行专制王权统治时，必然会对两种文化做出选择或调适。事实证明，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没有试图取缔埃及传统文化，而是在接受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将希腊马其顿因素加入其中，对文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融合。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马其顿人，他们依靠的统治阶级是希腊人，从而他们在接受或容忍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将希腊文化引进到埃及。托勒密王朝“宫廷和政府使用的语言是希腊雅典语”[115]
 ，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这对于希腊文化在埃及的传播和埃及传统文化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希腊人在处理涉及埃及本土人的基层事务时的力不从心，托勒密王朝吸纳一部分懂得希腊语的埃及人进入官僚机构。埃及人要想在托勒密王朝的官僚体系中任职，必须掌握希腊语。甚至有些埃及人进入托勒密王朝的官僚系统以后或者之前，必须拥有一个希腊名字。[116]
 这使一部分埃及人接受了希腊语言。

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院，广招世界各地的文人和学者免费到这里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其目的之一便是宣传希腊文化，使其成为希腊文化的传播阵地。“在数目巨大的城镇和村庄里，希腊人通过社团联系在一起，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是管理‘体育馆’。体育馆是保持和发展希腊文化的基本机构，社区的年轻人在这里获得文化和体育训练，这是把希腊人和‘野蛮人’区别开来的东西。对于成年人来说，体育馆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和文化以及体育活动中心。”[117]
 这些体育馆也允许埃及本土人进入，但对其行为有所限制。这些可以进入体育馆的埃及本土人必定受到了希腊体育的影响。在埃及，还有一些专门的希腊人社团，例如音乐社团、歌舞社团等，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的方式宣传希腊文化，保持希腊文化的活跃状态，国王对这些社团给予物质资助。“即使在最偏僻的乡村，巡回演出和滑稽戏团也一定为恢复不稳固的希腊文化服务。”[118]
 这样从上至下的希腊文化宣传活动给埃及人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强烈刺激，部分埃及人尽管是被动接受，但还是逐渐接受了某些希腊文化，至少熟悉了某些希腊文化因素。

托勒密王朝还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渗透。托勒密一世为了创造一种希腊人与埃及人的共同崇拜形式，推出新神萨拉匹斯作为官方崇拜神灵。[119]
 萨拉匹斯神具有希腊神宙斯的特点，也有埃及神阿庇斯和奥西里斯的特点，从而是一个综合的神，可以同时满足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宗教情感。[120]
 托勒密王朝还推崇狄俄尼索斯神的崇拜，这是一个纯粹的希腊神。当然，托勒密王朝并没有禁止人们对埃及传统神的崇拜。尽管如此，托勒密王朝这种宗教崇拜活动的推行还是使埃及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了。

然而，作用与反作用、影响与被影响始终都是矛与盾的关系。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文化对埃及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埃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弗里曼所言: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君主制时代。事实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不能将各异的地区、种族和文化整合在一起。当时，这些因素不得不在扩展了的希腊—马其顿世界里共存。两种文化的差异渐渐消失”[121]
 。弗里曼的评论突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强调了希腊化时代君主制的存在必然性，它可以很好地将“各异地区、种族和文化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强调了每个王国内部两种文化的共存和融合。实际上，共存是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而融合则是结果。因为统治阶级的强势作用，希腊文化对埃及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甚至为古埃及民族和文明的消亡埋下了种子，但反过来，古埃及悠久的文化对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古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古代埃及是一个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的文明古国，宗教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埃及宗教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因素得到了发展，希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图斯被认为是穿着希腊外衣的埃及神秘主义者。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神秘主义与埃及宗教有关。[122]
 希腊人还将埃及的神等同于自己的神。例如，希腊人将阿蒙神等同于宙斯神，将荷鲁斯神等同于阿波罗神。希罗多德也认为很多希腊神起源于埃及。[123]
 也是在此时，埃及的伊西斯神崇拜传播到了希腊和小亚细亚。[124]
 希腊绘画和建筑中能够找到埃及的因素。[125]
 埃及的历法也对希腊的历法产生了影响，希罗多德有所论述。[126]


从前面的阐述来看，很难说埃及是希腊化了，也很难说希腊文化埃及化了，只能说希腊文化与埃及传统文化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互有影响。尽管在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过程中，埃及传统文化对希腊人的文化有多方面影响，但就古埃及历史发展的长远前景而言，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近300年的马其顿人的统治，很多埃及本土人接受了希腊文化，至少是接触和经历了希腊文化，这接下来会影响到埃及文化认同，甚至对于古埃及民族和文明的消亡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文化和文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最早在埃及进行统治的外来人是希克索斯人[127]
 ，学界基本上认为他们是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在埃及三角洲地区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第15王朝和第16王朝(约公元前1674—前1567年)，与之并立的是埃及人在上埃及底比斯建立的第17王朝(约公元前1650—前1567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希克索斯人的王朝与埃及人的底比斯王朝南北对峙，希克索斯人未实现对埃及的统一。最重要的是，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基本上是按照埃及人传统的方式进行的。[128]
 希克索斯人被底比斯兴起的埃及人赶走。新王国使埃及达到了鼎盛，可以说，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未能影响埃及文化和文明的整体进程。第22王朝(约公元前945—前715年)的创建者具有利比亚人的血统，第25王朝(约公元前716—前656年)是努比亚(埃塞俄比亚)的库什王子建立和实施统治的，甚至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的创建者也有利比亚王室血统[129]
 ，但毫无疑问，这几个王朝都是按照古埃及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没有改变古埃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继希克索斯人之后，在古埃及建立较长期王朝统治的外来人便是波斯人，而且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是统一的王国，至少冈比西斯二世曾对埃及南部的努比亚、西部的利比亚用兵，甚至一度统治了这两个地方的部分地区。[130]
 最重要的是，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消除了古埃及本土王朝复兴埃及文明和文化的机会，尽管在两个波斯王朝之间有埃及本土王朝的统治，但很短暂，而且持续地抵抗波斯的入侵，未能像希克索斯人离开之后底比斯王朝那样建立强大的埃及王国。可以说，在古埃及历史上，真正对其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外来统治者最早是波斯人，之后才是希腊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但希腊马其顿人为期300多年(约公元前332—前30年)的统治对埃及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出现了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多方面融合的局面，这是古埃及文化和文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131]
 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0—公元640年)，基督教文化在埃及获得发展，修道制度就是在埃及建立起来的[132]
 ，古埃及传统文化逐渐被希腊罗马文化融合，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到阿拉伯人占领埃及的时候，古埃及传统文化已经丧失殆尽。

从本章的论述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统治对古埃及社会和历史以及埃及周围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使古埃及传统的专制王权统治延续下来，体现了新特点，使埃及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大势力，还为罗马人在埃及的统治提供了一种制度模式;它还使埃及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方面较深入地融入埃及周围世界，使埃及与这些地区展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使西亚、北非以及地中海世界各个地区向着文化认同趋向一致的方向发展，为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先后征服与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在延续和调整古埃及传统专制王权、使埃及更深层次地融入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引起了古埃及宗教文化乃至民族认同的变化。宗教构成了古埃及人的意识形态，是具有权威性、认同性和凝聚力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必然使古埃及人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甚至文化认同发生重大变化，为古埃及文明的消亡埋下了种子。从而，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统治成为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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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特点

从希腊历史的研究角度讲，托勒密王朝属于希腊化时代史的研究范畴，从而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也在希腊化时代史研究者的关注行列。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希腊化时代史的时候，也将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考虑在内。著名希腊化史家F.W.沃尔班克在第二版《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一册中专门探讨了希腊化君主制的特征，认为马其顿本土的安提柯王朝的君主制与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朝埃及的君主制没有本质区别，这几个王国的国王对领地的控制会影响其地位和声誉，但不会影响其国王的头衔;几个王国的国王都采取一些措施巩固王朝的稳定，例如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国采取的近亲婚和共治制度;王权的威严依靠国王的头饰、王冠、服装、权杖和戒指等体现出来。[1]
 实际上，这些特征都是希腊化王国君主制最普通的共性。本书认为，这些特征远远不能揭示每个王国内部王权统治的特点。

我国学者在《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一书中对古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日本、希腊、罗马、查理曼帝国、阿萨蒂王国、法老埃及、印度、赫梯、匈奴游牧帝国、拜占庭、英国等)的王权进行了分别研究，刘文鹏专门探讨了法老埃及的专制王权及其特点。[2]
 杨巨平在研究希腊化时代君主制的特点时，涉及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制度，从总体上概括了希腊化时代君主制的几个特征，例如王权神化与王朝崇拜、外族统治者在吸收本土原有统治机制因素的基础上加强王权统治、依靠王友集团和大批官僚实施统治。[3]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里考察了希腊化时代君主制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希腊化时期君主制既非马其顿君主制的纯粹延续，也非亚历山大的独创，更非东方君主制度的照搬因袭。它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长期的征服、统治过程中，把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与东方现行的君主制度以及希腊城邦制的外壳有机地、逐渐地结合起来的产物。各王国的君主制既有王权神化、国王崇拜(马其顿无)，依靠王友集团统治、君主权力加强，王位世袭、内部通婚、宫廷礼仪简化等大致共同的特点，又各具特色。如果把托勒密王朝看作绝对君主制，那么塞琉古王朝就是或多或少受自治城市和地方影响的君主制，马其顿王朝则是受以“战士会议”为代表的“马其顿人民”一定制约的君主制。[4]
 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希腊化时代三个主要王国的君主制有重要启迪意义，对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特点分析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都没有专门探讨过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特点，即使一些相关著作中涉及了最突出的特点(例如国王个人的神化等)，也未对其进行全面考察，更未将其与古代世界其他王权制度做深入比较。本书这里希望在前面几章内容的基础上，总结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特点，在以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本身为总结对象的同时，将其与法老埃及和罗马埃及做纵向比较，并将其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王权进行横向比较，这些地区主要是与托勒密王朝同时代的安提柯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当然在必要的地方还会将其与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君主制相比较。

首先，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具备了专制王权的所有主要特征。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一书在研究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后，总结出了专制主义的一些主要特点:专制君主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神的后裔和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的神性，人格神化;专制君主采取世袭继承制，父终子继，整个王室家族都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专制君主在全国处于主宰地位，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严格地控制着行政、军事、思想等，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机构为其治理国家服务，建立一支常备军作为其政权的可靠支柱，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形式，推行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专制君主把整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物，靠雄厚的财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专制君主把全体臣民视为自己的奴仆，君主与臣民之间完全是主仆关系。[5]


从前几章内容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具备了上述所有特点。托勒密国王宣扬“君权神授”，称自己为太阳神拉之子，拥有法老埃及法老的五个伟大的名字，具有超人的神圣属性。托勒密王朝由拉古斯家族统治，基本上是父终子继，也有兄终弟及的情况，当然也有女儿掌握王位的情况，但王权始终掌握在拉古斯家族内部，而且整个家族成员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托勒密国王在全国范围内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着一切大权，尤其严格控制着行政、军事、法律和经济以及宗教思想，甚至控制着常备军，决定战争的和与战。托勒密国王还将埃及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对土地、工业、贸易和金融业以及税收等拥有最高所有权，依靠对经济的垄断和专营获得的庞大财富支持其专制统治。托勒密王朝的臣民都奴隶般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君臣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

其次，托勒密王朝国王人格神化使国王兼具威严与仁爱双重属性，使国王的地位更加神圣不可侵犯。

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大多数国家中，单就国王的人格神化而言，托勒密王朝可谓独具特色。法老埃及的法老被神化，但他们只是远离人民和高不可攀的神;而托勒密国王除了具有法老的神性，还是人们可以信赖的仁慈之神。罗马埃及的真正统治者是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在埃及居住并实施管理职能的是他们派驻的总督，罗马奥古斯都和皇帝以及总督都没有像托勒密国王那样神化自己。[6]
 古代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众神从人类当中选出来为神服务的仆人，本身并非神，其行为是在履行神的旨意，与自己的臣民没有本质区别，在战斗中必须依靠同伴的帮助[7]
 ;而托勒密国王本身就是神，无须他人帮助。古代中国的皇帝被称为“天子”，亦即“天帝之长子”，其权力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帝应该行“仁道”和实行“德治”，方可“天下太平”、“国富民强”[8]
 ;古代印度的国王不是神;古代罗马的元首或者皇帝，要么受到元老院的约束，要么受到地方势力集团的制约;而托勒密王朝没有约束国王的理性观念。

与希腊化时代其他王国相比，托勒密王朝国王神化也表现出了独特性。M.格兰特指出:“在托勒密王朝时代，统治者的崇拜达到了其最强烈、最复杂的程度。”托勒密一世为了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将亚历山大三世推崇为其首都亚历山大城的保护神，并在货币上铭刻亚历山大三世的肖像。托勒密一世也被推崇为神。托勒密一世的货币上有这样的形象，即托勒密一世披戴着羊皮斗篷，后者是宙斯肩上披戴的东西。[9]
 从托勒密二世开始，托勒密王朝国王与王后一起在有生之年获得崇拜，被称为神。当然，托勒密国王希望将自己宣称为希腊神，例如托勒密四世就曾将自己视作狄奥尼索斯神。

“在塞琉古王国，塞琉古国王们只把亚历山大三世视作他们的先驱，但并不宣称自己与他有任何特殊联系，或者也不将其包括在官方统治者崇拜之中。他们参照阿黑门尼德波斯人的先例行事，并不渴望像托勒密国王们那样充当神的化身，而是将人性作为神的特殊性之一。”在塞琉古王国，安提奥古斯三世是第一个将自己构建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国王，其他国王都是被动的。[10]
 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们更愿意遵循古老的传统，将自己视作平等者中的第一人，视自己为英雄，而非神。他们甚至拒绝崇拜亚历山大三世。例如，当某个赫尔墨多图斯(Hermodotus)宣称国王安提葛努斯二世为“太阳的后裔，一位神”时，国王回应道:“此人已经使我成为孤家寡人，还浑然不知。”[11]
 安提葛努斯二世的孙子腓力五世只是追溯妻子的神性来源，并将英雄的名字给予自己的儿子，但也仅此而已。[12]
 总体上看，楔形文字文献描绘塞琉古国王为“强大的国王”、“世界之王”、“巴比伦之王”、“四方之王”等。[13]
 在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国王和王后在有生之年受到崇拜，但死后才转变成神。[14]


安提柯王朝的国王称自己为“马其顿人的国王”，至少从皮尔蒂卡斯三世(Perdiccas III)的儿子艾米塔斯(Amyntas)到腓力五世(Philip V)的几份铭文里面这样称呼安提柯国王。这最多只能表明安提柯国王是“民族的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这种称呼并不是官方的，大多数情况下，安提柯君主的称呼就是简单的“国王”一词。[15]


再次，托勒密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着国家的一切大权，甚至将埃及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通过大批官僚实施自己的至高权力，官僚都绝对地服从国王。可以说，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朕即国家”，国王基本可以等同于国家。也就是说，从国王的权威和官僚主义集权化的统治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显得更加强大。

我们从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托勒密国王掌握了行政、人事、立法、司法、军事、外交、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威，通过大批中央和地方官僚实施王权统治，但这些官僚都奴隶般地服从国王的命令。M.罗斯托夫采夫等学者都认为埃及是托勒密王朝国王的私有财产，国王也据此对其进行管理。私有财产几乎不存在，私人主动性也是从制度上禁止的。[16]
 M.格兰特指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思想是国家属于国王，国王完全有权力将其用于一般目的。在追求这个信条的过程中，国王倾向于将军事和民事权融合起来”[17]
 。一位官员宣称:“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每一件事情都规范得非常妥当!”[18]


法老埃及，尤其是自古王国以后，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专制统治，但与托勒密王朝不同。法老埃及的君主专制统治依赖门阀贵族、官僚大臣和神庙高僧，这些统治阶级的社会集团一旦势力发展起来，就构成了颠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分裂和破坏因素。法老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第二中间期和第三中间期就充分证明了地方门阀贵族势力膨胀以后的结果。法老埃及维西尔的权力非常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往往成为左右法老统治的力量。神庙僧侣在法老埃及是法老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在法老的扶植下，其经济势力强大起来，在一些时候成为仅次于法老的最富有的社会集团，有时甚至直接左右法老王位继承问题，甚至左右法老的行为，新王国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主要是为了消除阿蒙祭司集团的影响力，新王国甚至因祭司集团首领的篡位而覆亡。[19]
 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托勒密王朝时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托勒密王朝没有出现过中断，一直是拉古斯家族的统治，即使有王室女成员篡权的现象，也是家族内部的王位之争。托勒密王朝没有维西尔，不存在“相权”与王权的斗争情况。托勒密王朝也没有出现法老埃及那种祭司集团影响和操纵世俗政权的现象，国王始终有效地控制着宗教势力。[20]
 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将埃及视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派总督治理，总督享有行政、经济和军事以及司法等方面的重要权威。总督本身就成为罗马奥古斯都或皇帝权力的重要掣肘。[21]


与希腊化时代其他王国相比较，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权威也是相对较强大的。塞琉古王国统治着几乎整个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社会发展阶段参差不齐。在这样的情况下，塞琉古王国采用了自己的统治方式。塞琉古国王推行国王崇拜，强化王权，宫廷设有宰相、议事会和秘书处等，高级官吏由王室人员出任。他们采取了波斯的行省制度，派总督治理，但地方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塞琉古王国还试图通过希腊移民和建立希腊城市的方式，实现各地民族、经济和文化等的统一，但大量希腊自治城市的存在削弱了王权。塞琉古国王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但他们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有限，城市和神庙拥有大量土地。土地耕种者除了农民，还有大量奴隶。塞琉古王国的商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经济上的发展为塞琉古国王的对外战争提供了条件，他们不仅与埃及国王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还与马其顿王国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的统治权。战争严重削弱了塞琉古王国的势力，王国内部的斗争也持续不断。塞琉古王国的一些地区先后分裂出帕加马、帕提亚(安息)和巴克特里亚(大夏)等王国。[22]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公元前1世纪末期，塞琉古王国最终被罗马侵吞。

帕加马王国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初归顺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公元前133年归入罗马，其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与塞琉古王国无多大差异，但其都城帕加马的图书馆藏书约20万册，帕加马城还是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

帕提亚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安息，是对阿尔萨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6年)的简称，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里海东南一带，公元前247年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公元前2世纪时，逐渐强大起来，占领了塞琉古王国统治下的很多地区。公元前1世纪初开始，帕提亚与罗马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斗争。

巴克特里亚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大夏，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麓及阿姆河上游一带，先后受波斯、亚历山大王国、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之后与塞琉古展开斗争，并对外扩张，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约公元前168年，巴克特里亚分裂。几乎与此同时，原来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被匈奴打败，迁入葱岭以西、锡尔河一带，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约公元前140年，月氏人又南下巴克特里亚。月氏人逐渐占领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所有领土。

安提柯王国统治着马其顿本土和希腊世界。安提柯王国加强王权，但也增建很多希腊城市，王权无法与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相比。安提柯王国的人力不足，经济发展受限，奴隶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安提柯王国统治下，希腊城邦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仍不时发起反抗斗争。安提柯王国还要面对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的进攻。它成为希腊化时代三个主要王国中最早被罗马吞并的王国。[23]


与古代印度相比较，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和专制王权就显得更强大了。在古代印度，国王在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权力，尽管也宣扬君权神授理论，但“一些审查和限制条件被强加在国王的权力之上，以阻止他变成专制君主”。国王受到两个民众政治团体(Sabha和Samiti)的监督，其行为要使两个团体满意才可以。“他不能忽视民众舆论对他的看法。人们总是监督着国王的日常活动，甚至杀死无能的国王。”“国王不是主人，而是人们的仆人。从而，在古代印度，盛行的是有限的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绝对主义和国王的专制总是处于审查之下。”[24]
 加亚斯瓦尔对印度王权给出了更全面的概括:“印度王权是一种人类制度。印度王权是选举式的;候选人是所有人(在吠陀时代和婆罗门Brahmanic时代)。印度王权是契约式的。印度王权是一个国家部门，不得不与其他国家部门合作。印度王权是一种信任，对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信任。印度王权不表现为武断。印度王权并非高于法律，而是处于法之下。印度王权首先是民族的，之后才是地域的。”[25]


此外，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具有自身保障机制。

正如本书第八章第一节所述，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充分吸取了波斯人在埃及统治动荡不安的教训，在专制王权统治过程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社会和政治以及文化的调整，尤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保障专制王权的实施。这方面的内容在本书第七章进行了详细论述，这里简要述之。托勒密国王每年举行多个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要么是古埃及传统的宗教仪式，要么是具有希腊特征的仪式，但宗旨都是通过仪式场面和浮雕铭文等不断地宣传国王统治的神圣性或合法性。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托勒密王朝还允许古埃及传统法律和希腊城市法并行存在，并从司法实践中对两套法律做出补充和调整，最终以托勒密国王的敕令或赦令为解决矛盾的最后底线，这种司法制度有效地调和了外来统治者与本土被统治者之间因语言和族群认同等原因出现的矛盾，有利于专制王权的顺利实施。托勒密国王还通过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来稳定社会结构，进而达到保证国王的强大和专制王权运行的目的。当然，归根结底，托勒密王朝将埃及视作自己的国土，为了国家的强大和发展，而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注重农业开发。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既有力地推动了国力的发展，也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了强大财力，更从根本上赢得了埃及本土人的认可，还解决了兵饷和安置老兵的问题。可以说，托勒密王朝的农业开发起到了多种作用，而最重要的是保障了专制王权的实施和发展。

最后，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既有外来统治的特征，也是外来统治者对本土埃及进行认真统治的见证。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主要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是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从根源上来讲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进驻埃及的，但他们并没有以征服者的身份对埃及进行统治，而是从根本上接受了古埃及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并根据形势和统治的需要将希腊和马其顿的一些因素引入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使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表现出了独特性。

托勒密王朝的这种专制王权统治一方面表现出了外来统治的特征。例如，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官方文字是希腊文;国王的头衔中有希腊人认可的成分，即“救主”、“爱父亲之神”等;官僚体系以希腊马其顿人为主导，大量本土埃及官僚为辅助;经济制度中引入了银行;托勒密国王还建立了希腊与埃及相结合的宗教崇拜模式——萨拉匹斯神的崇拜，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以及各种地方体育馆等。

另一方面，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也体现出了外来统治者对埃及本土的认真统治。本书多处提到托勒密王朝充分吸收了波斯人统治动荡不安的教训，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调整与建设。这是托勒密家族将埃及本土视作自身根基、进行认真统治的表现。在托勒密国王看来，国王拥有埃及，埃及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从而，托勒密国王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拥有各种权力。王国内部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的政策和安排都是国王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处置。塔恩在评论希腊化时代三个主要王国的时候说:“安提柯王国的国王们拥有很少的资源，但他们是自由民族的民族领袖，是希腊世界对抗北方野蛮人的盾牌，并促成了公元前3世纪相当繁荣的文化的发展。塞琉古王国灾难深重，但极力提高半个大陆的文明水平。托勒密王朝却耕种埃及地产，并填充其国库。”[26]
 且不说塔恩对三个王国差别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但就他对托勒密王朝的判断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托勒密王朝把埃及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自己私有财产的管理采取了国家的管理方式，而且是认真地管理自己的“私有财产”。

总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在具备了专制王权的所有特点之外，还有自己的创造。首先，托勒密王朝的国王神化比较深入，国王不仅是威严而不可接近的法老和太阳神的儿子，还是仁慈和仁厚的君王，这使托勒密国王的地位更加牢固。其次，托勒密国王为了保障专制王权的运行，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举行各种埃及传统的或希腊式的宗教仪式，运用两套司法体系调节民众关系，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以保障国家发展，等等。此外，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程度也强于其他地区的专制王权，并具有外来统治的某些特征。可以说，除了国王神化、专制王权的程度和外族统治特征等在程度上的不同而外，从多个方面，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保障专制王权运行的措施;外来统治者将所统治地区视作自己的基业，对其进行认真统治，也可以获得本土被统治者的认可，实现专制王权的强化，这两点是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重要特征，更是对专制王权理论的补充。

刘文鹏和令狐若明在阐述古埃及文明的特征的过程中，发现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埃及的专制主义(或称专制王权)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从而可以视作古代世界专制主义的典型。[27]
 两位先生并没有对这个提法展开论述。本书通过本章内容的阐述认为，仅仅从古埃及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样的观点有合理之处，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可以视作古埃及专制王权发展的典型阶段;但从古代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观点还需要更多的、古代各个地区王权制度的具体研究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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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尽管我们在前言部分阐述了本书的研究目标，即回答众多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有关的问题，但本书的中心目的实际上在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外来征服者在埃及实施近300年专制王权统治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这个事例对于“专制主义”理论的意义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两个核心问题，本书以世界古代史为大背景，在古埃及文明史和希腊化时代史的领域内，用九章篇幅，在解读原始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史、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国王人格神化、国王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专制王权运行的保障措施、专制王权的影响和特点等进行了全面探讨，并针对学界探讨不够深入的问题做了详细研究。通过研究，本书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是马其顿的拉古斯家族或托勒密家族，该家族是以征服埃及的亚历山大三世继承者的身份对埃及进行统治的，所以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并不是法老埃及传统王权统治的自然延续，而是由来自希腊世界的马其顿征服者实施的统治。托勒密家族作为外来征服者在埃及采取专制王权统治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法老埃及悠久的王权统治传统、公元前332年之前马其顿的君主制传统、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将军们在征服过程中对埃及和波斯专制统治方式的接受、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给托勒密家族提供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面临的其他各种问题，都表明托勒密家族应该采取专制王权统治。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托勒密一世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一种由法老埃及传统王权制度、马其顿君主制度和希腊城邦君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特殊专制王权。这种专制王权构成了托勒密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变和衰亡的演变过程。托勒密一世、二世和三世是托勒密王朝的主要建设者。在这三位国王的努力经营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建立并发展起来，在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其表现形式是托勒密王朝的疆域在北方扩张到了西亚底格里斯河地区，占领了地中海的部分希腊城邦，在南方进入努比亚地区，在西方囊括了利比亚等地。托勒密王朝在地中海世界维持了40多年的强权地位。从托勒密四世开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开始由盛转衰，其表现是国力渐衰、王室内部权力斗争渐趋激烈、外部塞琉古王国和安提柯王国趁机加强了对叙利亚地区霸权的争夺。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中，埃及面临亡国的危险，不得不求助罗马。从托勒密六世开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逐渐走向灭亡，王室内部阴谋斗争异常激烈残酷。托勒密国王往往依靠罗马的力量维持国内和平，不得不将大量土地和主权让渡给罗马。最终，克娄巴特拉七世在罗马将军恺撒和安敦尼的政治斡旋中见证了托勒密王朝和其专制王权统治的“天鹅绝唱”。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发展演变基本上与王朝的兴衰保持一致，这反映了专制王权在托勒密王朝的重要地位。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以如下三个方面为主体内容:国王人格的神化、国王的权力和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为了使自己的专制统治获得埃及本土人和希腊马其顿等移民的认可，托勒密国王接受了古埃及传统的王权观念，将希腊人的王权认识和马其顿人的君主制思想结合起来。他们宣称自己是埃及神祇之子，登基为法老，在祭司的帮助下为自己冠以埃及法老传统的官方名字——五个伟大的名字。他们还称自己为“救主”、“爱姊妹之神”、“爱父亲之神”等，这些是具有希腊文化认同色彩的名字。这两种名字使托勒密国王兼具威严和慈爱于一身，使其地位更加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称呼或人格神化的结果使托勒密国王成为埃及领土上合法而神圣的统治者，成为埃及的真正主人。在这种神圣地位的基础上，托勒密国王顺理成章地掌握了行政、人事任免、司法、军事、外交、经济管理、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他们还是全国臣民的主人，大批宫廷、中央和地方官僚都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借助这些官僚实施其对内和对外职能，使其专制王权从“金字塔”结构的权力体系最顶层延伸到最底层。

托勒密王朝的国王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专制王权的运行。他们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每年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向全社会宣传其专制王权的神圣性或合法性。这种大规模、经常性的宣传使埃及本土人和外来移民逐渐从内心深处认可了托勒密家族的专制王权。托勒密王朝还允许古埃及传统法律和希腊城市法并行存在和发展，并在司法实践中实施两套司法审判机构，依靠国王临时颁发的敕令或赦令以及巡回法庭和混合法庭解决两种法律和司法机构之外的案件。这既有效地调节了埃及本土人与外来族群人口的各种矛盾，也保障了托勒密国王的立法和司法最高权力。在托勒密王朝这种外族统治的社会里，存在社会结构问题。换言之，外来移民与埃及本土人之间在等级和阶级关系以及官僚体系内部都会产生各种不和谐现象，这种不和谐是不利于专制王权运行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勒密王朝在不破坏等级和阶级关系的情况下，允许部分埃及本土人和其他族群的部分精英进入统治阶级，建立起个人性质的统治关系，使希腊马其顿官僚与埃及本土官僚之间和谐共处、互相监督，最终使所有官僚都为国王服务。归根结底，托勒密王朝还是从经济上确保专制王权的运转，尤其是对法尤姆地区实施农业开发。农业开发促进了埃及经济发展，增加了税收，解决了军饷和老兵安置等问题，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托勒密王朝将埃及社会的宗教文化关系、民众关系、等级阶级关系、统治关系、经济关系等都巧妙地纳入专制王权的运作中，在处理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保障专制王权的顺利运行。当然，亚历山大三世的庞大王国解体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王国强大到可以消灭其他王国的程度，它们只是在长期地进行互相征服战争。托勒密王朝通过战争和联姻等方式保证国家安全，为专制王权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稳定环境。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本书第八章第二节充分体现了这点。在以往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没有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这种系统运作性给予足够关注。

专制王权伴随托勒密王朝始终，持续了近300年，对古埃及社会历史和埃及周围世界都造成了深刻影响。首先，它在充分吸收波斯人统治动荡不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种制度建设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理顺，充实和丰富了古埃及传统的王权制度，使埃及在托勒密王朝前期一度达到鼎盛，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国，还为罗马人统治埃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模式，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和发展法老埃及王权制度的作用。另外，托勒密王朝在实施专制王权统治的过程中，与埃及周围世界发生各种交往，其中既有冲突也有和平往来。整体上来看，和平往来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既战争又和平的关系使埃及更深入地融入周围世界，使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出现更强的融合现象，为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征服与统治奠定了基础。此外，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在传承埃及传统政治制度、使埃及更深入融入周围世界的同时，也使埃及本土人经历了新制度因素和各种不同宗教文化。这不仅从物质层面改变着古埃及传统社会，也从精神层面对古埃及人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认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作用。在托勒密王朝近300年的专制王权统治过程中，更多的埃及人对传统埃及宗教产生怀疑，对埃及本土法老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统治权威的信仰发生动摇。他们也逐渐了解和理解希腊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了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思维。这个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不是托勒密王朝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而是两种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实践中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客观结果。这进一步使埃及人比较容易接受后来罗马统治时期的基督教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伊斯兰教。古埃及文明主要是在古埃及文化逐渐消亡的过程中走向消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至少起到了消解埃及传统文化和观念的作用，以其强大的力量或明显或潜在地使古埃及文明和古埃及人发生着重大变化，对古埃及文明走向消亡起到了助推作用。甚至可以说，托勒密王朝及其专制王权是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具备了专制王权的各种主要特征。但在与法老埃及和罗马埃及的纵向比较，与希腊化时代其他王国以及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王权制度的横向比较之后，本书发现，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例如，托勒密王朝国王人格神化使国王兼具威严与仁爱双重属性，使国王的地位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从国王的权威和官僚主义集权化的统治来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显得更加强大;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具有自身保障机制;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既有外来统治的特征，也是外来统治者对本土埃及进行认真统治的见证。这些特点都使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与众不同，但我们能否称其为“古代世界专制主义的典型”，还需要更多的具体研究来佐证。

总之，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并非法老埃及传统专制主义统治的自然延续，而是外来强权征服者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实施的一种较长时段的、系统的、影响深远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外来统治者以专制王权这种制度对埃及进行了较长时段的、相对稳定的统治，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在于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系统性。这里所谓的系统性主要是指各种保障措施与主体专制王权制度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系统性是对“专制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除了具备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专制主义”概念部分所阐述的各种特征而外，还应该具备系统性特征，即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与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协调统一。

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补充意义，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王朝建立初期，专制王权符合埃及当时的形势，与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结果促进了托勒密王朝的发展。但托勒密王朝初期建立起来的主体制度在后来的实践中固化下来，例如马其顿家族的统治、等级关系、官僚制度、国王的各种最高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托勒密王朝便面临着一系列内外问题。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托勒密王朝采取的措施是不断补充和完善专制王权制度，例如统治关系的调整、法庭类型的不断完善、农业开发与军事殖民，等等。当然，这些调节措施从王朝初期就实施了，甚至构成了系统性专制王权的保障措施，是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能够持续近三个世纪的重要原因。然而，各种主体制度的恒久不变则构成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例如，托勒密国王对经济的垄断与专营无论如何都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到王朝后期越是明显。当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根本性的变革就会发生。可以说，这种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生成的社会政治制度，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发展，否则便会被历史所遗弃。

需要说明的是，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本书在阐述过程中也对这些方面多有涉及，但本书中的相关内容远未能展现托勒密王朝经济、宗教和文化的全貌，更不能代替这些方面的具体研究。实际上，本书的研究只是触碰到了托勒密王朝历史的主线而已，无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还是托勒密王朝的其他领域，都仍有大量内容需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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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1　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领土构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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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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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托勒密国王统治年表

[image: img]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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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塞琉古国王统治年表(至公元前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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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国王统治年表

[image: img]



附表5　叙利亚战争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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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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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每次叙利亚战争的起止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Graham Shipley就认为六次叙利亚战争的时间分别为:

约公元前274—前271年第一次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260—约前253年第二次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246—前241年第三次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219—前211年第四次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202—前200年第五次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169—前168年第六次叙利亚战争

(参见Graham Shipley，The Greek World After Alexander 323-30BC，p.202)




附表6　马其顿战争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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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王朝的度量

1.托勒密王朝的货币

早期托勒密王朝，货币单位是银德拉克马(drachma) (1德拉克马约等于6奥伯尔)。公元前2和前1世纪时，更普遍的货币单位是青铜德拉克马。一般来说，青铜标准被采用时，1德拉克马的银值60德拉克马的青铜，但很快比率便提高了，到公元前2世纪结束时，银与青铜德拉克马的比率经常是1∶500。但基本上托勒密王朝的货币单位具有下面的对应关系:

1米那(Mina) =100德拉克马，1德拉克马= 6奥伯尔(obols)，1塔兰特=1500斯塔特(statae) =6000德拉克马，1塔兰特约等于2000美元的购买力(1981年的比价)。1美元相当于3德拉克马。1米特拉(meterti) =10德拉克马。

2.托勒密王朝的重量和容量单位

托勒密王朝的重量单位仍沿用法老埃及的重量单位，德本仍是基本重量单位。1德本(deben)的铜大约等于91克。同时，德本可作为货币单位使用，1德本=10凯特(kit) =20德拉克马。

托勒密王朝的容量单位有克哈(khar)和阿塔巴(artaba)等。换算关系是: 1克哈=4奥伊佩(oipe) =160寅(hin) =75.56升。1阿塔巴约等于40升。比阿塔巴小的单位是考伊尼克斯(choinix)，1阿塔巴约等于40考伊尼克斯，也就是说1考伊尼克斯约等于1升。

3.托勒密王朝的长度、面积单位

腕尺(Cubit)是托勒密王朝的主要长度单位，1腕尺约等于20.6英寸或52.3厘米。比腕尺小的单位是帕尔姆(Palm)，1帕尔姆大约等于3—4英寸。再小的单位是迪吉特(digit)，1迪吉特约等于3/4英寸。它们的换算关系是: 1腕尺=7帕尔姆=28迪吉特。

托勒密王朝的土地面积单位是斯塔特(statae)，1斯塔特约等于0.68英亩或0.275公顷。


埃及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埃及的月份

埃及民用年最初由12个月构成，每个月30天，另添加5天，这样一年365天，每年比自然年缺少1/4天。在托勒密王朝开始时，托特月1日正好是朱利亚历的12月13日。在罗马的奥古斯都统治时，通过在每4年结束时加入一个第6天，而使历法稳定下来。结果自那以后，埃及月份便永远与罗马月份相对应了，像下面列出的那样。

马其顿月最初是太阴月。在托勒密王朝较早期，它们与埃及月份的联系有点模糊，但它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太阴月特征。到公元前2世纪时，它们最终被吸收进埃及月当中。如下所示。

根据埃及人计算统治者统治年代的方法，第一个统治年是登基与接下来的托特月1日之间的时期。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希腊人在计算国王统治年代时用不同的起点，但后来他们采用了埃及人的制度和历法。同样的历法制度继续在罗马帝国时期使用。

[image: img]
注:本表根据G.P.Goold，ed.，Select Papyri，Vol.2，pp.xxxi-xxxii制作。




后记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或专制主义)这个研究课题诞生于2002年。当时，我正师从我国埃及学家刘文鹏先生攻读世界古代史的硕士学位。恩师刘先生建议我将托勒密王朝专制主义作为研究课题。他认为这个课题在古埃及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该问题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时期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还可以更好地理解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更可以为未来深入探讨罗马埃及奠定基础。当然，恩师充分认识到了该课题的研究难度，建议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先梳理学界关于该课题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做初步探讨，以为硕士学位论文之用。刘先生当时很肯定地说，要想真正探讨清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按照刘先生的指点，我开始搜集资料，整理学说史，翻译部分可得到的史料。我逐渐发现这项研究实在很难，不仅需要有埃及学和古语言(例如中埃及语、世俗语和古希腊语)的功底，还需要对古希腊史和马其顿历史有足够认识，更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探索，仅仅对课题形成了表面认识，以“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为题，先做了一篇非常简单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了使我能够打好基础，为深入研究做准备，刘先生多方努力，用自己的课题经费，安排我与几位同门一起学习德语，送我们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学习古埃及语言文字。给我们讲授古埃及语言文字的是郭丹彤教授。当时是集中授课，每天连续八小时的课程。在短期内，我们就能够借助词典阅读古埃及语原始文献了。到课程结束的时候，郭老师已经累得咽喉肿痛。课程结束以后，刘先生始终督促我们坚持复习语法和阅读文献。现在每每回想起当年刘先生的苦心安排和远见卓识，想起郭老师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求知欲而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我就会肃然起敬，倍加珍惜当日之所学。

2004年至2007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郭小凌先生，攻读世界古代史博士学位。恩师郭先生认为我应该继续研究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统治。为了将这个选题的研究进行下去，经郭先生安排，我在系统学习古希腊史、马其顿史以及西方史学史的同时，到北京大学旁听靳喜平教授的古希腊语课程，搜集和翻译相关史料，翻看相关学术论著。最终，在郭先生的耐心指导下，我撰写了一部近22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托勒密埃及的王权研究》。虽则如此，因能力所限，论文仍显不够厚重，几个主要问题尚未能深入论述。郭先生本着宽容和督促相结合的态度，以慈祥和蔼的口吻跟我说:“学术非一日之功，此课题也非三五年可探讨清楚的，未明之问题可留待日后慢慢钻研。来日方长，不懈努力便是。”先生的教诲字字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成为我继续研究这个课题的动力源泉。

2007年7月，我有幸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这个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的环境里，我得以潜心研究这个课题。在对具体问题展开考察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复杂的理论问题。我曾就这些问题向研究室老师和同事请教，郭方研究员、徐建新研究员、刘健研究员等都曾给予多次指点，并提出了很多富于启发意义的意见和思路。记得单位有几次在北京郊区开会，有缘与徐建新研究员同住一室。我借助这样的机会，向他请教关于阶级、等级、王权、专制主义等理论问题，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有时甚至彻夜长谈。正是在这些老师的启发和点拨下，我得以顺利写就几篇论文，在期刊上发表出来。在具备一些前期研究成果之后，我申请了研究所重点(B类)课题，用将近4年时间，对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进行全面研究，拿出了这样一本小册子。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很多老师或直接或间接的指点和启发。我在聆听杨共乐教授的课程时，他曾就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给我指出很多宝贵思路，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郭丹彤教授和金寿福教授也曾多次就本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很强的修改建议。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对前述各位老师表达真挚谢意!我会将你们的教导、指点、启发、鼓励和帮助统统化作动力，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努力耕耘，不断探索，多产出原创性、创新性成果，以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本书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支持而得以顺利出版。为此，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致以诚挚谢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李庆红老师在编辑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耐心，付出大量心血。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修养以及严谨态度都令我十分钦佩!

当然，因个人愚钝，虽然历经十几年的研究，本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祈请学界师友提出宝贵批评意见，我必定在充分吸收各方睿智见解的基础上，对书中的错漏之处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

郭子林

2015年3月6日　于北京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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